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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正义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与当代价值

赵志阳，邢　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了新时代对公平正

义的追求。“应得”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传统哲学思想，体现着社会正义的观念和原则，彰显了人类的

价值理想。“应得”与 “正义”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人们总是用 “应得”或 “不应得”来判定社

会分配是否正义。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当前我们仍然面临

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公平正义问题。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体现了马克思应得正义的价值追求。应得正义在前提、立足点与价值选择上

均与共同富裕相一致。运用马克思应得正义理论构建新时代中国正义话语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

途径，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毋宁说，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需要 “应得”思想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应得正义；共同富裕；逻辑；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０５－０９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以下简称 《决定》）。《决定》指出，要推

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

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①具体要聚焦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

展。同时 《决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

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

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问题，增强改革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②因此，加快推进共同富

裕进程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逻辑。基

于人类正义传统，维护公平正义需处理社会 “应

得”问题，“应得”不同于主观的 “想要”，它

体现的是由一定的社会行为规则所规定的人的身

份地位及财富的分配方式。 “应得”是具体的、

历史的，是指对于谁的应得。一个公平正义的社

会需要让社会主体 “得其所应得”，以此来促进

社会有序发展。而共同富裕正是对马克思应得正

义的有力回应。

一、“应得”正义的原则与本质

“应得”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较难回答

又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讲的 “罪有应

得”一般是指 “矫正”与 “惩戒”等方面。而

就分配领域的 “应得”而言， “应得”实则为

我们对于当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有正当的理由，

是否具有所有权。一般说来，人们自出生时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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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便存在先天差异，比如家庭出身、天

赋禀性、智力体力以及运气等等。基于先天差

异，人类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由于某种

先天因素而得到或失去一些东西。从源头追寻，

“应得”是一个古老的正义观念，而古今的

“应得”概念存在一定差异。

（一）“应得”正义的演变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探讨了 “应得”问

题。“应得”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哲学，

代指英文词汇中的 （ｍｅｒｉｔ），当然这与近代以

来人们理解的应得 （ｄｅｓｅｒｖｅ）有着很大区别。

这种正义的 “应得”首先是一种宇宙论、生存

论学说。人们在探究宇宙的运行规律与秩序时，

联想到现实城邦中的行为准则。在宇宙中，每

个人都应该按照一定的秩序与规定管理自身的

行为，而这种秩序规定出的地位与职务便是此

人的 “应得”。柏拉图早在 《理想国》中就基

于 “欠债与还债”的正义原则明确指出，社会

成员中每个人都应得到其所应得到的相应报酬，

这便是正义的实质。“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

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

该配给 （应得）相等的事物。……不平等的人

就该配给 （应得）不平等的事物。”① 显然，我

们可以从柏拉图的论述中得知基于德性的正义原

则赋予了人们 “应得”之物。基于时间发展角度

考虑，关于古希腊时期对 “应得”的探讨大多集

中于后期，并带有明显的神学色彩，他们在神学

本体论意义上讨论社会 “应得”问题。正如柏拉

图将个体依据金、银、铜、铁的属性分成四个阶

层，又将这四个阶层赋予了相应的道德属性，最

终建构起了他的城邦正义理论。而这些理论大多

基于一种 “德性”正义而展开。

到了 １７世纪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个体

的独立自主性增强，个体的权利受到了重视。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哲学家们论证市

场主体有权通过自由竞争获得其所应得之物，

自然权利理论逐渐成为研究的主要命题。斯宾

诺莎认为，“把自然权利视为据以产生万物的自

然法则或自然规律，亦即自然力本身。”②对洛

克来说，“财产权在公民社会制度之前出现，而

这种公民社会制度最终为财产权服务”。③ 这种

财产权是与劳动相关的，他认为：“谁能在一件

东西败坏前尽量享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要

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

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应所

得，就归他人所有。”④ 洛克的应得理论中强调

劳动占有，而黑格尔对劳动的阐述极大了启发

了马克克。马克思基于劳动的应得理论深受洛

克和黑格尔的影响。尤其他认为：“黑格尔把人

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

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据此，他

抓住了人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因而是真正

的人理解为他的劳动的结果。”⑤

１７—１９世纪是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黄

金时期，它论证了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应得性。

然而到了 ２０世纪，以人权为基础的主体 “应

得”不再能够保障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正如

霍布豪斯在 ２０世纪前期所谈到的那样：“古典

自由主义这种信条好像正在僵化失效，变成化

石，十分尴尬地夹在两块非常积极有力地活动

着的磨石当中———上面一块是财阀帝国主义，

下面一块是社会民主主义。”⑥ 古典自由主义不

再有生命力，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

始登上历史舞台。罗尔斯的应得思想是建立在

对传统功利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反对以多数

人的福利去侵犯少数人的利益。１９７１年罗尔斯

《正义论》的出版也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当

代复兴。罗尔斯的 “应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也受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批了古

典自由主义应得思想的正义原则，他在 《论犹

太人问题》中认为，先前自由主义维护的是市

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的权利。罗尔斯 《作为公

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对马克思的批判

作了积极的回应。针对西方福利国家体制中财

富和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弊端，对古典自

由主义的权利理论进行了修正。他把古典自由

主义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所有权改变为非基本

权利，它不包含在正义的原则之中，就此提出

了差别原则，并设立了原始状态的社会正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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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８－１５０页。
［荷］斯宾诺莎：《政治论》，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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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１１６页。
［德］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１页。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９页。



原则。

整体上讲，从传统的德性应得到基于权利

的近代应得思想，再到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

由主义应得思想，他们在保证公民传统权利的

基础上更加强调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这种包

括出身、运气、生天禀赋等。应得思想经历了

上千年的历史演变逐渐成为维护社会良序发展

的重要手段。

（二）“应得”正义的本质

纵观历史，公平正义原则是人类社会的永

恒追求。然而，无论是古希腊具有神秘色彩的

城邦正义，抑或是自由主义基于个体权利的正

义诉求，都无法揭露其本质内涵。对此，只有

马克思的应得正义理论从实践哲学角度出发，

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分析，找到了改变世

界的目标与途径。关于应得思想，马克思通过

对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

历史必然趋势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且，马克思

指明了影响分配正义实现的社会根源，并力求

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变革社会制度，实现对

“自由”与 “平等”两大价值准则的追求，对

共产主义阶段产生和分配公正进行理论建构。

第一，马克思应得正义以对资本运行逻辑

的批判为基础。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与黑格尔以国家共同体观念对资本运行

逻辑的偏颇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研

究的目的大多是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资

本积累提供合理依据展开的。一方面，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认为 “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其

目的是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当然，通过资本

积累，国家可以实现财富增长与国力的提升，

客观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

是，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

片面阐释，认为 “他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

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① 忽视

了资本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并非完全对资本运行产生

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亚当·斯密在其著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则研究》中指出，资本

作为一种社会理性在自由市场调节中产生了剥

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值得肯定的是，斯密在论

述生产要素作用于劳动者身上之后产生的关系

问题时指出，资本家将资本以 “物”的形式作

用于劳动者，这种看似是理性人的活动，实则

反映出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这种剥

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无疑是非理性的表现。

斯密在资本与劳动者产生关系时的确看到了资

本的强制力与压迫性。但遗憾的是，由于对放

任自由市场的过分乐观，斯密仍然寄希望于通

过市场自发调节使这种非理性的剥削关系得以

解决。当然，斯密的这种态度也与他基于洛克

等自由主义学者理论构建的放任市场的正义原

则相一致。他虽然看到了资本运行当中非理性

的一面，但忽视了这种非理性的力量对资本运

行逻辑的重要影响作用。

第二，马克思应得正义继承和批判了自由

主义正义观，是触及所有制关系的正义理论。

马克思应得思想的重要来源是黑格尔。黑格尔

应得正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自由主义学

者对 “自由”的狂热追求，极力将个体物欲追

求与国家共同体利益结合起来，实现个体与共

同体、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然而，黑

格尔对资本的论述大体上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

济学，这就决定了黑格尔对资本的批判不会跳

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话语，不会从所有制层

面解决资本运行产生的剥削前提。在马克思的

“剩余价值”理论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

主义社会当中，劳动者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表

现为一种 “相对的贫困”。一方面，由于生产

力的提高导致资本与创造出的交换价值增多，

其最终结果是劳动者要为生产力的提高所需的

成本付出代价，使劳动者处于精神与肉体的双

重异化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的存在，

劳动者失去了土地和其他资源，他们没有别的

选择，只能接受资本的剥削、奴役，不能为自

己工作，只能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而维持基本生

存。可以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工人

与无产阶级是极度贫穷的，“对工人本身来说，

必要劳动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上，对资本家来说，

剩余产品表现在这样一些产品上，这些产品一

部分由生活必需品组成，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

一部分形成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② 马

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应得思想能够

帮助无产阶级意识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

离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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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马克思应得正义是基于历史唯物主

义视角阐述的实践哲学。根据马克思相关经典

著作的研究不难看出，马克思是从历史角度审

视正义与应得问题的，他认为不存在永恒的正

义原则。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过程，自然地，每一个特定阶段会产生对应的

正义观念和原则。换句话说，正义与应得是基

于特定社会制度条件下的价值判断，它规定了

不同阶级和群体对利益、资源的分配原则。应

得正义反映的是一定的社会价值范畴，它是指

特定阶级和群体对现实的资源、利益分配是否

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判断。而 “真正的自由和

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①

马克思应得思想追求的内核是自由与平等，

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解放。马克思对

应得思想的构想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如何保证

人的自由个性。而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对自由

的理解又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般来说，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主义主张消极自由，可

以说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划分事实上是作为

权利的自由和作为能力的自由之间的分野。② 实

际上，马克思认为，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所有

制度形式都是虚假的共同体，都存在统治与被

统治阶级，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

与剥削，都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因此，

只有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自

由，确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即共产主义。

二、赋能共同富裕的前提、

　　立足点与价值选择　　

　　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应得正义的当代阐

释，是马克思正义观与中国发展实践结合的重

要成果。它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我国处理好效

率与公平这种基本矛盾的决心和信心。新时代，

运用马克思应得正义赋能共富裕要遵循人类正

义传统，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发展实践，解决好

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同战略之间关系问题。

（一）赋能共同富裕的前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核心

由 “共同”和 “富裕”两部分组成。邓小平指

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③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是

“富裕”。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指出要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这一

切的前提都要落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换言之，现阶段在处理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时，

我国仍然要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底线，在此基础

之上促进高质量发展，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扩大社会公平正义范围。

第一，首要前提是继续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的每一位劳动者

都有权利从社会的存储中获得与之所消耗能量、

与劳动额度等量的消费材料。应得思想应该在

社会分配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同样

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主张在共产主义初级

阶段使应得原则在社会分配过程中起基础性作

用，但他同时也没有放弃对结果不平等的思考。

换言之，马克思所说的初级阶段正是我国所处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显著特征是生产力不

发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

的终极目标，是全面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阶段。

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

以人的 “自我实现”为目的的最具超越性的阶

段。然而这一切都要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为前提。共同富裕理念虽然是以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为目标的，彰显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但

真正做到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定不能忽

视对效率，即生产力的关注。

第二，另一前提是坚持巩固社会主义公有

制制度。现阶段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要运

用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成果，消解资本运行过

程中的负面作用，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

的基础，最大限度地缓解市场经济引起的 “形

式正义”后果。 《决定》指出，要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

不动摇”，维护好市场秩序，激发社会内在动力

与创新活动。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

制度前提下必然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这是与

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

端相关的。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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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重蹈资本主义覆辙，其优势在于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为

进一步推共同富裕进程，我国仍然不有忽视继

续巩固和深化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赋能共同富裕的立足点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共同富裕

进程必须抓好立足点。马克思应得正义恰好在

立足点上赋予了共同富裕坚持的基础。马克思

的 “应得”正义理论是基于 “应得”传统的演

变逻辑进行的反思批判与重建。我们从唯物史

观维度审视 “应得”正义问题也正是从具体

的、历史的视角进行的探讨。从唯物史观出发

探讨 “应得”正义问题就要以 “劳动”为切入

点展开，因为，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就已经显现出唯物史观的萌芽，他从具

体历史的条件下探讨了 “异化劳动”，他继承

和批判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

黑格尔哲学对劳动积极方面的论述，认为劳动

除了满足个体的生理需要之外，同时也成为个

体创造财富的源泉。因此，马克思应得正义赋

能共同富裕的立足点是 “劳动”问题。基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内容考量，我国面临着区域发

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为解决这一

问题必须加强 “劳动”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和

作用。马克思的应得思想与他的劳动理论密不

可分。劳动与分配原则相连，分配思想分为三

个方面：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和按需

分配。

首先，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是生产资料私

有制阶段，特别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

资本和土地等生产总值被分配到总收入分配中，

生产劳动创造的总价值应分配给不同生产要素

的所有者。而其中以劳动力的拥有者所分配到

的价值最少。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可以

说主导了生产活动的发生。所以马克思将这一

阶段描述为资本家通过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

控制生产，形成自身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优势地

位，从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活动。

其次，按劳分配。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揭示

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指出自由主义应得

思想的形式公平实质。可以说，资产阶级法权

就是按劳分配原则，只不过由于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公

平。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

前进的源泉。因此，按劳分配原则是对劳动者

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尊重。它可以使劳

动者与劳动产生异化现象得到扬弃。分配的原

则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做一切事情，按劳分配。

相较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公有制阶段是历

史性的进步，因为其消除了部分人对劳动者创

造价值的无偿占有，也即是消除资本主义社会

最为恶劣的不平等形态———剥削。但是由于其

分配原则为劳动，而个人的劳动能力又因其个

体差异而存在差别，所以这一时期的分配虽然

进步极大，但不平等的情况依然因个体差异的

普遍性而普遍存在，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平等。

最后，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至高分

配方式，要以生产力全面发展为基础。自由主

义应得思想虽然表面上是不偏不倚的分配理论，

但它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马克思虽然激烈批

判自由主义应得权利观，但并不妨碍马克思对

权利平等的追求。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自由主

义占据社会的话语权，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

前提下，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榨取

是不正义的，不是其应得，并把这种方式形象

地比喻成 “盗窃”。资本家就是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 “正当地”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同

时，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尖锐地指出

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在社会

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克服了资本家对

劳动者的剥削，使其按照劳动付出获得工资，

这是公平的分配。然而，由于每个劳动者所处

的社会、家庭条件不同，他们的具体需求也不

尽相同。而需求的大小可以决定劳动者的生活

质量与幸福感。但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受到

生产力和人们道德、文化观念发展水平的制约，

不得不这样做。

正义与应得虽有差别，但本质上属于同一

序列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无偿占有

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便是不正义、不应

得。而劳动者对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价值正当

占有便是其所应得。现阶段我国存在的不平衡

和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实则涉及的是资源分配问

题，其中居民收入不均问题尤为突出。为解决

这一问题，更要加强社会主体通过 “劳动”得

其所应得的考量，这也是马克思应得正义赋能

共同富裕的立足点。

（三）赋能共同富裕的价值选择

前文提到共同富裕的前提 “富裕”，是解

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共同富裕的价值

选择则是 “共同”，这是一种价值意蕴，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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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是 “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

动的一定的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

系……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

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

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

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 马克思应得正义强调社会

主体 “得其所应得”，人们通过一定的物质活

动获得等量的必要生存资料，体现的是 “以人

为本”的原则。这也是共同富裕中 “共同”的

价值选择。

具体而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好六条重大原则，

其一就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涉及

的主体是人民，马克思应得正义恰恰是使人民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得其所应得。然而，为贯彻

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

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使原有计划经济体

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各种利益团体间

的矛盾逐渐增加。针对此类问题费尔巴哈曾在

哲学史上把 “人”当作直观的、被规定的去理

解。而马克思则把人当作现实的、实践的去理

解，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并以此为契

机构建了关于人的科学。从学理上追溯，我们

看到在 《１８４８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

思就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基础之上，

完成了向人的复归，为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创造

了条件。这里讲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

的本质在其现实上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人是

有社会性和现实性的，人离开了社会、离开了

社会关系就不再是人了。也就是说，人是受到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制约的，人的本质只能

从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寻找。作为与社会

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

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地位关系，它是社

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 “背面”的另一

表现是分配关系，即人们对消费资料的各种获

取权。正如马克思说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

于生产的结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

为生产要素的背面。”② “以人为本”的思想，

即把最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放在首要位置。

“以人为本”中的 “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

民，是由一个个相互联系的具体个人组成的，

这也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价值选择。

三、“应得”正义赋能共同

　　富裕的当代价值　　　

　　共同富裕不是 “均贫富”，抑或 “劫富济

贫”式的正义方式。从根本上讲，共同富裕是

与劳动生产相关的公平正义追求，是旨在通过

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正义价值

追求。其内涵也不仅包括分配正义，同时涉及

机会均等、社会资源共享和超越基于权利的公

平正义等等。正如马克思对传统应得思想批判

的那样，他强调在生产和分配的内在关系中寻

求公平正义的实践路径，必须揭露资本剥削和

奴役劳动者的本性，重视生产资料的分配在个

人消费品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实现共同

富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首先构建新时代

中国正义话语体系，以马克思应得正义推动共

同富裕进程。

（一）“应得”正义推进分配正义制度体系

建设

人与动物均可以通过克制自身行为助推集

体利益的实现。然而，人与动物又有本质区别，

这便是动物只具有本能，而人却可以将正义上

升到制度层面，发明适合人类繁衍的正义制度。

为解决居民收入不均、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

以马克思应得正义推进我国分配正义制度体系

建设势在必行。

在当前，分配正义制度建设涉及一个重要

问题，即分配结构。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党和

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新时代

要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

全面深化的转变，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

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必须落

实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的重要精神。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社会主体的收入形式大

体可以分为工作 （劳动）、资本 （遗产）等形

式。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

劳动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当然这种不平等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更为明显，但却也同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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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富人的生

活水平与纯粹以劳动为生的人的生活水平不相

等，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为

什么事情必须是道德的？由于社会不平等在道

德上是不道德的和不公平的，为什么我们不能

全力以赴地进行摒弃道德操守并用一切手段获

得资本呢？这些问题都是劳动与资本分配不平

等产生的后果。

劳动与资本的不平等会产生极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受益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

这种问题会减轻许多，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与

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国

家中仍然会发生。而且，即便在不平等的状况下

人们并未觉得有何不妥，而如果连劳动收入也并

不能总是得到公平分配，那么问题就严重了。当

然，在中国这种情况会乐观一些。尽管各种不平

等再度出现，许多人认为社会和民主进步还有待

进一步发展，但多数人依然相信，我国已经发生

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

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能够有美好

的生活前景。但是，这种由于劳动与资本造成的

不平等问题仍然需要解决。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他认

为，分配一定是在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才可以定

义的。马克思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分配方

式的考察，将其还原到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寻

求二者之间固有的规律，以此来对人类历史发展

进行了新的探讨。

在具体历史中的所有制形式是当时社会

中劳动生产的先决条件，所有制决定了社会

生产以何种方式、何种形式以及何种程度进

行。而且，这种所有制方式要在一定阶段内

具有稳定性，才能使与之相应的社会生产顺

利进行。这就需要相应的法律与权力机构对

于特定的所有制方式进行确定与维护。但是

这并不足以描述整个社会生产进行与完成的

过程，分配方式并不是所有制之外的一种制

度化的存在。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我们可

以看到，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

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

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 不

论分配还是具体的生产方式抑或所有制形式，

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当中的。片面地从

一种分配制度出发寻找到的只有其存在的表

象化问题，而造成相应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否认，即便在

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社会个体仍然存在

差异，比如地位、资产、天赋以及后天的偶

然运气。基于这种不平等产生的不公平分配

后果有时会比先天的不平等更为严重。

因此，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共同富裕不仅需

要继续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深化所有制改革，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同时，又要推进完善分配

正义体系，从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两方面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 “应得”正义推进社会公共资源的

共享

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共资产

是公平正义问题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平等权利

而言，公民是否有权利享有这些社会公共资源

与社会经济利益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

这种平等权利的限度又有什么呢？这些都是共

同富裕进程中应该探讨的问题。一般说来，古

代应得传统会认为人具有何种品德，便会享有

何种应得权利；人的贡献多寡决定他从国家中

获得回报的多寡，一切都依照个体的品德、地

位与贡献等条件决定他分享社会公共资源的比

重。显然，这种分配正义观更像是一种基于过

程平等原则的正义观。当然，这就预设了一个

大前提，即个体先天生而平等，并无差别。事

实上，这种分配正义忽视了个体先天的差异

性，虽然过程平等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一

种公平的分配正义原则，但在更深层面而言，

这种原则也是造成更大层面上不平等现象的根

源。而社会应得传统更关心个体的身份与资

格，依据身份与资格的先天特质，个体应该平

等地享有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应得部分。

与古希腊分配正义观类似，社会应得理论

更注重对个体起点公平的关注。不同的是，古

希腊分配正义理论中仍然存在 “等级”划分，

仍然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会被排除在社会应得

体系之外，这也是古老正义观的局限之处。而

就当代社会而言，天赋人权与人生而平等的观

念在启蒙运动之后早已深入人心，取消等级制

度划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实写照。但现实情

况却并非如此乐观，由于个体出身、先天禀赋、

社会地位以及运气等偶然因素使得个体生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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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那么以此为基础确立的分配正义原则

必然会在具体社会行为之后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现象出现。因此，社会应得理论则力求在个体

起点上追求更大意义的平等、公正。既然我们

无法改变个体先天差异的现状，那么就需要在

具体分配原则当中将这种差异考虑在内。换言

之，社会应得理论原则不会考虑个体出身、先

天禀赋、社会地位与偶然运气等因素，而是依

据社会成员资格与身份计算个体得其所应得。

而且，社会成员的财富、收入、地位都可以通

过分配正义原则在后天得以调节、改善。但这

并非等同于通过抢夺社会成员财富等方式实现

社会公正，它不会触及个体的自然所得，而更

注意社会成员在社会公共资源的分享之上。弗

雷曼对此这样谈道：“正义社会制度的角色，不

在于操纵社会，从而使社会促进幸福的平等分

配或公平分配，而在于公平地向个体提供他们

必需的资源，从而使他们自由而公平地追求他

们发现值得去过的生活方式。”①。

当然，社会应得理论也不会通过计算社会

成员财富多寡去衡量具体分配原则是否正义，

而是从个体自由意志选择追求的生活方式等方

面进行衡量与计算。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国家大部分财富与

资源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留给个体可供分

配的社会公共资源总量极少。鉴于此，新时代

我国更要注重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全民共享，使

社会个体平等地拥有通过分享社会公共资源获

得追求美好生活愿景的机会。

（三）“应得”正义推进全面建成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指出，科学

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市场

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极大提高经济发展效

率，但在不同的制度形式下会体现出不同的

“公平”形式。

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体现出的是一种 “形式上公平”。这种 “形式

上公平”实际上承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合法

性。然而，就 “形式上公平”而言，在我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我们也没能完全做到。

因此，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仍然要坚持这种 “形

式上公平”，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对资源配置的负

面影响；另一方面，要切实做到超越这种 “形

式上公平”，真正实现 “起点公平”“过程公

平”与 “结果公平”的结合。马克思在 《哥达

纲领批判》中指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是

具有极大进步意义与先进性的阶级。它以推翻封

建统治，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制度为目的。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的基础，相比封建贵族特权而言，资产阶级法权

实现了人们普遍追求的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

然而，在马克思眼中，资产阶级这种平等博爱的

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得到了自由

与解放，相比较封建贵族专权有了极大的进步。

但是，资产阶级实现的这种公平正义也是虚假

的，人类如果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全

面解放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并不能否定资产阶级

这一尝试的进步意义。所以，无产阶级的生活若

想得到根本的改善就要做到真正的平等与公正，

即 “事实上的公平”。

毋庸置疑，当前阶段我们仍要加强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

段实现帕累托最优。虽然市场调节有诸多弊端，

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和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

即便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诸多不

完善之处。因此，如果我们没有首先继续坚持

效率优先、市场先行政策，那么其他一切工作

都无法开展。作为宏观调控的政府部门所制定

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有效实行。

《决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第一要

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第二要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第三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此进程中不可避

免地会加大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正现象等。因

此，马克思的应得正义是解决现阶段社会不公

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

配原则亦是要以不断地结合具体实践与历史局

限对生产关系进行相应调整的中国方案。只有

这样。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人的自身价值才

能够真正意义以属人的方式存在，而人与人的

类本质之间也将克服异化，不在彼此隔绝对立。

（四）“应得”正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如果用单一的理论解读中国面临的诸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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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是天真的想法，但用马克思应得正义理

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便可找出问题所在。

应得思想启示我们必须首先从制度层面解决造

成不应得、不公平现象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

下的个人应得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产

阶级通过剥削、掠夺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赚取剩

余价值，从而使阶级对立与两极分化等社会矛

盾加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变革劳动生产的

前提，即所有制关系，才有可能解决社会不公

平、不正义问题。

虽然马克思以结果的不平等批判自由主义

应得理论是一种形式公平，但是，马克思更注

重对分配前提的追究。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应

得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力求在所有制层面进行变

革，通过变革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正。

在马克思的应得理论当中，公有制一直是作为

逻辑起点出现的。同时，劳动在分配消费品过

程中占有主要地位。马克思的应得理论是对自

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的综合。即便在马克思的相

关著作中我们很难发现具体的对应得概念的论

述，但可以看到的是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以及其

他应得理论的批判。

《决定》指出，必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共同富裕追求的是人的自

由全面解放，是改革的成果全民所享，是在市

场经济资源配置状态下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

化。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往任何社会状态

都无法解决资源和财富向少部分阶级和利益团

体倾斜，这不意味着统治阶层缺乏同情心，而

要放到总体性关系去考虑，即公平正义缺乏制

度保障。面对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们看到的

是二者在以往任何制度形式中都没有得到良好

的兼备。在资本主义各阶段发展中，效率的确

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公平正义似乎被忽视了，

毋宁说，不得不被忽视，无产阶级面临 “相对

贫困的”困境。所以，不能人为地、主观地将

二者加以取舍，使之对立，而这一切都要依靠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更是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重要举措，继

承了儒家 “天下大同”的美好夙愿。共同富裕

不会一蹴而就，它饱含了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马克思应得正义正是维护社会公正，实现

“得其所应得”的重要手段。为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正义

话语，运用应得正义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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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战略布局

尤文梦
［山东大学，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凝聚民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新时代新的赶考

之路，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统筹发展和安全两

件大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以审视，才能对其必要性进行科学澄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共产党敢于负责、积极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然成就的同时，也从战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

认同工作，以守正创新之姿取得了辉煌成就。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厘定和谋划推进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认同的基本原则、价值旨趣、逻辑进路、行动策略，以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赋能。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１４－０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

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其 “立心”

“立魂”意涵突出体现在 “认同”这一完整而系

统的运行体系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 “我

要认同”和 “要我认同”的深层共鸣。全国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将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

党、教育人民”②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迈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国家发展重要

历史时期所作出的关键研判，是一项关系全局的

战略思考。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深刻

把握，是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深刻总结百余

年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宝贵经验，提出的重大

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

定》进一步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关键时期。”③本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意识

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

研究理路，超越简单的结构性和线性论的研究畛

域，聚焦 “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之 “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的关键问题，

建构出能够有效思考和应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认同新趋向的概念框架和价值原则，以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人心、团结群众，引领国家进

步和社会发展。

一、战略定位：新时代推进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必要性

　　新时代我国进入快速转型与发展的时期，社

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也

面临新的形势。任何思想都与特定的历史方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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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厘清战略定位、标定时代坐标，不仅事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规划和部署，也事关新

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实践的推进。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认同新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

人民的夙愿，是１００多年来中华儿女坚定不移

的奋斗目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跨世纪的伟大梦想。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自信，为中华民族的

复兴之梦规划了宏伟蓝图并为之不懈奋斗，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② 更加标志着和

平发展的中国进一步强大，成为新时代推进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动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贯穿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实践历程，在新时代

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升华，持续输出推进民族复兴

的强大精神动力，“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

可行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进一步验

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与中国国情完美结合

的适应性，能够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适用

性，以及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利的民本

性”。③ 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作支撑

的伟大复兴只能是 “镜中花” “水中月”，同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认同锚定了主导方向和基本思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时代精神和改革开放具体

实践的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兴国之

魂，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激励斗争士气

的旗帜，也是党凝聚人心、团结群众的旗帜。新

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机遇期，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和政

治支撑，更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认同保驾护航，发挥举旗定向、凝聚力

量的关键作用。

（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凸显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认同新要求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

国共产党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

清醒和坚定”。④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是习近平概括的百年大党独有

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对于确保大党的长期执政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政

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必然面临人们对其政治秩

序的认同问题，这种认同直接与执政合法性相

联系。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

政党，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领导责任，要为

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其最高理想和最终目

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和目标，

其逻辑前提是增强民众的政治素养和参与意识，

有效避免执政资源的流失，实现党的主张、国

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破解 “古稀魔

咒”，为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确保党长期稳固

执政提供必要的思想保障。

其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

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

期的战略任务，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事

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历史警示我们，党对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至关重要。新时代意识形态

工作的种种挑战，对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

的要求。为使人民正确接受、理解、认同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需要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不断完善工作方法，直面 “四大考验”，

化解 “四种危险”，实现执政能力的提高，从而

更好地让人民掌握理论、应用理论，使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 “点赞”。

其三，构建党群关系 “同心圆”。习近平

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

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

·５１·

马克思主义理论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战略布局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４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第１３页。
辛鸣，唐爱军：《当代意识形态问题概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４７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第５２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① 中

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以党

的建设统领思想引导，以思想引导深化社会认

同，不断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

育，提升党的威望和公信力，刷新党在人民群

众中的形象，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

基础上使人民与党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新课题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

体理论的重要视域，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的

问题。习近平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

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

一个重大原则。”② 新时代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的任务更加繁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认同提出更高要求。

就高质量发展而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③ 在这场

全系全局的复杂且深刻的变革中，产业结构升

级转型和利益格局分配调整过程中出现了若干

矛盾和问题，如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问题、效率

和公平问题、改革动力保持问题等都极大考验

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通过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推进，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思想引导、精神鼓励、舆论宣传、

文化支撑的重要价值，坚定信念、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能够更好划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职能边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地结合，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于中国经济的引

领和带动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平

台和契机，带来国家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就高水平安全而言，“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

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④ 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突出强调：“国家安全是

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⑤ 这深刻反

映了国家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

位。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代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

要内容，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

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

变而改变。”⑥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面临难得

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认同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呈正相关

关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越高，国家

意识形态安全度和稳定度也越高。积极进行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认同建构，才能使全体人

民用发展的眼光正视国家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使

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实际、走进生活，构建起集

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以

更加强大的定力和信心应对挑战，使意识形态安

全体系真正成为国家民族的思想防线。

（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认同新担当

立足新时代，放眼全世界。党的二十大报

告深刻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⑦ 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面临更加复杂

的国际环境，但其本质属性和客观趋势也赋予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 “价值复兴”的良好契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联系愈发紧

密，面临的共同利益、共同问题、共同挑战都

日益增多，需要国际社会予以协调和解决、参

与和合作。面对全球各种思潮和文化的碰撞交

锋，习近平要求：“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⑧ 习近平多次在国际

场合讲述中国故事，推介中华文化，不仅使世

界人民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涵养，拉近了中国

和其他国家的距离，也充分展示了代表人类文

明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意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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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魅力，使之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关注，逐

渐取得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竞争的比较优势

和力量，迸发出璀璨的真理之光，成为助推建

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新指南”。同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可以充分借鉴各国文

明的有益成果，冲破封闭式发展的 “误区”，

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发挥应有效力，从而

引领国家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

“社会主义５００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

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从遭

遇曲折到奋起振兴的波澜壮阔伟大历程。”① 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外环境下推进我

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出国门，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大

潮，不仅有利于澄清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模糊认

识，扩大全世界对于中国智慧、中国理念的认

同，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事”，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也有利于最大程度化解东欧剧变后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促进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 “立体破圈”，书写世

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新篇章。

二、战略研判：新时代推进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可能性

　　时代的机遇取决于对时代的把握，推进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在新时代置于快速发展的

时空格局中，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居于重要

地位，也在以往积淀的基础上更加成熟定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

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② 为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认同提供了坚实基础。

其一，经济发展新篇章助推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认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基于现实中高度发达

的物质条件，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必然是不

断深化社会主义经济和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了全方位的成就，意

味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 “低潮期”站稳了脚

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

的。尤其是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性理念，成为顺应并引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认同的新观念，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共识，

正逐步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进而推动理念向实际

制度转变。新时代的 “成绩单”进一步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极

大地夯实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之基，

使人民具备了接受先进思想的物质基础，同时对

落后观念的辨别力不断提高，能够更加准确和科

学地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其二，民生改善新篇章助推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认同。作为一项凝聚人心的群众工作，改

善民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体现，是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客观需要，亦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石。躬逢新时代，

不断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是关乎党

和国家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和根本制度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尤其是在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

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通过发展教育、改

善就业、精准扶贫、污染防治、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使经济发

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人民生活改善上。民心是

最大的政治，党不断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取信于民，用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

进性，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写在国人心中

的科学理论，发挥出强大的感召力、动员力、

说服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从国内看，当

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是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大有可为的机遇期。从

国际看，中国有责任为解答 “世界之问”提供

中国方案。新时代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课

题，更加需要新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思想指引，

催生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发展。新时代党对

“三大规律”的提炼升华集中表现为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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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时代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得以确立和实现的核心推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克服艰难险阻、创造历史伟业的成

功密码，也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一系列

前瞻性、战略性、创造性的观点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发展新境界，谱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

“新版本”，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特别是

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存在

的挑战和隐忧，发表一系列事关意识形态工作、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讲话，反复强调：“经

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

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 这一重要研判把无产

阶级政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历

史高度，也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

步创新，释放出把握和应对新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开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境界的新信

号和新部署。中国共产党将意识形态工作融渗

到全部工作中，使其与各项惠民、利民政策结

合起来，从而开拓和活跃了民众的思想，推动

意识形态认同呈现出向上向善的局面，形成团

结一致的强大力量。

（三）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部署

制度既是对社会生活领域矛盾与问题的回

应，也是党和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策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标 “两个大局”的

总体形势，从顶层设计到实施细则，全面推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迸发出更璀璨的理

论魅力和实践光彩。

其一，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擘画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制度图谱，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

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良好的

契机。尤其是全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加以明确，从

思想层面的原则要求提升为制度层面的刚性约

束，在政策安排上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

主体责任和问责细则，不仅是党领导意识形态

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

新挑战的必然举措。该制度要求意识形态领域

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来谋划，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确

定了 “定海神针”。

其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制度供给

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

深化各领域改革，通过建构一系列内生和外生

制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实现

了最大化。中国共产党坚持德法并举、协同发

力，重视发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立

法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的保障作用，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道德建设、爱国主义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等方面的

具体规章制度和公共政策规定，推动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入法入规，特别提出要加强意识形态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立法，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认同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再者，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认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期良

性互动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制度创新与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认同同频共振，塑造出社会生活领

域的共同价值体系。

（四）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扎实推进

意识形态治理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维度

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

求，同时也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征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

重要契机。

其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崭新态势创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新机遇。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共产党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需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治理

的根本方向与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导思想

一元化与社会思潮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有效防

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使意识形态

治理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直面意识形态安全形

势激浊扬清，具有很强的理论前瞻性和现实针

对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意

识形态治理制度化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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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也不断得到强化。

其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目标规划擘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新蓝图。意识形态治理

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系统的实践过

程。习近平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

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

策。”① 习近平特别重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意识

形态治理的全面领导，遵循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发展逻辑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架构

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战略重点，体现出

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谋

篇布局的进一步深化。

其三，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互动空间激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新动能。中国共产党以

整合社会多元力量为抓手，广泛拓展人民有效

互动空间，意识形态治理方式逐渐从自上而下

的方式转变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协同等方式。这一

转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体系选择的

高度自信，为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人民群众从被管理者转变为治

理的主体，从被动接受意识形态理论灌输转变

为积极参与认同过程，不仅促进了政党、政府、

社会和人民之间的协调，也加深了民众对中国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认同，彰显了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厚群众基础和深刻发展逻

辑，使认同逐渐从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

三、战略举措：新时代推进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性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必须洞察时代

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倾听时代声音、引领时代

潮流，实现宏观原则与微观实操的联动，增强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解释力。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相统一的

原则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共产党

的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统一关系，是关乎意识

形态领域前进方向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

政治常识。”② 只有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

立足点的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让信仰更有魅力，让讲信仰的人更有本领，让

信仰传递得更准、更快、更深。

随着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执政党成为人民群众认同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

中介，政党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更容易获得民

众的认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

本领导制度，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

为抓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夯实与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不仅是党的建设的要求，更

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社会发展的需要。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离不开对 “五史”的认

同，对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实

践的认同，这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习近平

多次强调：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

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

态。”③ 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必须

将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中

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④ 成为立党兴党

强党的价值基点和实践原点。习近平强调：“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⑤ 中

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依靠人民群众，

使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

途上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充分信任。面向新

时代新征程，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民

众的福祉，积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提高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推进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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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一元主导和多元共生相协调的

旨趣

新时代多元文化共存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也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发展活力。

尽管社会存在多元的社会思潮，但党领导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马

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地位。从党的历史来看，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核心内容尽管表述有所

不同，但其理论立场、理论本质、理论内核一

以贯之，都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社会思潮的多元发展图景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客

观存在，如何在多元思潮的交流碰撞中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课

题。”① 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根

本所在即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在新的思想解放中实

现新的思想统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并不意味着

要抛弃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经济形态、社会阶层、社会利益关系愈加

多样化、复杂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呈现出矛盾

冲突频繁的局面。针对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一

元主导与多元共生并存的基本格局，特别是自

媒体时代 “去中心化” “去权威化”的发展趋

势，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必须坚

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确把握好一元主导与

多元共生的协调，对社会思潮进行激浊扬清、

正本清源，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类文明成果中的

合理优秀成分，应该秉持开放胸怀，尊重文化

差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营造有助于推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文化体系和社会氛围。

（三）坚持制度创设和生活回归相贯通的

进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强调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② 透过中观视角，探讨制度与生

活的张力和互动，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逻辑进路：通过 “制

度”的自我完善和 “生活”的自我强化来保证

和促进 “主义”的自我确证，最终促使制度与

生活的关系从 “割裂”走向 “融合”，从 “疏

离”走向 “共生”，他律性的要求内化为自律

性的意识。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

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

已。”③ 人民是制度的建立者，也是制度的实践

者和评价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不仅是一

个理论理性的问题，也是实践理性的问题。制

度与生活之间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动态关系，更

加深入详细地解构新时代不同制度因素对大众

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或约束影响，一

方面要通过完整系统的法律和政策法规实现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法治化，捍卫其规

范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要树立 “利为民所

谋”的政绩观，在制度创设中充分考虑社会群

体的利益共同点，让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生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不仅是一个从现存

的理论到既定大众的单向传播过程，同时也是

从受众出发反观理论、检验理论、创新理论的

反馈过程，必然存在 “制度”与 “生活”的相

互建构与相互掣肘。 “制度”与 “生活”之间

良性关系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主体

对制度的认同。因此，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认同，不仅需要揭示制度在组织和规则

层面的变迁，更要强调制度运作在日常生活中

的实际情况，以解决民众生活的实际问题为出

发点，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

进步，使制度主体可以自由进入生活主体，生

活主体也可以通过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自下

而上满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新时代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必然选择。

（四）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的

策略

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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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处在不断与旧思想、旧传

统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的博弈和斗争的过程中，其中既有正面的激烈

冲撞，也有潜在的渗透和颠覆。以 “正面引

导”为主和以 “反面警示”为辅是新时代推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必须坚持的行动策略。

正面引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最有效

的方式。改革开放后，为改变思想战线的失序

状况，邓小平要求：“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

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

发挥主导作用。”① 随着网络的发展，虚拟空间

内包罗万象、良莠不齐，尤其是当西方国家各

种思潮传入我国，部分民众并不能及时正确地

辨别是非，严重冲击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认同。因此必须做大做强网络正面宣传，建构

覆盖预警预判、舆情引导、应急联动、危机处

理等全过程、各领域的意识形态治理机制，把

握好网络实时资料，把正面引导与宣传的要求

纳入相关法律之中，确保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认同不变形、不走样。尤其对已具一定

规模的网络舆情，要组织专家学者和网络 “意

见领袖”用正面的舆论攻势释疑答惑，坚持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正能量、主旋律。

社会风气的优劣，对人们的思想、行为都

会产生影响。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运

用反面警示的目的在于加强正面引导，说明和

论证正确的道理，引导人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价

值观。然而当今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

往往忽略了社会消极因素，“报喜不报忧”，内

容过于正面，往往把社会负面现象拒之门外，

这对于提高受众的政治鉴别力和思想免疫力收

效甚微。党和政府在面对和处理突发危机事件

时，要积极主动掌握事件的真实情况，不回避

矛盾，不封锁消息，并且敢于亮剑，积极亮剑，

占据舆论的制高点，从而使混淆是非、颠倒黑

白的负面信息不攻自破，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真正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丰富性和抽象性

及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多维性，决定了新

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一项长期的

战略工程，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新征程是

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只有促使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 “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实现马克思

主义对社会思潮的批判和引领，夯实共同的思

想基础、拉紧共同的精神纽带，用 “中国精

神”凝聚 “中国力量”，激发奋进新时代的不

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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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逻辑关系探析

马　华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２］

摘　要：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重要支撑。坚定文化自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以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为基础，结合深入贯彻学

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要求，从学理视角全面梳理坚定文化自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

辑关系，探寻二者之间在历史中生发的共生逻辑、行动中触发的耦合逻辑和发展中激发的互促逻辑，深

入阐发坚定文化自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着共生耦合互促的逻辑关系。它们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应该不断

加强文化自信，同时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和认同，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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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

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 “加强中

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① 清晰展示了 “增强文化认

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加强

中华民族大团结”—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之间的逻辑秩序，为应对新时期尖锐复杂

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解决各种新思潮与传统

文化激烈碰撞产生的思想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考

路径，为如何促进形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总目标”的统一行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进路。

基于此，学者们以此逻辑为关注展开 “文化认

同”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内在

链路研究，从架构在外的 “内外视野”② “历史

溯源”③ “逻辑机理”④ “实践开展”⑤到精研在

内的 “伦理认同”⑥ “具象路径”⑦，逐渐形成

“文化”与 “民族”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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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但细思其脉络，在 “文化认同”建构

的精神启蒙之上升华发展出的民族 “文化自

信”才是促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成

“铸牢”，实现情感凝结的至要关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增

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 在五千多

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

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为中华民族克服

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文化自

信不仅是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更是

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坚定文化

自信，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沿着历史纵深延展的

脉络，在 “文化”与 “民族”共生、耦合、

互促的研究场域中，细梳探寻坚定文化自信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达成的内在逻辑自

洽，对于推动建设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

意义。

一、共生：坚定文化自信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源自种群生态学的共生理论以种群之间合

作共生的模式和条件为研究核心，强调通过释

放合作红利来获得自身和合作者适应度的共同

提升，形成演化的压力和趋势，让生命向着合

作度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共生理论阐释了人

与自然内外间形成的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

命运关系。因其在社会关系中也有相似的形态

呈现，共生理论被借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抽象

与升华出 “双赢”“共存”的哲学内涵②，搭建

了社会科学领域的 “兼容并蓄共存”的理论

框架。

回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

史料，显然学者们已经关注到中华民族文化融

凝发展与民族共同体养成之间的历史渊源，从

社会关系建构③、区位文化挖掘④、语言文化

共生⑤等视角不断挖掘探索民族共同体建设和

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共生发展。然而跳出民族、

文化的纵向发展脉络，我们仍然缺少对两者之

间共生互利逻辑起点、合作形式和发展逻辑的

外共生研究。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

归历史维度研究两者的共生逻辑，方能维持社

会的共生稳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发展

繁荣。

（一）文化与民族的共生

文化是民族生存方式的基本反映，民族是

文化生成、传承和发展的主体和载体。民族创

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⑥ 虽然对于

究竟是民族创造了文化，还是文化融凝了民族

仍有疑虑，但民族与文化在历史中刻画的经纬

交错脉络以及彼此间通过释放 “共赢”合作红

利达成向上发展，从而促成双方合作度越来越

高，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密，民族的文化性和文

化的民族性在共生中均得到不断加强。费孝通

先生在其研究中，多次探讨文化与民族的命题，

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⑦ “民族文化自觉”⑧

等理论的阐释中始终将民族与文化纳入同一研

究场域，并使用 “文化区”这一概念，提出

“文化区的融合促成华夏初级统一体”“文化是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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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也是为人的”等观点，在民族形成的

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文化融凝发展支撑，在文化

存亡转型中探究民族走向，可以说为文化与民

族共生研究提供了深刻启示。

民族作为认识和研究人类的基本单元，以

文化为分野，不同民族在生存中的偏离与回归

有赖于民族文化的稳定运行，而民族生境的差

异性也同样会建构出不同民族文化。① 在不同

的生存环境中，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个

体会汇聚成集体，并形成具有群体共性的文

化，其特点会带有鲜明的自然特性或地域特

定，或可将其成为文化的民族性。恩格斯将地

缘因素视为促进民族形成条件之一。② 黑格尔

也从地缘视角出发，提出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

自然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③ 一般认为，生活

在一定地理条件范围内的群体会与周围环境发

生物质、能量、信息的循环，由此形成以特定

的或富有一定特色的生存方式或生活习惯聚居

的族群，建立地理条件与民族精神、民族性

格、民族活动方式、民族类型之间的密切关

系，孕育发展了有关东西文化哲学的 “动静

之辩论”。

民族文化间共生不应仅局限于相向并列的

呈现与互动，其最高层次应是超越具体的文化

表现，兼顾多层次多维度文化之内与多主体多

向度政治体系之外的排序与升华过程，是一套

适宜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价值体系。地缘

条件也只是民族形成和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

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其最主要的标志应该

是文化。只有具备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并升华

到一定理性高度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人们

共同体才具备必要的稳定性才堪称一个 “民

族”。④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

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⑤ 民族的文化性

与文化的民族性将民族与文化在共生中获得双

赢结果清晰地呈现出来。

（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共生

延展前述观点，可以以中华文化及中华民

族的发展历程为佐证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

的共生关系。由中国西部的葱岭和西南部的喜

马拉雅山脉、西北的阿尔泰山脉和昆仑山脉，

东北的内外兴安岭，以及东面大海所构筑的天

然屏障，对中华文明与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

用，形成了东西文明的地理分界。中华民族依

水而生，源于黄河、长江等大河系统，站在人

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的视角，追求 “天人合

一”和 “协和万邦”的文化理想，主张 “裁成

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的立世

之道、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

遗”的处世之学和 “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

天时”的治世之能，造就了中华文化不以单一

民族为发展主体的特质和不以单一形态为呈现

的品格，不断展示着其地理上的开放性和稳定

性、文化融成的流动性和有序性，以及内涵潜

藏的磁性和丰富性。大河作为农业兴起的地理

基础，虽因其流经地域气候、地形和地质等条

件存在差异而造就 “一核多元”的民族文化共

生历史。

从民族观的视角出发，中国人的民族观以

文化为标准，文化同则民族同，文化异则民族

异。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关系，钱穆认为：“孔子

之前，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孔子之后，则

中国文化又再创造了中国人。”⑥ 以大河文化为

载体形成的 “人”字文化观和民族观，造就了

中国人对民族和文化的认识汇聚在 “中国人”

的天下观念中，对比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发展， “征服自然”的文化观并没有造

就殖民地的民族融凝和文化新生，而始于 “修

身”，终于 “平天下”的中华文化理想和文化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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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从个人到天下的文化融凝和民族扩大造

就了中华文化鲜明的向内性格，让民族观念变

得不再坚强和鲜明，反而促成 “多元一体”民

族格局的生成和发展，因此对中华文化与中华

民族的同源性共生认知是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

的体现，是自古以来达成的共识，中华文化传

承、发展和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 “和合”共

生皆源于此。但不能否认的是多元的自然、历

史、文化以大河为恒一贯穿发展而成的大河文

明具有 “多元归一”根脉共生的内在统一，即

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具有各民族的传统个性

在其中，也不能否认中华文化强大内核的融凝

包容张力和影响力。

二、耦合：坚定文化自信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逻辑

　　 “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描述两个或

多个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复杂关

系，其所表达的 “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可

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借鉴，用以描述社会系统运

行或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基于 “文化”

和 “民族”在既有历史研究中已经表现出的

互利品质和合作品格，在探讨 “坚定文化自

信”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

逻辑中，不能不关注两者目标趋同和价值同一

的耦合关系。

（一）“大一统”理想：坚定文化自信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耦合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

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

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文

化自信是经历了文化自在、文化自觉形成的更

高层次的民族精神形态，文化自信始终应在变

化的文化形态中寻找不变的文化传统，文化自

信与民族共同体的养成一样应牢牢把握其关要。

秦以 “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完

成了文化载体的形态统一，汉以丝绸之路开辟

进一步促进了以 “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的

“中华民族”的融合，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

步形成发展，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

入初创时期，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内部一

致性得到加强， “天下一统 、政治一统、思想

一统和民族一统”的大一统②思想首次在现实

世界中得到实现。自此， “刚健有为”的中华

文化兴盛发展，铸就了 “中国人”的心理构

造，形成了 “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大一统”理念经过秦汉的实践，逐渐成为植

根深入、根系发达、底蕴厚重的自觉文化力量，

贯穿中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线之一，

对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达

成文化自信追求、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纽带。③

大一统体现在疆域、制度上，更体现在文

化上，已经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和信

仰。秦统一六国后，历代王朝都将 “统一”

视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即使在分裂

时期，割据的诸侯也从来没有放弃统一的梦

想，竭力寻求对自身正统的证明，把统一作为

不懈奋斗目标。无论是三国时期匈奴、鲜卑等

民族的内迁，还是两晋南北朝民族统治者逐鹿

中原，无论是宋辽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还

是蒙古族、满族缔造的元、清帝国，都在不断

自我变革中寻求中华文化的正统支持，以期获

得政治上统治合法性的认可，被承认接纳入中

华 “正统”历史的序列成为他们的毕生所求。

这一历史更替的脉络不仅清晰展现出中华民族

从自在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演进的过程，也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根基是深沉

的、丰厚的、开放的，以及鲜明的，展现了以

“大一统”理想为核心、多民族文化支脉不断

汇入中华文化大河的鲜活历史。王朝更迭、社

会变迁中，是中华大地上共同生活的各民族共

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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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华夏大一统的发展理想中逐渐完成了中华

民族的实体统一，在对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发

展成自觉的民族实体，在执着的 “大一统”

理想追求中实现了对中华文化的共同传承和建

设，逐步建立起在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

件与历史基础上达成的目标趋同，形成秉持共

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文化自信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耦合

从文化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来

看文化自信的价值，无疑是社会本体对本民族

文化的充分信任可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内聚力，

从而产生推动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

力，在社会理想达成上形成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而这也恰是铸造伟大民族和建

设伟大国家所必须有的精神内核。“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强盛，必须以文化自信为支撑，中华文化的复

兴回归才是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强大动

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中华文化时代自

觉和坚定自信的最终归旨。数千年文明传承累

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有机结合建构了新时

代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成为

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强支撑。

从民族史进程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锻造发展，是 “大一统理念与实践构建了自在

的中华民族实体，赋予其共同体之属性”。② 费

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是古已有之的自在的民族

实体，是历史上各民族单位形成的多元统一

体。③ 中华民族完成从实体向概念的升华是近代

中国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和话语重塑的结果，

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表达，从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更高层次定

义中华民族内聚发展的思想，不仅结束了长期

以来人们对 “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中国

各民族”等概念的争论，而且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高度发展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最优表达，至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核心价值得以升华，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力量源泉。

坚定文化自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价值生成

中达成一致，一并为新时代建设提供思想引

领、精神塑造、时代蕴聚和实践导向的行动

指引。

三、互促：坚定文化自信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对 “坚定文

化自信”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

深入阐述，形成了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坚

定文化自信”④ 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⑤ 的重要

论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

科学理论和基本遵循。党的二十大再次提出以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

强大力量，进一步凸显出两者在新时代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征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一）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奠定坚实基础

探讨文化对群体意识形成的影响，常常可

见 “教化” “规范” “整合” “凝聚”和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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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功能论证，然将其具象投射在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塑造中，则可借用 “文化不仅能够通

过一种在群体成员中共享的世界观和历史命运

感将人们在情感与信念上联结为一个整体，塑

造出共同的身份认同，而且可以通过对政治目

标和政治过程进行合理化解释，建构起政治权

威”①这一表述。这一表述在阐述文化与群体意

识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深刻揭示了通过文化的

社会动员可以达成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

认同的理想。思路回归研究本源，２０１６年 ５

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文化自信”，并将其视作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

用中华民族在深沉浩瀚的历史中形成的无比强

大的文化动力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

信做背书，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正是聚合民族

发展心力、形成民族兴盛动力，保持民族前进

定力的文化可以为意识培养形态提供工具和

手段。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

共同奋斗的历程中发展和累积起来的，承载了

中华民族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中华民族共存

共荣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长存长荣的宝贵精

神财富。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追求 “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实践过程中形成对利益和价

值的共识，是文化多元归一的成果，有彰显中

华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 “和合”思想、

有传递中华民族社会理想的 “大一统”理念，

还有传递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的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涵育和衍生出中华民族共建共育

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华民族长久以

来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成为不断激发中华民

族蓬勃向上生机活力的力量源泉。费孝通先生

在１９９７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曾提出，他希望一个

民族对自己文化的深度了解可以转化成一种实

际行动的力量，并借此种力量去获得一种美好

生活的构建。这一思想已经被很多国家、民族

广泛接受，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民族文化的发

展和升华，并将它转化为一种再具体不过的日

常实践。时至今日，面对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

就，不能不承认正是中华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

深度认同，对中华民族理想的自信坚守，才能

不断催动 “多元一体”民族向内凝聚、向外开

拓，也正是中华民族始终秉持的民族精神和自

信汇聚了复兴中华的磅礴力量，文化自信在国

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释放出的积极

引导力越来越突显。党的二十大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以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的中华文化为基点，

以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② 的文化自觉，从政治、经济、军事、社

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发展和增强 “以人民为中

心”的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奠定坚实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

力量。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坚定文

化自信提供伦理价值

在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供可行路径方法的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也在积极促生文化自觉发展、文化自信提

振形成价值回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

其不断汇聚民族共生力量激发出中华民族从文

化自觉向文化自信的更高精神体悟迈进。文化

自在、自觉到自信在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的过程

中逐渐转成并塑造成形，稳固和催生出强大的

影响力和创造力，也自然成为引领群体不断进

行本民族文化的深度掘进、不断思考对多民族

文化的吸收融凝和不断发展具有更强大的文化

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行动指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文化寻

“根”的实践活动。③ 中华文化承载的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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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 “集体记忆”，是集体视角中除生理学记

忆以外的、社会建构形成的 “集体影像”，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在 “记

忆是一种文化的建构”① 逻辑下，中华民族全

体成员通过对共有文化历史资源的把握，对集

体荣耀和创伤形成具有影像共性、情感共性和

行为共性的诠释与反应，实现对 “我们”的清

晰认知，完成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确证，达致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态度—行为链接，进而复

归去引导社会文化在意义拾取、价值诠释和生

成建构等向度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

会框架靠拢，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旨核

心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伦理价值②供给塑

造的时代文化精要。

四、结　语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旨归，在 “文

化”或者 “民族”的纵向因果逻辑建构之外，

转向关注 “文化”与 “民族”的横向总分逻

辑，将两者置于同一集体支配的社会框架下，

从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进行 “追根溯

源”“身份识别”和 “价值确证”，在对坚定文

化自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理论解

构、行动归因和价值评价中不断探求两者共生、

耦合与互促的内在逻辑，不仅是建立研究该论

题的一个重要思想立足点，也是继续发展延伸

的一个研究空间，其目的是寻求达成两者的一

致行动，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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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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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转向”是２０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卡西尔则是德国哲学 “语言转向”的

一位先行者，上承赫尔德和洪堡，下启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相较于弗雷格、卡尔纳普等分析哲学家对

语言的逻辑功能的强调，卡西尔认为，意义创造和交往功能更能体现语言的本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贯

穿了卡西尔的后半个学术生涯，但其何以会转向语言研究这一问题还有待澄清。卡西尔的 “语言转向”

是其基于一贯秉持的 “先验方法”而在研究领域上的拓展，这是对康德哲学体系的一个补充，也是语

言学与哲学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更是一种试图超越 “分析”哲学与 “欧陆”哲学分歧的努力。

关键词：语言转向；符号形式；先验方法；新康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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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适逢卡西尔的 《符号形式哲学》

第一卷出版 １００年，国际学界以 “语言转向”

“符号”“形式与功能”等为主题举办了多次研

讨会。但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尤其是 “语言

转向”的问题，在国内卡西尔研究中仍然比较

欠缺。

语言问题在卡西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有着

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 《符号形式哲学》

的第一卷所探讨的主题即是 “语言”。卡西尔

在这一卷中确立了符号形式哲学的整体框架，

成为第二卷对神话思维的分析以及第三卷对语

言、宗教、神话、科学的综合再考察的范本。

除此之外，卡西尔还有不少以语言为主题的著

述，包括同样在１９２３年发表的 《威廉·冯·洪

堡语言哲学中的康德哲学要素》 （以下简称

《要素》），１９３１年的 《语言与对象世界的构

造》，以及为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开设的研讨课而撰

写的讲稿 《符号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课》等。

对于这部分文本，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因此，

本文将基于 《符号形式哲学》中的相关文本，

并结合这些散见的论述和遗稿，从以下三个方

面展开论述：一、卡西尔转向语言哲学的内在

逻辑；二、卡西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内核；三、

卡西尔转向语言哲学的意义所在。

一、“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

卡西尔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思想在其整个

哲学研究生涯中有着相当强的连贯性，其 “语

言转向”也并非思想上的断裂，而是对以往思

考的批判性反思，只有基于 “转向”之前的思

想背景和相关思考，才能厘清这一 “转向”的

内在逻辑。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转

向对语言问题的研究既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

也有外在的客观条件作为支撑。

卡西尔 “语言转向”的内在根由在于，新

康德主义所继承的康德哲学体系中缺少语言哲

学这一维度，需要有人加以完善。从哲学关注

的重点来看，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

人物，认识论问题是卡西尔早期哲学研究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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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关切所在。不论是对开启近代哲学的笛卡尔

和莱布尼茨的认识问题研究，还是对相对论和

量子力学的哲学阐释，都体现了这种认识论关

切。这种关切几乎贯穿了卡西尔的整个哲学研

究生涯，对此最好的例证便是四卷本的 《近代

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一书的撰写 （分别

出版于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２０年、１９５０年）。

不仅如此，在卡西尔写给出版商的书信中，

１９２３年出版的 《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的主标

题为 《知识现象学：一种精神表达形式理论的

基本特点》，副标题为 “语言思维”，这里甚至

完全没有提到 “符号形式”一词。① 此外，最

终出版的 《符号形式哲学》第三卷的副标题仍

题作 “知识现象学”，其篇幅几乎相当于前两

卷之和。这充分说明，即便是在符号形式哲学

体系的构建中，认识问题仍然是卡西尔关注的

核心。不过，与重视价值学说的西南学派相比，

马堡学派更为强调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典范地位。

在早期的研究中，卡西尔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数

学和自然科学，但在出版 《实体概念与函数概

念》之后，卡西尔越来越重视人文科学中的认

识问题，如１９１６年出版的 《自由与形式：对德

国精神史的研究》。从研究的方法论取向来看，

卡西尔始终秉持新康德主义的 “先验方法”的

立场。卡西尔曾在１９２９年为 《不列颠大百科全

书》撰写了 “新康德主义”这个词条，他在文

中指出，在这场兴起于 １８６０年代的哲学运动

中，不同的阐释者对于康德的学说有着不同的

看法，但他们均以一种共同的方法论原则为指

导，即先验方法 （ＥＣＷ１７：３１１）。② 在与海德

格尔的达沃斯论辩中，卡西尔也强调，对于

“新康德主义”这一概念，应该做功能性的理

解，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规定。所谓先验的方

法，即柯亨所表述的康德的提问方式：“从事实

出发，以便去追问这种事实的可能性。”③ 先验

方法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康德将认识问题区别

于存在问题，他并不问科学是否存在，而是肯

定科学存在这一客观事实，追问科学何以可能。

卡西尔对语言的探究同样如此，他并不问是否

有语言现象这回事，而是肯定语言现象客观存

在这一事实，进而追问 “语言何以能够呈现为

如此这般？”④。

因此，卡西尔转向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并未

违背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精神，而恰恰是

对此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卡西尔的 《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在１９２１年出版后，有人认为这种对

新物理学的哲学解释背叛了新康德主义的立场。

１９３６年，卡西尔在 《现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与

非决定论》的序言里引用了纳托尔普的说法作

为回应，以表明马堡学派从来都不认为新康德

主义意味着要无条件地坚持康德本人的学说：

关于正统康德主义的说法从来就没有根据；

随着该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说法甚至连最

起码的合理性都失去了。 ［……］人们只是想

要回到康德那里去 ［……］，以便继续沿着哲

学通过康德获得的基本知识的方向前进，这纯

粹是康德对其永恒问题的深化的结果。［……］

谁若是作别的理解，就是一个糟糕的康德学徒！

（ＥＣＷ１９：６）

康德的批判哲学以自然因果性概念和道德

自由概念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包容逻辑学、伦

理学、美学的体系，发展出一套关于宗教、法

律、历史、国家的哲学，但唯独没有提及 １７、

１８世纪哲学家们普遍关切的语言问题。沿着康

德的批判哲学本应该发展出一套关于语言的哲

学，但康德却没有处理语言的问题，那么就有

人可以并且应该沿着他铺就的道路，借鉴他的

方法去完成这一工作。⑤

在客观条件上，从哈曼、赫尔德的元批判

理论到洪堡基于康德哲学和语言学研究而提出

的 “内在语言形式”的思想，再经由施泰因塔

尔、冯特关于语言的生理心理学研究的中介，

为卡西尔关于语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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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前，为

其校对文稿的哈曼就对康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哈曼认为，康德所谓的 “纯粹理性”其实并不

够纯粹，因为康德在展开其对理性的批判之前

并未考察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 “思想的能

力如何可能？”①。如果康德沿着这个问题前进，

就会发现，语言是思维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

语言就不会有思维。他反对康德关于感性和知

性的二分，认为语言才是 “理性的唯一最先和

最后的工具与标准”②。语言将感性与逻辑能力

结合于一身，恰恰能够作为康德所要寻求的感

性和知性的共同基础。１７９９年，哈曼和康德曾

经的学生赫尔德发表 《对 〈纯粹理性批判〉的

元批判》，围绕 “先验要素论”系统地展开了

对康德的认识论批判。赫尔德同样强调：所谓

的 “纯粹理性”实际上并不能脱离我们对个别

事物的感知而独立存在，因此并不够 “纯粹”；

我们的一切观念并不先于语言而存在，一当我

们心中具有了某种观念，我们总是已经有了语

言作为其先决条件。③ 赫尔德同意哈曼对康德的

批评，但他不同意哈曼将语言视作一种被动接

受上帝恩赐的工具，而是认为语言蕴藏着一种

积极主动的精神性力量 （ＥＣＷ １６：１１７）。在

《要素》一文中，卡西尔充分肯定了哈曼和赫

尔德对康德的批判。卡西尔认为：“在赫尔德的

语言理论中，人们可以把语言从情感和激情中

衍生出来的部分称为哈曼式的要素，将其回归

于反思和悟性的力量的部分称为康德式的要

素。”在赫尔德这里，对语言的看法发生了一种

转变，语言不再被视作 “一种单纯的认知手

段”，探究的方向转向了语言 “在整体意识的

构建中的意义”，这就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知识的

探索，更是成了一种实践追求的目标 （ＥＣＷ

１６：１１５－１１６）。

如果说哈曼和赫尔德对康德哲学更多的是

批判，那么洪堡的工作则更多的是基于康德哲

学而对语言哲学的建构，这也是卡西尔语言哲

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在康德那里，对象并非

预先给定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凭借各种判断而

赋予概念以普遍性和必然性，对象才作为一种

实在而为我们所把握。在洪堡那里，这种客观

化不是通过判断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语言对充

满精神性的具体生活的中介而达成的。不过，

康德在论述概念中所蕴含的统觉的客观统一性

时，倒是提及了 “是” （ｉｓｔ）这个系词在判断

中的作用。虽然 “是”在形式逻辑的判断中给

出的是一个经验性的判断，例如 “身体是重

的”，但这个词同时也标明了主词与谓词之间作

为概念所具有的普遍统一性。④ 洪堡并不满足于

系词 “是”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个别现象，而是

要将这种联系扩展到整个语言现象之中。因为

在洪堡看来，“语言其实乃是精神活动的一种基

本方向：乃是心灵与精神的行动之一总集”。⑤

新康德主义的口号是 “回到康德去”，康

德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本身的批判性考察为理

性的认识范围划定了界限，并在思维方式上发

起了一场 “哥白尼革命”。对纯粹理性的批判

是为了给知识的可靠性划定范围，而纯粹理性

本身的来源还有待语言为之做出说明，卡西尔

接手了这一任务，将对知识的批判性考察的起

点追溯到语言问题上来。卡西尔的原创性在于，

以对语言问题的探究为基础，建立起符号形式

哲学体系，不仅将语言囊括进来，也把宗教、

神话、艺术、科学等文化形式包纳在其中。

二、作为 “符号形式”的语言

语言的本质关乎人的本性，因为人就是在

语言之中并借由语言而表达自身的存在 （ＥＣＮ

６：２０９）。然而，正如克罗伊斯 （Ｊｏｈ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ｒｏｉｓ）指出的那样，在卡西尔的哲学中，符号

相对于语言具有优先性。⑥ 因此，卡西尔的语言

哲学需要放在其符号形式哲学的框架下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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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哈曼：《纪念苏格拉底：哈曼文选》，刘新利选编，刘新利，经敏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０页。
［德］哈曼：《纪念苏格拉底：哈曼文选》，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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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五项研究》，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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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在 《符号形式哲学》第三卷中写

道： “我们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符号概念 （Ｓｙｍ

ｂｏｌｂｅｇｒｉｆｆ）另一种更广泛的含义。我们试图用

这个概念来囊括这些现象的整体。一般而言，

在这些现象中，感性之物 （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ｎ）总是作

为 ‘充满意义’ （Ｓｉｎｎｅｒｆüｌｌｕｎｇ）的一个特例而

呈现自身。” （ＥＣＷ１３：１０５）在卡西尔那里，

“符号”（Ｓｙｍｂｏｌ）和 “记号”（Ｚｅｉｃｈｅｎ）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符号不能被还原为单纯的记号，

因为符号是一种从属于意义世界的存在，发挥

着功能性的作用，而记号则是从属于物理世界

的存在。① 记号是某种客观实在的对应之物，可

以脱离其他记号而单独存在；而符号则没有具

体的客观对应物，不能脱离于符号系统，单个

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

卡西尔留下的文稿表明，早在 １９１７年夏

天，他就已经在着手构建其符号形式哲学体系

了。阿尔诺·舒伯巴赫在 《符号的诞生》一书

中整理出版了卡西尔在这一时期写下的草稿，

为考察符号形式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依据。② 这一手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落款日

期为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３日的３２页手稿，题作 “总

体安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另一部

分落款日期为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７日，记录了至少

２４１页连续手稿的内容。从题为 “总体安排”

的手稿来看，语言问题似乎还不是符号形式哲

学的焦点。然而，从１９１８年的记录来看，处理

语言问题的手稿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卡

西尔在１９１９年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件中提到，他

正在大量阅读有关语言哲学的书籍 （ＥＣＮ１８：

３６－３７）。卡西尔提出了多种符号形式，主要的

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在三卷本

的 《符号形式哲学》中，第一卷处理的便是语

言这一符号形式，第二卷则处理神话和宗教，

第三卷主要处理数学和自然科学。从三卷本

《符号形式哲学》的谋篇布局来看，语言思维

似乎是所有符号形式的基础，这的确也是卡西

尔在构思这一著作时的初始想法。不过，卡西

尔在 《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出版之后发生了

一次思想转变，他在神话思想和失语症研究的

基础上，不再认为语言是最基础的符号形式。

然而，即便卡西尔后来否定了语言在符号形式

中的基础地位，而将这一位置转交给神话思维，

但无法否认的是，关于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始

终是其符号形式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过，卡西尔并未清晰地界定何为语言，在他看

来，有广义的语言，也有狭义的语言。“不仅存

在着由声音、词汇、词语、句子构成的语言，

而且还存在着由艺术、宗教、科学符号建构起

来的更为广博的语言。这类语言的每一种都有

其相应的用法和相应的规则；每一种都有其自

身的语法。”③ 即便是到了晚年，卡西尔仍然认

为，洪堡的格言语言 “不是一种产品 （ｅｒｇｏｎ），

而是一种活动 （ｅｎｅｒｇｅｉａ）”，不仅适用于语言，

也 “同样正确合理地适用于我们知识文化的所

有产品，适用于我试图在 ‘符号形成’ （ｓｙｍ

ｂｏｌｉｓｃｈｅｎＦｏｒｍｕｎｇ）这个总术语下所要概括的一

切”（ＥＣＮ９：１５０）。

卡西尔关于语言的整体看法延续了其在

《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中所阐明的 “功能而

非实体”的主张，卡西尔在 《符号形式哲学》

第一卷的前言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卡西尔认为，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一直主导着康德及其以前

的语言哲学研究。亚里士多德基于对语言的逻

辑分析而发展出一种实体的统一性，实体是最

核心的存在范畴，语言是对实在的一种摹写，

认识同样也是对实在摹写。卡西尔反对这种反

映论式的认识主张，在他看来，“语言的真正统

一性 （如果有这种统一性的话）不可能是一种

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

功能的统一性”。④ 卡西尔的这种 “功能而非实

体”的主张与洪堡所主张的语言 “不是产品而

活动”可谓异曲同工。语言 “不再仅仅是对现

存事物的再现，而是一种纯粹的功能，我们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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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种功能从内部建构世界，并赋予其一定的

思想特征”（ＥＣＷ９：３０２）。单个的语词或描述

只能把握到对象的某个侧面，只有在相互对立

的语词和借以描述彼此扬弃的事物的语言整体

中，我们才能把握到存在的本质规律和内在结

构。只有让语词流动起来，语言才能不断突破

既有的界限，才能契合于处在变动之中的对象，

进而真正把握到语言自身的对象。

在卡西尔看来，语言最突出的功能在于其

所具有的对象化的能力。杂多的现象在语词概

念中凝聚在一起，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初

始的对象。人类认识的前提在于认识对象具有

同一性和差异性，即在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把握

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性的

概念和语词，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具有同一性

的对象世界。然而这种差异性和同一性却不是

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我们赋予事物的属性，

是由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事物而产生的。

对象世界并非一个独立于人的预先存在的世界，

仿佛我们可以径直用感官去把握并且进而通过

理性去认识的一个自在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

借由语言的中介构造出来的世界，我们所认识

到的是由我们自己构建起来的世界。不过，这

里所说的 “对象世界的构造先于认识”指的是

一种逻辑上的在先，未必是历史生成意义上的

在先，因为我们很难历史地揭示出是认识活动

展开在先还是语言的出现在先。神话和宗教所

意指的东西并非由语言来提供，但在很大程度

上却必须经由语言的中介才能得到表达。人们

用日常语言构建出一个前科学的世界，而在科

学阶段，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科学的语言，以构

造出科学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世界。语言习得的

过程很好地展现了语言的对象化功能，尤其是

第一语言的习得。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儿童

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一套既有的语法、词汇体

系，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语言对世

界的建构性活动之中，以此建立起一套属于自

己的语言系统。从根本上来说，不论是在语法

层面还是词汇层面，没有任何两个人的语言是

完全一致的。一门语言之所以是一门活的语言，

就在于它仍然处在变动之中，而一门语言仍然

处在变动之中，则是因为语言的使用者本身在

变动着。父母并不是以复制的方式一成不变地

将自己的语言传给下一代，每一代人都以在一

定程度上变化了的方式继承着上一代的语言，

这种变化可以是语音、词汇上的，也可以是语

法上的。儿童起初通过与父母的交流互动而建

构起一套共同使用的语言，进而随着自身的不

断成长而与周围更多的人建立起一套更为复杂

且使用范围更广的语言体系，由此，一个对象

化了的世界便得以呈现出来。

在这种意义上，世界并非一个外在于我们

的存在，而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有意义的存在。

语言乃是一种突破个体限制的创造，被说出的

话语并非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将个体联结为

一个整体的中介。卡西尔认为，从赫尔德开始，

“对语言的理解乃成为对世界的理解之最真确的

和最典型的表述方式”①。正如赫拉克利特的

“逻各斯”是一个将众多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共

同世界，语言现在成了那个人们借以相互联结

的纽带。个别与普遍、生命与精神之间的关联

也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中才能被展现出来。如果

说以物理现象为中介的方法给我们指引了通向

科学的道路，那么以语言为中介的方法就将我

们引向了哲学的道路。

三、卡西尔语言哲学的影响

“语言转向”是２０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趋势，但由于分析哲学的浩大声势，“语言哲

学”一词几乎成为分析哲学的代名词。事实上，

关于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由来已久，对于语言

的探究也并不限于分析的方法。分析哲学传统

认为，很多历史上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

误用造成的，通过对语言使用的细致分析，澄

清概念和表达，我们可以将这些虚假的问题消

解掉，以此解决这些所谓的哲学问题。对语言

的分析可以是针对日常语言的使用，也可以是

通过逻辑重构的方式，建立起一种没有歧义的

人工语言。事实上，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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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为了构建起一门能够清

晰表达思想的语言，亚里士多德从概念范畴的

确立开始，逐步建立起基于谓述判断的形式逻

辑。然而这样构造起来的形式语言仍然要以自

然语言中的语词概念为基础，也就无法免于日

常语言的含混性和歧义性。从根本上来看，莱

布尼茨的 “通用文字”和弗雷格的 “概念文

字”仍旧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发展而来，

分析哲学试图通过语言分析而清除或取消哲学

问题的做法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观，

即语言文字不过是用以表达内在思想的工具。

与此相对，在德国哲学中还有着另一支语

言哲学的思想传统。不同于分析哲学主张语言

分析对哲学的治疗性作用，这一传统更为重视

的是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强调语言在文化创

造和主体间沟通中的积极作用。德国的这一支

语言哲学传统在２０世纪的欧陆哲学中沿着多条

路径展开，按照关子尹的归纳，有胡塞尔和梅

洛－庞蒂的 “意义建构模式”、德里达的 “解

构模式”、伽达默尔的 “诠释学模式”以及哈

贝马斯的 “超验实用模式”。① 这些模式或多或

少都受到１９世纪的洪堡所开创的 “育成模式”

的影响，而卡西尔恰恰就是洪堡的 “育成模

式”在２０世纪的复兴者，同时也是 “意义建构

模式”的开拓者之一。这一语言传统同样也可

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并不是上溯到亚里士

多德关于语言在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主张，

而是其关于语言的修辞功能的主张。逻辑判断

只关心命题语言的真假问题，却不在意语言作

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协调的中介这一功能。我们

在使用日常语言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并不只是

真假虚实的问题，还有语言的情绪表达和价值

传递功能。这种蕴含在日常语言背后的情感和

文化价值正是由赫尔德所开启的德国语言哲学

传统的关切所在，并以此区别于承继亚里士多

德的命题化理想语言的分析哲学。

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中，卡西尔十分重视

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吸收，而未走向神秘

化或抽象化，这与其重视自然科学的思想背景

不无关联。卡西尔很欣赏孔德的三阶段论，即

一切概念或知识分支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从神学虚构到抽象的形而上学，再到科学的经

验实证。但卡西尔指出，孔德本人同样也没有

将其理论应用到语言这一领域，因此我们可以

接续并完成孔德未竟的工作。语言科学在 １９、

２０世纪的发展业已表明，纯粹的神学和形而上

学思辩已经不适用于对语言的研究，“语言哲学

有义务接受来自经验观察和调查的所有事实”

（ＥＣＮ６：２１１）。事实上，卡西尔也批判性地借

鉴了语言学领域的大量研究成果，他认为语言

哲学的研究与语言科学并不冲突，语言哲学研

究有必要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囊括进自身之中，

为我所用。其中，戈尔德施泰因 （ＫｕｒｔＧｏｌｄ

ｓｔｅｉｎ）关于失语症的研究对卡西尔的语言哲学

思想有很大影响，卡西尔在各种著述中一再提

及相关的研究。戈尔德施泰因在临床研究中观

察到，一些脑部受到损伤的人会在一定程度上

丧失语言能力，他集中探讨了一种被他称作

“失忆性失语症”的类型，认为从中可以洞察

到人的本性。这样的病人在看到指定的物品时

无法说出该物的名称，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该

物的功用。例如，他们无法说出 “杯子”和

“雨伞”这两个词，但他们能够说出 “这是用

来喝水的”和 “这是用来挡雨的”这样的句

子。这些患者 “不能把词语作为指代类的符号，

这就很清楚 ［地］表明，没有类别概念作为背

景的语言不是真正的语言”②。人与动物的主要

区别也在于此，只有人才能创造出语言，并借

由语言而把握到类的概念。语言是人借以建立

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中介，人类以语词概

念为基础，凭借自己的抽象思维方式构建起一

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因此，戈尔德施泰因总结

道：“语言既表达了人的全部特性和人最深沉的

东西，也表达了人与同伴精神上的契约。在所有

的文化创造中，人在语言创造中才最充分地披露

了自己。”③ 卡西尔与戈尔德施泰因实际上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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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５期　　　　　　　　　　　　　　　　　哲　学

①

②

③

关子尹：《哲学中 ‘语言转向’的别支：序林远泽 〈从赫德到米德〉》，林远泽：《从赫德到米德：迈向沟通共同体的德国

古典语言哲学思路》，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９－１２页。
［美］戈德斯坦：《人的本性》，王一力译，王作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６１页。
［美］戈德斯坦：《人的本性》，第６１、６２页。



相互影响的关系，戈尔德施泰因早期的研究主要

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卡西尔的哲学阐释为其提供

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撑，以至于他在后来出版的

这部著作中也援引了卡西尔的解释。

卡西尔并没有走向逻辑实证主义那种重建

一套理想语言系统的立场，而是始终以自然语

言为事实基础开展研究。他继承并发展了洪堡

的语言哲学思想，突出了德国语言哲学传统对

语言的意义创造功能和交往功能的强调。德国

语言哲学传统将语言视作理解沟通的中介，正

如洪堡在 《论双数》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恰恰

是凭借着语言，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彼此赖以理

解和沟通的精神世界。① 语言自其诞生之初便具

有一种主体交互性，因为一个人不是对自己说

话，而是对着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说话。就像

人类经历漫长的历史才将自然设定为一个外在

于我们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人便不是自然之

中的一份子，而是只有我们将自然设定为一个

非我，我们才能展开与自然的对话，对自然的

种种现象作出进一步探究。“语言是人类一切活

动的核心”，语言之于人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

缺，“它渗透并贯穿了人的思想和情感、感知和

观念”（ＥＣＮ６：３０４）。这一看法在１９２９年卡西

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论辩中也有着鲜明的体

现。在这场关于康德解释的论辩中，卡西尔强

调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人的无限性，海德格尔

则强调被抛入世界之中的此在的有限性。卡西

尔认为，即便海德格尔强调个人经历和体验不

可通约，但毕竟我们还是有着一个共同的中心，

否则就不可能在此讨论哲学的问题。我们共存

于一个世界之中，借助语言的力量，我们在这

个共同的精神世界中沟通、理解、相互交流。

即便此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孤零零的个体，也断

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彼此孤立，而是在一个客

观精神世界中彼此联系在一起。卡西尔认为，

哲学讨论应该争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

达到的一点就是，学会正确地看待哪怕是对立

的各种意见，并设法从其对立性中去理解它

们。② 有趣的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 １９８１年，

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应邀前往巴黎作讲演，

与年轻的德里达发生了争论。伽达默尔强调共

同的理解，德里达强调理解的差异。然而差异

必定要建立在某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因此伽达

默尔说：“谁开口说话，都想得到人们理解……

德里达向我提出问题，就必定同时预设了我是

愿意理解他的问题的。”③ 相互理解不仅预设了

一个可以借以交流沟通的共同世界，也预设了

去理解彼此的积极主动的意愿。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伽达默尔、阿佩尔、

哈贝马斯等人也纷纷转向了对语言问题的探讨，

并且都注意到卡西尔在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

伽达默尔承认，只有到了第二代新康德主义者

卡西尔这里，语言问题才得到哲学应有的关

注。④ 哈贝马斯也认为卡西尔是德国语言哲学承

上启下的人物，是卡西尔重新发现了洪堡的语

言哲学，并且为２０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哲学家在

解释学传统的基础上沟通英美的语言哲学作了

铺垫。⑤ 分析哲学的特点是以严谨的方法研究命

题性语言，注重语言表达的清晰性和精确性，

以逻辑分析和概念澄清为手段，涉及语言的本

质、意义、真理以及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等

基本问题。卡西尔并未明确提及维特根斯坦的

思想，但他对弗雷格和卡尔纳普的思想相当熟

悉。在卡西尔看来，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之间

并不存在分析哲学所认为的那种同一性和一一

对应的关系，⑥ 因而这种仅仅关注命题语言的研

究还未触及语言最深层次的本质。因为分析哲

学所强调的逻辑功能并非语言的本质所在，语

言的本质要到形成语言的共同体的社会文化之

中去寻找。我们之所以研究作为一种符号形式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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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德］博尔诺：《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瑞士达沃斯的辩论》。

［德］伽达默尔，德里达等：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４６页。
［德］伽达默尔：《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 （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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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ｐ１２．
［德］卡西尔：《人论》，第２１９页。



或者文化形式的语言，并不只是为了澄清一些

琐碎的命题表达，而是为了理解我们自身就是

其创造者的文化，并进而通过对自身创造的作

品来认识和理解人类本身。

结　语

卡西尔的 “语言转向”是其基于一贯秉持

的 “先验方法”而在研究领域上的拓展，这是

对康德哲学体系的一个补充，也是语言学与哲

学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更是一种试图超越

“分析”哲学与 “欧陆”哲学分歧的努力。卡

西尔关注的并不是语言的逻辑功能，而是语言

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创造功能和情感价值维度。

他继承并发展了由赫尔德、洪堡所开创的德国

语言哲学传统，强调语言开显世界、创造意义

以及交流沟通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卡西尔还

吸收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心理学和语言学

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民族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

的研究成果。

卡西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必须放在其符号形

式哲学的整体框架中来理解，语言是众多符号

形式中的一种，但也是最为特殊的一种，在整

个符号形式哲学体系中具有典范性的地位。在

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上，卡西尔拒绝回到纯粹的

神学和形而上学思辩，借由符号形式哲学体系

的构建，卡西尔为我们建筑起一个借以相互沟

通、理解、交流的共同的精神世界。语言的创

造和使用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这是没有语言的生物所不具备的。近年来，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使得人机之间可以

借由自然语言而实现沟通，由此爆发出来的巨

大创造力和应用前景更加突显了认识和理解自

然语言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了认识问题和理

解问题之于哲学的紧迫性。在卡西尔看来，语

言的本质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交往功能之中，

而不是对命题逻辑的澄清。语言并不是一种脱

离于人们的具体生活而存在的抽象符号，而是

浸润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和经验感知之中。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借由语言这一镜片来看待这

个世界，有人认为只需将镜片拿掉，我们便能

看到世界本身，免于镜片对我们的欺骗。事实

上，当我们拿掉镜片之后，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连那虚幻的影像也无影无踪了。正如卡西尔所

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不断丰富和扩大语言的力

量”，但我们无法挣脱语言加诸我们的束缚

（ＥＣＮ６：３０４）。我们无法抛开语言去直接认识

这个世界，我们要做的是从语言的内部去克服

和超越，不断地改进、提升对语言这一符号形

式的使用。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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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重大项目 “认知中的情感与理性研究”（项目号：２２ＪＪＤ７２０００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与个体性问题研究”（项目号：２３ＹＪＣ７２００１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陆心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课题组成员。

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与辩证法

———寻求一种后黑格尔的诠释

陆心宇
［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源于其以悖谬 （ｄｅｔＰａｒａｄｏｋｏｓ）来描述信仰与知识之间的不

可通约性，并由此延展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重估。在当代克尔凯郭尔诠释中，不同的诠释路

径对此论题有不同的看法。宗教哲学的诠释把它理解为一种德尔图良式的信仰观，存在主义的诠释

则把它读作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尼采式重估，而道德哲学的诠释则倾向于把它解读为对康德式义

务论的范式重构。在这些诠释中，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中的语境性因素，尤其是其对黑格尔哲

学的关联，展现出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从批判理论的解读来看，这一语境性因素是诠释的关键所

在，即把克尔凯郭尔式的悖谬当作一种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文试对上述四重诠释展开回顾，并重

估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语境性因素的诠释学意义，尤其是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

关联。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的概念基础在于其针对黑格尔辩证法所提出的内在与外在之间的

“质的差异性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差异之绝对化的处理使得它尚不足以

构成一种具有后形而上学视域的辩证法，而更像是一种回溯于形而上学起源的 “前理性主义 （ａｎｔ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观点。在此意义上，批判理论在后黑格尔视域中揭示出了在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

问题中不可理性化的因素。

关键词：克尔凯郭尔；内在性与外在性；质的差异性；质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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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何谓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它为何重

要？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主要是指他在

《哲学片段》《附言》《畏惧与颤栗》等著作中

使用 “悖谬 （ｄｅｔＰａｒａｄｏｋｏｓ）” “荒谬 （ｄｅｔＡｂ

ｓｕｒｄｅ）” “非科学 （ｕｖｉｄｅｎｓｋａｂｅｌｉｇ）”等概念来

描述在信仰与知识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以此勘

探理性之限度、界限乃至否定性。在 《畏惧与

颤栗》中，克尔凯郭尔借助于亚伯拉罕的叙事

强调信仰与知识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把信仰的

本质界定为 “悖谬”，并以此反驳黑格尔以绝

对知识来把握信仰的思路。在此，悖谬源于内

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信仰的悖谬是这个：有一种内在性，它对

于那外在的是不可通约的，请注意，这种内在

性并不同一于前面的那种，而是一种新的内在

性。……在信仰之前有一种无限性之运动，只

有这样，在突然中 （ｎｅｃｏｐｉｎａｔｅ），信仰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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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那荒谬的”而开始。①

在 《哲学片段》的 “绝对的悖谬”一章

中，悖谬概念从信仰的论域进一步拓展到了理

性本身的论域之中：

不过，人们不该把悖谬想得那么坏，因为

悖谬是思想的激情，一个没有悖谬的思想家就

像一个缺乏激情的恋人，他只是个平庸之徒。

……去发现某个思想所不能思考的东西，这就

是思想的最高形式的悖谬。事实上，这种思想

的激情普遍存在于思想当中，也存在于单一者

的思想中，就其在思考之时不再仅仅是他自身

而言。②

在这些论著的语境中，信仰之于悖谬的关

系有着一个关键的语境，即：克尔凯郭尔对黑

格尔主义的反思。克尔凯郭尔属于丹麦黄金时

代的思想家，而在此时期哥本哈根大学的许多

主要哲学家都有着黑格尔主义的思想背景。因

而，尽管克尔凯郭尔以丹麦语写作，但是其哲

学论题同德国古典哲学有着广泛而深层的关联。

在耶拿时期的著作 《信仰与知识》 （Ｇｌａｕｂｅｎ

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中，青年黑格尔曾把理性与信仰之

间的康德式断裂视为 “哲学之死 （Ｔｏｄｄｅｒ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并针对康德的批判哲学而断言理性

在其终极的实现中能够完全解释在信仰之中的

东西。③ 因循此语境，克尔凯郭尔对于信仰与知

识关系的论述并不仅仅属于宗教哲学，而蕴含

着对于黑格尔主义理性观的反思。

就其重要性而言，非理性问题关系到对克

尔凯郭尔哲学之整体性的理解。这种整体性可

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不同著作主题之间的共

同性、主题与风格之间的连续性、哲学思想与

传记经历之间的互文性。克尔凯郭尔为他的一

些重要著作设计了假名作为其署名，比如：《畏

惧与颤栗》署名为 “约翰纳斯·德·希伦提欧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ｄｅＳｉｌｅｎｔｉｏ）”，其字面意思为静默的

约翰；《哲学片段》署名为 “约翰尼斯·克利

马克斯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Ｃｌｉｍａｃｕｓ）”，其字面意思为

攀登者约翰； 《非此即彼》的出版者为 “维克

多·艾莱米塔 （ＶｉｃｔｏｒＥｒｅｍｉｔａ）”，其字面意思

为 “在孤独中胜利的人”。在这些假名中，克

尔凯郭尔的主要意图并非在于隐匿自身，因为

他仍然会以某种方式署名于其著作之中，比如

作为 《哲学片段》的出版人。相反，假名的设

计更像是对于一种黑格尔主义的体系风格的反

题：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哲学的进展反映为一

种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之展开，其中个体

的精神境界 （比如，在伦理阶段出现的安提戈

涅的悲剧性）被视作在精神的进展中有待扬弃

的瞬间或环节 （Ｍｏｍｅｎｔ）；与此相反，克尔凯

郭尔则把哲学观点的形成维系于具名的、作为

单一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而不同的假名则标

记着自我意识的个体性。在此，那单一个体所

呈现的思想之片段性反映了一种在具体的生存

境遇中所形成的思想可能性，并且克尔凯郭尔

认为它们蕴含着某种对黑格尔主义的体系的不

可通约性，以至于用 “非科学”———在此科学

的概念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即作为体系的哲学

真理———来描述这种反题的定位。与此相对，

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中的 “悖谬”概念就

呈现出个体性之于普遍性的断裂：“信仰的悖论

是这个：单个的人比 ‘那普遍的’更高 。”④ 在

安提戈涅的叙事中，个体的生存境况可以用普

遍性来把握，即：以两种伦理生活的原则之间

的冲突来解释其悲剧性；但是，在亚伯拉罕的

叙事中，个体性却展现出某种无法以普遍性来

把握的质素，以至于呈现出了个体之于普遍的

不可通约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克尔凯郭尔

而言，亚伯拉罕的叙事又维系于希伯来传统中

最为重要的精神性原则，从而这种不可通约性

反映了在西方文明的精神生活之根基处的某种

无法为理性所充分把握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

在西方文明中的非理性源头。

此外，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还有助于

解释其哲学著作的一些个性因素，特别是他所

采取的非传统的、审美的哲学写作风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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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的生存经验中所展开的哲学实验。在某

种程度上，克尔凯郭尔的文本风格中的文学倾

向 （比如，在 《非此即彼》《重复》《人生道路

诸阶段》等著作中引入带有书信体小说文体的

叙事性元素），以及他的传记中的一些争议性的

事迹 （比如，同雷吉纳之间解除的婚约，以及

克尔凯郭尔在后期对丹麦教会的批判）都加深

了其作为非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史形象。与此相

对，对于其非理性问题的哲学诠释则有助于理

解其文本风格与作为作者的生存性视域之于其

哲学主题的内在关联。

从这一初步的回顾可知，克尔凯郭尔的非

理性问题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史

语境，尤其是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及其在

丹麦黄金时代的影响的批判性接受。这种语境

式的阅读使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得以在某

种程度上 “合理化”，即：它不再被理解为某

种直接有悖于逻辑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在当

代克尔凯郭尔诠释中有着多重诠释路径，包括：

宗教哲学、存在主义、道德哲学，以及批判理

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

问题给出了解释，从而使之摆脱常识意义上的

“非理性”的印象。其中，宗教哲学与批判理

论构成了最具张力的两端。在传统的理解中，

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是对于信仰与知识之

关系问题的宗教哲学反思，因而在很大程度上

属于宗教哲学的问题。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的

接受史中，他与批判理论又有着深层的关联：

卢卡奇、阿多诺、萨特等有着历史唯物主义哲

学素养的批判理论家则从一种后黑格尔哲学的

视域来理解其非理性问题，把他的悖谬概念理

解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重构。在此，

我们将逐一回顾这些诠释路径对于非理性问题

的理解，并最终以批判理论为视角评估后黑格

尔的语境性因素对于理解克尔凯郭尔的意义。

一、宗教哲学视域中的非理性问题：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存在论 　

　　在宗教哲学视域中，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

题首先是对于信仰与知识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论

述，并由此呈现出时间—永恒、有限—无限、内

在—外在等一系列二元结构。然而，无论是从丹

麦黄金时代的语境，还是从效果史的语境来看，

克尔凯郭尔对信仰与知识之关系的论述蕴含着一

种超出宗教哲学论域的问题意识，即：在后黑格

尔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它是一种蕴含着面向现

代性状况之历史意识的存在论思想。

在克尔凯郭尔对信仰与知识之关系的论述

中，“悖谬”概念描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就其思想史渊源而言，克尔凯郭尔的悖谬概念可

追溯到德尔图良的命题 “因荒谬而相信 （Ｃｒｅｄｏ

ｑｕｉａａｂｓｕｒｄｕｍ）”。在 《论基督的肉身》（ＤｅＣａｒｎ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中，德尔图良提出这一命题作为诠释的

原则，以此强调希腊哲学的理性原则不适用于解

释希伯来经典，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 “道成

肉身”的观念。在此，悖谬的概念发生在两组序

列之间的关系，它既描述了信仰与知识之间的断

裂，又描述了永恒与时间之间的跃迁。在 《论阿

德勒之书：现时代的宗教困惑》中，克尔凯郭

尔明确地阐述了其悖谬概念的神学渊源与结构：

“基督教是悖谬的真理，这悖论在于：永恒曾一

度进入那在时间之中的实存。”① 可见，克尔凯

郭尔的 “悖谬”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描述理性

的失败，也不是泛泛而谈地把抽象意义上的信

仰等同于非理性主义的生活观念，更无关乎尼

采从希腊悲剧中抽绎出来的狄奥尼索斯式的非

理性。相反，克尔凯郭尔的悖论在其思想史渊

源上是一个颇为狭义的宗教概念，用伯赫林

（ＴｏｒｓｔｅｎＢｏｈｌｉｎ）的话来说，它是 “基督—悖论

（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Ｐａｒａｄｏｘ）”。②

然而，若止步于此的话，克尔凯郭尔的著

作就不会被理解为哲学著作了，更不会进入批

判理论家的阅读视域。事实上，从黑格尔主义

的语境来看，克尔凯郭尔对悖论概念的发展蕴

含着某种本体—神学 （Ｏｎｔｏ－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的结

构，使得非理性问题进入了存在论的视域。在

克尔凯郭尔对德尔图良的接受中，“道成肉身”

的结构被概念化为 “进入实存”，而这一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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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克尔凯郭尔与德尔图良之间的某种关键

的分歧：与德尔图良对希腊哲学保持距离的立

场相反，克尔凯郭尔在阐述悖论的结构时却高

度依赖于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概念。在 《哲学

片段》中，克尔凯郭尔用 “进入实存 （Ｔｉｌｂｌｉｖ

ｅｎ，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也译作 ‘生成’）”

来描述这一跃迁，把这一结构从神学的语境中

抽离出来，描述从非存在到存在的存在论结构，

并在一种生存性的视角中把它理解为人的自由

意志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转换。在此，克

尔凯郭尔使用了一系列希腊的概念：把 “进入

实存 （Ｔｉｌｂｌｉｖｅｌｓｅ）”的结构归结为 “变化

（ ）”或 “性质变化 （ἀλλοίωσις）”。① 并
且在存在论层面界定这种变化，即：“生成的变

化不在于本质，而在于存在；是从 ‘非存在’

到 ‘存在’的变化。”②在此，克尔凯郭尔使得

悖论问题的语境从宗教哲学拓展到了形而上学。

这种语境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克尔凯

郭尔对德尔图良的接受是在丹麦黄金时代的语

境中完成的，而在其中德国古典哲学则起到了

重要的中介作用。从传记来看，克尔凯郭尔对

于德尔图良思想的吸收主要源于其学生时代。

在哥本哈根大学求学期间，他曾在克劳森

（ＨｅｎｒｉｋＮｉｃｏｌａｉＣｌａｕｓｅｎ）与马滕森 （ＨａｎｓＬａｓ

ｓｅｎＭａｒｔｅｎｓｅｎ）的讲座中接触到德尔图良的思

想。克劳森在１８３３至１８３４学年讲授的 “教义

学”讲座中，曾专门分析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根据克尔凯郭尔的笔记，克劳森认为，尽管基

督教作为启示宗教蕴含着一部分超越于理性的

内容，但是在总体上基督教信仰同人类理性是

相容的，因而真正的宗教性 “同等距离地避开

自然主义和理性之恨，在这两端之中启示或理

性的合理性都被损害了”。③ 在此，自然主义是

指以自然理性解释宗教启示的路径，比如卢梭

与康德就持有这种观点，因而此处的 “自然主

义”即理性主义；与此相对， “理性之恨”则

是指以德尔图良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信仰观。

显然，此处德尔图良是作为一个反例而出现的。

另一份同德尔图良问题相关的笔记则是源于马

腾森讲座。１８３７至１８３８学年的冬季学期，克尔

凯郭尔参加了马滕森所讲授的 “思辨教义学导

论”。在此，马滕森把德尔图良类比于德国哲学

家雅可比，并且把他们都归结为 “迷信的教条

主义”，其思想特征在于： “因为不能而相信，

因为不可能而为真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ｅｅｓｔｑｕｉａｉｎｅｐｔｕｍ，

ｖｅｒｕｍ，ｑｕｉａ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ｅｅｓｔ．）。”根据克尔凯郭

尔的笔记，马腾森把这种非理性的信仰观贬斥

为 “一种潜在的傲慢，它表现为把一个人在理

性上的软弱立即推广到整个人类”。④ 从这两份

笔记来看，在克尔凯郭尔所接受的教育中，经

典的信仰观蕴含着自启蒙以降的近代理性主义

的影响。不惟如此，马腾森是当时丹麦重要的

黑格尔主义者。与此相对，青年克尔凯郭尔对

德尔图良的推崇则暗含着其对在当时盛行于哥

本哈根大学的黑格尔主义观点的叛逆。

从效果史的语境来看，克尔凯郭尔的非理

性问题在对宗教哲学的影响中同样蕴含着一种

基于黑格尔主义的现代性观点。在卡尔·巴特

（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对克尔凯郭尔的神学解读中，“质

的差异性”是最为重要的概念。在 《〈罗马书〉

释义》的序言里，巴特写道： “如果说我有一

个 ‘体系’的话，那就是我对克尔凯郭尔称作

在时间与永恒之间 ‘质的差异性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的认同。”⑤ 在此， “质的差异

性”把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追溯到永恒与时

间的二元结构中：宗教诠释者在知识的层面上

无法摆脱某种根本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

性的根源则在于时间与永恒之间的界限。在克

尔凯郭尔的语境中，质的差异性 （Ｑｖａｌｉｔｅｔｓ－

Ｆｏｒｓｋｊｅｌｌｉｇｈｅｄｅｎｓ）至少有双重含义：首先，它

描述了在信仰与知识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构

成了其神学义项；其次，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描

述了一系列本体论层面的二元结构 （如：永恒

—时间、有限—无限、内在—外在）的对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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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构成了其本体论义项。在这双重义项中，

克尔凯郭尔都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在巴

特对质的差异概念的发展中，其本体论义项具

有奠基性的意义。巴特写道：“因为，只要我们

承认无限性是一个概念，即只要我们使之成为

我们可观察到的无限性，那么我们关于永恒的

概念就显现为无限的有限事物，因为我们无法

摆脱它对有限事物的 ‘他者性’的特质。然

而，这种被观察到的无限性却绝非无限性本身

……”① 从巴特的这段论述看，当人们试图用有

概念化的思想来把握和描述无限性时，他们总是

在尝试把无限性转译为有限性，这是因为人的语

言和思想本身属于有限性的疆域。然而，在无限

和有限之间的这种融合则面临着某种无法克服的

异质性，即：人们无法用有限的概念来穷尽无限

本身。而这构成了信仰之为悖谬的起源。

此外，在巴特对这一概念的接受与发展中，

其黑格尔主义的存在论视域还蕴含着一种面向

西欧现代性状况的历史意识。在１９世纪末到２０

世纪初，西欧基督教界有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

其论题关乎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主

流的观点主张从社会人文思想的角度来解释基

督教，把信仰理解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现象。

巴特的两位导师赫尔曼 （Ｗｉｌｈｅｌｍ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与哈纳克 （ＡｄｏｌｆｖｏｎＨａｒｎａｃｋ）也都认同这一立

场，他们的观点深受德国观念论的影响。赫尔

曼把基督教读作一种关于欧洲文化与共同体价

值的元叙事，而哈纳克则进而主张从历史主义

的诠释中拓展出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思。这种

历史化的观点可追溯到立敕尔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Ｒｉｔｓｃｈｌ），后者以历史批判的方法来解释 《福音

书》的叙事，把它理解为关于人类心灵结构的

元叙事。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其早年的著

作 《耶稣传》之中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与这种

历史主义观点相对，奥维尔贝克 （ＦｒａｎｚＯｖｅｒ

ｂｅｃｋ）与布鲁哈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Ｂｌｕｍｈａｒｄｔ）则认

为，信仰指向永恒的无限性，而非历史的总体

性，因而他们宗教叙事之于文化世界观的差异

性。这意味着，像黑格尔那样把基督教的精神

等同于西欧文化历史的整体性的观点是有问题

的。面对这场辩论，巴特的观点逐渐偏离了其

导师的立场，而倾向于后者。也正是在此意义

上，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在巴特这里产

生了精神性的共鸣。根据巴雷特 （ＬｅｅＣ．Ｂａｒ

ｒｅｔｔ）的分析，巴特对那种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

点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其担心 “信仰会被扭曲

为一种为资产阶级文化和个人的主观欲望而辩

护的意识形态”。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借助

于本体论义项，质的差异性概念从神学的领域

转向了对于社会历史现实之意识形态问题的分

析，从而呈现出了一种历史意识。由此，克尔

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中的核心概念 “质的差异

性”展现出了面向现代性问题的历史意识。

二、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非理性问题：

　　作为后形而上学批判 　　　　

　　在克尔凯郭尔的接受史中，存在主义堪称

最具影响力的路径。在一种教科书式的观点中，

克尔凯郭尔与尼采并列为１９世纪存在主义的双

子星。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主要源于二

战之后的法国哲学与文学，其代表性的作家包

括萨特、波伏瓦、加缪，他们对现代性状况下

的个体的心理症候 （如忧郁、焦虑、自欺）展

开了哲学性的反思，而这种反思的方法论基础

则源于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的

工作，进而可以向前追溯到１９世纪的克尔凯郭

尔与尼采哲学之中。在此，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作为存在主义在１９世纪的先驱，其最为深刻的

洞察在于对欧洲形而上学传统所蕴含的内在危

机之觉察，即：虚无主义问题。巴雷特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Ｂａｒｒｅｔｔ）的 《非理性的人》就是这种读法

的一个著名例子，使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置身于

从尼采的永恒轮回到加缪的西西福斯神话的现

代性变奏之中。在此，我们借助于海德格尔之

论尼采而阐述存在主义框架如何把非理性问题

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批判，并分析这一路径所

暗含的深层危机。

在存在主义诠释的透镜中，克尔凯郭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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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问题类似于尼采在 《快乐的科学》中所

呈现的 “疯癫”，其本质在于对西方形而上学

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并且其中蕴含着虚无主义

问题。海德格尔在其对尼采的诠释中指出，尼

采哲学中的 “疯癫”虽然采取了一种宗教性的

表述 （如 “上帝之死”），但其实质则在于对西

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思。根据海德格尔，尼采

哲学中的 “上帝”问题在本质上并不是宗教性

质的，而是存在论性质的，因为 “上帝是理念

的领域和理想的名称”，它标记着西方形而上学

传统自巴门尼德以降的 “感性 （ ）与

非感性 （ ，希腊词直译为理智）之划分

（ｄｉｅ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ｖｏｎ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ｍｕｎｄＮｉｃｈｔｓｉ

ｎｎｌｉｃｈｅｍ）”。① 与此相对，尼采的命题 “上帝之

死”则意味着这一经典形而上学结构的崩塌，

而海德格尔把它解读为虚无主义。对此，海德

格尔强调，虽然尼采用 “上帝死了”这一表述

来概括虚无主义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本质既

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存在论性质的，它反映了

西方文明在价值根基上的 “内在逻辑 （ｉｎｎｅｒｅ

Ｌｏｇｉｋ）”：“然而，对尼采而言，虚无主义绝不

只是一种堕落的现象，相反，虚无主义等同于

西方历史的根本进程 （Ｇｒｕｎｄｖｏｒｇａｎｇ）与这种

历史的规律性 （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② 海德格尔把

这种在文明论层面的历史逻辑归结为存在论性质

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可以说，海德格尔对尼采的存在论解读构

成了关于非理性问题的存在主义诠释的典范。

在这一诠释框架中，克尔凯郭尔与尼采之间展

现出某种家族相似，而非理性问题构成了这种

相似性的关键，即：它有存在论的性质，刻画

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深层危机。对于尼采而

言，非理性问题在文本层面的表征典型地反映

于 “上帝之死”这一命题的出处，即：在 《快

乐的科学》第１２５节中，这一命题的宣告者是

一个疯人。海德格尔认为，此处的疯癫 （Ｖｅｒ－

ｒüｃｋｔ） 在 结 构 上 标 记 着 一 种 “逸 出

（ａｕｓｇｅｒüｃｋｔ）”的活动，而它具有形而上学的意

蕴，即：从对超感官世界的依赖性中 “超越出

来 （ｈｉｎａｕｓｇｅｒüｃｋｔ）”，从而使得人性摆脱了作

为 “理性的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的形而上

学界定。③ 在此，海德格尔把疯癫理解为一种非

理性的症候，而非—理性之否定性指向了西方

形而上学传统中的感性与超感性之二元结构。

作为这种否定的后果，尼采转向了一种以 “力

的意志 （ＷｉｌｌｅｚｕｒＭａｃｈｔ）”为中心的形而上学。

根据海德格尔，此处的 “意志”蕴含着一种特

殊的结构，即：命令。他写道： “意志 （Ｗｏｌ

ｌｅｎ，在其动词形式中可直译为 ‘意欲’）是成

为主人的意志 （Ｈｅｒｒ－ｓｅｉｎ－ｗｏｌｌｅｎ）。……意志

并非愿望 （Ｗüｎｓｃｈｅｎ），也不是为某物的单纯

斗争 （ｂｌｏｅｓＳｔｒｅｂｅｎｓｎａｃｈｅｔｗａｓ），相反，意志

自在地即命令 （Ｗｏ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ｎｓｉｃｈｄａｓＢｅｆｅｈｌｅｎ）

（参阅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１卷、第 ２

卷；《强力意志》第６８８条，１８８８年）。”④海德

格尔在对 “命令 （Ｂｅｆｅｈｌ）”的分析中引入了黑

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背景，从而把命令的本质规

定为在对行为之可能性的支配中而成为主人的

倾向，并且在 “主人”的自我意识中最为关键

的部分在于一种自身关系，即：“在命令中，命

令者 （而不只是听命者）听从这种支配与支配

能力，并且由此而听从其自身 （ｇｅｈｏｒｃｈｔｓｏｓｉｃｈ

ｓｅｌｂｓｔ）。”⑤ 基于这种自身关系的结构，海德格

尔进而把意志的本质规定为一种在自身关系中

展开的活动，即：意志不是对某物的意欲，而

是对自身的意欲，“作为命令，意志致力于其自

身”，而这种面向自身的意志就是 “寻求意志

的意志 （ＷｉｌｌｅｚｕｒＷｉｌｌｅｎ）”，“它表现为意志的

无条件的本质，作为纯粹的意志而意欲其自身

（ａｌｓｂｌｏｅｒＷｉｌｌｅ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ｗｉｌｌ）”。⑥ 海德格尔

用虚无来标记在力的意志之中的纯粹的自身关

系：它不在是对某物的意欲，而是 “对无的意

志 （ＷｉｌｌｅｚｕｍＮｉｃｈｔｓ）”。⑦ 在此，虚无的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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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一种自足的自身关系，即：自己为自己

设定目的，提供根据，并不断地寻求自身的成

长。在这种自身关系中，力不断地超出自身，

从而不断展现出一种 “超出”的倾向。由此，

在海德格尔的诠释中，尼采的疯癫蕴含着一种

面向自身关系的超越性结构，而它标记着西方

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与重构。

疯癫的隐喻同样构成了克尔凯郭尔的非理

性问题的基本意象。在 《附言》第二册的 “成

为主体”一章中，有一段关于 《畏惧与颤栗》

的评论：“一个真正的、热情洋溢的伦理个体在

严肃之中颤抖，他把自身提升到神性的疯癫

（ｄｉｖｉｎｅｍａｄｎｅｓｓ）所开的神圣玩笑之中……只

有这样的个体才是伦理的个体，不过他还把握

了这一点：世界历史是一个合成体，它并非直

接地对伦理具有辩证意义。”① 在此， “神性的

疯癫”标志着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断裂，而

在 《畏惧与颤栗》中这种断裂在伦理层面表现

为亚伯拉罕问题。一方面，亚伯拉罕的选择标

记着希伯来传统中关于信仰的元叙事，从而构

成了整个价值秩序的根基；但另一方面，这种

选择却无法按照伦理性的原则加以诠释，并且

在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中，个体性不仅变成

了某种无法还原为普遍性原则的东西，而且甚

至变成了后者的根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亚

伯拉罕的叙事有别于一切悲剧叙事 （如安提戈

涅），其中个体性在普遍性的原则中得到支持。

在 《非理性的人》中，巴雷特把克尔凯郭尔的

这种非理性观念归结为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

冲突，而它构成了对作为西方现代性观念之哲

学基础的理性主义的挑战。根据巴雷特，理性

主义构成了现代性之发轫的思维方式，其特征

在于把个体归入概念，而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

科学中所取得的广泛成功使得它在启蒙以降的

哲学思潮中也成了对于规范性价值的证成结构，

并且它 “直到１９世纪克尔凯郭尔出现，都几乎

未曾受到过挑战”。② 然而，克尔凯郭尔在个体

性与普遍性之间所揭示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则对

此构成了一种根基性的重估。事实上，在理论

哲学层面，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正是殊相与

共相之关系，而后者同构于海德格尔在尼采诠

释中所引入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即：

感性 （ ）与理智 （ ）之划分。

在此，克尔凯郭尔的悖论问题同样呈现出对于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挑战。

然而，虽然存在主义诠释几乎是理解尼采

与克尔凯郭尔的教科书式框架，但是它却并非

没有问题。在尼采研究中，皮平 （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

ｐｉｎ）曾针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诠释指出：“相

较于被解读为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思想家、西

方最后的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的终结者或完

成者，某个对构筑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或某种

全新理论感兴趣的人，尼采更应该被理解为伟

大的 ‘法国道德思想家’。”③ 在此，法国道德

哲学传统的基本结构被归结为一种道德心理

学，从而心理学构成了尼采的第一哲学。按照

这一思路，心理学问题同样是克尔凯郭尔哲学

的第一问题。这不仅体现为克尔凯郭尔在其诸

多哲学论著中以 “心理学”作为自身研究的

定位 （比如，在 《附言》中，克尔凯郭尔的

假名作者把自己界定为 “一个幽默的试验性

的心理学家”④），而且也反映于克尔凯郭尔同

尼采的一次思想史邂逅之中：在勃兰兑斯

（ＧｅｏｒｇＢｒａｎｄｅｓ）向尼采介绍克尔凯郭尔的思

想时，称其为 “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心理学家

之一”。⑤ 此外，“存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颇

具争议性的思想史标签。从发生史的角度来

看， “存在主义”不同于 “德国观念论”或

“丹麦黄金时代”这类标签，在后者哲学家们

往往有着传记层面的相互交往，但这种思想共

同体却完全不适用于解释克尔凯郭尔之于尼采

的关系，并且他们也从未以存在主义或类似的

名称来界定自己的思想。从效果史来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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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义”的当代性更像是在战后法国哲学语

境中昙花一现的思想史片段。因而，以存在主

义来解读克尔凯郭尔面临着双重的诠释学疑

难：它并不是克尔凯郭尔本身的写作意图，而

它所仰赖的当代视域本身又像是一个２０世纪

的哲学史遗迹。

三、道德哲学视域中的非理性问题：

　　作为义务论范式的重构　　　

　　在当代克尔凯郭尔研究中，道德哲学构成

了一个重要的诠释学视域，并且在这一论域中

许多诠释者有着分析哲学研究的背景。在此，

我们首先介绍道德哲学诠释对待克尔凯郭尔的

非理性问题的基本倾向，即对非理性问题之理

性化。在分析哲学的视域中，克尔凯郭尔的非

理性问题被理解为一种 “误读”，或者说分析

哲学家的诠释目标在于使之理性化。

就悖谬 （ｄｅｔＰａｒａｄｏｋｏｓ）概念而言，这种

理性化的思路体现为把它解读为一种虚假的、

心理学的症候，而非逻辑意义上的悖论。麦金

农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ＭｃＫｉｎｎｏｎ）、拉森 （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ａｒｓ

ｅｎ）、伊万斯 （Ｃ．ＳｔｅｐｈｅｎＥｖａｎｓ）等学者就曾

对此问题展开理性化的解读。根据麦金农，虽

然克尔凯郭尔在许多论述中强调悖谬作为信仰

的本质，以至于他的观点似乎是把信仰等同为

某种非理性的、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东西，但

实际上悖论在克尔凯郭尔的语境中却并非指日

常语义上的逻辑悖论，后者 “通常牵涉到某种

逻辑矛盾”。① 相反，克尔凯郭尔的悖谬更像是

某种心理学的症候。也就是说，它关乎 “接受

Ｘ（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Ｘ）”的过程，而在非逻辑层面关

乎 “确信Ｘ（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Ｘ）”的自洽性。就 “接

受Ｘ”而言，任何新的信念体系都可能蕴含着

同旧的信念体系之间的不相容性，而这使得从

旧到新的接受过程在心理层面展现出的矛盾与

冲突的表象。在麦金农看来，克尔凯郭尔所描

述的 “悖谬”或 “荒谬”正是这一接受过程中

的心理体验，它是某种掺杂着怀疑与信任的情

感。与此接受过程相对，那有待接受的信念体

系本身则并不属于矛盾或悖谬的范畴。麦金农

援引克尔凯郭尔的日记指出：信念的内容本身

是没有荒谬的，但是 “……信念的内容从另一

个立场来看是否定性的，为荒谬”。② 无独有

偶，拉森 （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ａｒｓｅｎ）在 《克尔凯郭尔

的绝对悖论》中同样主张解构克尔凯郭尔的

“悖论”。他聚焦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同一与差

异的双重关系来阐述信仰之中所蕴含的悖谬

性。③ 具体而言，Ａ与Ｂ有差异，总是某个或某

些方面不同，但在一切方面都 “绝对地差异”

则不可设想。因而 “绝对差异”本身就是悖

论。由此我们可说，悖谬所戡破者是一种关于

“绝对”的成见，而非逻辑的矛盾律。虽然麦

金农与拉森的诠释并不属于分析哲学，但是他

们对非理性问题的理性化则预告了此后分析哲

学家的诠释方向。

伊万斯 （Ｃ．Ｓ．Ｅｖａｎｓ）是以分析哲学诠

释克尔凯郭尔的代表人物。在 《克尔凯郭尔

是非理性主义者么？》中，伊万斯确认了理性

化作为分析的诠释路径中的总体思路。追随麦

金农与拉森的思路，伊万斯强调克尔凯郭尔的

悖论仅是表面的矛盾，而非形式的、逻辑的矛

盾。当克尔凯郭尔强调信仰同悖论的关系时，

他并非针对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作为认知与逻

辑的能力，而是在批判一种在西方现代性语境

中形成的理性观。具体而言，伊万斯把克尔凯

郭尔界定为一位批判性地重估启蒙遗产的哲

学家。

启蒙敦促我们 “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

理性被视为一种自治的、客观的力量，一种无

时间性的官能 （ｆａｃｕｌｔｙ），因而它的历史性特质

是无足轻重的。克尔凯郭尔质疑了这样一幅理

性的肖像，他敢于审视理性之中的所谓 “兴

趣”的特质。对克尔凯郭尔来说，理性不仅受

到了激情的影响，而且它本身也变成了充满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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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①

运用理性的勇气、敢于思考 （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

是康德在 《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１７８４）的开篇所提出的观点。在伊万斯看来，

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表现为对于激情在价

值奠基过程中的权重的重估，而这同时也是对

于理性之可能性与界限的重估。因而，非理性

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反理性，而是对于一种历

史的理性观的反思，即：重估激情与理性两种

官能之间的关系，并且重新刻画激情在人的肖

像之中的位置。麦金农、拉森与伊万斯对于克尔

凯郭尔的 “悖论”概念的祛魅反映了分析哲学家

在克尔凯郭尔诠释中的工作方法与前置性视域。

就非理性问题而言，他们的基本思路是把 “非理

性”理解为一种有待祛魅的表象，并借助于一系

列结构性的简化，呈现出其深层的合理性，从而

把 “非理性”还原为符合逻辑的 “理性”。

在理性与激情之关系问题上，信仰构成了

一种最为关键的激情的类型。在 《畏惧与颤

栗》中，克尔凯郭尔似乎不仅提出了一种非理

性的信仰观，而且它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伦理

的反题。然而，在伊万斯的诠释中，这同样是

一种文本的幻象。在 《信仰作为道德之目的：

对 〈畏惧与颤栗〉的解读》中，伊万斯把克尔

凯郭尔对亚伯拉罕叙事的哲学讨论归结为对信

仰与伦理关系的分析，并认为其中蕴含着一种

以信仰的激情为基础的伦理模型，即关于道德

义务的神圣命令学说 （ａｄｉｖｉｎ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ｍｏｒ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这一学说的特征在于把义

务还原为命令，并进而把命令的起源追溯于在

特定文明传统中被视为具有神圣性的原则。虽

然这一学说在名称上看似是一种神学理论，但

实际上它属于当代分析的道德哲学中关于义务

论的分支，其代表人物包括：约翰·黑尔

（ＪｏｈｎＥ．Ｈａｒｅ）、罗伯特·亚当斯 （ＲｏｂｅｒｔＭ．

Ａｄａｍｓ）、菲利普·奎因 （ＰｈｉｌｉｐＬ．Ｑｕｉｎｎ）等。

其中，亚当斯强调，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任何以

信仰为理由的作恶。②

在这一理论中 “神圣”与 “命令”两个概

念或许是最令人困惑的。从分析的道德哲学的语

境来看，它们是针对康德义务论中的 “自律”概

念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则可以追溯到安斯康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ｓｃｏｍｂｅ）的奠基之作 《现代道德哲

学》 （Ｍｏｄｅｒｎ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５８）。安斯康

姆指出，传统的伦理学家倾向于认为，在伦理

义务中的 “应当”“需要”“必须”等概念自然

地关联于某种以法或权利为基础的义务，而这

种倾向实际上源于欧洲语言在表述法律关系与

道德关系时所展现出的重叠。对于从法律到道

德的跳跃，安斯康姆指出其根源在于历史：“怎

么会这样的呢？答案在历史：在亚里士多德和

我们之间横着基督教传统，及其关于伦理的法

的观念。”③ 从这点来看， “神圣”概念在伦理

学中所引入的宗教性视域源于对西欧传统中关

于道德的自然语言所展开的反思。在这一传统

中，道德语言对宗教传统有着如此深刻的依赖

性，以至于几乎每一种主要的伦理学范型都在

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对宗教思想的关联。对此，

黑尔曾详细分析德行论、义务论、目的论、后

果论等道德语言中所蕴含的宗教遗迹。就义务

论而言，超越性则构成作为命令的义务之起

源。④ 在此，“命令”概念蕴含着对康德主义的

义务论的重构，即：从自律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转向

他律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ｙ）。这一转向可追溯到安斯康

姆对康德的自律观的批判：“把立法当作可以是

‘为自身’而做的事情，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

是荒谬的；无论你 ‘为自身’ （ｆｏｒｏｎｅｓｅｌｆ）做

什么，它或许是可敬的，但绝不可能等同为立

法活动。”⑤ 基于此，黑尔则主张把 “义务”概

念还原为 “命令”：“那些聚焦于 ‘正当’

（ｒｉｇｈｔ）或 ‘义务’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的道德要件通

常关联于命令 （ｃｏｍｍａｎｄ），而在司各脱与康德

那里都是如此。”⑥ 事实上，康德在 《实践理性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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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中也承认义务与命令之间的重叠，比如：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那么我们会在一切值得称

赞的行动中发现义务的法则 （ｅ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ｄｅｒ

Ｐｆｌｉｃｈｔ），它下达命令，而非听凭我们作出符合

偏好的选择。”① 但是，根据康德的自律观点，

作为动词的命令 （ｇｅｂｉｅｔｅｎ）则是由于理性主体

向自身作出的行动，因而他虽然在原则上 “把

一切义务看作神圣命令 （ｇｔｔｌｉｃｈｅｒＧｅｂｏｔｅ）”，

但却强调它不是 “强迫命令 （Ｓａｎｋｔｉｏｎｅｎ），亦

即不是一个他者的意志 （ｆｒｅｍｄｅｎＷｉｌｌｅｎｓ）的任

意的、自身偶然的指令 （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② 与

此相对，在安斯康姆与黑尔看来，真正的命令

不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的关系，而必然涉及他者。

约翰·麦基 （ＪｏｈｎＭａｃｋｉｅ）在 《伦理学：发明

对与错》则系统地论证：客观的命令性 （ｐｒ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ｉｔｙ）在原则上会追溯到一个外在的立法

者，而在道德义务论中则往往会引入一种超越

性的视角。③ 我们可以看出，在道德哲学的诠释

路径中，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之理性化表

现为把其哲学文本中看似 “非伦理”的因素解

释为一种针对经典义务论的范式重构，尤其是

针对康德的自律观的批判性反思。

四、批判理论视域中的非理性问题：

　　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断裂　　

　　如果我们把道德哲学诠释的视域归结为分

析哲学，那么与之相对的欧陆哲学则是寓于宗

教哲学与存在主义诠释的远景。在分析的视域

与欧陆的视域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性在于对

语境性因素在诠释中权重的理解。在分析哲学

的诠释中，克尔凯郭尔之于黑格尔乃至整个德

国古典哲学的语境性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了。就非理性问题的诠释而言，这种语境性的

缺场导致了一些关键概念 （比如悖谬）被简单

化为日常概念。就悖谬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克尔凯郭尔对丹麦黄金时代的黑格尔主

义的关系，其中的概念结构并不是简单的逻辑

矛盾，而蕴含着黑格尔辩证法意义上的 “质的

差异性”。此外，在 《畏惧与颤栗》中， “伦

理”概念同样有其黑格尔主义的语境：在 “道

德 （Ｍｏｒａｌｉｔｔ）”与 “伦理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也译

作伦理生活）”的划分中，伦理特指一种在特

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秩

序，同道德作为内在的、主观的价值约束相对。

值得注意的是，伊万斯实际上对克尔凯郭尔的

著作群落有着系统而全面的把握，甚至可以说

他对于文本理解的深度与广度完全不逊于任何

欧陆的诠释者。然而，或许是分析的思维方式

所致，伊万斯在引入道德哲学的 “命令说”作

为诠释框架时，则有意无意地降低了语境性因

素的权重，乃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克尔凯郭

尔本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说，伊万斯的工作重心

不是面向克尔凯郭尔文本的诠释，而是面向当代

道德哲学对话寻求一种来自克尔凯郭尔的启发。

在 《克尔凯郭尔的爱的伦理学：神圣命令与道德

义务》中，伊万斯明确指出：“于我而言，从克

尔凯郭尔的文本中找到一种有力的观点就足够

了，并且无论是否有人会把它看作克尔凯郭尔本

人的观点，我们都把它称作为克尔凯郭尔式的。

我更关心这种克尔凯郭尔式的观点的有效性，而

不是它能否被算作克尔凯郭尔本人的。”④ 这种诠

释思路的价值在于为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赋予了一

种切入当代哲学对话的契机。然而，在语境性因

素缺场，或至少未得到充分把握的情况下，这种

对话很可能并没有充分展现出克尔凯郭尔哲学之

中的思想可能性。

在欧陆哲学的诠释路径中，语境性因素则

对于理解克尔凯郭尔的文本具有关键意义。在

宗教哲学与存在主义的诠释路径中，克尔凯郭

尔之于黑格尔主义的回应对于理解其非理性问

题至关重要。而在欧陆哲学的背景中，最为重

视克尔凯郭尔同黑格尔关联的诠释路径则是批

判理论。当然，就克尔凯郭尔诠释而言，专题

性地讨论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并不

局限于批判理论，比如：瑟尔斯特拉普 （Ｎｉ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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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ｕｌｓｔｒｕｐ）的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关系》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ｅｇｅｌ，１９８０）、泰勒尔

（ＭａｒｋＣ．Ｔａｙｌｏｒ）的 《通往自我的旅途：黑格

尔与克尔凯郭尔》 （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Ｓｅｌｆｈｏｏｄ：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２０００）斯图亚特 （ＪｏｎＳｔｅｗａｒｔ）

的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关系之再思考》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Ｈｅｇｅｌ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２００３）、京不特的 《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

（２０１３）等。然而，卢卡奇、阿多诺、萨特、

伊格尔顿等批判理论家对于克尔凯郭尔的接受

则在当代欧陆哲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

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史肖像。

在批判理论对克尔凯郭尔的诠释有两个显

著特征：其一，非理性问题被理解为一种针对

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重构；其二，克尔凯郭

尔著作中的审美因素被理解为一种面向现代性

问题的反思，由此表现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这两个特质在阿多诺对克尔凯郭尔的诠释中有

着集中体现。阿多诺在其博士论文 《克尔凯郭

尔：审美对象之建构》中聚焦于克尔凯郭尔文

本中的审美因素，并从辩证法的视角加以解释，

认为其著作中的诗学形象是在辩证法的普遍性

视域中所塑造的个体。在此，阿多诺强调，克

尔凯郭尔哲学的方法与结构均源于黑格尔，而

其中最为关键的则在于对个体与普遍之辩证关

系的反思：“克尔凯郭尔虽然十分敌视黑格尔，

但他的著作却完全属于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

的本质确切地说在于对个别概念的阐明；作为

个别概念的完整定义，是从所阐述的体系的总

体出发才能作出的，而不是在对孤立的个别概

念的分析中作出的。”① 此前我们已经指出，个

体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出现在克尔凯郭尔关于悖

谬与荒谬的哲学沉思之中，而阿多诺则明确地

把这一结构回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论点

此后在伊格尔顿 （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的 《审美意

识形态》（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１９９１）中

得到了回响：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是

一种基于悖谬的审美表达，它构成了在感性的

个体性领域 （即审美）与反思的普遍性领域

（即伦理）之间的界限。在此，克尔凯郭尔的

美学被理解为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变奏。②

如果我们追随批判理论的思路以一种后黑

格尔的视角来阅读克尔凯郭尔，那么在克尔凯

郭尔文本中的那些围绕美学、伦理、宗教等领

域展开的讨论就同时构成为一种面向哲学基础

问题的思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克尔凯郭尔

对于 “那单一个体”得以超出实践哲学的论

域，而展现出一种面向理论哲学的观点，即反

思黑格尔辩证法中主体与实体之间的同一性与

非同一性。在 《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就明

确把克尔凯郭尔哲学的悖论解读为一种对于黑

格尔辩证法的重构：“悖论变成了辩证法的堕落

形式 （ｄｉｅＶｅｒｆａｌｌｓｆｏｒｍｖｏｎ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③ 在某

种程度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对于 “非同

一性”的强调蕴含着克尔凯郭尔的回响。虽然

相较于当代的思想史诠释，阿多诺对黑格尔—

克尔凯郭尔之关系的勘探似乎并没有深入到文

本的细节，但是他却在思想史的层面确认了克

尔凯郭尔作为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家的定位，

而这使得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史形象摆脱了 “宗

教思想家”或 “存在主义者”的局限性，而进

入了批判理论的视域。

在批判理论的视域中，虽然克尔凯郭尔对

黑格尔辩证法提出了重要的反思，但是他所给

出的却并不是一种完善的辩证法。我们知道，

卢卡奇在其青年时代曾是克尔凯郭尔哲学的研

读者，并且在其 《灵魂与形式》中专题性地探

讨克尔凯郭尔哲学，而这种热情主要源于克尔

凯郭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发展。然而，

在其成熟时期，卢卡奇则敏锐地觉察到了克尔

凯郭尔辩证法的局限性。他把克尔凯郭尔的辩

证法归结为一种 “质的辩证法”：“把对形式逻

辑与形而上学思想的依赖掩饰为一种质的辩证

法，一种伪辩证法。”④ 无独有偶，在阿多诺对

于 “本真性的行话”的批判中，克尔凯郭尔哲

学对于内在性的执着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一

种哲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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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卡奇与阿多诺对克尔凯郭尔的不满中，

“质的辩证法”或 “本真性”问题实际上都指

向在黑格尔与克尔凯郭尔之间的一个基础结构，

即：在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质的差异性。在此前

对宗教哲学与存在主义诠释的回顾中，我们已

经看到，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的基本结构

在于 “质的差异性”，它发生在信仰—知识、

无限—有限、永恒—时间、审美—伦理等一系

列二元对立之间。然而，从后黑格尔的视角来

看，在这些对立关系中最为关键的结构在于内

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划分，它构成了在黑格尔

与克尔凯郭尔对辩证法理解的关键分歧。在

《附言》中，克尔凯郭尔的假名作者克利马科

斯曾指出，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可通约性是黑格

尔主义的一块理论基石：

黑格尔哲学在如下命题上达到了顶峰：外

在的就是内在的，内在的就是外在的。黑格尔

到此结束了。但是，这个原则本质上是一个感

性—形而上的原则，因此，黑格尔哲学在没有

触及伦理和宗教的情况下幸福而安全地完成了，

或者说它以某种欺骗方式完成了———它把一切

（也包括了伦理和宗教）聚合在感性—形而上

的事物之中。①

内在—外在之划分何以重要？对此，我们

以克尔凯郭尔对宗教性 Ａ与宗教性 Ｂ的划分为

参照，阐述这一结构的意义与价值。

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宗教性具有两种形

式：其一为教化的宗教，它蕴含着在个体性与

普遍性之间的综合，被称作宗教性 Ａ；其二为

悖论的信仰，它发生在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

断裂中，被称作宗教性 Ｂ。就宗教性 Ａ，它在

与那一切在时间之中的有限性事物建立关系的

同时，渴望着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目的。

它的历史形态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运动，其特

征在于：使内心世界发生的改变以相称的形式

在外在之中表现出来，或者说使外在世界变成

内在世界而表现内在性。然而，在内在与外在

的调和中却隐伏着一个问题，即：内在性实际

上主导的方面，展现出相对于外在的优先性。

克利马科斯据此指出：伦理中的对立性仍然是

一种虚假的对立性，因为它已经认定外在性是

不重要的东西。这既是修道院运动对世俗生活

的态度，也是安提戈涅对克瑞翁之命令的态度。

与之相对，宗教性Ｂ则是承受或受难 （Ｌｉｄｅｌｓ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它揭示了在个体的生存中的有限—

无限之对立，并且这种情致的生成取决于有限

与无限两端同时保持着坚固的有效性。在此，

个体生存地觉知到在自身之中的有限性与无限

性、肉体与精神、时间与永恒之对立。就此而

论，承受构成了超越性的本质。克尔凯郭尔在

辩证法的层面上通过内在与外在之间的不可通

约性来哲学化受难的概念。在黑格尔主义里，

自我意识终究要从外在世界里重新发现自身，

从而在世界之中获得在家之感。于是，内在与

外在之间的对立总是暂时的、非本质的、有待

扬弃的环节。任何冲突都不可能具有无限性的

烈度，因为它们注定在自我意识的回归中达成

调和、统一。在克利马科斯看来，这正是黑格

尔主义的局限性。他指出，真正的精神 （即主

体性、内在性、宗教性）则势必出现于真正的、

无法调和的对立。这种不可还原性强化了内在

与外在之间的二分法。

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绝对对立构成了克尔凯

郭尔对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关键所在。从思

想史的角度看，克尔凯郭尔在这一点上相当于

从柏拉图回到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强调生

存，内心性范畴被包括在其中；反之，柏拉图

则追随回忆和内在性。由此，苏格拉底在根本

上超越了整个思辨思想……”② 因而，按照海

德格尔把理性主义溯源于柏拉图主义的思路来

看，克尔凯郭尔在此虽然展现出了对于西方形

而上学传统的根源性反思，但并没有摆脱感性

—超感性的二元结构；相反，在内在与外在之

固化的二元对立中，克尔凯郭尔仍然停留在旧

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中。这正是卢卡奇用

“伪辩证法”批判克尔凯郭尔的根源之所在。

行文至此，我们回顾了四种视域中的克尔

凯郭尔的非理性问题。在此前的三种诠释路径

中，对于非理性问题的基本诠释方向在于使之

在某种程度上理性化：宗教哲学的诠释把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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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郭尔的悖谬概念解读为关于信仰与理性之间

不可通约性的反思，存在主义的诠释则读作一

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而分析哲学则

强调其非理性问题蕴含着一种面向康德式义务

论的范式重构。在这些对于非理性问题的解释

中，克尔凯郭尔的 “非理性”并不是一种匮乏

或缺陷，而是对特定哲学观点的否定性表达方

式。与此相对，批判理论的诠释则在克尔凯郭

尔的非理性问题中不仅揭示出了其思想史的合

理性 （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同时又

指出了其不合理性 （作为一种未完成的辩证

法）。

小结：从批判理论重估

非理性问题中的语境性因素

　　现在，我们试从批判理论的视角重估语境

性因素在克尔凯郭尔诠释中的意义。在批判理

论的视域中，语境性因素在克尔凯郭尔诠释中

主要体现为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关联。然而，

如果这种关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思想史比较的

研究材料的话，那么 “后黑格尔”就谈不上是

批判理论特有的诠释透镜了。事实上，在材料

层面，克尔凯郭尔之于丹麦黄金时代的黑格尔

主义者 （比如马腾森）的关联有着更为切近的

重要性。并且，如果黑格尔—克尔凯郭尔仅仅

被理解为一种比较关系的话，那么这种比较几

乎可以从德国古典哲学向早期近代、中世纪乃

至古典时期无限地延展。然而，对于批判理论

家而言，“后黑格尔”之中的 “黑格尔”问题

在于辩证法，而 “后”则是从马克思与恩格斯

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估辩证法之中的历史与

逻辑的关系。由此，批判理论的 “后黑格尔”

视域意味着使 “德国观念论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ｓ

ｍｕｓ）”问题从抽象的思辨领域转变为关于社会

历史现实的倒影，亦即作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当伊格尔顿用 “审美意

识形态”来把握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概念时，正

是这种 “后黑格尔”视域的诠释学运用。就非

理性问题的哲学诠释而言，辩证法中的历史与

逻辑之关联反映为对悖谬、质的差异性、内在

性等概念结构之中所蕴含的历史意识的澄明。

在这一层面，宗教诠释与存在主义诠释对

语境性因素的把握都是不充分的。从表面上看，

这两种诠释路径对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的关系

都有着充分的理解，但是辩证法问题中的历史

性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概念性的讨论所遮蔽了。

在宗教诠释中，历史性之缺场的症候体现为对

克尔凯郭尔著作的风格 （比如对审美性因素的

运用）与内容之关系的忽视，这使得宗教的解

读往往都陷入波勒 （ＲｏｇｅｒＰｏｏｌｅ）所说的 “直

白阅读 （ｂｌｕｎｔｒｅａｄｉｎｇ）”的困境，即：完全忽

视其在不同假名作者之间所设计的对话性与戏

剧性冲突，而坚持把他理解为一位严肃的、说

教性的作者。① 直白阅读的问题看似只是在于如

何理解假名、反讽、间接沟通这类克尔凯郭尔

诠释特有的问题，但其本质则在于未曾认真对

待包括传记性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在哲学诠释

中的意义。就质的差异性概念所塑造的非理性

问题而言，这种历史性因素还表征为克尔凯郭

尔后期同丹麦教会之间的决裂，而这在许多宗

教哲学的诠释中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存

在主义的诠释中，历史性的缺场则体现为对克

尔凯郭尔与形而上学传统之关系的倒错。或许

由于同尼采并列为１９世纪存在主义者的缘故，

克尔凯郭尔往往被默认为处在西方形而上学的

终点。但是，从批判理论的 “后黑格尔”视域

来看，克尔凯郭尔之于形而上学传统的关联却

并没有真正实现某种超越，以至于堪称 “后形

而上学”。在对内在性与外在性的质的差异性的

反思中，克尔凯郭尔试图以一种苏格拉底的方

式跳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局限性，

从而展现出一种 “非理性”的表征。然而，作

为这种 “非理性”的概念结构，内在与外在之

界别非但没有否定反而绝对化了感性—超感性

之二元结构。不惟如此，在克尔凯郭尔从柏拉

图到苏格拉底的返还中，非理性问题在辩证法

层面更像是一种回溯性的反思，一种苏格拉底

式的 “前—理性主义 （ａｎ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甚

或 “前—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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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具有分析哲学远景的道德哲学诠

释而言，从后黑格尔的视角看其问题在于它采

取了一种片面的合理化的路径，以至于迷失了

在克尔凯郭尔语境中确乎存在的非理性因素。

在伊万斯的 《克尔凯郭尔是非理性主义者么？》

所呈现的诠释思路中，似乎 “非理性问题”完

全是文本层面的幻象或接受史中的误读。这种

分析的读法完全忽视了语境性的因素，尤其是

其同黑格尔哲学的关联，以至于对 “悖谬”的

概念采取了一种常识性的理解。在后黑格尔的

视域中，悖谬问题的实质在于质的差异性，而

它蕴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法中内在性与外在性之

关系的重构。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克尔凯郭

尔在此确乎陷入了一种后黑格尔意义上的 “非

理性”的陷阱，即在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绝对断

裂中使得辩证法的综合变得不可能。卢卡奇在

《理性的毁灭》中给出了一种针对德国哲学传

统中的非理性问题的界定，即：非理性主义是

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它 “绝对化了问题，固化

了以知性为主导的认知的局限性，使之转变为

一种在整体上的认知限制，并实际上神秘化为

了一种 ‘超理性’的东西，从而对于问题的解

答人为地变成了不可能”。① 克尔凯郭尔在内在

与外在之间的断裂在存在论层面固化了感性与

超感性之间的二元结构，从而停留在了旧形而

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中。在道德哲学的论域中，

这种神秘化和超理性的思路反映为对义务论中

的 “他者性”的简单化处理，即把它理解为一

种非历史的、超越性的 “命令”。相反，在当

代的黑格尔哲学诠释中，这种他者性则可能得

到一种世俗化的且基于自我与他者之社会关联

的解读，而这对于理解后黑格尔视域中的克尔

凯郭尔的道德哲学显然会有深层的启发。当然

这将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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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梅洛－庞蒂的肉身现象学及其当代效应”（项目号：２１ＢＺＸ０９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亚娟，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①　巴尔巴拉：《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的难点》，《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②　奥贝尔被公认为梅洛－庞蒂在肉身研究领域的权威，其对肉身生成机制的分析聚焦于理论层面，而较少涉及卢卡奇及其所

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经验等领域。此外，韦斯特曼利用现象学方法为卢卡奇所做的辩护，聚焦于无产阶级作为 “历史上同一的主

－客体”观念，通过借鉴胡塞尔的现象学资源来应对卢卡奇所面临的黑格尔式批判。韦斯特曼的工作因 “最具有突破性、最激动

人心”的特点而获得了高度评价，但他的解读主要基于意识现象学的构成性解释，并未触及梅洛 －庞蒂的历史现象学对卢卡奇思

想进行的生成性解读。Ｃｆ．ＥｍｍａｎｎｕｅｌＤ－Ｓ．Ａｕｂｅｒｔ：?ｔｒｅｅｔＣｈａｉｒ，Ｄｕｃｏｒｐｓａｕｄéｓｉｒ：Ｌ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

２０１３，ｐ１６；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Ｌｕｋａｃｓ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Ｎｅｗ

Ｇｅｒｍａ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３７，Ｎｏ３，２０１０，ｐ１０９；周凡：“纯粹意识中的主体生成———论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多重思想来源”，《新马克思

主义评论 （第一辑）》，卢卡奇专辑，衣俊卿主编，２０１２年，第１４页。

历史肉身的生成与更新：

梅洛－庞蒂历史现象学对卢卡奇辩证法的改造

王亚娟
［南开大学，天津　３０００５０］

摘　要：梅洛－庞蒂的历史肉身致力于化解历史规律和历史更新之间的争端，他通过把卢卡奇引

发的争议还原为历史上内外关系的难题而阐明这一概念。他赞同卢卡奇辩证法的反教条主义起点，认

为他对韦伯合理化模式的推进承认了历史生成，但批评卢卡奇的总体性用革命目标限制了历史的终

点。梅洛－庞蒂用现象学还原拆除了总体性对历史生成的限制，进而把历史还原为社会维度上的 “社

会生成”，即社会的建制化进程。这种现象学在社会建制的肉身化还原中整合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

以区别于意识构成性的方式更新既有的历史观。最终，历史现象学通过揭示历史肉身的生成性原则，

推动了历史理论朝向未来实践的开拓创新。

关键词：辩证法；历史生成；建制化；肉身；更新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５１－０８

　　梅洛－庞蒂的肉身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反思密

切关联，聚焦于历史规律与历史更新在历史理论

中的争端。事实上，历史肉身与肉身概念的提出

几乎是同步的，历史上的内外关系问题与形而上

学中的身心关系问题相互呼应。然而从纯粹理论

和经验科学角度推敲肉身概念的研究始终受制于

内外关系的可逆性难题，①唯有诉诸社会历史的进

程才能找到解决难题的线索。事实上，梅洛－庞

蒂的历史肉身围绕卢卡奇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

展开，不仅呈现出梅洛－庞蒂作为卢卡奇理论研

究者的特色，而且为其肉身哲学的形成机制提供

了阐明。令人遗憾的是，梅洛－庞蒂 “从双重意

义上对卢卡奇进行现象学解读”的深刻内涵始终

未被完全领会。②对这一内涵的揭示，驱使研究追

溯卢卡奇历史理论的反教条主义起点，同时在肉

身现象学中反思卢卡奇辩证法的终点。其核心在

于历史肉身如何化解卢卡奇引发的争议，有效回

应历史理论与世界处境之间的内外关联。虽然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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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等人早已关注这一关联，① 但既有研究往往

从理论的构成性视角出发，而非深究肉身哲学在

社会历史中的生成机制。本文立足于梅洛－庞蒂

与卢卡奇直接关联的中后期文本，围绕社会关系

的历史经验展开现象学分析。② 这一分析旨在揭

示历史肉身如何从卢卡奇的辩证法中推演出来，

以阐明历史理论的生成性解释对卢卡奇研究和梅

洛－庞蒂现象学产生的影响。

一、历史肉身聚焦于卢卡奇

　　面对的历史争端　　　

　　当梅洛 －庞蒂重新审视２０世纪前５０年的

人文研究时，他以区别于意识构成性和语言分

析的新视角重构哲学的版图，并将文学艺术和

社会历史视为与肉身哲学等价的领域。③ 然而，

尽管他在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贡献广受认可，

但他就社会历史与肉身哲学关联的考察往往被

人们忽视。梅洛 －庞蒂曾明确表示，若缺少三

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经验，这种新的

哲学形态将难以获得广泛共鸣。④ 实际上，历史

处境中的共产主义发展不仅为肉身哲学提供了

理解和共鸣的实例，而且构成了该理论推进的

核心问题。“不存在一种终极的分析，因为存在

着一种历史肉身，在它那里，就如同在我们的身

体中一样，一切都获得支撑，一切都是重要

的。”⑤ 因此，梅洛－庞蒂对历史肉身的阐明始终

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紧

密相关。卢卡奇之所以被梅洛－庞蒂纳入视野，

是因为 《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 “西方共产主

义的圣经”，⑥ 因其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社会关系的

历史总结而成为历史肉身不容忽视的领域。

如人们所知，卢卡奇从物化理论而非劳动

实践出发来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不再

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突出经济决定论，而

是承认对 “劳动”概念的忽视，由此削弱了经

济因素在意识形态中的基础性作用。⑦ 卢卡奇在

物化批判基础上重新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它

因强调意识形态在文化塑造和革命导向中的突

出作用，而被视为黑格尔主义的复兴。⑧ 区别于

以往研究者对卢卡奇的质疑，梅洛 －庞蒂一直

积极地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推介卢卡奇。法国学

者布法尔和费隆梳理了二战之后卢卡奇在法国

的接受史，他们的研究确证了梅洛 －庞蒂在这

段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作用。⑨ 文章结合卢卡奇前

后期思想的变化，把卢卡奇延续至今的 “接受

方式的双重性和对立性”，瑏瑠 归因于梅洛 －庞蒂

在理论和现实中的模糊性。这一研究对历史事

实的梳理而言是有效的，但对历史理论的追问

而言是不够的。历史理论的关键在于，卢卡奇

所遭遇的双重性与梅洛 －庞蒂所揭示的模糊性

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只要支撑他们相互关联

的问题动机尚未明确，他们各自遭受的现实争

端和理论争议便无法得到彻底阐明。

梅洛－庞蒂曾当面问卢卡奇：“我们所见证

的，难道仅仅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发

展的一个惊人阶段吗？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历史

演化的一个弯道，还是这段历史固有的、最终意

义？抑或我们正处于辩证法的一条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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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４５．

尽管 《人道主义与恐怖》是梅洛－庞蒂 “重构”历史概念的关键素材，在探讨历史理论的背景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由

于该著作并未直接关涉卢卡奇，因此本文不对其展开分析。

梅洛－庞蒂：《符号》，《梅洛－庞蒂文集》第７卷，张尧均，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年，第３２２页。
梅洛－庞蒂：《符号》，第３２５页。
梅洛－庞蒂：《符号》，第２６页。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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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① 这表明梅洛－庞蒂对卢卡奇的研究同时包

含理论和现实的维度，正是对历史现实的深切关

注使卢卡奇成为梅洛－庞蒂问题意识的一部分。

当梅洛－庞蒂被卷入全球历史的漩涡时，他意识

到历史理论共同的处境：行动常常导致意料之外

的结果，这些结果可能超出行动者的意图和控制

范围，使历史规律成为一种不可预测的 “幻觉”。

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规律的

主张，而且使自由主义从自主决策出发对历史责

任的解释变得不切实际。因此，梅洛－庞蒂从一

开始就意识到历史问题在个体与社会维度之间的

张力，难点在于 “内部与外部关系问题”的双重

体现———在个体层面上，内在性既包含了意识形

态的控制，也包括个人动机层面的自由；而在社

会层面上，外在性对应于社会 “基础设施和普遍

性层面”的共存和批判。②

历史唯物主义聚焦于历史中 “内部与外部

关系”的社会层面，③ 它与各种自由主义和相

对主义解释在历史理论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卢

卡奇用辩证法调和 （外部）社会建制的规律性

要求，与 （内部）意识能动性的自由主义或相

对主义取向。梅洛 －庞蒂非常赞同卢卡奇辩证

法在历史内外部关系上所做的探索，即使卢卡

奇受困于理论争议而受到冷遇，梅洛 －庞蒂仍

然与同行者一起探索推进卢卡奇研究的新路

径。④ 他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以无前提

性原则抵制预先的理论或现实的立场，这种方

法对探索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中的历史哲学具

有明显的优势。⑤ 这种优势不仅源于马克思和胡

塞尔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时共有的历史背景，而

且源于现象学方法在被给予性领域对历史的研究

能够有效地避免理论的争执。现象学方法使历史

理论不受立场局限来处理矛盾，在理论争议中以

一种严格而审慎的态度重启历史的探索。

在采用现象学方法研究历史时，胡塞尔的先

验现象学突出了历史先天的构成性功能，这妨碍

了梅洛－庞蒂对卢卡奇和历史唯物主义争端的解

决。梅洛－庞蒂在胡塞尔先验历史观的批判中，⑥

用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来弥补构成性分析的缺

陷。这种解读沿着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中指出的 “现实的、感性活动”⑦ 的方向，

通过把先验意识还原到身体存在来修正胡塞尔

的现象学，由此把历史理论回溯到存在的核心。

历史现象学把经济决定论和相对主义还原为社

会进程中不同的被给予形态，以便重新审视历

史唯物主义争端。⑧ 当梅洛－庞蒂专注于韦伯和

卢卡奇的历史观念时，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力和

辩证思维之间关联成为辩证法探究的核心。在

他看来，卢卡奇为法国文化提供了一种区别于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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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论传统的他异性，① 这种历史经验对理论探

索而言 “是极其有用的”。② 因此，梅洛 －庞蒂

的历史现象学源于卢卡奇所引发的争议，既是

在历史理论上对黑马关系的继续，又是在实践

问题上对社会现实的探索。

二、卢卡奇对韦伯模式的

　　改进受限于总体观　

　　面对历史问题在个体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张

力，人们对历史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

认为历史本身具有永恒的逻辑和意义，理论可

以 “一劳永逸”地揭示出来；另一种则认为历

史的可理解性并非被预先设定的，并不存在必

然的规律或现成的意义整体。③ 梅洛－庞蒂在历

史理论的争论中发现，韦伯的选择理论使历史

意义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④ 而不是服从于隐藏

的理性。他之所以选择韦伯作为起点，是因为

它与摒弃先验论、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转而支

持假设性或问题性历史理论的开放立场是一脉

相承的。然而，当韦伯把历史观建立在政治人

物的责任伦理基础上时，“韦伯式马克思主义”⑤

因预设怀疑理论姿态而错失了对历史生成和动

力的积极探索。由此，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优

缺点同时显现出来，它在摒弃先验论和决定论

的历史哲学上显示优势，但在怀疑主义的消极

立场上背离梅洛－庞蒂的意图。

梅洛－庞蒂对卢卡奇的关注，源于他对韦伯

在偶然性问题上消极态度的反思。在他看来，卢

卡奇用历史生成 （Ｗｅｒｄｅｎ）处理偶然性的辩证

总体观是对韦伯式历史选择模式的优化。卢卡奇

将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整体，通过将实际内容

的生成与认识内容的生成联系起来，揭示了历史

的秩序和联系。⑥ 在这一视角下，历史的道路通

过确认实际内容和认识内容的生成来找到其逻辑

学基础。问题在于，物化现象将人的活动和劳动

视为与人相对立的客观事物，⑦ 从而切断了实际

内容与认识内容在历史生成中的联系。因此，现

实的历史生成被自身意识的物化结构所取代，⑧

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观意识结构被商品生产

的客观、理性化结构所塑造。在这一框架中，无

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历史中产生的阶级意识，只

有通过批判意识的觉醒和革命行动，才有可能打

破物化的桎梏，实现社会关系的人性化和自身的

解放。⑨ 从历史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在否定

物化结构的同时便恢复了历史生成，但卢卡奇止

步于革命目标的内在性和必然性。梅洛－庞蒂赞

同这种历史观在处理历史生成问题时的 “明智

性”，瑏瑠 但他对物化结构和革命必然性反复中断历

史生成过程的做法表示质疑。

梅洛－庞蒂指出，卢卡奇在推进韦伯的历史

理解时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卢卡奇像韦伯

一样，注重现代理性的怀疑特质，但他却从韦伯

的理想类型转向了由社会历史所塑造的物化意识。

他进一步指出，卢卡奇通过历史方法引入的历史

生成，当其被贯彻下去时便会扰乱合理化的进程，

进而暗含着突破历史二难困境的可能。瑏瑡 另一方

面，卢卡奇基于物化所做的革命论证重新走上黑

格尔式的老路，将物化环节与革命目的的阐释放

回历史意识的轨道。因此，卢卡奇的意识结构虽

然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但对生成环节的质询和拷

问由历史生成中认识者的自我解释所达成，历史

的生成过程对认识者而言是不断自我修正的。由

此，卢卡奇对韦伯式历史观的改造是不成功的，

他试图用历史方法来抵御个体选择在合理化秩序

中的悲观主义取向，但历史方法在辩证的总体中

许诺了精神的完满状态。这表明卢卡奇仍是通过

自身意识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结构的透明性及自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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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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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能力①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立

场，这使历史生成不得不让位于阶级意识的完满

性设定。梅洛－庞蒂批判性地指出，卢卡奇关于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论断，只是把主体与历史的

“同一表达为可以期望的神话之 ‘承载者’”。② 因

此，只要历史生成仅仅是意识神话的中间环节，

卢卡奇的辩证法便始终受困于知性哲学的牢笼。

三、历史生成向社会生成

　　的还原诉诸建制化　

　　如前所述，梅洛 －庞蒂对卢卡奇的分析深

植于社会处境中内外关系的难题。区别于传统

理论家在历史决定论与相对主义之间的选择困

境，梅洛－庞蒂运用现象学方法把历史生成进

一步还原到社会层面，这引出了 “社会的社会

生成” （Ｖ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ｕｎｇ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概

念。③ 事实上，这一概念同样来自于卢卡奇，他

对资本主义意识结构的分析并不否认 “经济因

素和政治、宗教等因素不可分地结合在一

起”。④ 然而，物化现象中断了经济因素和其他

因素的前资本主义联合，使经济因素从含混的

背景走向前台。在卢卡奇的理论中，社会的社

会生成遭受了与历史生成相似的命运，它在物

化分析中受到限制和否定，并最终退居于意识

形态的能动性和自我解释力之后。面对研究者

针对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倾向所做的批评，梅

洛－庞蒂利用现象学方法打破物化对历史生成

的限制。通过取消胡塞尔的构成性路径对社会

存在的形式性引导和必然性限制，梅洛 －庞蒂

得以把历史生成还原至社会的社会生成，从而

找到解决卢卡奇辩证法困境的出路。

在梅洛－庞蒂的理解中，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中经济基础的显著性，归根于社会生活中涵盖经

济因素的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植

根于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 “居间世界”，⑤ 它是

一个经济行为与血缘、神话、宗教等因素尚未分

离的原始世界，代表了各种社会因素在历史分析

中尚未区分的状态。因此，居间世界描绘的是历

史经验的未完成性和未来指向，它是社会关系和

历史进程在世界处境中的 “不明确”状态。⑥ 梅

洛－庞蒂用居间世界强调社会因素在历史进程中

的居间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驱动了世界历史的

发展。由此来看，经济决定论表明经济因素与其

他因素的居间关系发生了剧变，经济因素从历史

上的边缘地位和隐性原因演变为社会生活中的决

定因素和显性原因。因此，卢卡奇描述的物化现

象只不过是社会进程的一个阶段，意识的物化结

构根植于居间世界中社会关系的转变及其生成性

原则。梅洛－庞蒂指出：“社会科学的这段历程

不过是物化过程的一个侧面，它切断了资本主义

文明与其人类起源的联系，并为市场经济中的商

品和交换规则提供了范畴化的价值。”⑦ 通过

“社会的社会生成”概念，梅洛－庞蒂将卢卡奇

的物化现象和革命理论重新置入现实的社会进程

之中，从而把历史放回到马克思所说的 “人们在

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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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在社会的社会生成中引入了建制

这种区别于意识构成性的方式，① 以便用一种生成

性原则来看待历史的制度框架。建制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组织、机制或制度，梅洛－

庞蒂则用它同时强调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首先，

建制在个体层面上聚焦于主体与他者在时间中的

关系，通过欲求、情感和艺术风格等现象处理个

体或主体间的历史；其次，建制在社会层面上处

理的是公共历史，通过将知识的历史性与世界处

境的事实性相联，它同时把知识的显性逻辑 （如

黑格尔所述）和社会制度的共存与演变 （如马克

思所述）纳入讨论。② 建制概念的引入，使梅洛－

庞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主体性理论，以一种区别

于胡塞尔先验主体性的路径，处理他在 《知觉现

象学》时期已然主题化的身体—主体与被感知世

界之间的原初关联。建制的核心在于，不再把主

体的被动性和历史的偶然性看作构成性意识的成

果，而是追溯其主体间的和社会现实中的生成性

关联。③ 由此，梅洛－庞蒂为卢卡奇那里借用的

“社会的社会生成”赋予全新的意义，它意味着主

体生活中把握到的历史生成被还原为社会的建制

化过程。在卢卡奇那里，受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

进程追溯历史生成背后的逻辑，梅洛－庞蒂则用

历史的建制取代了历史的逻辑：历史的制度框架

是动态的、交互的，建制的历史就是各种社会因

素在居间世界的统一，它们在矛盾冲突的相互否

定中形成阶段的合理性和相对稳定的理想类型。

四、历史肉身在历史更新中

　　开拓未来的实践　　　

　　梅洛－庞蒂从建制化角度出发，用历史现象

学更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韦伯

通过合理化批判历史的教条主义时，实际上已经

暗含了历史现象学的雏形。④ 从现象学视角来看，

韦伯的批判意味着历史规律向合理化进程的还

原。而卢卡奇对韦伯研究的推进，被梅洛－庞蒂

看作历史现象学的发展，这为他提供了历史生成

和社会生成等关键概念。然而，卢卡奇囿于物化

工具和革命目的的局限，未能充分发展历史现象

学。相对的，梅洛－庞蒂通过取消物化环节和革

命目标对历史过程的限制，进一步将历史生成还

原为社会生成的建制化进程。建制化是一种比合

理化更为松散的机制，它在精神与身体、个体与

社会的动态关联中追溯历史的起源。因此，现象

学清晰地显示了从历史规律到合理化进而到建制

化的推演路径，这也是建制化取代合理化和历史

规律成为梅洛－庞蒂探索历史理论的关键。这种

视角虽不提供固定不变的结论，却深刻展现了历

史生成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然而，仅仅依赖建制

还不足以解释历史生成的全貌，因为建制化本身

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问题的核心在于，驱动历

史从建制化走向合理化乃至历史规律的力量究竟

是什么———这正是梅洛－庞蒂长期关注卢卡奇研

究的焦点。他强调，历史理论不仅反思过去更要

面向未来，⑤ 这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对世界的认知

与理解。

在梅洛－庞蒂那里，历史理论的更新要求

历史返回 “我与他人所属同一个世界的后果和

保证”。⑥ 这意味着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找到理

论的起源，而对起源的澄清需要在原著中按图

索骥：“一个制定着的主体 （ｓｕｊｅ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可

以与一个他者共存，因为被制定者并非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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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区分两种历史性，它们源于对意识作为构成和意识作为建制的两种观念。”构成性意识以沉思的方式对待艺术的历

史，将其视为博物馆中僵死的艺术风格；而历史性作为建制则关注艺术品的创制过程，它是艺术家和他人、艺术作品和世界在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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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从构成性向生成性的转变体现了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修正，这种修正在梅洛－庞蒂的早期著作中已然出

现。他早期通过肯定意识与身体的 “平行性”功能，用知觉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来弥补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缺陷。正如刘哲所述，梅洛－庞
蒂在这一阶段引入的生成主体性概念，“为唯心论哲学传统提供了最远的辩护”。只是刘哲并未触及梅洛－庞蒂中后期的思想，尤其是 《知

觉的现象学》之后围绕历史和建制化等议题的讨论，它们明确了被感知存在的本源地位。被感知存在与肉身紧密相连，促使梅洛－庞蒂基
于肉身的前反思视角探索感性世界，这超越了他早期对生成主体性的关注。通过这种方式，梅洛－庞蒂不仅确立了一种与先验主体性和理
智主义截然不同的肉身哲学传统，并在批判唯心论的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汇通。参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梅洛－庞蒂文集》
第２卷，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１７９页；刘哲：《生成主体性：梅洛－庞蒂与唯心论》，北京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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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即时反映，可以随后被自身或他者所把

握而无涉于整体的再造，因此他就如同一个铰

链介于自我和诸他者之间，介于我与我自身之

间，是我们从属于同一个世界的后果和保

证。”① 这里的 “后果和保证”就近指向代词

“他”，并进一步溯源至 “制定着的主体”。② 这

意味着梅洛－庞蒂将社会的建制化过程中回溯

至 “制定着的主体”，而非让制度取代它，承

担我与他人共属世界的责任。这样做的必要性

在于，一旦制度替代了 “制定着的主体”，③ 作

为历史成果的制度就会在客观主义历史学或教

条主义决定论中终结对历史能动性的探索。

从卢卡奇所面对的理论争议来看，梅洛 －

庞蒂用社会的建制化进程有效地解释了人在历

史中的能动性和有限性，④ 同时避免了历史决定

论与相对主义的争执。这种解释的有效性最终

诉诸肉身本体论，只有遵循梅洛 －庞蒂在历史

理论中的操作顺序，揭示制度在建制化还原中

向制定着的主体的回溯，我们才能理解他用现

象学改造卢卡奇时提出的肉身本体论。在历史

现象学的框架内，梅洛 －庞蒂通过建制的肉身

化还原将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联系起来，这为

解决历史问题中内外关系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一方面，建制化向制定着的主体的回溯确

证了个体层面的历史性，另一方面，社会建制

向居间世界的回溯则对应于社会层面的历史性。

历史肉身概念融合了这两个维度，它在个体层

面上是肉身化的主体，而在社会层面上则体现

为人在历史中社会关系的共存与变迁。无疑，

历史肉身概念是现象学还原朝向存在进行回溯

性探问的产物，标志着梅洛 －庞蒂在辩证法的

改造过程中揭示的 “本体论的必要性”。⑤

梅洛－庞蒂在社会建制的肉身化还原中，

将社会的制度框架和历史的逻辑回溯至居间世

界的同源关系。它描述了社会因素在居间世界

中关系的含混与交织，这种描述不再依赖于意

识结构的透明性和自我解释能力，而是使历史

理论在起源上与现实存在关联在一起，这体现

了法国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密切关联。⑥ 由此，

历史不再是预先决定的、具有客观性的精神科

学，而是一个生成中的历史脉络。在居间世界

的生成性意义中，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经

济和历史的平行论，而是在历史的资本主义阶

段对社会制度具有解释力，同时在后资本主义

阶段放开了知识与生产间的自由交互。梅洛 －

庞蒂说居间世界 “真正地是一种非理性的状

态”，⑦ 因为社会生成的各个环节在这种状态中

彼此相连，它们在相互应和成为事件的同时，

包含了事件转化乃至消弭的 “否定性条件”。⑧

当梅洛－庞蒂把社会的社会生成解释为非理性

状态时，他讨论的核心就是历史肉身内含的否

定性，它既承认社会现实的冲突和矛盾，亦包

含偶然性否定规律必然性的可能。

应当指出，梅洛 －庞蒂对否定性的探索与

历史理论的未来指向密切相关，这要求历史研

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回应时代更新的现实诉求。

尼古拉·皮克深刻观察到梅洛 －庞蒂试图在历

史基础的持久性与创新表达的无限可能性之间

寻求平衡，但这种努力似乎产生了一种难以调

和的内在张力。事实上，正是这种对历史偶然

性和新颖性思维之间关系的肯定，使梅洛 －庞

蒂的研究显得尤为突出。然而，皮克对梅洛 －

庞蒂的探索终结于一种深深的忧虑，他担心这

·７５·

哲　学 历史肉身的生成与更新：梅洛－庞蒂历史现象学对卢卡奇辩证法的改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梅洛－庞蒂：《法兰西学院课程摘要》，第３４页。
在此，“制定着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指向社会建制的动态过程，它与建制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都源于动词 “制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ｅｒ）”，是建

立制度这种历史活动的现在分词形式。

佘碧平认为，“他”指代的是 “制度”，并强调制度具有 “普世化和特殊化的双重性”。这种不易察觉的代词错位，不仅改

变了梅洛－庞蒂在历史探究中的研究路向，而且掩盖了从历史现象学向肉身本体论演进的线索。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梅洛－庞蒂的历
史研究采取倒序的推演路径，即从肉身哲学的最终形态推出梅洛－庞蒂对卢卡奇的评价。参见佘碧平：《梅洛 －庞蒂历史现象学研
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６９页。

梅洛－庞蒂：《法兰西学院课程摘要》，第２５－２６页；梅洛 －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梅洛 －庞蒂文集》第９卷，
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２０７页。

杨大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梅洛－庞蒂》，《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３３页。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３８页。



种张力可能会最终限制对根本性创新的系统化

思考。① 这种忧虑与对梅洛－庞蒂既往的质疑相

似，它们都认为偶然性背后的否定性力量终将

带来含混性和相对主义。② 然而，否定性并不意

味着梅洛 －庞蒂在个人自由决定 （主观因素）

和社会历史制约 （客观因素）之间采取了含混

的立场，或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向含混。相反，

这是现象学路径探索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时的

发现，它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向德意志意识

形态的转化与胡塞尔描述的欧洲科学危机中科

学意义的丧失之间的平行性关系。梅洛 －庞蒂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③中重返马克思主义，利

科则通过比较研究使胡塞尔与马克思相照面：

“胡塞尔以马克思相似的方式谈论 ‘转换

（Ｗｅｎｄｅ）’、‘转变 （Ｗｅｎｄｕｎｇ）’、‘翻转 （Ｕｍ

ｗｅｎｄｕｎｇ）’”。④ 正如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所

指出的，翻转的关键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

改变世界。⑤ 因此，梅洛－庞蒂把历史翻转包含

的否定性放回实践，认为这才能正确解读卢卡

奇 “最难能可贵的功绩”。⑥

综上所述，卢卡奇的辩证法为梅洛 －庞蒂

解决历史理论中内外关系的难题提供了关键的

理论支持。梅洛 －庞蒂赞成卢卡奇从反教条主

义出发对韦伯模式的推进，认为辩证总体观的

优点在于肯定历史生成，但缺点是用革命目标

限制了历史朝向未来的终点。梅洛 －庞蒂批评

总体观削弱了卢卡奇在实践观上的功绩，使辩

证法偏离了他批判教条主义的初衷。通过历史

生成朝向身体存在的还原，梅洛 －庞蒂超越了

这些局限，不仅重新确认了历史生成的基础地

位，还进一步揭示了 “社会的社会生成”即社

会的建制化进程。这一方法整合了个体与社会

两个层面，在社会建制的肉身化还原中提出了

解决历史难题的新路径。肉身化还原使历史理

论深入探索历史的内外部张力，它以生成性的

路径矫正了辩证总体观在历史终点上的局限，

并在历史肉身中追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生

成与演变。这不仅为历史现象学理解历史的动

态生成机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而且为历史实

践朝向未来的开拓创新提供了力量和深度。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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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还是貌似直观

———从被给予性出发重新理解胡塞尔 “范畴直观”的意义

张晋一
［中山大学，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直观是进入现象学的重要门径。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的突破一般被认为是范畴可

以如同感性之物一样被直观，由此开启的直观理论在 《观念Ｉ》中被胡塞尔称为 “一切原则的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认识论上彻底的明见性。现象学凭借胡塞尔开创的直观理论突破了近代以来理智主义的

独断论立场和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立场，有鉴于此，对胡塞尔直观理论进行解读的方式就变得意义重

大。并且，正是出于对直观理论的不同解释，后继的现象学家如海德格尔、德里达、马里翁等人的哲

学思考才呈现出多样的理论景观。范畴直观虽然在与感性直观类比的意义上是直观，但范畴直观这个

术语意味着，不仅作为 “对象性的范畴”被直观，而且其中蕴含了一种新的直观模式：二阶直观。二

阶直观与感性直观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与感性直观相比，二阶直观仅仅是一种 “貌似直观”。最终，

马里翁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这种 “貌似直观”命名为 “被给予性”。

关键词：感性直观；范畴直观；二阶直观；被给予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５９－１１

引　言

现象学研究者对直观的概念可谓耳熟能详。

胡塞尔在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一卷 “§２４一切原则的原则”中明确地规定

了 “直观……是认识的合法源泉”。①直观概念

在现象学方法中的核心地位与其在现象学哲学

中的开拓性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在

胡塞尔身后致力于现象学哲学的后继者们却纷

纷批评、背叛甚至抛弃了直观概念。

海德格尔虽然承认了范畴直观对其思考的

重大影响，但在其本人的哲学论述的核心处我

们却见不到对直观这个术语的使用；列维纳斯

的博士论文正是以胡塞尔的直观概念为主题，

但对于他而言 “伦理学”才能作为第一哲学，

而直观始终从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德里达从

《声音与现象》中开启了他对胡塞尔的解构，

“延异”的思想正是脱胎于对直观的解释；马

里翁对胡塞尔的直观理论非常熟悉，“第三次现

象学还原”与 “现象学第四条原理”的赢得始

终与胡塞尔的直观概念处于对峙之中。

如果说对直观概念一再的回顾与否定恰恰

意味着直观的重大意义，那么胡塞尔笔下的直

观到底指什么？从 《逻辑研究》一路走来，我

们遍历了 “感性直观” “范畴直观” “普遍直

观”“本质直观”等等，“直观”究竟为什么能

够成为一切原则的原则？直观理论的突破究竟

在什么地方？直观理论对其他现象学家究竟有

何启发？本文将以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概念作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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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本文将首

先从不同研究者对于胡塞尔直观理论的理解和争

论出发，重新认识和评价胡塞尔的范畴直观理

论，揭示出范畴直观实质上是 “二阶直观”，指

出它与感性直观有本质性的差异，与感性直观相

比，“二阶直观”仅仅是一种 “貌似直观”；其

次，本文将展示马里翁如何在海德格尔的启发下

将直观深化为被给予性；最后，文章将直观概念

放回到近代以来的主体哲学线索中，展示其对近

代哲学的突破以及对现象学发展的影响。

一

国内熟悉胡塞尔直观理论的研究者通常认

为：感性直观为范畴直观奠基，直观就是一个意

向被充实的过程，直观瞄向的 “东西”是通过体

验所意指的 “对象”，直观行为并不制造或预先

规定被直观的对象，而是将 “对象”的自身显示

描述出来。我们根据在意向活动中的意向材料指

向意向相关项，从而直观到 “对象”的同一性，

直观到作为观念本质的 “某物”。

关于胡塞尔直观概念的研究论文与专著非

常丰富，目前暂时将它们粗略区分为以下两种

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

概念脱胎于自然态度下的或者素朴的感性直观，

因此作为现象学原则的直观会受到体验、素材、

意向活动、视域等等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

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原则不能被还原为素朴的

感性直观或个体直观，范畴直观因为符合 “有

意向被充实”的结构因此被类比于感性直观。

持有第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如下：

欣提卡 （ＪａａｋｋｏＨｉｎｔｉｋｋａ）① 认为胡塞尔在

两重的意义上使用直观概念，直观既可以直观

经验对象，也可以直观本质对象，本质直观在

“直接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意义上是直观。尽管

作者承认范畴直观是本质直观的先驱，但没有

对范畴直观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彼得斯马 （ＨｅｎｒｙＰｉｅｔｅｒｓｍａ）② 认为在英语

中应该用 “ｓｅｅｉｎｇ”和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ｃｏｎｔｅｘｔ”来翻

译直观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和视域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视

域给直观到的对象提供可能的体验充实。在直

观和视域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视域是隐含在确

切感知下面的基础，对对象自身的直观可能只

是部分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直观，因此直观并不包含

它自己的真理。

持有第二种观点的研究者如下：③

列维纳斯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④ 将直观区

分为意向和充实，直观不是感性的特权，胡塞

尔对范畴的直观扩展了直观概念，感性直观与

范畴直观虽然在某物作为 “真实”“自身给予”

的显现上虽然异常相似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但在被给予的对象性的程度上两者不可等同。

洛马 （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⑤ 认为直观同时指向

具体的个体对象和普遍的观念对象，本质直观

———也被胡塞尔称作 “观念化抽象”或者 “普

遍直观”———是范畴直观的一种特殊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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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ａｋｋｏＨｉｎｔｉｋｋａ．“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ｎＲｅｖｕ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ｌ５７，Ｎｏ２２４（２），ＨＵＳＳＥＲＬ
（ＪＵＩＮ２００３）．ｐｐ１６９－１９１．

ＨｅｎｒｙＰｉｅｔｅｒｓｍａ．“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ｐ，１９７３）．ｐｐ９５－１０１．

诚然，还有一些研究对直观的理解稍显狭隘或部分地误解了胡塞尔的直观理论。例如，兰贝克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Ｌｅｍｂｅｃｋ）认
为，直观不仅是感性直观，直观的被给予之物是 “逻辑的观视”的对象，直观本质上是一种意识主动的综合行为。作者通过自由

想象变更解释了本质直观，并且认为直观是一种精确的还原行为。尽管作者指出胡塞尔的直观绝对不是对某种过时的、非理性的体

验哲学的复兴———而是观念在经验之中被给予的过程———但是作者基本上是在本质直观的范围内谈论胡塞尔的直观概念 （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ｚＬｅｍｂｅｃｋ．“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ｕｎｄＮａｔｏｒｐüｂｅｒ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ＩｎＰｈ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
（２００３）．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ｓｓ９７－１０８．）；席彭 （ＴｈｏｍａｓＭ．Ｓｅｅｂｏｈｍ）部分地误解了胡塞尔的 “范畴直观”理论。作者认

为，在 《逻辑研究》中，一个感性给予的感知对象的范畴表达就是范畴直观。《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范畴直观的术语与通过范畴

抽象的范畴形式的立义无关，而是与直观对象的范畴表达的过程有关，与感知对象有关 ［ＴｈｏｍａｓＭ．Ｓｅｅｂｏｈｍ．“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ｅＡｎ
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Ｉ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Ｖｏｌ２３．Ｌｏｇｉｋ，Ａｎｓｃｈａｕ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ｚ：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ｄｅｒ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ｋｒｉｔｉｋ．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１９９０）．ｓｓ９－４７］。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ＡｎｄｒéＯｒｉａｎｎ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 “Ｄｉ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ｄｅｒＷｅｓｅｎｓｓｃｈａｕ ｕｎｄ ｉｈｒｅＰｒｚ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ａｌｓｅｉｄｅｔｉｓｃ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２００５）．ｓｓ６５－９１．



类比的意义上被素朴的、对个别对象的直观所

奠基。作者认为范畴直观由三个部分组成：总

体感知、特殊感知和范畴综合。虽然作者明确

地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胡塞尔对直观的扩展

在什么意义上是合法的？但他通过 “部分意向

之间的相合综合” “意向方式的改变”来解答

该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突破范畴直观在类比的

意义上是感性直观的观点。

贝奈特 （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① 认为，在确切的

意义上知识行为首先是范畴意向的行为。真理

就是含义得到充实，含义的范围要大于直观的

范围。胡塞尔通过相应的范畴直观，描述了为

现象学奠基的最后根据———充实综合行为。范

畴直观在与感性直观的类比中规定了 《逻辑研

究》第六研究，胡塞尔在 “直观代现的范畴形

式”或 “范畴立义”的意义上理解范畴直观或

范畴对象的自身给予性。②

综上所述，首先，直观行为虽然依赖于观

察的实行者主体，但直观的内容、结果也就是

由直观行为得来的含义是不依赖于作为观察者

的主体的行为的；其次，不是所有含义 （例如

ａｂｒａｃａｄａｂｒａ）都能够获得充实，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就不能说含义内容被 “直观”；最后，

范畴直观与感性直观在直观结构上可类比的相

似性让我们将范畴直观称作直观，但是范畴究

竟如何被 “直观”到仍然付之阙如。

尽管列维纳斯、洛马、贝奈特等人都敏感地

觉察到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之间的差异，但他们

囿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框架，没能从学理上彻底

澄清该难题。国内的大部分研究者在处理该论题

时，多使用诸如 “范畴综合” “相合综合” “意

向变更”“范畴代现”“范畴立义”“对句法先天

逻辑的描述”之类的说法，但是，诸如 “综合”

“立义”“代现”这类表达我们已经在感性直观

中使用了，难道这类说法不也是在类比的意义上

被胡塞尔运用吗？研究者们对范畴直观的处理似

乎操之过急，并且在事实上满足于 “范畴直观与

感性直观之间是一种类比的关系”。

二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胡塞尔直观理论的总

结并没有超过前文提到过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类似的说法能够在 《逻辑研究》中找到大量的

文本证据。我们不能够说这样的结论是错的，

恰恰相反，坚持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展示了胡

塞尔直观理论的成果，还不如说掩盖了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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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ＬｏｇｉｋｕｎｄＰｈ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ＬｅｈｒｅｖｏｎＤ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Ｉｎ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ｖｏｏｒ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ｅ，４３ｓｔｅＪａａｒｇ．，Ｎｒ．１，
Ｐｅｅｔｅ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ＭＡＡＲＴ１９８１）．ｓｓ３５－８９．

持有第二种观点的研究者还有，默克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ｃｋｅｌ）认为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致力于阐明形式－范畴直观和作
为观念的本质的普遍直观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的自身被给予性。作者强调了，直观的被给予特征不在 “源初的亲身性”中

而在 “一般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对象的自身给予性”中，被给予的观念在对主体之体验性的直观中被描述。范畴直观和感性直观不能
等同，范畴直观同样也不是抽象的思考，确切地来说范畴直观是理性的观看，这种理性的观看就是一个意向被充实的状况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Ｍｃｋｅｌ．“Ｄｉ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ｌｉｃｈｅＮａｔｕｒｄｅｓｉｄｅｉｅｒｅ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ｔｅ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ＥｉｎｅＫ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ｅ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ｕｎｄＥｒｎｓｔＣａｓｓｉｒ
ｅｒ”．Ｉ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Ｎｏ１／２，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２００１）．ｓｓ２３３－２５７）；施特霍克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Ｓｔｒｋｅｒ）认为
胡塞尔的哲学要求最终的明见性。作者认为，明见性是自身给予的行为，对象性在直观的充实中构造自身。明见性与素朴的直观不

同，它由综合的行为产生，因此它是空乏意向和充实的相合综合。完全相应的明见性取决于范畴直观，一方面形式－范畴直观就是
逻辑先天分析的对象性，另一方面质料范畴的直观是本质的被给予性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Ｓｔｒｋｅｒ．“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Ｅｖｉｄｅｎｚｐｒｉｎｚｉｐ：ＳｉｎｎｕｎｄＧｒｅｎｚｅｎ
ｅｉｎ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ｃｈｅｎＮｏｒｍ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ａｌ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ｚｕｍ７５．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Ｉｎ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Ｂｄ３２，Ｈ１，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Ｊａｎ．－Ｍａｒ．，１９７８）．ｓｓ３－３０）；柯布－史蒂芬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ｂｂ－Ｓｔｅｖｅｎｓ）认为
简单地感知事物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作者把对范畴的直观看作是对事物的形态的把握和充实。作者认为，范畴为命题的范

畴形式部分提供直观充实，素朴感知与范畴直观共同作用，把述谓的形式组成部分带给直观的充实，这样就将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

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了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之间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并且也指出范畴直观相对

于感性直观的 “超出”（ｓｕｒｐｌｕｓ），范畴直观作为 “形式的超出”是对个别事物的感知的条件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ｂｂ－Ｓｔｅｖｅｎ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Ｓｅｐ，１９９０），ｐｐ４３－６６）。此外，
耿宁 （ＩｓｏＫｅｒｎ）、图根特哈特 （Ｅｒｎｓｔ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迪特·洛马 （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的著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参见 ＩｓｏＫｅｒｎ．Ｈｕｓｓｅ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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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ｕｎｄ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Ｈｕｍｅ，Ｋａｎｔ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üｂｅｒｖｏｒｐｒｄｉｋａｔｉｖｅ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ｕｎｄｐｒｄｉｋａｔｉｖ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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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直观理论的真正突破。一方面，这种解读显

得过于平面，最终会停留在下述结论中：范畴

直观和感性直观分享了结构上的相似性，感性

直观为范畴直观奠基；另一方面这种解读显得

过于静态，这部分地是因为 《逻辑研究》本身

就处于描述现象学的阶段，最终范畴直观行为

带来的无非就是不同于客体化对象的 “范畴的

对象性”而已。

为了解除上述担忧，我们首先必须要关注

的问题是，范畴直观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新的

东西？将直观拓展到范畴的领域能否导致我们

将范畴直观对感性直观的突破视为现象学哲学

对近代主体哲学的突破？

直观问题当然应该回溯到现象学突破的起

源——— 《逻辑研究》的内容中。在 “第六研

究：现象学的认识启蒙之要素”的论题下，胡

塞尔首先告诉我们，范畴直观是对感性直观的

超出，当我们试图充实一个判断的时候，需要

充实的不仅仅是作为对象的 “概念”，与此同

时，“概念”的 “关系”或者说 “范畴”也需

要被充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这个命题

的真假进行判断。

胡塞尔对范畴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此扩

展中，我们将这个基本区别标示为 ‘范畴’区

别，并且是在表象的 ‘形式’与 ‘材料’之间

的 ‘绝对’区别，同时我们将它区分于能够与它

密切相关的 ‘相对的’或 ‘功能性的’区别。”①

我们不难看出，范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体

化表象，胡塞尔对客观性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和对象

性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这对术语的区分使用实

际上也表达了相同的内涵：② 范畴行为给出的是

对象性，而对象性与其说在范围上大于实在性的

客观性，不如说范畴行为给出的对象性根本就与

客体化表象行为给出的对象的客观性处在不同的

层次上，对象性作为更高的 “范畴”从本质上已

经包含了 “对象一般”的客观性。③

根据上面的原理，只有完全站在客观性的

尺度上，胡塞尔才会认为 “存在绝然是不可感

知的东西”。④ 当然，被现象学扩展了的感知概

念可以在 “对实事状态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的把握”

的意义上被称作 “感知”，这种把握因此可能

“包含着规律的先天明见性”。⑤ 除了感知外，

对观念性的 “明见”（ｅｉｎｓｅｈｅｎ）和日常意义上

的 “看”（ｓｅｈｅｎ）也处在不同层次、但可类比

的相关性之上。只有在扩展了的感知的基础上，

我们才有正当性去谈论对于 “是”的感知，胡

塞尔认为，在判断的充实中，“它 （“是”———

引注）是自身被给予的，或至少被认为是被给

予的，这种充实就是：对被意指的实事状态的

觉知 （Ｇｅｗａｈｒｗｅｒｄｕｎｇ）”。⑥

我们决然不能将 “对象性的充实的范畴”

简单地等同于，或者化简为自然态度中 “对象

化表象的对象”。只有将范畴直观作为高于感性

直观的 “类似物”，才能理解胡塞尔对范畴直

观 （范畴行为与范畴对象性之自身给予的相

合）与感性直观之关系的说法： “如果我们将

存在视作谓语存在，那么就必定有某个实事状

态被给予我们，而且这当然是通过一个给予着

它的行为———那个通常感性直观的相似者

（ｅｉｎｅｎｉｈｎｇｅｂｅｎｄｅｎＡｋｔ－ｄａｓＡｎａｌｏｇｏｎ）。”⑦

所以，从作为认知行为实行者之主体的角

度来看，对感知和想象概念的扩展，尤其是对

直观概念的扩展就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充实作

用所具有的这种同类性以及所有与此作用有规

律地相关联的观念联系所具有的同类性，它们

才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将每一个以此证实的

自身展示之方式而充实着的行为都标示为感知，

将每一个充实着的行为都标示为直观，将它的

意向相关项标示为对象。具有范畴形式的含义

得到充实，……这无非就意味着，它们与对象

本身在它的范畴构形中发生联系。……我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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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４２，第１０１６页。
马里翁：《还原与给予》，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１５页。
参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５８－５９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３，第１０１８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３，第１０１９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４，第１０２１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４，第１０２２页。



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 ‘直观’或 ‘感知’和

‘对象’。我们无法缺少这些语词，当然，他们

扩展了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①

现在我们知道了 “感性感知”和 “超感性

感知”之间的差异，除了对认识主体而言它们

都可以算作 “感知”之外，胡塞尔还给出它们

都被称作感知的理由：“它被包容在这样一个大

的行为种类之中，这些行为的特性就在于，在

它们之中有某物作为 ‘现实的’，并且是作为

‘自身被给予的’而显现出来。”② 也就是说，

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范畴直观，它们被称作直

观的原因无外乎于直观行为和直观充实作为自

身被给出之物在现实中的相合 （Ｄｅｃｋｕｎｇ）。

另外，对于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的奠基与

被奠基的关系，胡塞尔也有很明确的表述：“但

另一方面，这个新的对象性 （范畴———引注）

又建立在老的对象性之中；前一个对象性与后

一个在基本行为中显现的对象性具有对象性的

联系。它们的显现方式本质上受到这种联系的

规定。这里关系到一个客体性领域，这些客体

性只有在这类被奠基的行为之中才能 ‘自身’

显现出来。”③

那么，什么是奠基呢？胡塞尔明确地指出，

感性的个体直观和感性的普遍直观之间并不是

奠基的关系，因为在这里仅仅出现了个体与本

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没有新的行为特征

出现，所以对观念本质的直观作为对感性直观

行为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观念奠基于个别感性

直观之中，观念本质恰恰也是感性直观的结

果。④ 奠基的意思是：“被奠基的行为应当制作

一个新的行为特征，它建立在底层的行为特征

之中，而且如果没有底层的行为特征也就是不

可思议的。”⑤

我们必须明确，范畴直观与感性直观在直

观的各个层次上都截然不同。从直观行为的角

度来看：“这些行为 （范畴高阶行为———引注）

是要借助于其他的、在其他行为中已经自为地

被构造出来的对象来构造它们自己的对象的。

……在这些行为中，某物显现为现实的和自身

被给予的，而且是如此地显现，以至于它在这

里作为什么而显现出来的东西在奠基性行为中

还未曾被给予过，并且也从未能被给予。”⑥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地说，除了类比

上的相似性之外，感性直观与被感性直观奠基

的范畴直观在 “行为”上有本质的不同，这种

“行为”的差异带来的被给出的对象性的差异

也是本质性的：“即使是通过类比形成代现的情

况下，那些代现性内容也不能自为地被体验到，

……倘若对一个抽象因素的把握必然要后行于

对那个具体的整体的把握或对那些补充性因素

的把握———把握作为一种直观朝向的行为———，

那么这个直观便是一个被奠基的行为。”⑦

类似的差异同时也体现在质料上：“此外，

不仅每一个奠基性行为都具有一个质料，而且

这个被奠基的行为还带来一个本己的质料，在

这里有效的是这样一个定理：这个新的质料，

或者，只要它包括基础行为的质料，我们就也

可以说，这个在它之中的新增生之物，是 ‘奠

基于’基础行为的质料之中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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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５，第１０２４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５，第１０２４－１０２５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６，第１０２７页。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５２，第１０４４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７，第１０３１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６，第１０２７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７，第１０３３页。“一个陈述永远不可能在未变异的形式中成为一个建立于其上的综合行为的基

础，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陈述的主语环节或宾语环节。”（胡塞尔：《逻辑研究》，§４９，第１０３８页。）“也就是说，普遍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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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活动），但是意识行为可以是 “感性的”，也可以是 “范畴的”。当意识行为是 “感性的”时候，它的质料可以等同于感性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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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质料 （Ｍａｔｅｒｉｅ）。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增补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３０６－３０８页，“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与 “质料 （Ｍａｔｅｒｉｅ）”条目，以及第４８１页，“材料 （Ｓｔｏｆｆ）”条目。



因此，范畴联结的形式是在综合的、建立在

感性之上的行为中客观构造起来的形式，对范畴

连结的 “表象”要求新的行为，这个新的行为瞄

向新的 “对象”。在感性直观中，我们将意向划

分为两个方向，一方面是朝向面前的这一张桌

子，另一方面朝向的是桌子的观念一般，尽管我

们可以在感知或想象中增添或减少连续感知中的

桌子的充实程度，但朝向观念本质的目光让我们

认面前的这一张桌子为桌子观念一般。① 与之相

对，范畴直观被感性直观的观念本质奠基，范畴

构型在奠基性的观念一般中被充实：从奠基者的

角度看，连续感知的个别直观不再起作用，被感

性直观明见到的观念一般成了范畴直观这个新的

行为的奠基者；从被奠基者的角度看，从范畴直

观中被给予的并非观念一般，而是观念之间的联

结，观念之间的关系。

上面的阐释是在将范畴直观与感性直观对

立起来的意义上进行的，从中我们发现了范畴

直观在质料、行为、对象性等方面与感性直观

的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对 “范畴直

观”这个术语的使用方式：范畴直观不仅仅在

狭义上区别于感性直观是对 “范畴”的直观，

范畴直观在广义上恰恰包含了感性直观，范畴

直观恰恰意味着对对象性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当 然 也 包 含 了 “对 象 ” 的 客 观 性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的直观。站在直观被拓展的立

场上，胡塞尔也运用 “质料范畴直观” “普遍

直观”这样的术语，这样的直观行为的对象是

观念本质，与此相应， “形式范畴直观”这样

的直观行为的 “对象”是范畴构型。②

因此，范畴直观与其说最终为我们带来的

不是对 “范畴”的直观，毋宁说，是直观被扩

展到了范畴的领域。③ 它的突破并不在于对感性

直观的拓展，而实质上在于发现了一种新的直

观方式，我们暂且将它命名为二阶直观。在二

阶直观中，它的直观 “对象”可以是 “感知

（想象）对象” “符号对象” “判断对象”或

“直观对象”，同时也可以是 “感知 （想象）行

为” “符号行为” “判断行为”甚至 “直观行

为”。一言以蔽之，二阶直观就是对直观的直

观。直观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是面向所有现象的，

对于胡塞尔来说，哪里有现象的显现，哪里有

意识活动，哪里就有相应性的直观描述。由此，

不仅仅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与此同时，某

物总是被意识到的某物。胡塞尔甚至说：“任何

一个思想，或者说，任何一个自身一致的思想

都可以成为直观性的思想，只要它以某种方式

建立在 ‘一致性’直观的基础上。”④

二阶直观，或者说 “对直观的直观”，和反思

有什么区别呢？二阶直观可以是反思，但必须是

现象学意义上的反思。⑤ 在 《逻辑研究》Ｂ版的引

论中胡塞尔明确地说：“所有困难的根源都在于现

象学分析所要求的那种反自然的直观方向和思维

方向。……我们的意图毋宁在于进行 ‘反思’，

即：使这些行为本身及其内在的意义内涵成为对

象。……那些至今为止非对象性的行为才应当成

为我们所要把握、所要理论设定的客体。”⑥

如此所谓的 “二阶直观”，或如胡塞尔所言

“反自然的直观方向”的 “直观”与自然态度下

的直观或感性直观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它不再依

赖于亲身现实性的给予模式。 “对直观的直观”

是二阶直观的含义意向，而一阶的直观行为作为

奠基者充实了二阶直观，二阶直观同样在结构上

符合直观的一般结构，即 “有一个意向被充实”，

但它不再需要一阶直观中在亲身现实性中被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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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普遍性意识既可以建造在感知的基础上，也可以建造在共形的想象之基础上，而一旦它得以建造，普遍之物、‘红’的观

念、‘三角’的观念便被自身把握到，它以一个唯一的方式被直观到，对这种方式无法作图像和原本的区分。”胡塞尔：《逻辑研究》，

§５２，第１０４５页。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５２，第１０４３页以下；胡塞尔： 《逻辑研究》，§５５，第１０５１－１０５２页。同时参见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增补版），第４６－４８页，“范畴直观”条目。
“唯有反思内容才能够作为纯粹范畴的被代现者而起作用”；“人们现在也可以试图对范畴概念做如下的规定：它自身包含

着所有那些产生于立义形式而非产生于立义材料之中的对象性形式”。胡塞尔：《逻辑研究》，§５８，第１０６２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２３，第４７８页。
必须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时代背景，《逻辑研究》正文中使用的反思大部分是没有打引号的，其中使用的反思一词特指在 “经

验论”的语境下对简单印象的反思，这种反思是胡塞尔反对的心理主义的观点。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引论”，第３１３－３１４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的材料 （Ｓｔｏｆｆ），二阶直观的含义在奠基性的、

作为质料 （Ｍａｔｅｒｉｅ）的一阶直观行为中被充实，

也就是二阶直观的含义自身被给予。“二阶直观”

的给予模式已经突破了自然态度的直观或感性直

观的给予模式，那么，它仍然是一种直观，抑或

仅仅貌似是一种直观呢？

三

现象学恰恰要摆脱亲身现实性的在场状态，

让实事自身向意识的给予自身。同样，对观念本

质以及联结观念本质的质料或形式的范畴直观并

不是随意的观看，意识并不制造观念与其范畴联

结，而是依据观念与其范畴联结的自身被给予进

行描述。换句话来说，获得明见性的方式就是意

识在质料中描述被给出的实事，实事在质料中自

身给予地向意识给出。正如马里翁所言：“现象

学的明见性是在既没有充实直观也没有直观体验

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的，这是因为，对象的观念性

———任何含义在事实上和原则上的观念性———既

不依赖于直观，也不依赖于直观的施行者。”①

胡塞尔也曾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我们将

它 （事态———引注）作为一个直接可把握的真

理来运用 （ｉｎ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ｎｅｈｍｅｎ）并在这里遵循

所有认识问题中的最后权威，即：明见性 （Ｅｖ

ｉｄｅｎｚ）。我明见到 （ｉｃｈｓｅｈｅｅｉｎ），我在重复的

表象行为、判断行为中所意指的或所能意指的

（ｍｅｉｎｅ，ｂｚｗ．ｍｅｉｎｅｎｋａｎｎ）是同一个东西

（ｄａｓｓｅｌｂｅ），即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命题；我明

见到 （ｉｃｈｓｅｈｅｅｉｎ），在谈到例如 ‘π是一个超

越数’这个命题或这个真理的地方，我所看到

的 （ｉｍＡｕｇｅ）绝非是某个人的个体体验或体验

因素。我明见到 （ｉｃｈｓｅｈｅｅｉｎ），这句反思性的

话语的确是以在素朴话语中那个构成含义的东

西作为其对象的。我们最后还明见到 （ｉｃｈｓｅｈｅ

ｅｉｎ）我在这个命题 （‘π是一个超越数’）中所

意指 （ｍｅｉｎｅ）的东西，或者，（如果我是听到

这个命题的话）我在这个命题中作为其含义

（ａｌｓｓｅｉｎ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而把握到的东西，始终是

同一的，无论我是否在思考，无论我是否存在，

无论所有思维的个人和思维的行为是否存在。”②

如前所述，范畴直观的突破揭示了 “二阶

直观”的给予模式，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亲身

现实性的给予模式的意义上，二阶直观实际上

是一种 “貌似直观”。马里翁以 “被给予性”

（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ｄｏｎａｔｉｏｎ）命名这种 “貌似直

观”，在胡塞尔的文本中———无论是在 《逻辑

研究》中还是在 《观念Ⅰ》对 “直观”这个

“一切原则的原则”的规定中———都能够找到

文本上的依据。③

“只要表达在现时的指称中与被给予的对象

发生联系，对象就会作为在某些行为中 ‘被给

予的对象’而构造起自身，而且对象在这样一

些行为中是以同一个方式———只要表达确实是

在使自己符合直观被给予之物———被给予

的”；④ “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

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 （可说是在其亲身的

现实性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

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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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直观还是貌似直观———从被给予性出发重新理解胡塞尔 “范畴直观”的意义

①

②

③

④

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３６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３１，第４０９页。“无需借助于任何一个充实性的或描画性直观的出现，意指的行为就可以构造起

自身，它是在语词表象的直观内涵中找到其依据的，但它与朝向语词本身的直观意向有着本质的差异。”胡塞尔： 《逻辑研究》，

§１０，第３４９页。
诚然，人们可以不无理由地怀疑，这种转换只是 “字面上的”转换，并没有对范畴直观的理论本身制造威胁，甚至人们

可以在 《逻辑研究》中举出大量的例证或找出文字上的依据，来证明范畴直观依然是对特定的 “范畴之物”的直观。例如第六研

究 （§５３）胡塞尔指出，范畴直观对直观的扩展是本质性的，所放弃的只是与对象的 “素朴”联系。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恰恰

是因为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的突破处于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过渡状态，“范畴直观”的内涵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还不得不依赖

于近代哲学的概念工具，胡塞尔在大量 “示例性的直观演示”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理解 “范畴直观”之意义的困难，对范畴直观

的代现论解释难以与感性直观的代现或立义区分开来。因为作为例子来说，最好还是从感性直观出发，这样便于人们理解，但同样

也容易让人误会，仿佛范畴直观和近代以来的直观概念没有差异。总而言之，胡塞尔在描述现象学阶段一方面承认范畴直观是对感

性直观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强调范畴直观与感性直观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异，所以，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理解胡塞尔所谓 “那个

通常感性直观的相似者”的被给予性的普遍模式。

胡塞尔：《逻辑研究》，§１４，第３５９页。



内被理解”。①

马里翁从普遍直观、在场、含义与直观的

关系入手，回溯了德里达在 《声音与现象》中

与胡塞尔的争执。马里翁认为，只有直观首先

作为一种被给予性的方式给出自身，它才能够

被 “扩展”：② “《逻辑研究》所实现的突破，首

先并不在于对直观的扩展或者对含义的自主性

的认可，而是在于对相互关联的惊异，就像对

‘奇迹中的奇迹’的惊异一样。……从一开始

就支配着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突破的正是这对关联：

‘显现与显现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显现不再被

算作单单对意识主体而言的被给予物，而是首

先被算作对如此这般显现的东西的给予行为：

通过应该得到 ‘现象学的’全部称号的这种关

联，显现给出显现物。或者，显现物，一个地

地道道的现实的存在者，在现象中亲身显现，

这是因为，它根据本质必然性 （即相互关联）

而在其中自身被给予出来。”③

所以马里翁才会评价道，胡塞尔对范畴直

观这个术语的选择是一个 “非常粗糙的类比”，

现象学的突破既不在于直观的拓展，也不在于

含义的自主性，而仅仅在于现象的被给予性的

无条件的优先地位。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范畴

直观，它们不过是显现物的 “被给予性”不同

的给出方式而已。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角位移，即并不是

说我们从实事的角度看，实事就在材料中向意

识给出。因为范畴的自身给予并不能像感性直

观一样被 “感性地感知到”，范畴直观仅仅是

一种 “貌似直观”。也就是说，自身给予和亲

身给予必须被严格地区分开，自身给予是亲身

给予的前提条件。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发现了 “范畴直观”的巨大价值，并且马里翁

的论述也直接受惠于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明确地说： “它 （范畴直观）的

意思并不是说，范畴之物最终可以被解释为感

性之物，毋宁说，这一 ‘基于’所指的无非

是：它是被奠基的。”④ 海德格尔区分了 “自身

给予”与 “亲身给予”：“存在者不仅作为其自

身被给出，而且它自身在其亲身性中被给出。

我们要在亲身给予和自身给予的给予方式上做

出一个区分。”⑤ 还有例如： “亲身是存在者自

身被给予的一个显著模式。”⑥ 在海德格尔看来，

“亲身给予”就是表象在直观中以感性感受的方

式给出自身，而 “自身给予”则是对象性在非－

感性 （或者说范畴）直观中给出 “关系”（Ｂｅｚ

ｉｅｈｕｎｇ）。海德格尔甚至指出，只有 “关系”先

被给予我们，正是出于 “关系”或 “联系”，各

个联系环节的内容才能被辨析出来。⑦

这意味着，范畴直观事实上作为被给予性

已经渗透到感性直观的行为之中了。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从被给予性这个多层次的给予行为来

看，自身给予和亲身给予在时间上可能是同时

发生的，但在给予的层次上亲身给予是自身给

予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如果从自身给予和亲身

给予的给予行为的动态的转换来看，事态总是

首先必须被自身给予，而后可能会达到亲身给

予的 “充实”。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恰恰

是用范畴直观这个 “新的” （毋宁说 “非常古

老”，马里翁语）语段掩盖了存在 （范畴）的

被给予性的深渊，因此海德格尔虽然给了范畴

直观非常高的评价，但从未在他的哲学研究中

·６６·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５期　　　　　　　　　　　　　　　　　哲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２４，第９８页，译文略有改动。
马里翁的思路在已经发表的期刊中有所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参见方向红：《还原越多，给予越多？———试论马里翁第三

次现象学还原的局限和突破》，载 《世界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关于马里翁的核心论证部分，参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６
节：被给予的明见性”，第４４－５５页。

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５０页；参见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０页；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１卷，“编者引论”，第２２页：“根据 《危机》中的一个历史说明，‘大约在１８９８
年’，‘经验对象与被给予方式的普全相关性先天’的 ‘首次突破’便已进行。胡塞尔将它等同于 ‘超越论现象学’的首次突破。”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９１页。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４９页，引文略有改动。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５０页，引文略有改动；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６０、６４、７６、８１、８６页。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８２页；另可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８４－８６页。根据海德格尔举的例子，

只有 “比－更亮”的关系先被给予我们，我们才能依据 “比－更亮”的模式，感知到路灯Ａ和路灯Ｂ。



使用过这个术语。①

对此马里翁评价道：“在海德格尔那里，胡

塞尔的步骤是这样被重构起来的：被给予性超

越了感性直观的界限，于是，通过类比，我们

必须承认，有一种被给予性的直观是非感性的，

即范畴性的。因此，导致范畴直观的抉择并不

来自直观本身，而是来自被给予性相对于感性

之物的过剩、相对于感性之物中给予性直观的

过剩。如果直观成了范畴性的，那是因为存在

给出了自身，而不是因为存在根据范畴直观而

给出了自身。范畴直观并不给出存在，而是存

在由于其自身的给予性迫使我们承认某种像范

畴直观之类的东西。”②

被给予性延伸的有多远，直观的范围就有

多大。③ 如果范畴直观实质上是一种 “貌似直

观”，而绝对被给予性对胡塞尔来说才是 “最

终的东西”，④ 那么，胡塞尔为什么不直接采用

“被给予性”的术语呢？首先，在近代主体哲

学的认识论框架下，胡塞尔能够选择的术语是

有限的，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一再申述，

在研究对象性 （客体性）的过程中，感知、想

象和直观的术语是不可避免的；其次，由于被

给予性并不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术语，胡塞

尔只能在作为认识的合法源泉的直观的限度意

义上使用被给予性；最后，对某个实事状态的

直观在胡塞尔的文本中恰恰意味着实事状态的

自身被给予，这对胡塞尔的理论而言是自洽的。

马里翁对胡塞尔文本大量的引述已经证明了

被给予性是直观的真正意涵，本文在此前的对胡

塞尔引用中也能发现实事的 “自身被给予”就是

对合法的直观的最终限制。因此，对范畴的直

观，与其说是直观或者对直观的拓展，不如说它

是一种 “貌似直观”，因为实事首先必须作为观

念本质及其范畴联结的自身给予而显示自身，才

能在意识的视域中被我们意识到。只有将范畴直

观理解为 “貌似直观”的被给予性，我们才能指

出胡塞尔的直观理论对近代哲学的重大突破。

结　语

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踏上了一条本我

论的道路。怀疑的眼光将 “我”从世界中剥离

出来，但 “我”又如何通达 “对象”呢？认识

论从此成了近代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在探讨我们如何认识 “对象”的过程中，

出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倾向。经验论以洛

克、贝克莱、休谟为代表，唯理论则以笛卡尔、

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为代表，他们虽然在观念

究竟来源于 “天赋”还是 “经验”存有争论，

但每一位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观念有

其存在方式，人类理智可以认识观念，也就是

说，对观念的直观是可能的。从经验论的角度

来看，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观念来源于直观

（感知）和印象，知识或判断来源于复合观念。

从唯理论的角度看，清楚明白的观念是上帝赋

予的，知识来源于对观念的理智直观。如果我

们承认作为主体的功能性的直观只能是感性的，

那么形成知识的判断范畴就没有除了主体能力

以外的 “客观的”合法性的来源，最终必然会

走向怀疑论；如果我们认为作为纯粹理智的直

观是天赋的真理方法，那么形成知识的方式则

必然是从某个被主体设定为先天真理的判断中

推理得出的，最终则必然会走向独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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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直观还是貌似直观———从被给予性出发重新理解胡塞尔 “范畴直观”的意义

①

②

③

④

海德格尔对范畴直观的认可和赞赏是直截了当的。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９４页；海德格尔：《面向思的
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９２－９３页。

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５７页。
“真实的明见性延伸得多远，被给予性伸展得也有多远。……而后问题就在于展示真正地被给予性的各种样式，换言之，

对象的各种样式的构造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如：思维的被给予性，在清新回忆中留存的思维被给予性、在现象的河流中持续的现象

统一性的被给予性、这个统一性变化的被给予性、在 ‘外’感知中的事物的被给予性、幻象和再回忆以及在相应的联系中杂多综

合地统一在一起的感知和其他想象的各种形式的被给予性。当然还有逻辑的被给予性、一般性的被给予性、谓项的被给予性、实事

状态的被给予性等等，还有悖谬的、矛盾的、非存在的被给予性等等。被给予性，无论在它之中表现出的是单纯被表象之物还是真

实存在之物，是实在之物还是观念之物，是可能之物还是不可能之物，它始终都是一种在认识现象之中的被给予性，是在最宽泛意

义上的思维现象中的被给予性，并且，在本质考察中所探究的始终都是这个起初是如此奇特的相互关系。”（胡塞尔：《现象学的观

念》，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７９页，强调形式为原作所加。）“我们认为被给予性就是：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
身。”（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８０页。）”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６５页。



为了避免经验论的怀疑论和唯理论的独断

论，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

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在康德看来也是一种直观，

感性纯直观就是时间与空间。而知性范畴属于

先天形式，是不能被直观的，范畴所统摄的感

性材料则是客观实在的。但是，康德的先验观

念论和经验实在论体系禁止了对 “范畴” “物

自体”的直观，并且在 “先验幻相”的名义下

事实上禁止了对 “灵魂” “世界”和 “上帝”

的认识。因此，最终的 “直观”的明见性的缺

失，让近代哲学再次进入悬而未定的状态。

胡塞尔打破了康德对于 “范畴不能直观”

的禁令。① 哲学知识想要获得稳固的基础，就既

不能陷入怀疑主义的虚无主义，又不能陷入理

智主义的独断臆想。② 范畴直观要求范畴必须通

过相即的充实获得明见性，要求实事本身必须

自身给出从而被直观，这是胡塞尔对作为哲学

的现象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对近代哲学积弊的

一次拯救。经过本文的阐释，范畴直观终究是

一种 “貌似直观”，它的含义与近代哲学意义

上的直观相比经过了 “本质性的拓展”，只有

范畴直观依据被给予性，也即只有在实事自身

给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谈论一种类似于感性

直观且被胡塞尔命名为范畴直观的东西。范畴

直观并不是说范畴被我们直观，而是实事给出

多少，我们便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直观多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对于 “范畴不能直

观”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在一阶的感性直观

中并不存在某种瞄向范畴的 “特殊直观”。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第二版前言中确曾

明确说过：“对我来说，《逻辑研究》是一部突

破性著作，因而它不是一个结尾，而是一个开

端。”③ 诚然，这个突破不仅仅对于胡塞尔而言

是一个开端，对现象学运动的发展亦然如是。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范畴直观不仅使他 “有

了一个地基”，存在被给予性也引导了他在思想

上的变化，尤其引发了他在存在者—存在的 “对

称性”问题态度上的犹豫和反复：可以无须存在

者而思考存在吗？这个问题对海德格尔而言始终

充满诱惑。１９２７年，“存在现象”问题的出发点

受到两个命题的规定：尽管存在绝不是存在者，

但它绝不脱离存在者而存在；因此对这样一种存

在者———由于它朝向存在，所以它便把我们引向

它而不是使它模糊起来———进行分析是非常合适

的，这种存在者就是此在。在１９４３年的 《形而

上学是什么？》之 “后记”中，海德格尔以一种

新的表述方式纠正了１９２７年的立场：“存在之真

理包含着这样一回事情，即：即使完全没有存在

者，存在的确仍然现身成其本质，而没有存在，

却决没有一个存在者存在。”④

对于德里达而言，正是由于他将作为二阶直

观的 “貌似直观”当作了 “直观”，所以他指责

胡塞尔将一切观念含义都回溯到直观的在场、回

溯到亲身现实性的直观上，他意图解构在场的本

源性和在场的目的论，由此才开启了他关于 “延

异”的思考。德里达援引胡塞尔 《逻辑研究》中

的一段话：“在缺乏 ‘可能性’或 ‘真理性’的

情况下，陈述的意向当然就只是 ‘象征性地’被

进行；它无法从直观和根据直观进行证实的范畴

功能中吸取到构成其认识价值的充盈。正如人们

习惯说的那样，它不具有 ‘真正的’、 ‘本真的’

含义。”⑤ 由此德里达得出结论：“每当这种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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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６页。
胡塞尔同时反对近代哲学以来的经验论和唯理论，《逻辑研究》突破了这两种立场之间的 “对立”：“在 《导引》（逻辑研究

第１卷：《纯粹逻辑学导引》———引注）中，在涉及对逻辑学的心理学奠基时唯一受到讨论的就是这种心理学 （“归纳”的心理学

———引注）。与此相反，描述心理学的任务则在于对 ‘内经验的被给予性’的澄清。它的方法是直观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胡塞尔：《逻辑
研究》之 “编者引论”，第４４页。）“它 （经验主义———引注）不承认那种为证实间接认识所须依赖的最终原则是直接的明察，因而

就是被给予的真理，而是相信：如果它从经验和归纳中推导出这种真理，即间接地证实这种真理的话，那么它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胡塞尔，前引文献，第９０页。）“因为，任何逻辑之物，只要它应当作为研究客体而为我们所拥有，并且使建基于它之中的先天规律
的明见性 （Ｅｖｉｄｅｎｚ）得以可能，那么它们就必定是在具体的充盈 （Ｆüｌｌｅ）中被给予的。”（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３０９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６页。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７页及脚注。马里翁的研究也指出了海德格尔在存在者—

存在之 “对称性”上的变化，参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３１５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１１，第３５２页。德里达的引文参见Ｄｅｒｒｉｄａ．Ｌａｖｏｉｘｅｔ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ｕ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ｕ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ｓｌａ

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Ｐａｒｉｓ：Ｑｕａｄｒｉｇｅ，１９９８，ｐ１０９．中译文参考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朱刚教授博士先生的译本 （未付梓），特此致谢！



价值将受到威胁时，胡塞尔都会重新唤醒它、召

回它，使它以终极目的的形式———也就是康德意

义上的理念的形式———回到它自身。”① 马里翁敏

锐地指出，德里达的引文并不是胡塞尔的观点，

而恰恰是未经还原的自然态度的观点，因为胡塞

尔已经在德里达的这段引文前 “警告”过我们，

“正如人们习惯说的那样 （ｗｉｅｍａｎｚｕｓａｇｅｎ

ｐｆｌｅｇｔ）”，并且 “真正的”和 “本真的”都已经被

胡塞尔打上了引号。

对于马里翁而言，他在海德格尔的引导下

发现了胡塞尔在 “范畴直观”名下实际意图指

出的 “被给予性”，在与 “直观”和 “意向性”

的勘察与对话中，揭示出关于后天必然性的

“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给予”的现象学原则。

在马里翁看来，还原是后天的，因此不预设任

何先天的法则，不预设任何在先的原则最符合

现象学的精神； “意向性先天”是被直观预设

的法则，直观总是 “将充实一个指向对象的目

标 （ａｉｍ）或意向性作为它的功能”，② 而自身

给予不需要预设任何意识的绽出和对对象的瞄

向；“被给予性”是在绝对的内在性中展开的，

直观不能限制被给予性，恰恰相反，被给予性

才是 “最终的东西”；被给予性和还原结合在

了一起，还原保证被给出仅仅根据给出自身的

被给予性被给出。

综上所述，胡塞尔对 “范畴直观”———毋

宁说是 “貌似直观”的 “被给予性”———的

发现，将现象学从经验论的怀疑论和唯理论的

独断论中彻底拯救了出来，“被给予性”从此

不再依赖于近代哲学预设的亲身现实性的在场

模式，“对象”的明见性不再依赖于直观，也

不再依赖于执行直观行为的主体。也只有在理

解了 “范畴直观”这个突破的真正意义的基

础上，才能恰当地理解乃至评价海德格尔、德

里达和马里翁等人在现象学方面的努力和

推进。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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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奴关系到伦理和解：

再思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承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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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费希特在其承认理论中着重讨论了个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可能性，但他的分析仅限于理性

的、纯粹形式的演绎，这就使 “承认”缺乏社会历史的具体的现实性。黑格尔批判和继承了费希特

的承认理论，在精神哲学中以自我意识的形成作为逻辑起点，通过自我意识的展开、实现，将承认落

实到现实的共同体中。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感性意识、知性、知觉建构了人的自我意识，主奴关

系则实现了虚幻的 “承认”，但其本质是 “斗争”。黑格尔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发展运动

过程中揭示了承认的根据是历史的、动态变化的，它由个体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不同伦理角色的

演进所决定，是客观意义上的 “承认”，其本质是 “和解”。通过这样的理论设计，黑格尔即使个体

免于被共同体吞没的命运，又使个体的特殊意愿有实现之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 “斗争”状态

演变为共存、互动于现实实体中的 “合作”状态，个体不再是单一、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实体中相互

联系、共生互动的运动主体。

关键词：契约式承认；自我承认；伦理的承认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７０－０８

　　承认问题是政治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热

门研究对象。马克思从 “斗争”的角度解读黑

格尔的承认思想，以此为契机孕育出阶级斗争

学说。科耶夫在其著作 《黑格尔导读》中将

“主奴关系”称为 “主奴辩证法”，强调欲望、

劳动和历史在承认关系的发展演进中的重要作

用，认为承认将促进自由个体的实现和历史的

终结。哈贝马斯在黑格尔这里挖掘出 “主体间

性”，在 《劳动与互动———黑格尔 “耶拿精神

哲学”评述》中指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是在主

体间性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性，

并以此建构自己的 “商谈伦理”。霍耐特在黑

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中提取个体发展和社会整合

的基础，在其著作 《为承认而斗争》中力图以

“斗争”为核心，追求个体自由在现实中的承

认，并为此确立了三种承认的基本形式。以上

对黑格尔承认问题的解读或研究都是在抽取了

黑格尔不同时期著作进行独立的、静态的解读，

这样的做法能够把握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某些方

面的特征，但终究不是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全貌。

此种研究方式最终将形成两种不同的黑格尔承

认理论的理解进路：一是以自我意识为线索，

在自我意识的展开过程中，讨论自我意识与他

者意识如何相互承认；二是在 “主奴辩证法”

的背景下，分析主体如何通过 “斗争”取得承

认 （包括他者和共同体的承认）。事实上，黑

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精神哲学，从来都是以

整体思维在演绎，不论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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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由的实现，都被他视为精神发展的一个

阶段。因此，试图通过抽取黑格尔的部分著作

中关于 “承认”的论述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显

然可能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只有在黑格尔整个

精神哲学的框架下来审视 “承认”问题，才可

能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承认理论。在黑格尔精神

哲学的框架下，承认的关键点既不是自我意识

的发展壮大，也不是在主奴关系的斗争中，而

是将 “承认”置于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共

同体中，讨论个体如何与自我、他者和社会的

伦理的 “和解”。

一、黑格尔承认理论探源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第一个系统提出

承认问题的哲学家，他的承认理论对黑格尔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费希特的承认理论建基于他

的知识学上，他的知识学理论并非一般意义的

哲学，它并不关心事实，而是关心事实的依据

和知识的合法性。虽然费希特的知识学坚持主

体性原则，但他试图赋予主体性一种行动力，

并认为这种行动力可以促进主体与客体的融合。

具体来说，费希特认为个体是 “自我设定自

身”的，如果个体不将自我设定为自由的存在

者，就不可能更进一步，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

理性存在者。接下来，个体会发现有很多跟我

一样的人，他们与我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如

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费希特提出 “自我设定

非我”，因为存在与我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的他

者，所以自我的自由应当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

内，是有限的自由，而非无限自由。费希特是

这样解释的：“由于我也给其他人留下自由，所

以，我就把自己限制在我拥有的自由范围

中。”① 也就是说，自我将他者也预设为与自己

一样，是具有自由的理性存在者，所以自我必

须给他者的自由行动留出空间。但自我意识不

会满足于停留在自我之内，它需要向他者展示

其效用性才能彰显自身的自由。有效性或者说

主体的行动力在此时还只是一个概念，未能真

实地实现，需要现实的行动才能将这个概念实

现。在费希特看来，自我的效用性其实就是自

由的交互性，自我的具体的行动必然受到外部

因素的刺激，但主体绝不是为了结果去行动，

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规定自己的行动。费希

特认为，能够让主体理解的外部因素应当也具

有理性和自由的能力，也是一个理性存在者。

这就是一种自由的交互，因为在有他者的前提

下，主体与他者共存就会被要求限制自己的自

由，为他者留下行动的空间。正如刘作所说：

“这种限制既是一种认识，又是一种行动。”②

作为一种认识，它要求主体能够清晰明了限制

自我的必然性，没有意识到这个必然性，理性

规律就实现不了；作为一种行动，如果没有在

行动中将对自我的限制体现出来，他者也就不

会将主体视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所以费希特

才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自我的限制，在行动

中展示出主体的效用性，主体才能被他者视为

是理性存在者，所以主体对他者的承认是与其

对自身的认识紧密联系的。主体与他者作为理

性存在者对各自的限制使得双方形成共同的意

识并将行动置于普遍性原则的指导下成为可能，

这时 “自我”才可能与 “非我”统一。

所以费希特据此得出：“人注定是要过社会

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

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而

且会自相矛盾。”③ 因为个体性是一个交互的概

念，个体之间能够交互的前提是思维模式的相

同，所以作为理性存在者，能够与之交互的，

也只能是同为理性存在者的他者。不同的主体

也由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费希特的承认理论强调了相互承认在自我

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在认识

自我时只有考虑到他者，并与他者产生互动，

自我意识才能确立。个体在承认他者时也被他

者所承认，并且自我意识的建立一直处于动态

变化中，而非静态存在。虽然费希特的承认理

论表现出实践主义的立场，但他关于承认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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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是基于先验的预设前提下的，他注重的是主

体如何通过相互承认而成为可能，承认是 “从

理性的纯粹形式、从自我中演绎出来”，① 并没

有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具体分析自我意识

的形成以及人与人的相互承认。黑格尔在批判

性继承了费希特承认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自

己的承认理论，他认同费希特将自我意识的形

成作为承认的逻辑起点，但是在人与人相互承

认的论证中摒弃了费希特 “忍让”式的自我限

制，选择了 “斗争”的主奴辩证法。更难得的

是，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并没有局限于论证主体

的相互承认，而是进一步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背

景下研究分析人如何与社会、与国家相互承认。

二、承认的初级阶段：自我意识

　　觉醒后的被动 “和解”　　

　　个体想要获得他者和实体的承认，首先要

解决的是自我承认问题。自我承认即是说个体

对自我有明确的意识，也就是个体拥有自我意

识。黑格尔用很大篇幅陈述他所理解的自我意

识的建立：意识本身发展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是感性意识，第二是知觉，第三是知性。

这三阶段是意识由低到高，由单一性向普遍性

的运动。在感性确定性阶段，人所面对的是现

存的直接的东西 “那最初或直接是我们的对象

的认知，不是别的，只可能是那本身是直接的

认知，亦即对于直接的东西或存在着的东西的

认知”②，所谓 “直接的认知”是指意识忠实地

对其全盘接收，无一增减。这样的 “全盘接

收”看似丰富而真实，实则既空洞贫乏又抽象。

因为这种全盘接收的方式实质上仅仅表现为一

种对应的关系，即一个纯粹的自我与一个简单

的对象的对应关系。对个体而言，自身并没有

因为对对象的确知而有所提高，就对象而言，

它自身的特点、它与他物的关系也并未因这种

确知而显现出来。但这种高度的抽象性并不能

带来真正的普遍性，因为这种感性确定性只是

意识与对象之间的直接感受，这种直接的感受

并不能以某种方式予以确切的说明，而是一种

意味着的东西。

作为意识发展第二阶段 （知觉）的逻辑起

点，感性确定性阶段的真理仅仅表达了意识确

认了对象存在，并未予以确切说明，所以也就

没有触及对象的本质存在。在知觉阶段人的意

识力求摆脱感性确定性的空洞的真理性，意图

将对象明确表达出来。简单来说，意识通过各

种区别将对象相互区分，同时又将对象视为诸

多特质的集合体。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知觉

阶段意识在对象的把握中获得了普遍性，完成

了对象的表达，这种普遍性也只是感性的普遍

性，它未能摆脱感性的困扰，它的表达受到了

个别性的制约，是有条件的普遍性。

知性有抽象分析的能力，但它本身难以逾

越对象之间的鸿沟，并于众多对象中建立起可

靠的联系。为此，黑格尔以 “力”的概念作为

知性分析的补充，完善其抽象分析能力。在这

里，力的主要作用即是统摄。在知觉阶段，对

象尚处于相互独立的境地，力通过其强大的统

摄能力将对象的众多质料联系起来，同时在内

部依旧保证了对象各种质料的独立存在。这样

一来，对象的各种质料既是独立存在的，又因

其被力统摄于对象的整体之中而相互贯通。意

识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于力的否定功能，这种否

定功能扬弃了在知觉阶段一直困扰意识的感性

因素，于对象中找寻到了普遍的差别，而普遍

的差别正是规律的形式。所以知性的对象是规

律，在这里意识所能获得的是整体的、不可分

离的必然内在联系。当人把握到众多的规律时，

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林林总总的规律实际上是

作为主体的 “我”赋予的， “我”不去规定和

把握，那世间的对象永远都是独立自存的，更

无规律可言。所以众多规律间的区别本质上都

是来自于 “我”的内在的区别，这时，作为一

般意识的知性便过渡到了自我意识。

在自我意识之前，感性确定性、知觉、知

性都是意识在向外寻求确定性，但到了自我意

识阶段，意识开始向内找寻确定性。所以黑格

尔说：“所以，伴随着自我意识我们现在就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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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自家的王国了。”① 也就是说，在不与他者

和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个体的自我承认的

根据其实就在个体自身之内，意识对自我有了

内在的确定性认识，就可以说个体已经完成了

自我承认。但现实的个体不可能完全不与其他

存在者或实体发生关系。

自我意识初级阶段就是欲望，欲望本身就

具有否定和排他的倾向。当它发现外在于自己

存在其他意识时，自我意识想要实现，就要否

定和扬弃对方的意识，使其他意识屈服于自我，

因为 “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

获得它的满足”，② 这就是承认的雏形。在黑格

尔看来，自我意识对其他意识的否定和扬弃是

通过殊死地斗争完成的，其结果就是，要么同

归于尽，要么一方消灭掉另一方，要么一方向

另一方投降。三种结果中，只有一方向另一方

投降，才能保全双方。而一方的投降就意味着

他将彻底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从此以后以

胜利者的意志为主导，被迫承认对方的意志。

科耶夫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从这样的斗争开始，

斗争的结果使人类出现了主人和奴隶两个阶层，

主人拥有独立意识，本质上是自为的存在，奴

隶则是依赖意识，它是为主人的意识而存在的。

但值得考虑的是，奴隶对主人的承认是真正的

承认吗？很显然，奴隶对主人进行尊严和权利

让渡的前提是在斗争中失败，出于对死亡的恐

惧，放弃了实现自我意识的机会。在这个意义

上来说，奴隶在主人眼中就如同其他动物一样，

而奴隶对主人的承认也只是 “非人”对人的承

认。自我意识所追求的承认明显不是这种不对

等的承认，所以黑格尔说主奴关系中的承认只

是 “一种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③ 所以从本

质上来讲，主奴关系中，主人并没有得到真正

的承认。主人奴役奴隶工作，其实就是将自己

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的独立性让渡给了奴隶，

奴隶在对自然物进行改造，创造出主人想要的

产品时，自身能力得到提高，主人却在享乐中

丧失了能力，在平衡被打破时，奴隶自然就会

否定主人。所以 “从形式上看，承认是一种肯

定的和解，是联合和吸引，但是，这种肯定要

超越自然，它必须经历否定、排斥，乃至牺牲、

死亡这一中介。没有从欲望开始的 生命搏斗，

就没有相互承认，相互承认和生命搏斗是两个

有力的杠杆，它使自然本 能转变为人类生命，

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自我意识由此获得本质

意义，人类历史 由此真正开始。经过无数次矛

盾和冲突，自我意识最终达到一个 ‘我就是我

们，我 们就是我’的统一性，这也是相互承认

的理想性和真理性”。④

由此可见，自我意识虽然使个体能够自我

承认，但个体终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存在，

他势必要与他者和共同体发生关联，ＴｉｍｏｔｈｙＬ．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认为， “主奴关系”是承认的初级阶

段，虽然这里已经出现了承认的影子，但尚且

是虚假的承认，因为一方面主人和奴隶身份地

位并不对等，承认便只能以奴隶承认主人这样

单向度的逻辑来完成，另一方面，主奴关系中

的单向度承认并不是承认的最高形式，奴隶在

获得一定能力后依然会否定对主人的承认。⑤ 那

么如何使个体真正获得他者和共同体的承认，

是黑格尔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他通过法权状态、

道德阶段和伦理世界辩证地阐释了关于承认的

理念。法权状态中，黑格尔主要解释的是人如

何通过外在的物与他者发生联系并获得承认；

道德阶段中，黑格尔主要解决的是个体和他者

如何在不借助外在物的情况下相互承认；伦理

世界中，黑格尔优先考虑的是个体如何在保持

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获得伦理实体的承认。

三、承认的达成：伦理世界中的和解

众所周知，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存

在，与自然界动物不同的是，人是一种 “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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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然是类存在，那么就必须考虑到人与

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承认问题。黑格尔精神

哲学的客观精神部分由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

阶段组成，其承认理论也主要在此三阶段展现。

在法权状态中，人虽然已经具有自我意识，能

够自我承认，因而具备了人格特征，但此时自

我承认的作用仅仅在于将人与客观事物区分，

把人的意识加诸外在物之上，使之附有属人的

属性。物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外

在定在，它反映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人对

物的关系使人拥有了处置所有物的权利。当人

处理外在物时，他就不得不与外在于自身的他

者打交道，也就是说，主体此时需要面对与他

同样拥有人格权利的人。人与人之间通过由对

物的占有到转让来让渡自己的权利时，同时也

在宣示自己的人格存在。主体间通过契约的形

式来表达对人格定在的认可，它是具有人格的

双方在保持权利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一种人际

关系的交互。这就意味着，双方首先要相互承

认对方是与自己同一的、具有人格的存在，双

方作为人格性的存在要求契约的交换内容必须

是以平等的方式进行。

契约的根据是共同意志，因为交换中的物

已经不仅是为所有者个体而存在，同时也是为

他者的存在，个体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就离不开

他者，即 “我”的无限的自由意志有赖于他者

的无限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因此就只能将个体

的单一意志提升为个体与他者的共同意志。但

是黑格尔说，在这个过程中，一方的意志并不

与他方的意志同一，而且他自身是并且始终是

特殊意志。因此，法权状态下，人与人、主体

与主体之间的承认关系可以用 “认可”这个概

念来诠释：所谓认可，主要突出在 “可”上，

它表达的是主体对他者的权利是持肯定态度，

换句话说，只要是法所规定的权利，不论主体

内心是否赞同，都是以肯定的态度来对待。对

于他者来说，我的意志是一回事，而使他们自

己的意志符合我的意志则是另一回事。只有当

一个人遵行自己的意愿而又不愿违背他者意愿

时，这种意愿才能够成为承认的基础。① 因为虽

然从形式上来说，主体肯定的是他者的权利，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对他者的权利持肯定态度，

就是对他者人格的肯定或承认。所以在法权状

态中，对人的承认是以认可权利的形式表达的。

在道德阶段，道德作为内在的法，是人根

据自由本性规定自身的结果，道德是以应然的

方式对个体提出要求。抽象法是以极大的强制

性对个体发号施令，它要求个体必须按照自己

的命令行事，因此是实然的，也是必然的；道

德的内在法，则扬弃了抽象法的强制性，以温

和的态度要求个体。道德的主观性决定了其内

在性，内在性特征又决定了其主体需要具备

“体验”的能力，此外，道德从抽象到具体的

逻辑进路还要求主体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因此，

道德主体必须是有独立人格、自主意识的人。

在这里，个体的首要任务是摆脱法权状态中的

绝对的、抽象的普遍性，扬弃被动接受的承认

方式，真正做到康德所说的 “自己为自己立

法”。所以黑格尔认为，在道德阶段，对人起着

重要作用的是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意志的联

系。个体不仅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任何想法

都是出自自我的，而且要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如

果付诸实践，获得的结果就是自己自由意志运

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个体的个别性意志要

实现，就会与他者意志产生交集。

人们的现实追求是自身的福利，它是个体

的特殊目的，特殊目的要实现出来，就需要获

得他者意志的承认，不同意志之间只有找到共

同点才能够引起共鸣，获得承认。与法权状态

下的权利认可不同，道德阶段人与人之间的承

认是以认同的方式进行的。个体想要摆脱抽象

性、绝对普遍性，就需要获得更丰富的内容，

要获得这些内容就要行动。有行动就有目的，

目的直接指向自由意志的定在，促使个体去行

动。主体通过从目的到责任的逻辑理路在客观

世界中凸显自己的主体地位：只要谈到目的就

必须考虑到其背后的 “故意”，故意意味着主

体的个别性直接地存在于行为中，它是个体行

为的原初动力和原始价值；由故意而发的行为

是个体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自由在行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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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选择”的方式呈现，个体有选择行为方

式、手段的自由，不同的选择凸显的是个体主

观上不同的价值理念，正是在差异化的选择中，

自由赋予了个体行为价值；行为的结果是 “故

意”具象化和 “选择”现实化的产物，它表

明，自由意志已经从最初的思维的存在发展成

为现实的存在，主体的意志贯穿 “故意”到

“结果”的全过程，也主导了主体从思维中走

进现实。

当然，这只是黑格尔在道德阶段为承认的

实现描绘的理想图景，要想真的在现实中获得

承认，最终还是需要进入到伦理世界中，但我

们至少能够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不论是目的

还是选择，抑或是最终的结果，它们都是个体

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

自由意志的价值。所以，在这里，与其说对人

与人之间的承认是以对主体特殊意志、特殊目

的的肯定来表达，不如说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

自由意志价值的承认。更进一步来看，承认的

是主体自由意志中合于理性的那部分价值，这

些价值最终建构起了不同主体意志之间苦苦追

寻的共同点，引起了主体内部的共鸣。因此，

道德阶段中的承认是以价值认同的方式实现的。

承认的最终实现是在伦理世界中。在伦理

世界中，个体是黑格尔所说的活着的善的实体

性存在，个人存在及意义的根据源于伦理共同

体。每个单一的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有限性

导致个体生命活动的偶然性。对自身有限性和

偶然性的克服需求助于伦理共同体，因为伦理

共同体是凭借其历史的延续性而具有稳定性的，

而单一的个体又是生活在伦理实体之中，是伦

理实体的一员，所以伦理共同体对个体而言就

具有永恒性、本源性的存在。到了伦理的世界，

个体借助伦理的客观性扬弃了自身的主观性，

获得了伦理的造诣。

伦理世界主要由家庭、社会和国家构成，

个人在世界中首先接触的是家庭，不论是夫妻

关系、兄弟关系还是亲子关系，都是家庭对个

别性的人的人格认同。这种认同源自自然的血

缘亲情，个体自一出生就被打上了家庭的烙印，

以至于人们见到幼儿不会问这是谁，而是习惯

性地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因此，家庭中的个体

并没有特殊性，它依附于家庭，仅仅保有最普

遍的形式。家庭对个体来说是一种伦理约束，

它的约束力在于家庭成员的个体关于相互依赖

的积极认识，这种承认的形式并不是理性的。①

最初的个体只是在家庭中作为家庭成员被家庭

的其他成员所意识到并给予承认。但家庭中的

个体内在的二重性终将打破这种现状：神的规

律和人的规律在个体内部相互运动转化，个体

只要行动就会产生黑格尔说的 “悲怆情愫”。

但事实上是，家庭通过传统沿袭和教育子女，

使个体获得向外发展的能力，虽然个体走入社

会和国家这广阔的伦理世界中看起来是家庭的

解体，但这并不代表家庭就此消亡，而是家庭

作为伦理实体的一部分已经有机融入整个伦理

世界中了，不仅家庭成员融入伦理世界，而且

家庭的精神性也被带入伦理世界并为其接纳、

吸收，成为伦理精神之一部分，并且随着个体

在伦理世界中的努力，家庭也将在其中收获其

实体性。这里的问题在于，家庭中的个体是被

家庭成员所承认的，他依附于家庭，是抽象的

普遍性的人。但要区别出 “这一个人”，就需

要赋予这个个体特殊的意志。个体就不得不置

身于伦理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特殊意志。

由于个体进入市民社会是为了寻求自身的

特殊意志，因此市民社会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是作为主体存在，

在个体的主体性基础上进一步生长出交互主体

性。这就使个人利益的特殊性获得了正当性和

合理性。市民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私利的领域，

个体的私利就是他的目的，他者不过是个体实

现目的的手段。私人的利益通过普遍交换得以

实现，但是普遍交换是有前提的，就是至少要

认可处于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追求自

己利益的平等权利。换言之，市民社会是一个

基于人格权利认可的普遍交换的社会。在市民

社会中，存在一对矛盾，就是个人的个别性存

在与普遍性存在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

·５７·

哲　学 从主奴关系到伦理和解：再思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承认问题

① ＲｏｂｅｒｔＢ．Ｐｉｐｐｉ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ｈ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００２（２），ｐ１６６．



获得认可，个体在社会中与志同道合的他者结

成 “集团”，与家庭靠自然血缘性作为认可的

基础不同，集团是以追求利益的方式将个体联

系为一个整体。黑格尔将集团分为三个阶层，

即农业、产业和公职，这种划分方式现在看来

比较勉强，但是关于个体性和普遍性矛盾，他

的一些观点是值得重视的。首先，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利益只有通过社会集团才能得以实现。

其次，当个体进入社会集团形成某种阶层，就

意味着他拥有了作为人存在的特定自由意志的

精神内容。最后，个体在集团或阶层中获得认

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通过集团或阶层内

部、集团与集团间的交互得以缓解。这样，个

体也就在市民社会中获得认可。

市民社会实际上在伦理世界中是作为家庭

和国家的过渡阶段而存在的。市民社会中的个

体获得认可，集团的出现又使其不再单纯地作

为单一个体的原子式存在，个人由此成为社会

中的成员，具有实现自身利益的力量。问题是，

如果个体只是处于市民社会中，那么他和他的

集团所追求的利益依然是特殊的、一般性的存

在，对他的承认或认可范围仅限于他的集团或

者与这个集团有着共同利益的其他集团，且契

约下的承认还是随意性的，只要个体不再认同

契约，便不再承认他者的权利。集团的利益想

要得到保障，个人想要获得更高的、更普遍的

承认，就需要国家为其保驾护航。国家是个体

自由的现实化，它通过政治制度和行政等手段

维护个体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个体通过在

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活动中获得承认，将自我

利益与普遍利益统一。

在国家中，个体的身份从市民社会中的市

民转向国家中的公民。这个转变过程即是家庭、

社会对个体的教育过程，黑格尔称教育的绝对

目的就是为了人的解放。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

的教育，都指向一个现实目标：使个体远离自

然性，具备社会性和人性，将个体由特殊性存

在上升为普遍性存在，使个体成为普遍中的特

殊。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则是黑格尔说的 “人的

解放”，从表象来看，个体由于接受了教育而远

离自然性，遵守市民社会的契约，受实体的规

范约束，仿佛个体的自由受到了限制，而非获

得了解放。但实际上黑格尔的意思是：一方面，

教育去除人的自然属性，使人不再受自然欲望

的束缚，从而达到自由状态；另一方面，教育

将单个的、特殊的个体提升为普遍的存在，使

其获得普遍性。当个体获得了这种普遍性，他

就从市民身份转向了国家公民，获得了实体的

承认。

国家的承认，具体来说就是：特殊性与普

遍性的统一，在个人的需求满足上显示为私人

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私人利益在市民社会

中只是个别的、特殊的利益，它的具体内容充

满了个体主观的任性，依靠社会的外部力量保

障其客观性。经过市民社会的教化，成为国家

公民的个人已经自觉地认识到，私人利益的实

现与整体利益的实现是同一的，国家公民的权

利和义务就是这种同一性的一体两面。在抽象

法那里，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交换关系中的统

一：个体享有多少权利就要履行多少义务，在

交换活动中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抽象法阶段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普遍形式的

统一，它只是提供了普遍的形式，但于具体内

容却无能为力，这是在交换基础上的统一。而

国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则是存在的统一：

个体作为国家成员履行义务是因为其意识到离

开国家这一伦理实体，自己就不能作为现实的

特殊个体存在，因为脱离了国家这个伦理实体，

个体就失去了其普遍性，只有特殊性没有普遍

性的个体是没有现实性的。此外，在国家中，

特殊的个体是伦理实体的定在，国家通过无数

个体成为具体的定在。所以，个体只要履行义

务就说明他是国家的一员，单凭个体是国家成

员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享受与其他国家成员同等

的权利。也就是说，一方面，个体存在的意义

就是按照伦理实体的普遍性命令去生活；另一

方面，国家这一伦理实体是依靠每个特殊的国

家成员具体实现的，因此每个个体成员的权利

都是同等的，且被国家所承认。个人在国家中

的权利与义务存在的统一所表明的是：只要个

体是国家成员，他就能享受到与其他成员一样

的平等自由权利，同时他也必须承担义不容辞

的义务。因此，在伦理世界中，个体的意志的

特殊性与国家意志的普遍性统一，使个人与个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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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从 “斗争”走向最终的

“和解”。

结　论

通过以上对黑格尔精神哲学中承认理论的

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黑

格尔的承认理论将个体视为伦理实体的有机组

成部分，在伦理世界的生成、发展中讨论个体

的承认问题；第二，虽然黑格尔在主观精神阶

段也同意以 “斗争”的方式来理解 “承认”，

但 “斗争”只是承认的初级阶段，只有在客观

精神阶段，经过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教育，成

为共同体的一员，个体才会真正获得承认；第

三，在黑格尔完成了从权利契约式承认到伦理

角色式承认的理论设计，他反对契约式的牺牲

个人权利来达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 “承认”，

强调的是伦理的 “承认”或 “和解”，是在尊

重个体意志、考虑个人伦理角色的前提下，促

成个体意志与共同体意志的最终统一。

黑格尔深刻认识到，个体的特殊性与实体

的普遍性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平衡，力图为此提

供一个主客双向的解决方案。事实上，黑格尔

与契约论者在承认理论上的分歧本质上是对人

类秩序归宿的分歧：前者的归宿是契约式共和，

后者归宿是在伦理精神指引下的良善生活。较

为遗憾的是，学界关于黑格尔承认理论的研究

基本聚焦于 “为承认而斗争”，忽视了黑格尔

在客观维度为我们提供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但

在黑格尔之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霍耐特，都

用自己的理论证明了只有以客观维度为指向，

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承认理论，才能回应现时

代提出的 “承认问题”。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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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边疆地区的城市变迁与国家建设

———以西双版纳景洪为例

高　景
［西南林业大学，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摘　要：外在形制不突出的景洪作为西双版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当地贵族与平

民二分的社会结构、居住格局和婚姻形式，以及土地公有，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相互契合。民国时期

西双版纳土流并置的政治格局催生了景洪新旧两城并存的城市建设样态。政治体系改革的不彻底直接

影响了国家建设的效果，进而导致景洪新旧两城转型与建设双输的格局。清末至民国景洪城形制与转

型的历程，不仅为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思路，也为理解政治体系转型背景下国家建

设与城市发展提供了帮助。

关键词：城市；土流并置；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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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

与国家建设密不可分。历代王朝经略边疆，大

体以军事为先导，继而设府立县、派遣流官，

形成以府县城为中心，以政治、军事、文化、

经济为辐射力量统摄周边的教化格局。在这一

模式中，城市设置及运行的效果，往往成为中

央王朝经略边疆的晴雨表。

国内历史学视野中的城市研究，已经对城

市的界定与起源，①中国古代的城市形态，②重要

城市的城市史，如北京、③西安、④成都⑤等等，

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下城市的转型与

现代城市的诞生⑥等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

论。在这一研究脉络中，民族地区城市史研究

开始时间较短，成果相对薄弱。⑦但是，现有历

史学视野下的城市研究，基本是针对已经纳入

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家直接治理的城市开展的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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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些城市进入统一王朝国家之前的样貌

及发展脉络，显得较为模糊。事实上，城市的

出现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在进入统一王朝国

家直接治理体系之前，城市的相关研究更能为

理解地方社会的结构与运作提供帮助。而且，

这一研究还能为地方社会进入国家直接治理体

系之后国家建设的落地及其后果提供检验尺度。

西双版纳是西南边疆土司政权存在时间最

久的区域之一。从元代设立彻里军民总管府起，

直至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双版纳，共

６００余年。这期间，从１９１２年建立车里殖边行

政总局开始，西双版纳进入民国政府直接治理

范围，但土司未废，形成土流并存的双重治理

格局。景洪作为车里宣慰司及后来车里殖边行

政总局和车里县府所在地，一直是当地的政治

中心和主要城市。通过考察从清末至民国景洪

城的变迁，能为理解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

结构和进入国家直接治理体系之后国家建设的

效果提供重要视角。

一、清代西双版纳传统

　　地方社会中的景洪

　　元代开始的土司制度，在明清两代得到不

断完善。明代对云南傣族地区的经营，首先表

现在官制上。明朝将土司分为文、武职两类，

不同土司各有品秩和相应的冠带、印信，而百

夷土司俱为文职，隶于户部。永乐年间，明朝

制作了百夷土官的信符、勘合、底簿等，分别

颁给缅甸、木邦、八百大甸等土官，详细规定

了土官与中央进行联系的方式，以及土官的职

权职责。在土司承袭过程中，朝廷批准成为必

备的环节，这确立了明朝对傣族土司的权威地

位。此外，明朝利用朝贡、却贡与兵威，减免

与催缴差发银等手段，灵活处理与百夷土司的

关系。① 清代对百夷土地的管理，一方面沿袭明

代土司制度、处理土司问题的相关手段，另一

方面，清前期以后现代国家意识与边界管理需

要的增强，② 推动清政府不断在土司地区实行

“改土归流”，将以往 “间接”治理的地区纳入

编户范畴。③ 雍正年间，西双版纳曾推行过改土

归流，当时主持改土归流的鄂尔泰以澜沧江为

界，计划将车里宣慰司澜沧江以东即江内的区

域改为流官治理的范围。但这一改流非常不彻

底，一来没有设置府县派遣流官，二来派驻在

车里宣慰司北部边缘的绿营兵因瘴疠原因很快

撤回思茅。西双版纳地方史书 《泐史》基本没

有关于这次改流的记载。可以说，迄至清末，

西双版纳土司政治体系相对完整且有序。

在土司政治体系中，土司驻地景洪成为最

主要的城市，并成为地方政治、社会结构、经

济生活的中心。景洪作为车里宣慰司驻地，具

有当地最复杂的政治体系和数量最多的地方官

员。宣慰司的行政体系包括： （甲）正印宣慰

一人。即正式承袭在位的车里宣慰使，职位世

袭，是全境最高的行政首领，统辖十二版纳境

内各土司。 （乙）亲贵。依土司袭职管理，宣

慰职位必由嫡亲长子承袭，宣慰的亲弟兄，便

依次称为二宣慰、三宣慰，这便有如亲王。这

些亲王对宣慰政权无过问或干预权，但却可由

宣慰制定村寨加以管理，或被派为宣慰署的重

要执事。 （丙）中央大员。宣慰署内的重要大

员，傣语呼为 “大叭”，其数多至三十余人，

各有固定的职掌。因所司职务的轻重不同，所

以地位也便有高低之别，职权最高的一人名叫

“总叭”，土语称为 “都弄稿”，是宣慰的内阁

总理，其下统率四个大叭，分掌粮食、人事、

马匹船只，宣慰私人庶务；再下则每一事设一

大叭经管，合若干村寨为一区，亦立一大叭主

管，散居四山的他种边民，如阿卡、攸乐、倮

黑，也各立一大叭分管，甚至宣慰署畜养着的

一条大象，也有一个大叭专管。这些大员，除

了土司的近亲外，必须是有力量的大头目，方

能应任。 （丁）议事庭。近似现代国家中的参

议院，由十二版纳境内土司各司推派一个代表，

会同宣慰使署中的各大头目组织而成，宣慰不

能参加。公推出一人来为议长，土名 “召景

哈”。④ 这些官员各有家庭，另有为官员提供服

务的仆人及其家庭。他们组成景洪的主要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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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家庭和社会结构方面，为维护城市

居民与普通村寨居民相互分离的居住格局，西

双版纳傣族社会实行贵族与平民二分的婚姻制

度。① 贵族由车里宣慰使及其血亲、西双版纳境

内各勐低级土司组成，为男性单系继嗣家庭制，

以嫡 （长）子继承土司职位为核心原则。土司

盛行阶层内婚，各不同等级土司间组成通婚圈，

相互嫁娶子女。平民为不均衡双系继嗣家庭制，

以从妻居为主要家庭组成方式。贵族与平民二

分的社会结构，还体现在不同阶层的人所能担

任的官职及所代表的社会地位上。土司亲属占

据了当地政治体系中的大部分职位。平民只能

担任低级别官员或村寨头人。

这种贵族与平民二分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能

长期存在，与西双版纳独特的土地分配制度有

关。在土地公有、平民领有份田的基础上，② 多

数平民可过一种均质化且大致温饱的生活。与

土地公有、定期分配的土地制度相配合，土司

按照土地面积占有田租，并以村寨为单位分配

劳役。土司政治体系中的官员，则按照等级的

高低分别领有不同面积的薪俸田。在田租和各

项劳役的支持下，贵族享受一种超越平民的优

越生活。

西双版纳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平民与贵族

二分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手工业

和商业的发展。耕者有其田且种地必出负担，

平民缺少出现专业手工业者的条件和激励环境。

因此，西双版纳地方社会所能提供交易的物品，

以农产品和兼职加工手工业品为主。而土司所

在的城市，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往往也成为

人群定期集聚的中心，优先成为自发的货物集

散地，即初级市场。

概言之，在西双版纳传统土司政治体系中，

城市是社会的枢纽，具有重要的角色和功能。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史籍中见到的景洪城，又

往往形制简陋甚至被忽视。关于傣族地区城市

或居住格局，在唐代及以后关于傣族地区的志

书中，有一条相对稳定的关于城市的线索。唐

代樊绰著 《云南志》记载芒蛮部落 “楼居、无

城郭”。③ 《新唐书》《元史》延续这一记载。明

代正德 《云南志》孟养军民宣慰使司风俗 “其

土下湿，夜寒昼热，多濒江以竹楼为居”。④ 明

钱古训和李思聪分别撰写的 《百夷传》，钱本

《百夷传》记载，“所居无城池濠隍，惟编木立

寨，贵贱悉构以草楼，无窗壁门户，时以花布

障围四壁，以蔽风雨而已”。⑤ 李本 《百夷传》

与钱本结构基本相似，但关于城的记载稍丰富，

“无城池可守，惟因高山为寨而已……公廨与民

居无异，虽宣慰府亦楼房数十而已。制甚鄙猥，

以草覆之，无陶瓦之设。头目小民皆以竹为楼，

如儿戏状”。⑥ 万历 《云南通志》对傣族人居住

环境的描写相对钱、李本 《百夷传》又稍详。

在 “无陶瓦之设”后，增加了 “富者以陶瓦盖

屋，必有天火烧之。头目小民多以竹为楼，富

者结构亦齐整”⑦ 等句。此后天启 《滇志》、雍

正 《云南通志》对傣族居住环境的描写，基本

延续李本 《百夷传》和万历 《云南通志》，但

又有简略。两本都写作 “公廨与民居无异，虽

宣慰亦止竹楼数十间，上覆以茅，用陶瓦者辄

有火灾”。⑧ 以上从唐代至明代的简略记载，都

载明傣族地区城市无城墙，且形制简单。

清代的记载中，景洪城的面貌相对清晰一

些。清嘉庆及道光年间，宣慰使刀绳武与其叔

刀太康相争。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年），缅王加赠

刀太康衔为 “左?纳戛剌麻哈辋萨霸瓦剌稣昙

摩逻”，并准用宝座仪仗；宣慰使衙署准分割

为十二间，两楼一底，底层通常不分割，得覆

瓦，屋柱得贴金四棵，而命其仍回景永 （即景

洪）任职。⑨ 这是景洪城土司衙署格局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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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且详细的记载，且突出了宣慰使衙署的建筑

形制和装饰特点，与普通民居有截然的差异。

从这一时期开始，宣慰使的衙署屋顶明确可以

覆瓦，立柱可以进行装饰，与民居有了制度上

的区别。大约 １５年之后，英国人麦克劳德

（Ｍｃｌｅｏｄ）到访车里宣慰使，详细记载了宣慰使

驻地的形貌：“这座规模不大的城镇坐落一系列

山脉的西面，山脉南北延伸，在它的前面，流

沙河和澜沧江汇合在一起，在雨季，它们的水

域形成一片广阔的区域；然而现在，这两条河

流都被限制在狭窄的河床内，只有一片平原上

的沙子映入眼帘。这地方没有防御工事；有一

条宽阔的路从它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沿着这

条路有许多中国人的房子，外观很简陋；街道

很窄，比小路好不了多少，它们沿着山坡向上

延伸。没有规律，沿着梯田挖了一些可以建房

子的地方。这座宫殿是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

矗立在小镇北端的山脚下的高地上。唯一值得

注意的是两三座寺庙，山上的一些小宝塔，以

及随处可见的几棵榕树。除了流沙河谷外，周

围的乡村都是丘陵，地貌极其贫瘠……宫殿四

周有一堵１５英尺高的砖泥混合的墙；它所覆盖

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这座建筑是坚固的，

巨大的，装饰着漂亮的雕刻和镀金的装饰品；

它的建造使用了大量的石头。上面铺着我提到

过的闪闪发光的瓷砖。在大门的两边各立着一

头用一整块石头凿成的大狮子。”① 除宣慰使之

外，麦克劳德还拜访了多位贵族。在其日记中

记载，议事厅长的 “房子非常简陋，面积很小，

大约 ４０平方英尺，建在柱子上，四周铺着竹

席，根上长满了草”。这种房子的 “一个很大

的不便在于烟雾只能通过门或强行通过屋顶才

能逸出；天气通常很冷，晚上需要生火”。② 而

宣慰使母亲所居住的房屋有 “一段漂亮的木雕

楼梯……一间宽敞的房间，墙上贴满了镀金和

彩纸。支撑屋顶的柱子用红色和金色的彩带装

饰，房间装饰着中国灯具和图画……房间高大，

家具舒适。有一间中式的房间，摆着几张大理

石桌子，供汉人官员使用；建筑物的各个部分

都使用了大量的石头”。③ 这里所载的宣慰使驻

地即景洪城，位于澜沧江与流沙河交汇处对面

的山坡上，今景洪市西双版纳勐泐文化旅游区

东侧一带。

清中叶以后，西双版纳傣族平民仍使用草

顶竹楼，而土司和贵族已主要使用木质材料来

建造房屋。按照规定，车里宣慰使衙署可使用

１２４根木柱，柱下垫有石墩，以防白蚁，顶上

覆以红色薄瓦片。平民房屋不能使用石、木材

料，也不能覆瓦顶。宣慰使之外的土司头人所

盖的瓦房，四周必须留出部分覆以草排，以示

低于宣慰使一等。另外在房屋屋顶的形制、楼

梯、装饰壁画等方面都有相应规定，突出宣慰

使、其他贵族和平民房屋的差异。④

总体而言，迄至清末，关于景洪城的记载

仍相对有限。我们只能辨别景洪城的地址和环

境，规模上算不大的城镇，依旧没有明显的城

墙壕沟，⑤ 主要依靠天然地势形成一个易守难攻

之地，城中最壮观的建筑无疑是宣慰使的衙署

和寺庙，其次是其他贵族的住宅。

二、民国时期西双版纳政治

　　体系变迁与景洪新城　

　　清末，西双版纳爆发了因勐海土司职位争

袭的 “遮顶之乱”。为了平息冲突，清政府调

柯树勋率兵进驻勐海。 “遮顶之乱”平复后，

柯树勋常驻西双版纳，主持了之后一系列的改

流过程，使西双版纳开始进入民国政府的直接

管理范围。关于这一段历史，李拂一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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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关于傣族地区城市为什么没有城墙，有研究认为与傣族地区的分散性内部政治结构和独特的外部政治势力共同作用有关。

参见黄晓赢：《无城之邑———傣族土司区域城市的特征及其政治内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年）一月， （在缅）逃犯叭

康亮散布谣言，声称即将入边报仇，边民惊恐。

迤南道方宏纶，巡按使刘钧，以伏患未除，非

威信素著，不足以资震慑，电准都督府，复命

先生 （柯树勋）至边，督带各营，主办善后改

流事宜。七月，各区编查户口完竣，先生 （柯

树勋）乃斟酌边地情形，并参以英人之所以治

理勐艮者，上治边十二条陈，存土司，蠲繁苛，

规划十二版纳全境为八行政区，设总分各局，

做将来改县之地步。政府纳其议，即任先生

（柯树勋）为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兼第一

区。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年）一月创设普思沿边行

政总局于车里宣慰街之庄董佛寺。”①

民国元年划定的八个行政区设置如下：普

思沿边行政总局，兼第一区，领车里宣慰使、

橄榄坝土把总两土司之地及攸乐诸大茶山；以

次设第二区行政分局于猛遮，领猛遮、猛阿、

顶真、猛满、猛亢五土司之地；设第三区行政

分局于猛混，后移猛海，领猛海、猛混、打洛

三土司之地；设第四区行政分局于猛笼，领猛

笼土司及景哈土目之地；设第五区行政分局于

猛腊，领猛腊、猛捧、猛丰、猛仑四土司之地；

设第六区行政分局于易武，旋移倚邦，领倚邦、

易武、整董、
!

得四土司之地；设第七区行政

分局于黄草坝，领普腾猛旺两土司之地；设第

八区行政分局于官房，领六顺、猛往两土司

之地。②

从民国元年设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开始，

柯树勋一直担任局长，成为民国政府在西双版

纳的政治领袖。１９２７年，柯树勋病逝于车里，

当时普洱道尹徐为光驻宁洱县城，委派孙天霖

继柯树勋任行政总局局长一职。随柯树勋进驻

西双版纳的两广人不满这一任命，挑起冲突。

事平之后，普洱道尹徐为光奏议云南省府，请

在西双版纳改设县制。１９２８年，西双版纳废局

设治改土归流，置七县，曰车里县、普文县、

佛海县、五福县 （南峤县）、江城县、镇越县、

六顺县，另设临江行政区。后废普文而成六县

一区。③ 于是各县分掌职权，各不相谋，一切政

令呈报均直接道尹及省府。其后道尹裁撤，而

普思沿边仍设第二殖边总办署，以总揽军民要

政，但公署则驻于宁洱县城，于沿边仅分驻殖

边总办军队一连于佛海县。④ 从１９２８年改设县

制之后，直至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双

版纳，西双版纳一直维持县制。

西双版纳一直以车里宣慰司所在景洪为政

治中心，柯树勋建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后不久，

出于政治、军事等因素考虑，选择在宣慰司所

驻景洪附近另建新城。李拂一记载这一段史事

为：１９１４年， （柯树勋）建殖边行政总局 “于

行政街 （即景洪）西北约１０里之景德移治焉。

景德为车里故都，旧有万户余，自经缅、暹大

掠之后，已无居民，唯遗佛寺残址十树于从莽

而已。先生 （柯树勋）披荆斩棘，垦辟荒莱，

筑市场，
"

商旅，盖颇费经营焉”。⑤ 新城开始

建设之后，该地复有人烟。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传教士杜德 （Ｗｉｌｌｌｉ

ａｍ，ｃｌｉｆｆｔｏｎＤｏｄｄ）记载当时所见景洪新城：汉

人在沿江而上离旧城约３至４英里处另建了一

座新城，当地人把汉人新建的城称为景迈。⑥ 其

实这个景迈建在几十年前已荒芜的一个旧城旁

边。这个荒芜的旧城现在还有一些古墙残迹可

见。景迈最漂亮的房屋是砖块砌成的，是汉人

摄政员⑦的住所。这所房子已建有８年了，是汉

人的建筑风格，牢固得象座炮楼，这位摄政官

员在西双版纳拥有绝对的权力。⑧ 从这一记载可

见，当时的景洪新城最显著的建筑是普思沿边

行政总局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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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拂一：《南荒内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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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拂一：《南荒内外》，第２０页。相似的记载亦可见李拂一著 《车里》一书。

傣语 “迈”意为新，景迈即新城之意。

即柯树勋。

《在西双版纳传播基督教见闻》，岩宰翻译，政协西双版纳委员会编：《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７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２２页。



图１　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建筑图①

１９２８年车里设县以后，景洪新城多直接被

称作车里县城或景洪。１９３１年，李文林考察边

地教育，所见的景洪城形制，是从澜沧江渡口

“上岸不一里，即车里县治，有美国教会，文武

庙宇，整齐街房，宏壮县府，分布于平原之

上”。② 武庙 “建盖雄浑，殿宇飞扬，回廊萦

绕，颇壮观瞻”。③ １９３９年，姚荷生考察边地，

归来完成 《水摆夷风土记》，其中有关于景洪

城的详细记载。景洪说它是城，实在有点骗人，

因为谁也没有看到它有雉堞起伏的城墙。若说

它绝对不是城，也有点冤枉，据说也是有过城

墙的，不过这城墙只是二三尺高的土垣而已，

现在有几处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而且城外还

围着一道护城河。城中只有一条十丈左右长的

街道，称为 “戛兰”， “戛”的意思是 “街”，

“兰”是 “新”。这是车里改流后新建的街道。④

景洪城中有两所壮丽的建筑。一是宏大深邃的

县政府，占地数十亩，围墙的四角部有碉楼，

简直是一座小的城堡。里面有庄严的大堂，广

大的庭院，崇楼杰阁，回廊深房。离车里县署

不远的对面，高大茂密的林中，芳草如茵的地

上，矗立着几栋洋房。墙壁全是用江边的鹅蛋

石砌成的，上面爬着绿色的藤子，屋顶盖着红

色的缅瓦、精巧、别致、美观，这是美国长老

会传教的地方，有教堂、医院、小学校和传教

士的住宅。紧接着县政府是关岳庙兼柯氏的生

祠，房屋已经破旧，现在稍加修饰，改为省立

车里小学的校舍。⑤

由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改设的车里县府位于城

中心偏西，前临火星道，后靠木星道，左为四纬

路，右为五纬路。坐西北，面东南，共辟前后左

右四门，大门正对中正路，占地八十余公亩，大

小厅事八十余间，均砖瓦构筑，当中之一幢，为

法庭及总办公厅；其前左右两厢，为各科办公

室；其右侧之一幢，为一得轩大礼堂，其左侧之

一幢，为小花厅，右厢后之一幢为监狱，左厢后

之一幢，为常备队部。大门内至两边，为卫兵

室、监狱管理员室及常备队队长室。总办公厅之

后为上房：包括主管及其眷属以及庶务杂差人员

寝室、仓库、大小厨房等。围墙四角，各有一碉

堡，常备队兵，轮班驻守。⑥

关于景洪新城的布局，现所见最为完整的出

自李拂一所著 《十二版纳志》（见图２）。从布局

图中可以看出，景洪新城傍澜沧江而建，背江建

一弧形土墙，所见城门有二 （应有三个城门），

城内街道并不方正，重要的建筑有车里县政府、

正对县政府之江边两市场，县政府左侧之武庙、

柯公祠，与武庙隔中山路相望的卫生院，沿中山

路向北侧城门方向所建的教堂和教会医院。街道

为 “井”字形道路网络，东西走向布局道路十

条，其名为土星、木星、火星、金星、宣化、

水星、太阳道；南北走向九条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纬路）。县城十字路中

心名为中山路和中正路相交，有滨江、环城路

围绕。东西为道，南北为路，规划得体。⑦ 从城

内重要建筑、道路等看，景洪新城的形制结合

了历史上常见的县城的形貌，并引入民国时期

新起的道路规划和命名规则。《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也引用了这张车里

县城图，但图片名称为 “民国时期车里县城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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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图”，并标注 “未实施”。①

图２　车里县城图②

整个民国时期，景洪新城内居民人数一直

较少。前引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传教士杜德所

见的景洪新城，“实际上没有多少汉人居住在城

里，因为这里天气极其闷热，只有一些军事方

面的人员和几个商人住在这里。除此之外，多

是傣泐和少数的其他民族”。③ 这些其他民族，

实际上是傣族的支系花腰傣。姚荷生在 《水摆

夷风土记》中记载，在小学的旁边，教会的对

面，有一处小小的村落，居民二三十家，全是

花腰摆夷。这些花腰摆夷，是因信奉基督教的

缘故，随牧师从元江迁到车里城中居住的。车

里城中，除了这少数的建筑外，其余全是芜草

占住的荒田和长满灌木林的荒地。④ 陈碧笙在

《滇边散忆》中，记载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左右的景

洪新城，“从前一定是个很繁盛的地方，可惜屡

经变乱，现在不过是人户不满 ５０的小市镇罢

了”。⑤ 可以说，景洪新城的城市建设在初期有

了些许的起色和规划之后，其后一直处于停滞

甚至衰败的状态。

三、土流并置政治格局下的

　　景洪旧城　　　　　　

　　民国时期西双版纳的改局设县，并未废除

当地的土司政治体系，而是在完全保留土司政

治体系的基础上，另置了一套民国政府的基层

政治体系。原车里宣慰司前期受殖边行政总局

和普洱道尹的双重节制，后期直接受第二殖边

总办节制。各勐土司受各局、县和车里宣慰司

的双重节制。

车里宣慰司在西双版纳有数百年的统治历

史，并以土司所在城市为中心建立一整套社会、

经济、文化体系，当地人习以为常。民国政府

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建设和控制力度一直被

人诟病，在西双版纳地区更是如此。柯树勋统

率殖边行政总局时尚能对车里宣慰司形成一定

的权威，改设县制之后，第二殖边总办远在宁

洱，车里县政府仅能控制有限的区域，因此车

里宣慰司事实上仍是西双版纳的政治中心。县

府与地方土司形成县府影响土司，土司实际管

控村寨的治理格局。在这一治理格局中，车里

宣慰司所在的景洪旧城成为与景洪新城 （车里

县城）并存的另一政治中心。

与清末相比，民国时期的车里旧城形制仍延

续了较开放的形制和小规模的人口。随着民国时

期政府官员的进驻和边政考察的兴起，关于景洪

旧城的记载相对之前更加清晰和详细。民国时

期，景洪旧城被称为 “宣慰街”或 “景岱”，因

澜沧江这一段当时有别名九龙江，因此又有人称

为九龙城。１９３１年李文林考察边地教育时记载，

“三十一日，住车里，往九龙城子，即宣慰司所

在地，道途修整…… ‘城子’有街，土署及人

家，均住山半，澜沧江与流沙河交流其下，地势

天然险要”。⑥ 据刀世勋回忆，宣慰街是宣慰使

·４８·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５期　　　　　　　　　　　　　　　　　　历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编：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３５页。
李拂一：《十二版纳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页。原图已不甚清楚。
《在西双版纳传播基督教见闻》，岩宰翻译，政协西双版纳委员会编：《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７辑，第２２１页。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８４页。
陈碧笙：《滇边散忆》，娄子匡主编：《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专号２民族篇》第１９册，台北：中国民俗学会影

印，１９７６年，第１０页。
李文林：《到普思边地去》，骆小所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４辑 《西南民俗文献》第１０卷，第１２７页。



司署和周边八个寨子的总称。宣慰使司署主要

有三栋房子，一栋是宣慰使的房子，就是宣慰

宫，傣语叫 “贺
!

”，“贺”是宫殿，“
!

”是

大；一栋是议事庭，傣语叫 “司廊糯”；还有

一栋是二宣慰的房子，傣语叫 “贺刚”。这些

房子都是干栏式的木楼，只是比一般的民居宽

大。整个宣慰街就是以这几栋房子为中心，村

寨分布周围。每个村寨都有寺庙，寺庙除了是

宗教和教育场所之外，还起到防守的作用，都

建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几座寺庙在宣慰街的

布局呈弧形，包围着宣慰宫和村寨。① 关于拱卫

宣慰街的村寨及寺院，晚近出版的著作中记载

为曼岗景、曼
!

东、曼帕萨、曼勒、曼瓦、曼

嘎、空柯等８个寨子，另外还有５座佛寺、３座

佛塔。② 居住在宣慰街的贵族人口，按照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的统计，共有１３０户。③

这８个寨子的成员，除宣慰使家族和官员

家属，即 “孟” “翁”两级贵族外，其余一部

分是 “鲁朗道叭”，一部分是卡召。鲁朗道叭

是贵族后裔和官亲，他们要为车里宣慰使服

“滚课” （侍卫）；卡召是召片领及其家臣的奴

仆。这些寨子还有一个习惯称谓就是 “三老四

练”，直译为 “三方四面”，有环绕在宣慰使周

围 “拱卫”之意。④

车里宣慰使作为西双版纳政治权威，其住

宅最有代表性，相关记载也最为详细。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所见的宣慰使官邸， “当初可能是一栋

宏伟壮观的建筑，但现在显得陈旧并且可以说

是脏乱不堪”，“宣慰使的御马监也饲养在宫院

内，官邸的楼下似乎无人照管，雨季到来时野

草丛生。但这里住着不少人，多是召法 （即宣

慰使）的随从，也有妇女和儿童。住在这里的

儿童足够组成一个足球学校了。”宣慰使 “本

人吸大烟，他有不少的孩子，这些孩子看得出

来都很聪明，其中有一个男孩曾到过曼谷，这

对傣泐人来说可算是到过最远地方的人了”。⑤

陶云逵在 《车里摆夷生命环》中，详细记

载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所见的车里宣慰使和二宣

慰的房屋。车里宣慰司的房屋，亦即司衙，共

有五十几棵柱子，横的方面分为五行，每行约

有十二个光景。长的方面，十二行，每行五个

柱子，但在此五个主要柱子之外，另有若干辅

助支柱。房屋全长约七十英尺，宽约四十英尺。

高约三十余英尺 （自地至楼板约十英尺，自楼

板至脊梁二十五英尺）。⑥

楼分两层，以木板隔之。上层住人。木板

之下，在诸柱之间搭以横梁，俾使稳固。地板

至房脊之间，复隔一层板子，此板之上，不住

人，只作储物之用。以木板为墙。但此木板，

分为两部，上部活镶于槽中，可以移动，开之

为窗口。下部死镶成短墙。屋墙之外为凉台或

走廊。走廊用栏杆围起。宣慰使之房屋，只南、

西、北三面有走廊，东面无之。⑦

房共开四个门，两个向西，一个向南，一

个向北。但此四个门并非通到外面，而是通到

走廊，走廊通外，有两个门，均向东 （即在东

向的那一面墙的两旁）。靠北边的是正门，男子

出入。靠南边的是后面，女子出入。此两门之

下，均有楼梯，达地。此大屋，隔为三大部分：

金殿、饭厅和卧室。金殿即客厅，在全屋之北

端。此处为宣慰使会客、受贺的地方。此部分

之东墙，有宝座一座。金殿之北面或右面有一

门，通至走廊，以达地面的楼梯门。饭厅在屋

之西南角，东西南北各一门。西通西走廊，南

通南凉台，北通金殿，东通卧室。饭厅之内有

两个火塘。为平日做饭、煮水、吃饭、烤火的

地方，也是最常用的一间屋子。在饭厅之西北

角，留出一块地方，用木板隔开，作为男仆人

·５８·

历史学 近代边疆地区的城市变迁与国家建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刀世勋口述，陈湘采访整理：《从末代傣王到民族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西南文化研究·民族调

查资料选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６２页。
征鹏，杨胜能：《新编西双版纳风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３页。
《勐景洪傣族社会经济情况调查》，国家民委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

员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５辑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８６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４７９页。

参见 《西双版纳召片领封建统治有关调查资料》，国家民委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

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５辑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８６卷，第４５２页。
《在西双版纳传播基督教见闻》，岩宰翻译，政协西双版纳委员会编：《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７辑，第２２１页。
参见陶云逵：《车里摆夷的生命环》，《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９１页。
参见陶云逵：《车里摆夷的生命环》，《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第４９１页。



的住房。卧室在东面，又以板隔为五格或五间。

此五格中之一格为宣慰使早晚念经的地方，供

有一佛龛，及小榻一个。壁上挂有步枪。第二

格是他自己的寝室。中放以榻。卧时头在东面。

第三格为其夫人寝室。第四格为其妾寝室。第

五格为其子女寝室。在其子女寝室一格之后，

另有一小间为女仆居住之用。①

关于宣慰使房屋内卧室使用情况，刀世勋

的回忆与陶云逵所记有所不同。在刀世勋的回

忆里，他大伯 （即宣慰使刀栋梁）和妻妾、子

女都住在这栋楼里。男的女的分开，中间隔一

个家神位。大伯带着他的侍从保卫住一边，大

妈、两个小妈带着子女们在一边。大伯那边，

侍从有五六个，在他旁边倒倒水、烧烧烟，听

他使唤。保卫有七八个，这些保卫都是宣慰街

头人的子女来做。②

以已接受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熏染的人士看

来，车里宣慰使的房屋，也无甚值得夸耀处，

“建筑得很简单拙劣，也没有雕刻、油漆和一切

其他的装饰”。房屋的会客室，因没有窗子，

“里面的光线非常黯淡，时时都像是黄昏”。房

间内的摆设也凌乱，宣慰使宝座旁 “有两个武

器架，胡乱地插些铁枪与缅刀。墙上凌乱地贴

着主席厅长们赐给他的玉照，来访他的人的名

片和一些彩色的广告画”。③

车里宣慰使司政治体系的立法兼行政机构

是由各大臣组成的议事庭。由于议事庭具有仅

次于宣慰使官邸的政治地位，民国时期文献中

也多有记载。李文林记载所见为： “九龙议事

庭，系一平方建筑，四面皆窗，中置竹席，即

各首人坐而议事之所，四方为转道，亦铺竹席，

则两造人所任与旁听席位。”④ 李拂一 《十二版

纳志》记载：议事庭临澜沧江滨，接近宣慰使

官邸。系一亭式建筑，亭中央有木栏，栏内设

地席为八大头目之议席，栏外为其余头目之议

席。均无鮝椅，亦别无陈设，甚简陋也。⑤

居住在宣慰街的其他贵族的住宅，虽然按

照规制也可享有一定的特殊待遇，如木柱的数

量可多于普通民居而少于宣慰使住宅、可使用

瓦顶等等，但这些待遇能享用与否，还与贵族

的实际财力有关。

与景洪新城冷落的人气相比，景洪旧城要

热闹得多。尤其是重要节庆期间，西双版纳各

勐土司均派代表到宣慰司署，与城内居民共同

庆祝。姚荷生对１９３９年景洪旧城的傣历新年进

行了生动描述。新年第一天的下午，在宣慰府

前的江中举行赛船。澜沧江在这里正转一个大

弯，江心还有一片沙洲把江分为两半，仅宣慰

府的这一半，江面较窄，水流平稳，赛船没有

一点危险。岸上和沙塔上临时搭了许多竹棚，

岸上的棚内是太太们在卖米线和其他零食。滩

上的棚内都是未婚的姑娘，有些卖生荸荠，有

些卖米酒、熟鸡，有些卖红纸竹骨的折扇。连

绵数百步的粉白黛绿。沙滩中央另有三大间竹

棚，里面大床上铺着毛毯和烟具，这是为宣慰

使全家和大臣们预备的。⑥

沙滩上的人愈聚愈多，把空气嘈得沸腾起

来。各寨的姑娘也都排队走来，她们穿着新衣，

戴着鲜花，撑着纸伞，细步姗姗。一片锣鼓之

声之后，赛船的队伍结队而来。每个人头上戴

着一顶纸做的奇形怪状的冠冕，前面的敲锣击

鼓，后面的人扛着木桨，在沙滩上游行一周，

然后上船去。参加竞赛的船共有５只，一只是

橄榄坝的，一只是景哈的，其余三只全是景洪

坝的。船上装着纸扎的龙头和龙尾。每只船上

有十五六个选手。船首的一人戴着纸冕，船中

坐着的前四个人敲打锣鼓铙钹，后面十个人划

船。不久三声炮响，宣慰使由府起身，龙旗、

国旗飘扬而来，旗后召景哈坐着赤兔马，左右

有人撑着两把大金伞，随后一排缅刀队和一排

来福枪队。宣慰使没有骑马，在大金伞下一面

走一面挥舞着手杖，后面跟着他的家属和许多

大小的头人。宣慰使进棚坐定后，竞赛正式开

始。竞赛结束之后，赛船队员把船划到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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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桨走上滩来，到宣慰使坐的棚前一起跪下，

高声歌唱，庆祝新年。宣慰使命左右赐他们每

人一杯酒和少数的钱，获得冠军的船的选手，

每人另赏一块薄银片。暮色苍茫中，人们纷纷

离去，宣慰使也起驾返宫。一会儿炮声三响，

表明他已经抵府了。①

新年第一天的晚间，各寨在空地上放火花。

他们的火花，做得像一个极大的爆竹，放在地

上，燃着火线后，不久就听得嗤嗤的声音，不

久便有万点萤火从筒中飞出，鼓声也开始咚咚

地响起来。人们在火花周围排成许多同心圈，

跟着鼓的节拍跳舞，直闹到夜半方罢。②

新年期间，傣族也有贺年的礼节。各勐的

土司都派祝贺的专使到景洪来，由召景哈率领

去朝谒宣慰使。一个一个地依着地位的高低膝

行到宣慰使前，呈上土司的贺礼，并背诵祝词，

然后代表土司向宣慰使宣誓效忠。宣慰使则用

手在他们头上摩抚，并为他们祝福。在平民家

中，年轻人则向长辈拜年。③

在新年期间，当地傣族除在景洪旧城和各

村寨举行庆祝娱乐活动外，还会列队到景洪新

城拜会车里县长及县府重要官员，④ 这是景洪新

城一年中难得的热闹光景。

四、土流并置格局下的国家建设困境

民国政府在西双版纳地区的改制与建设，

一直处于曲折和动荡状态。在土流并置的政治

系统中，局、县政府固然负有更高的政治权威，

但土司实际威权并不明显示弱，局、县以下，

基本为土司政治体系所覆盖，或由土司政治体

系转设为区、保等基层政治体系。这一双重政

治体系，一直延续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一改

革完全不彻底的土流并置格局，给民国时期西

双版纳的建设留下一系列问题。

经费方面，民国政府在西双版纳征收的经

费，有随时间而逐渐增加的趋势。当地民众承受

的负担也日益加重。民国初期，柯树勋任普思沿

边行政总局局长，向边民征收的经费是每户年征

户捐一元六角，以半数做总分各局行政经费，以

半数作各土司赡养；另折工四角，作修路造桥及

兴建各区衙署之专款。严禁土司苛派。⑤ 虽然这

一政策执行情况，尤其是以户捐一元六角之半

数，即八角做各土司赡养费，严禁额外苛派这一

条执行情况存疑，但相较于民国后期各县向平民

征派的款项，则这一时期已无疑算轻。

民国后期各县向平民的征派，以车里县为

例，１９４４年，全县傣族每一户向政府缴纳的款

项，其名目及数量如下： （１）县政府行政经

费，每户每年纳银币六元。此项经费的征收，

自民国初年改治以来，便定为常例，名曰行政

经费，初时征收甚微，每户每年仅银币四角，

后逐年增加，到１９４４年达到每户六元之数，更

易其名曰房捐。（２）教育费银币一元。此款自

１９４４年新增，专作办理全县小学经费，交由县

政府统筹支付。（３）乡公所经费。每户二至三

元，由乡公所直接征收。（４）招待应酬费。遇

县长或县府人员下乡，或省方委员到境，旧例

一切食宿?马费，都由民间摊派供应，离境时

并须致送礼物和旅费，倘遇贪污的管理，则苛

索敲诈，故人民每年对此项负担，其数目多少

无从预计，车里猛笼乡民１９４４年全乡共摊派招

待费银币六千元，平均每户纳银七元，其数已

超过县政府正式征取的行政经费。 （５）?役

费。这是抗战期中大军驻境时的一种特别负担，

边地交通不便，运粮运械，都要派民?肩挑背

负。每一?役日行五六十里，只能负重２０余公

斤，若运一团兵士三日军粮到百里路外，便非

征派百民?不可。摆夷并非每户都随时有闲人

可供征派，所以每一派到无人应征之家，便须

用钱雇请?役代替。在车里境内，每雇一民?

行一日程，代价少则银币２元，多至５元。据

车里橄榄乡统计，当边地战事吃紧军运最繁的

１９４２年，全年内每一户摆夷平均负担了１０４名

民?，若以每名雇价３元计，则该年内每一户

摆夷所负担的民?费，达银币３１２元之巨。⑥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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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去除最后一项不常征收的?役费，其余４项

合计每户对政府的负担为银币１７元，相较于民

国初年的２元来说，已经增长了７倍多。同时，

土司政治体系的完整保留，使得平民对土司和

贵族的负担丝毫没有减轻。① 平民缴纳的田租和

承担的各项劳役，是宣慰使和贵族赖以生活的

重要基础。这就导致民国城府陷入经费方面难

以解决的困局。一方面，政府的存在和计划完

成的建设需要平民缴纳更多的税费，另一方面，

平民在传统的供养土司之外再缴纳一系列税费

供养县府。平民负担日重而地方建设毫无改善，

当然怨言不止。

１９３３年，李文林建议将佛海、五福两县合

并为一县，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轻向平民征收

的行政经费。其在建议书中说：“沿边各县，因

地广人稀，田地公有，向未办理升科，县府收

入，只有户捐一项，除各项行政费用外，所余

实已无多……五佛两县府，相距数十里，仅中

隔顶真小山而已，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两县

乃及车里。即就治理而言，五佛合并，设县府

五福，佛海系沿边商业中心，设公安局即可敷

治，原无县府房屋，可以无需另建，五福则以

营房为县府。两编合并，可节省一县之户捐而

为两县之建设费用。不惟人民减少负担，则官

斯土著，亦可公私有济，不必巧立名目，苛摊

人民耳。”②

除经费问题之外，民国政府在西双版纳开

展的政治改革与国家建设，还需解决官员和各

机关工作人员的派驻问题。受限于西双版纳遥

远的地理位置、陌生的地理和生活环境、令人

为之色变的瘴疠，以及土司数百年之影响，整

个民国时期，除少数地区或人员外，政府官员

在边地的施政效果并不理想。这种不理想，一

方面体现在民国政府派驻的县长与边地土司间

的龃龉，另一方面是边地特殊的环境使得派驻

到边地的各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具备更高的素质，但这些与边地政府人员的薪

金并不相匹配，因而也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如李文林所论，民国时期政府官员进入傣

族地区，鲜有成效者，其原因有多种：“厄于山

遥水远，道路崎岖，其精神已被大自然界由打

击而折服，无余勇以谋建树一也。烟瘴恶烈，

谈虎色变，心力不支，欲图建树而不可能二也。

凡边庭建筑，异常简陋，设备给养，实施缺乏，

官民既已隔绝，绅士尤少匡助，一门数局，一

人数职，偶有所为，则无从着手，则要而行，

亦鲜兴趣，不知不觉，统归于因循苟安之一途，

闭门卧治，以候瓜代三也。下焉者，以为离省

遥远，闻听隔绝，官书往还，栋 （动）需数月

之久，且人民愚懦，土司绅士，避祸不及，何

敢过问官府之是非；处此环境之下，无卓识之

士，鲜不变其本来面目，自以为百里之内，唯

我独尊，于是欺上压下，作威作福，生杀予夺，

为所欲为四也。有此种种，而能于万里边庭，

有所作为者，是诚难能可贵也。”③

政府官员治理效果的不甚理想，还在于土

司在边地有数百年的统治，积习已久，边地文

化、风俗与内地差别巨大。“普思沿边之摆夷，

有此完善之地方自治组织，原始之田土公耕制

度，以及普及之僧侣教育，严明之阶级观念，

既为云南边地土司最保守之典型，亦为本地之

区域特征。故自民国初年柯树勋镇服车里以来，

虽已改土置流三十余年，惜因步骤过早，地方

统治权仍必假手土司，一切兴革开发事宜，皆

难着手。或因边官吏治，未能得人，但以土司

旧制之组织健全，除旧布新，实宜不能操之过

急。”④ “车五佛三县之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

俱为摆夷……不惟风俗习惯于内地迥别，即其

语言文字，政治宗教，均自成一完整之社会，

传之久远，行之顺利……由行政区改为县治，

虽已二十余年，然人民仍与土司发生直接关系，

与汉官仅有纳税担夫之间接关系而已。”⑤

土流并置格局下经费与政府人员方面的困

局，导致民国时期西双版纳的国家建设乏善可

陈，并直接体现在景洪城转型与建设的停滞。

从民国初期即开始建设的景洪新城，直至１９４９

年，城内除美国传教士修建的教堂、教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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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４幢 “洋楼”外，就是占地数亩、土木结构、

瓦顶平房的政府官署和百米长的街，街的两侧

错落排列几十间草房，全城居民３００余人，街

子周围草木丛生，野兽夜嗥昼出。① 景洪旧城实

际上一直承担西双版纳地区的政治核心角色。

景洪新旧双城并存的格局直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才有了彻底变化。１９５３年，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 （１９５５年改为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原车里宣慰司正式结束。１９５６年

西双版纳开展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在自治区成

立及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期间，原景洪旧城的宣

慰司衙署官员部分进入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搬

迁到景洪新城居住。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因澜沧

江洪水泛滥，江流改道，不仅景洪旧城前的江

心沙滩荡然无存，旧城各村寨也不断受灾，人

口纷纷迁出。旧城的建筑、寺院、佛塔逐渐成

为废墟，湮没在茂密的雨林中。景洪新城发展

为现在人们熟知的景洪城。

结　论

清末民国西双版纳地区景洪城的变革过程，

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形制与地

方社会的典型案例。民国初年之前，西双版纳

是一个土司治理体系相对完整且存续时间较长

的区域。景洪作为车里宣慰司驻地，不但是政

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西双版

纳独特的土地制度、地广人稀的居住环境使得

景洪城并没有形成内地常见的城墙壕沟环绕、

内部建筑街道整齐的形制，而是一个相对开放

散落的区域。城中居住着 “治人”的贵族和为

他们提供服务的仆役，农村居住着 “治于人”

的平民。城市居民与乡村平民在社会地位与结

构中位置的区别要明显大于城市与乡村外在形

制上的差别。这一城市形态为进一步发掘其他

进入统一王朝国家之前的城市研究提供了启示。

民国初年之后，景洪新城的建设与民国政

府在西双版纳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基本同步推

进，且互为映射。由于设流并未改土，土流并

置的治理格局使得流官仰赖土司实现地方治理，

宣慰司驻地景洪旧城事实上承担着西双版纳政

治核心的角色。这一治理格局虽有一定的历史

合理性，但也带来平民负担加剧、县府和土司

相互掣肘、国家建设难以落实的局限。最终形

成景洪新城建设停滞，城市建设规划沦为空谈，

景洪旧城延续传统，继续扮演西双版纳政治中

心，新城与旧城并存但均未取得明显进步的双

输格局。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

的政治制度彻底终结了土流并置的治理体系，

景洪的城市建设才取得明显的进步。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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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文化转型”，主要指社会政治经济

较为剧烈的变革而造成的文化形态的转变。就

中国古代而言，指的是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

展过程中，或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

边缘文化向核心主流文化的挑战与易位，或由

于外来思想的冲击而形成的文化断裂与文化新

质的生成 （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演变），

或由于区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如南北文化的

碰撞与融合），或由于上述诸端所形成的合力，

使构成中华文化各要素之间的组构关系发生了

变化，因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样态

与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使后一阶段的文化风貌

与前一阶段相比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我们把

这种在同一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并不等于汉族，

中华文化包含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的各少

数民族文化）体系内所发生的明显变异称之为

文化转型。不言而喻，题目中的 “文化转型”

当然指的是中华文化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

程中所出现的几次明显变异。

促使文化转型的因素很多，既有 “文变染

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

外部原因，也有文化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结构组

合的变化、自身发展规律等内部原因。本文主

要用 “文化转型”理论研究考察文化与文论的

双边互动关系 ，并对文化转型中出现的延续、

断裂与增生现象以及 “累积进化文学史观”

“中国文学批评史分期”等理论观点进行了质

疑与辨析。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又经历了一次文

化转型，但这次文化转型从根本上说不同于以

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转型。①历史是一

面镜子，认真研究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嬗

变的关联，探究其中的规律，对我们目下正在

研究探索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对于重

建中国文论话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经过几代人若干学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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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史的源

流清理，还是范畴概念、单个文论家和文论著

作的局部研究，抑或是用现代文学观念对古代

文论进行整合重组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然而，以中国古代文论之丰富灿烂、博大精深，

竟然不能滋养出自立于世界当代文论之林的具

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在当今的西方文

论中，完全没有我们的声音。２０世纪是文艺理

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

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中华的文评家也

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① 季羡林先生也深有感

触地指出：“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主宰着当今

世界上的文艺理论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

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

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文文艺理论，

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 “反观我们东方国

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

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

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

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

形成了一种崇洋媚西的气氛。”② 造成这种局面

的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

古代文论研究仍须深入，再上新台阶。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深层结构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

中。从文化探源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论，常能

直截根源，从根子上挖掘出生长及发展变化的

深层原因，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古代文论发展的

内在精神与运行规律，更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文

论的异同与各自的民族特色。从文化转型角度

研究审视中国古代文论，能使我们对某些重要

问题作新的思考，并且得出更贴近客观实际的

结论。

一、对累积进化文学史观的反思

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在人文社会

科学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一种累积进化的

“共识”，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是

如此。似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

表现人类情感与心灵的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和进

步。文学的技巧与成就都是今胜于古，都是

“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这似乎成为不以人们

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规律”。世间万事万物

都要经历一个从稚拙到成熟、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这样一些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常识，成为人

们著论立说的不证自明的 “根据” （或称 “预

设”）。人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样一些思想观

念为何取得了不证自明的 “根据”之权威，亦

未能将这些 “公理”放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的发展史中加以细心地对比、检验，于是对文

学的累积进化发展观深信不疑。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伟大作家成为后世永

远不能超越的天才，文学发展中的某个历史时

期成为后世永难超越的高峰，某种文学样式在

盛极一时而成为后世楷模之后就很快地衰微而

难以为继，某种文学品类 （如中国的六言诗）

虽有着与其他品类一样的发展条件但却始终未

能得到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绝非用文学的进

化发展观能予以满意的解答。它们虽不足以彻

底颠覆文学进化发展的观点，但却对这种观点

提出了非常大胆的质疑。

然而，文学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

我们能发现另外一种文学发展观吗？当然不能。

我们在此只是尝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对这一权威

命题进行思考。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导

言》中说：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

的繁盛时期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因而也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

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

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

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

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

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

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

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如果说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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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

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

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

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

明白了。”① 这是众所悉知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

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著名论断。我们感

兴趣的是马克思在此不仅深刻论析了精神生产

并非随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 “不平衡”关

系，而且在下文中他还论述了某些艺术样式与

特定的文化形态与结构紧密相连，也就是说，

他也并非笼统地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总趋势是

日益进化进步的。他认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任何神话

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

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

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② 质

言之，文化发展的某些历史时期特别适宜并促

成了某些艺术样式的繁荣。文学累积进化发展

观的偏失就在于过于概括笼统地看待文学的发

展变化，而没有细致翔实地考察不同文学种类

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就某种文学样式而

言，说它在一定的发展周期内经历了一个发生、

发展、壮大、兴盛到衰微的历史过程，当然是

正确的，如中国的戏曲，经过宋元的发展，到

明清达于极盛，而在现当代则由于西方戏剧，

特别是影视文学的冲击而趋于衰微；中国的诗

歌经过 《诗经》《楚辞》以来的长期艺术积累，

到魏晋南北朝得到较大发展，到唐宋达于极盛，

此后便逐渐衰微，其间又经过了由古体至近体，

由诗而词而曲，由四言、五言而七言的错综复

杂的种种流变。每种文学样式的发展，都有它

大致的周期。在它发展上升的时期，前人的经

验积累，技巧的踵事增华，一句话，累积的、

进化的发展态势至为明显。然而到了它的转折

退化期，则前人的经验技巧反而成为艰难前行

的沉重负担。如果我们再目之以 “累积进化”，

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如果把文学的发展看成

一条由不同文学样式及要素纽结而成的历史长

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粗细并不均匀，这就

是文学发展中不同历史时段的有盛有衰。如果

我们把这长绳在不同的纽结上各切下一片 （在

理论上与思维中）来分析，亦可看到其构成要

素 （文类、风格、题材、技巧）也有很大的不

同。有些要素在前一段中比较彰显突出，而在

后一段或后几段中渐趋纤细，以至消失；有些

要素则在前一段中细弱几不可辨，但愈到后来

愈粗壮醒目。也就是说，在文学的发展中，许

多创作经验与技巧由于文类的衰微与文化的断

裂而丧失了历史承传，它们并非 “累积”式地

发展。在某种文化形态与结构中，某些文学样

式可能会得到便利的条件而特别发达，而其他

样式则会受到抑制、排挤而渐趋衰微。这就是

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

赞同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而

对文学在累积中进化发展的观念产生了怀疑。

文学不总是在经验、技巧的累积中进化和

进步的，许多文学样式仅在某些特定的时代繁

荣而臻于极致，然后便衰微消失便是明证。如

果文学真是累积进化的，那么许多伟大的文学

时代与作家作品就不会成为高不可及的范本而

令后人魂牵梦萦、无限缅怀。在文学发生发展

的历史中，有些文学样式兴起、繁盛，有些则

衰微、沉没。《诗经》中的许多意象在后来的

诗作中不复出现，《楚辞》中对女性形貌神情

的细腻描绘与赞美没有得到承传，六言诗虽起

源较早，但却一直未得到发展，宋人诗歌中缺

乏慷慨激昂的边塞诗与深情缠绵的闺怨思妇之

作。这种种现象都不能证明文学的总趋势是发

展进化的。这种种现象都涉及文化转型中的文

化断裂问题。文学的发展进化观过分看重了文

化史上的承传而无视断裂。文学史研究中总在

探究某一文学现象出现或者繁荣的原因，而没

有追问某种 “文学事件”不发生或衰亡的原

因。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为 “存在”本身

就是 “合理”的理由，然而却很少有人问

“可能的”为什么不能变为 “存在的”，难道

是因为不 “合理”吗？看来事情远非如此

简单。

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能使我们对某些文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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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递变的现象做出更深层的阐释与说明。纵

观中国古代的五次文化转型，在某种文化形态

与结构中都有某一种或几种文学样式特别发达，

如两汉的赋与史传文，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与

骈体文，隋唐五代的近体诗与包括传奇、俗讲、

变文在内的俗文学，宋元文化中的词与曲 （散

曲与杂剧）、明中叶以后的小说与戏曲，这既有

每种文学样式发展的自身规律在起作用，同时

又与文化构成的诸多要素正好适应、推进了此

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有关。文化转型既然是一种

新的文化建构与组合，实质上也就是一次新的

文化选择。既是选择就必然有继承、有扬弃，

当然也有结构发生变化后的增生。在文化选择

中当然也包含着文学的选择，在扬弃中当然也

有着对文学样式与因素的扬弃。比如隋唐五代

文化在许多方面之所以反对魏晋六朝 （华丽文

风、骈文、宫体诗，甚至士人的生活态度与思

维、著述方式）而取法先秦两汉 （散体文、高

度集权、对历史社会之 “道”的主动担当），

就是一种文化选择。在这样一种选择中，许多

文化因素得到了承传且发扬光大，如在 “永明

声律论”基础上发展了极其辉煌的近体诗，在

志人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了唐传奇及其他俗

文学样式。然而在选择中也发生了文化断裂。

随着作诗技巧的日益精巧与成熟，文学感觉的

日益细密，汉魏六朝诗歌中那种朴拙而元气淋

漓，粗糙而生气逼人的自然质朴之美逐渐丧失，

诗歌的风格气韵变得愈来愈纤弱乏力。而随着

诸子百家精神的丧失，唐人也大都缺乏魏晋六

朝文化中那种注重体系建构与理论思辨的兴趣

与热情，致使唐代在文学创作盛极一时的同时，

留下了理论创造不足的历史遗憾。因此我们说，

某种文学样式的兴衰嬗变，与文化转型有关系，

与文化选择中的继承、扬弃与增生亦极有关系。

文化转型与文学样式的关系可概括为三种情形：

（１）文化转型产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如赋之于

两汉，骈文之于魏晋六朝，这是一种在文化新

结构中的 “文化增生”； （２）文化转型使旧有

的文学样式高度发展与繁荣，这在中国文学史

上最为普遍，如唐之诗、宋之词、元明清之戏

曲小说都是其例，这是一种文化发展中的承传；

（３）文化转型使得某些旧有的文学样式趋于衰

微，甚至渐渐消亡 （当然是在一种较为宏观的

视角与历史大时段意义上），如四言诗在魏晋以

后便逐渐衰微，“铺采詀文，体物写志”，动辄

数千言的汉代大赋自魏晋以后亦逐渐衰落，虽

偶有作者 （如左思的 《三都赋》），但那只是一

种例外，而非常态，并不能代表此种文类发展

的一般趋势。这是文化转型中发生的文化 “断

裂”。当然，由于文化转型不止一次，在文化的

继承中也会发生一种 “遥接”的现象，也就是

说，在上次文化转型中断裂了的文化因素也许

会在以后的文化转型中，由于 “文化语境”的

某种相似而得到跨越历史的承接与继续。如宋

明理学对魏晋玄学的继承与运用 （更多的是在

思辨方法上）就是跨越了隋唐五代而得以实现

的 （当然宋明理学也吸取了禅宗与道家的许多

思想方法）。这就是我们对文化转型与文学体制

样式关系的基本看法。因其有 “断裂”现象发

生，我们总认为文学的发展并非总是累积进化

的。文学并非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是由不同的

文类体制、作家作品组成的无比丰富生动的世

界，文学的要义在于创新，而作为一种需要高

度智慧与心灵活动的文艺创造，今人并非就一

定能胜过古人。那种认为科学技术越昌明发达，

精神生产 （包括文学艺术）就越沦落衰微的看

法当然不对，但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总是不断

进化、前进 （其必然的结论是不断繁荣，成就

越来越辉煌）的观念确实值得我们加以认真

反思。

那么，对累积进化文学史观的反思与我们

对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嬗变的研究有何关系呢？

当然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几

个方面：

（一）文论作为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作为观念化的、理论形态的产物，它的发展与

流变总是受着文学创作的许多制约 （当然也有

自身的规律在起作用，与文学创作不同步甚至

会出现种种 “不平衡”的复杂状况）。与文学

的发展并非总是累积进化同理，文论的发展也

并非总是不断趋于深刻、精密与完满。它作为

文化大系统之内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变化与

文化的形态及结构亦极有关涉，在文化转型中

同样存在着继承、断裂与增生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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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理论在思想观念、致思方式与

文本样态上更多地受到特定时代学术文化的影

响，它言说的对象虽仍是文学，但在表述形态

上却是远离文学的，因为文学作品的具象化与

文论著作的析理论辩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言说方

式。因此之故，哲学、宗教、伦理对文论的影

响似乎更为直接。刘勰 《文心雕龙》之于玄

学、佛学， 《沧浪诗话》之于禅宗，翁方纲

“肌理说”之于乾嘉考据朴学皆是其中显例。

比如 “体大虑周”“笼罩群言”的 《文心雕龙》

就是在魏晋南北朝重文学、尚审美、好玄思、

讲体系的学术文化环境下产生的。隋唐五代文

化由于形态与结构发生了变化，已失去了产生

《文心雕龙》之类著作的文化 “语境”，故而使

得这部伟大的著作 “空前绝后”。魏晋南北朝

是中国文学史上 “文学自觉”的时代，同时也

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高峰。而这座高峰的突

然拔地而起，高不可攀，似乎并没有经过太长

时间的累积与准备。如果用文论也是累积进化

的观点视之，似乎在以后要出现更多更高的

“高峰”才合理。然而，这样的高峰毕竟没有

再出现过，它竟然成了后世永远高不可及的范

本，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似乎也只

有用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形态以及文化

转型中的文化断裂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

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转型来进行中国文学

批评史的分期似乎更符合文论发展的客观实际，

也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内在轨

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诸家略有不同，

但大多是按时代 （朝代）来划分的。如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认为：“中国文学

批评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

念演进期 （从周秦到南北朝）；二是文学观念

复古期 （从隋唐到北宋）；三是文学批评完成

期 （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① 且认为

第一期偏于从形式上去认识文学，第二期偏于

从内容上认识文学，第三期以文学批评理论为

中心，而文学观念只成为其中内容之一。但在

具体论述时则又为了 “不致独立地看问题”而

按一般文学史的分期来论述；敏泽 《中国文学

理论批评史》则依据时代分为先秦、两汉、魏

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七段；复旦七卷本 《中国文学批

评通史》 （包括三卷本 《中国文学批评史》）、

蔡钟翔等 《中国文学理论史》分为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

代等七个时期；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

展史》主张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即：

１古代

①先秦———萌芽产生期

②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

③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

④明清———繁荣鼎盛期

２近代：中西结合期

曹顺庆先生主张分六期：①先秦：奠基期；

②两汉：扭曲期；③魏晋南北朝：更新期；④

唐宋：复古期；⑤元明清：多元并立期；⑥近

代 （王国维以后）：改道期。② 这种种的分期都

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与依据，但似乎都未能着眼

于从整个文化格局中看文论的发展变化。从文

化转型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嬗变，也

许能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探究古代文论

的内在运行轨迹与发展规律提供一种新的参照。

按照文化转型的理路，我们可以把自先秦至

“五四”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

即五个转型期：

第一次转型发生于西汉武帝时代，其最主

要的转型特征是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由春秋战

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汉初的黄老之术及形名王

霸之道杂用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一统，其文化形态是典型的政教伦理型文化，

任何思想与行为都以儒家 “六经”为标准与依

归，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发

展史上的主流地位， “依经立义”也成了此后

中国文化的主要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方式。先

秦诸子所开启的许多思想与致思路径在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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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统治下遭到了排斥、遏制从而中断 （如

墨子的自然科学思想与逻辑思维路数），使整个

汉代文化与以前的春秋战国及以后的魏晋南北

朝相比都显得保守而单调。原始儒家精神在这

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东汉谶纬之学的

兴起，迷信虚妄与烦琐章句相结合，使得儒学

越来越失去创生能力而走向反面，最后终于在

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与轰轰烈烈农民大起义的重

重冲击之下，失去了它维系社会秩序、世道人

心的力量而从统治宝座上跌落下来，从而开启

了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新格局。

第二次转型发生于曹魏之时。其主要特点

是由于一方面是边缘文化 （道家等）向核心文

化 （儒学正统）发起挑战，儒家思想统治地位

的失坠而产生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另一方

面是外来文化 （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

碰撞而产生了文化新质。用人观念上的由重德

到重才 ，人生观念上的由重外在事功到重内在

自我的现实生存，审美观念上的由重政教伦理

到重娱情悦性，信仰观念上的儒道释不分轩轾

等是此时期文化转型的主要表现。正如宗白华

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

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

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

第三次转型是隋唐五代时期，其主要特征

是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重新恢复与对魏晋六朝

文化的批判性整合。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

想，处于上升时代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与宏

大的气魄对其他非主流文化兼收并蓄。整合意

味着包容，包容就能够超越，因而盛唐成为中

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峰绝非偶然，它与此一

时期文化上开放、兼容的总体特点密不可分。

隋唐文化的兼容并蓄还表现在融合南北不同的

地域文化，以便造就一种兼有众长、气象万千

的时代文化的努力上。魏征 《隋书·文学传

序》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

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

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

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

尽善尽美矣。”② 当然，南北文化的融合也并非

一蹴而就，它经过了近百年才出现了彬彬之盛

的盛唐气象。隋唐文化转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它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因此，虽重儒学，但释

道同时得到发展；虽反对六朝绮靡文风，但又

重清词丽句，格律修辞，并且出现了许多研究

诗歌写作技巧的诗格诗法之作。

第四次文化转型肇端于中唐贞元、元和之

际，成型于北宋王朝的建立，一直延续到明代

中叶。其主要特征是理性化、内敛性及世俗情

怀。赵宋王朝是一个从建国到灭亡都始终饱受

内忧外患、政治军事都积贫积弱的朝代。但是，

与衰颓的政治军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文化

的空前繁荣。陈寅恪谓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

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 确实，宋

代社会是一个学术昌明、文学艺术取得辉煌成

就，并且极富理性精神的社会。重文抑武的文

化政策使宋代入仕文人享有优厚待遇，宋初几

部千卷大书的编刻，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

籍流通加快、知识传播加快，在文人中形成学

者型文化氛围，读书求理成为时代风气。理学

的兴盛，思维路径由外向内的转移，使宋代士

人更热衷于形上思考，更喜欢追求一种体系化

的理论与思想。同时，由于已失去了唐人那种

建立外在事功的信心与机会，加之城市经济的

迅速发展也使得宋代文人于追求理性精神的同

时，也追求一种俗世的感性享乐，且多与道释

交往，用空无与享乐来消解心中的忧愤，以求

得心理的平衡。如果以人为喻，那么唐型文化

如二八少女，齿白唇红，朝气四溢，充满了青

春气息，美在清纯自然而不假雕饰；宋型文化

则如三十少妇，举止娴雅，仪态万方，美在气

质风度、成熟老练、含蓄蕴藉。宋人追求一种

淡泊的情怀，宁静的心境，善于用理性的冥想

沉思、感性的声色享乐、自然界的山水竹石来

移情寄意，化解忧愤块垒。这样，理性与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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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与浅俗、宗教天国与享受今生，这些看似

矛盾的东西，就如此奇妙地统一于宋人身上，

并且统一得那么圆融无碍、天衣无缝，使宋型

文化显示出与唐型文化不同的样态风貌。一般

的文学史、文论史虽常唐宋并称同论，但我们

仍觉宋型文化自具面目，应属中国文化发展中

又一种形态。

第五次转型发生于明代中叶，可稍笼统地

称为明清文化转型，它一直延续到 “五四”运

动，即中国古典文化的终结。此次文化转型最

突出的特点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

壮大而滋生的新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对儒家

主流文化的全面反叛 。在哲学思想界表现为猛

烈攻击程朱理学进而攻击儒家的纲常伦理与经

典；在文学艺术界则表现为 “俗文化”对雅文

化的挑战，并由此带来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创作

的兴盛与俗文学理论的繁荣。虽然因满族的入

主中原而几乎中断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

运动，但它却为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奠定了必

要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三、延续、断裂与增生

文学理论作为整个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

系统，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

他文化因素便构成了不同层次上的复杂关系。

第一，从物态文化层面上看，作为观念形态的

文论，归根到底是一定社会物质形态，一定的

社会经济基础，一言以蔽之，是一定的社会存

在在文学理论家头脑里的反映。文学创作反映

表现社会生活，文学理论又是对文学创作的理

论概括与总结，其间从社会生活到文学创作再

到对创作的理论总结，已经过几次转换，这就

使得文论与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变得模糊不清，至多只构成一种间接关系。也

就是说，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并不能直接迅

即地反映到文论中。第二，就制度文化层面看，

只有某些方面与文论关系较紧密，如隋唐开始

的科举制度，宋代的重文政策等，而这些方面

也只有通过对文人的心态及创作的影响，才最

终在文论中得到反映，故仍是一种间接的关系。

第三，就精神文化层面各意识形态而言，它们

与文论处于同一个层面，彼此间的影响与制约

关系当然要直接得多，但各意识形态与文论的

关系，其远近亲疏仍有不同。一般说来，文论

作为民族审美心理、好尚的理论形态，它与哲

学和宗教的关系最为密切。正如宗白华所言：

“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

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

‘美’。文学艺术是实现 ‘美’的。文艺从它左

邻 ‘宗教’获得深厚热情的灌溉，文学艺术和

宗教携手了数千年，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和

音乐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基于伟

大的宗教热情……文艺从它的右邻 ‘哲学’获

得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使它能执行

‘人生批评’和 ‘人生启示’的任务。”① 但与

科学等则关系较远。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那

就是文论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与内在逻

辑，它有如一个圆满自足的小宇宙，虽受社会

文化大宇宙的影响，但亦有其本身的独立性。

我们考察文化转型与文论嬗变的关联，既要注

意作为文化组成要素之一的文论必将随着文化

系统内部各层次、结构、要素的重新组建而发

生变化，呈现出不同样态的 “变”的一面，同

时也要观照文论发展自有规律，自循轨辙的

“不变”的一面，即嬗变的外因与内因，用一

个更醒目的说法，那就是 “延续”与 “断裂”。

纵观中国古代文论在各文化转型期的嬗变，我

们发现 “延续”是主要的，这是由中华文化系

统的稳定结构所决定的。

中华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无数王朝在其

间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过一幕幕兴衰

存亡的历史悲喜剧。接受过外来文化的浸染

（印度佛教及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且少数民

族两度入主中原 （元朝和清朝），但其中一以

贯之的东西却始终保持不变。如人与自然关系

中的 “天人合一”观念，宗法—专制社会结构

下的伦理—政教型文化范式，为人行事中的中

庸之道，思维特征上的偏重直觉感悟，宗教观

念中的此岸彼岸一体，生活观念上的安土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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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格养炼的高度重视与自觉，家国一体的群

体意识，慎终追远的怀古崇古心理等等，这些，

文化史专家们已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多方面的论

断。正是这样一些或曰民族性格，或曰文化特

征，或曰传统要素的东西，使得中华文化一脉

相承，绵延数千年而在不断地自我调节、吐故

纳新中常葆活力。

我们讨论的 “文化转型”，指的是中华文

化传统内部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有时是

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激发所发生的形态变化。

正如某人从生到死还是某人，但其间必然要由

婴儿到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一样，

虽然某人还是某人，然而各时期不论是外在的

体貌特征还是内在的心理思想总是要发生某些

变化，只不过这些变化是在保持某人为 “这一

个”，绝不会混同于他人的前提下发生的。中华

文化的这种稳定结构就决定了文化转型中文论

嬗变的主要方面是 “延续”。举例来说，自汉

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也就

成了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尽管其统

治的强度、范围在不同的时期和朝代有所消长

变化，但与其他思想相比，儒家思想文化始终

是汉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却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一致，儒家的政教伦

理型文论也始终成为以后各时期主要的文学理

论 （魏晋南北朝算是例外）。汉儒以 “美”

“刺”二端论 《诗》，以经义作为评判所有学术

与文学的标准自不用说，即使在思想大解放，

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文

论也仍有市场，如裴子野的复古文论，刘勰文

论中的儒家思想等。此后，隋代王通的文论，

唐代韩柳 “古文运动”的文论 （包括前驱者们

的文论），白居易 “新乐府运动”文论，晚唐

陆龟蒙、皮日休等人的文论，宋代欧、苏等人

“诗文革新运动”的文论，理学家的文论，明

清顾、黄、王三大思想家的文论，以及 “格调

说”“肌理说”“桐城派”的文论等，都打上了

儒家文论的鲜明印记。然而，文化转型中的文

论嬗变又表现出 “断裂”的一面。既然经过

“转型”的文化前后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面貌，

那就说明除了延续、新变外，前期文化中的某

些特征发生了断裂，文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

在汉代文化转型中，由于儒家独尊、排斥其他

子家，早已在 《庄子》中开启出来的追求自由

的精神，“心斋”“坐忘”的通于艺术思维的方

法，归化山林自然而可能导致把自然山水作为

独立审美对象的路径，在汉代都基本断裂，因

而使汉代文论几乎成了儒家政教伦理、强调政

治社会功用的一家独霸与独白。再如经隋唐的

文化整合，儒家文化主流地位得以恢复，在开

放兼容的文化氛围与昂扬蓬勃的时代精神刺激

下，隋唐文化艺术灿若星辰，艳若桃李，彬彬

之盛，陵跞百世。但与此同时，由于对六朝骈

偶绮丽文风的过分否定，泼 “脏水”时连孩子

一同倒掉，就使得 《文心雕龙》那样注重思

辨，讲求理论体系建构的诗学路径发生了断裂。

因为 《文心雕龙》也是用 “绮丽”的骈文写成

的，且对魏晋以降的 “缘情绮靡”与 “贵巧尚

妍”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即仅从形态上看就自

然在隋唐古文家 （主要是韩柳）的反对之列。

唐人文论观点中多有承袭 《文心雕龙》者，但

却很少有人正面提及，如韩柳 “古文运动”大

讲 “文道”，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绕过了刘勰

“文道论”而直承秦汉荀子、扬雄等人，即为

其中显例。 《文心雕龙》之所以空前绝后，原

因固然很多，但文化转型后某些文化因素的断

裂，不能不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所说的

文化 “断裂”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就经过转型

的前后两期而言，前一期的某些文化因素针对

后一期来说发生了断裂；但再经过一次文化转

型又可能得到接续承传。如前言先秦文化中

《庄子》的诸多文论思想，在汉代发生断裂，

然而却在魏晋南北朝及以后发扬光大，影响深

远，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研究文学内部规律的

重要思想来源。二是指元典中的某些思想，由

于在文化定型期即遭到排斥而长久湮没无闻，

致使民族文化中某种可能的走向被堵死。如作

为先秦显学之一的 “墨子”思想，其中有重科

学知性、善逻辑推理、究名实之验的致思方式。

由于汉代的独尊儒术而排斥诸子， 《墨子》自

然也在 “异端”之列而遭拒斥，致使中国文化

中重逻辑分析、重自然科学的走向断裂。之后

《墨子》长期湮没无闻 （晋代虽有人研治 《墨

子》，但似乎并未引起太大反响），直到清人孙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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诒让精心整理后其面目才彰显于世人面前，梁

启超等改良派人士才从其中发现了 “伟大的平

民思想”，科学家们也总惊叹于它的科学见解，

中西文化比较者们也才发现中国元典的文化基

元中原来也有着与西方亚理士多德相近的致思

方式与文化走向。历史不能假设。在人与文化

的交互关系中，最终是人选择文化，文化究竟

只是人为了达到生存目的而选择的一种工具，

工具最终只能为实现目的服务。马克思说：“理

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

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① 汉代之所以选择儒家

而不是其他作为统治思想，主要由当时的客观

现实所决定，也是某种历史的必然。但从文化

“断裂”角度来探究中国文化与文论，确实能

从根源来认识许多问题，也有助于对古代文论

研究的深入。

除了 “断裂”与 “延续”之外，我们在考

查文化转型与文论嬗变关系时还应当注意一种

“增生”的情况，即经过 “转型”后的新时期

（阶段）中，与上一时期相比，在文化与文论

中出现了某些新的东西。这些新东西的出现既

可能是转型中不同文化要素重构重组后产生的

结果，也可能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正是

有了这些 “增生”的新要素，才使得后一时期

的文化与前一时期相比具有了不同的样态面貌。

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核心范畴 “意境”，尽管

其端倪在南朝刘勰 《文心雕龙·隐秀》、钟嵘

《诗品序》中已隐然可见，但直到唐代王昌龄、

刘禹锡，特别是到了司空图才发展成熟，又经

过后世无数的创作与理论探索，最后发展为王

国维 《人间词话》中的 “境界”说。 “意境”

理论成熟于唐代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它的构成

要素早已隐含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 （如 《周

易》中的 “辞”“意”“象”关系的命题，《庄

子》中的 “得意忘言”之论以及魏晋玄学中的

“言意”之辨，刘宋以来山水诗的发达，引起

人们对情景关系的关注以及上文提到的刘勰、

钟嵘对此问题的注意等）外，唐时标志着佛教

正式中国化的禅宗，对它的影响激发也是重要

原因。再如宋明理学的出现，既是重新接续恢

复先秦儒学中思孟学派心性理论的结果，同时

也有着对禅宗的大量借鉴与涵化。这样看来，

文化 （文论）中的 “增生”现象既有外部原

因，也有内部原因，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仔细

辨识。从文化转型角度看，“增生”（或称 “新

变”）现象甚至比 “延续”与 “断裂”更为重

要，因为它使转型前后期的文化 “旧貌” “新

颜”，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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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育龄群体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研究

晏月平，李昀东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基于云南省 “生育意愿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调查数据，对 “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

的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水平整体较高，理

想子女数为２个的占比超过六成，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在代际、区域和民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育龄

群体生育动机已发生转变，“个体本位”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育龄群体对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认

知不足，尤其需要更关注教育成本等相关措施；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个体、家庭和地

区特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释放 “三孩”生育政策效应，需积极实行 “三育一体化”政策，加快释

放生育潜能，开展多形式托育、养育和教育服务，探索建立生育成本共担机制，积极营造生育友好型

社会环境，推动云南省人口良性再生产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云南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

中图分类号：Ｃ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９９－１３

引　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

性与战略性问题，国家早已意识到人口增长的

衰减趋势，并通过不断调整与优化生育政策以

促进人口合理增长，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

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实施全面三孩，

正逐步优化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但是 “三孩

政策”实施以来，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２０２２年

全国出生人口为９５６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自１９６０年以来的６１年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

负增长现象。２０２３年，出生人口９０２万人，出

生人数进一步减少，这也是 １９８０年以来全国年

度出生人数最低值。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

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

化。”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将影响人口良性再生

产，将影响关乎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而

将会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指出，要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

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凸显了

生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云南省作为多民

族地区，其生育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自２０１８年起，云南生育率呈连续下降趋势。

２０２２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创下新低，

成为过去十年来最低值。同年云南出台了 《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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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成为 “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全国首

个明确在全省范围统一发放生育补贴的省份。

因此，针对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相关研究，将有

助于进一步揭示 “三孩政策”实施背景下全省

育龄人群生育水平、生育意愿，以及影响生育

的主要要素与生育政策的实际效应，也有助于

为进一步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与服务体系，推动

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研究

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自 “单

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逐年增多，大多数

研究主要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动趋势、

影响因素、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等方面

展开。相关主题研究表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中国人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１９９０年之后生

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和教育发展水

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快于生育意愿，① 表现

出越年轻，其出生队列其生育意愿越低的现象，

且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其终身

生育水平，② 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

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③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等较为

成熟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这些全国性的大型调

查尽管涉及有关于生育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其

主题并不以生育为主，有关于生育主题的调查

内容相对较少。２０１３年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各

地政府联合研究机构和高校开展了有关于生育

的专项调查，在河北、福建等地开展的省级专

项调查，④ 但是这些调查仅反映了调查省份的状

况。有关于云南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调查

范围较为局限，调查时间较早，仅调查了部分

州市，例如孔彩等人对昆明市、楚雄州、红河

州住院分娩的２０—４９岁产妇进行调查研究，分

析了其生育意愿，⑤ 还有部分调查也仅反映了全

面二孩政策后云南省的生育状况。⑥

（二）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因素

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因素众多，不

同的理论为生育意愿的研究提供了多样化视角。

由于生育转变和低生育率的现状，西方人

口学者对低生育率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模

型、新家庭经济理论 （Ｎｅｗｈｏ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计划行动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ＰＢ）

和生命历程理论等。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模型

由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提出，⑦ 定量分析了从生育意愿到

生育行为实现过程中的各种促进性因素 （包括

非意愿生育、替代效应和性别偏好）和抑制性

因素 （包括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和竞争效

应）。⑧ 新家庭经济理论则是将家庭概念化为效

用最大化者，将儿童概念化为商品，认为在受

时间与收入制约的情况下为了谋求家庭总效用

最大化，生育是也是考虑 “成本—收益”的社

会经济决策，⑨ 育龄妇女必须在生育与就业之间

进行抉择。瑏瑠 计划行动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ＴＰＢ）是早期理性行动理论的延伸，瑏瑡

强调生育意愿主要受自身态度、主观规范及感

知到的行为控制的影响，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

与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正相关。生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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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理论则强调任何生育行为都必须考虑到其历

史时间和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时间，人们的生育

意愿是动态变化的，会随着个体生命历程的逐

渐展开而发生改变，时间跨度对于解释生育意

愿的变化至关重要。①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很不平衡，除了受到国家生育政策的直接影响

外，不同地区也受到其各地文化差异、宗教信仰

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使得情况十分复杂。从宏

观的社会层面出发，研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影

响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② 政府主导的计划生

育运动包括国家提供避孕服务，有效减少了非意

愿的生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共

同作用下实现了较快的生育率下降，③ 社会经济

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④ 从微观层

面出发，个体的收入、受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

均对生育产生了影响，⑤ 在家庭方面，家庭因素

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

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

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

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⑥ 综

合来看，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因素既包括

宏观政策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等因

素，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家庭背景、年龄、性别、

受教育水平等个体因素。

（三）研究评述

纵观近年来关于生育的调查和相关研究可

以发现：首先，近年来全国性以生育为主题的

大型调查相对较少，最近关于该主题相关调查

是２０１７年开展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随着

“三孩政策”实施，既往的调查已经无法准确

地反映当前群众实际生育状况和生育意愿。其

次，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人口状况和生

育政策 （民族、边境等）等不同，各地表现出

了不同的生育偏好和生育意愿，基于全国大范

围的调查很难更为客观地反映各地不同的生育

状况。最后，大多数基于非生育为主的全国性

调查数据，仅调查了生育状况和生意意愿，并

没有对生育政策相关内容开展调查，无法反映

生育政策的调整和认知对育龄人群实际生育行

为、生育意愿的认同与具体影响。另外，调研

对象也并不单纯针对育龄人群，故对有关生育

状况以及生育政策的回答可能存在某些偏差。

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云南省，

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有 ２５个县

（市）位于边境。由于以往生育政策的特殊状

况，生育文化也多元化，但具体针对有关云南

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研究鲜有，仅有的研

究仅局限于部分州市，在时间上也无法反应

“三孩”政策实施后有关云南省生育意愿与生

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通过在云

南全省开展 “生育意愿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调研，重点关注全省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

行为，对 “三孩”政策实施后的多民族地区生

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基本现状、变迁和生育政

策的认知进行研判，以期科学研判未来云南人

口发展趋势并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提供参考咨询与数据资料。

二、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状况

　　与生育意愿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３年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和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开展的 “生育意愿与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调研”。该调查覆盖云南省８州

８市育龄群体，收集了生育意愿、生育影响因

素、政策认知与预期等详细信息，样本在育龄

群体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此项调查总样本

数为４４８２５份。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育龄

群体 （１８—４９岁）为样本，剔除非育龄群体和

缺失值，最终保留样本数为３５９６１个。分性别

来看，男性样本数占比为 ２８８３％，女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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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占比为 ７１１７％；分年龄来看，１８－２５岁、

２５－２９岁、３０－３４岁、３５－３９岁和４０－４９岁

的样 本 数 占 比 分 别 为 １００８％、２３４３％、

２２２０％、１８１８％和 ２６１２％；分户口性质来

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样本数占比分别为

５３３６％、４６６４％；从婚姻状态来看，未婚样

本和已婚样本的占比分别为２６０７％、７３９３％。

（二）变量选取与实证策略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参考既往文献，使用理想子女数用以衡量生育意

愿。通过问卷中 “您理想／希望的子女数？”这一

问题反映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主要考

察的是育龄群体的生育实际选择数量，即主要通

过现有的子女数量衡量，通过问卷中 “您目前有

几个孩子？”反映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由于４

个以上孩子的样本较少，因此将生育意愿和生育

行为中４个及以上的孩子个数合并为４个。

２解释变量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多重影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主要考察个体特征、家庭

特征和地区特征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

参考已往研究，个体特征变量包括育龄群体的

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和民族，

家庭特征包括育龄群体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

住房状况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特征包括

人均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和千人医疗

机构床位数量，变量处理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变量说明与赋值

变　量 变量说明 均　值
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数，４个及以上合并为４ １７６
生育行为 实际生育孩子数量，４个及以上合并为４ １１４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２９
年龄 连续变量 （岁） ３３９４

年龄平方 连续变量 １２０８５７

平均收教育年限
未上学＝０，小学＝６，初中＝９，高中、中专、职高技校＝１２，

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１６
１４６６

户口性质 非农户口＝１，农业户口＝０ ０４７
民族 汉族＝１，其他民族＝０ ０５３

家庭平均月收入 ５０００元及以下＝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２，８００１—１１０００元＝３，１１００１元以上＝４ １３４
家庭住房状况 自有住房＝１，非自有住房＝０ ０７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低＝１，中等＝２，高＝３ １２１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求对数 （元） １０８８

城镇化率 地区城镇化率 （％） ４６８５
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量 地区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量 （张） ６８０

　　３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构建以下模型分析家庭因素和生育意愿对

生育行为的影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ｊ＝β０＋β１Ｘｉｊ＋＋μｊ＋εｉｊ （１）

式（１）中，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为被解释变量，代表育龄

群体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ｊ表示州市，ｉ表示

第ｉ个育龄群体，β０为常数项，β１为对育龄群体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Ｘ为

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影响因素，μ为

地区固定效应，ε为随机干扰项。

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非负的

离散型随机变量，为确定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进行了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接受似然比检验

的假设，因此本研究采用泊松回归进行实证

分析。

（三）育龄群体生育状况

调研结果表明，云南省育龄群体中未生育、

生育一孩、生育二孩和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占比

分别为 ２９１４％、３０９１％、３７４９％和 ２４６％

（见表２），可以发现，全省育龄群体中已生育

人口数占比为７０８６％，仅２９１４％的样本群体

为未生育，生育二孩的育龄群体占比最高。从

育龄群体年龄分布来看，随着年龄增加，生育

一孩、二孩和三孩及以上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４０岁及以上年龄组生育一孩和生育三孩及以上

的占比最高，未生育过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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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比重呈下降趋势。分性别来看，男性育龄群

体中生育一孩与二孩的占比较高，女性育龄群

体中未生育和生育二孩的占比较高。从受教育

程度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生育群

体和生育一孩群体比例均呈上升趋势，生育二

孩和三孩群体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学历结构

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受教育水平组群

体中，生育二孩的占比超过未生育和生育一孩

的占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组中未生育占

比最高。从家庭收入来看，家庭月收入不足

５０００元的育龄群体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比例较

高，超过５０００元的育龄群体未生育和生育一孩

的比例较高。从生育三孩及以上生育状况群体

看，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生育三孩的比重较高，

即育龄群体的 “三孩”生育行为与收入呈现倒

“Ｕ”型状况。从不同类型的户口和民族分析

看，农业户口和少数民族育龄群体的二孩和三

孩生育水平高于非农户口和汉族人口育龄群体。

表２　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生育状况 （％）

类　别 未生育 一　孩 二　孩 三孩及以上

年龄

１８～２５岁 ８５４１ ９６０ ４３９ ０４７
２５～２９岁 ６０２９ ２４８５ １３９６ ０７７
３０～３４岁 １９７８ ３７５５ ４０２８ ２１２
３５～３９岁 ６９７ ２９９５ ５９６４ ３１０
４０～４９岁 ２８６ ３９６２ ５３５９ ３３１

性别
男 ２７２３ ３２２９ ３８２３ ２２４
女 ３３８５ ２７５１ ３５６５ ２９８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２２ １８５０ ６９１９ ８０９
初中 ７１５ ２６８４ ６１７７ ４２３
高中 １８４２ ３３８３ ４４５６ ３１９

大专及以上 ４０７３ ３２９０ ２５２５ １１２

家庭收入

５０００元及以下 ２７９２ ２７７５ ４１３２ ３０１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 ３２６９ ３５３９ ３０４０ １５２
８００１～１１０００元 ２８５８ ３６４１ ３３５１ １５１
１１００１元以上 ３０５８ ３６５６ ３１１３ １７３

户口
农业 ４６７ １９４１ ６８９８ ６９４
非农业 ５８４ ２３５０ ６４２８ ６３８

民族
汉族 ３００７ ３２２５ ３５３９ ２２８

少数民族 ２８０９ ２９４０ ３９８７ ２６５
总体状况 ２９１４ ３０９１ ３７４９ ２４６

（四）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从表３可看出，云南省育龄群体中有生育

（再生）意愿的比例为２００４％，未生育群体中

有生育 （再生）意愿比例最高，达 ４４７７％。

二孩育龄群体有生育 （再生）意愿的比例最

低，仅为２２０％，本次调查中的一孩群体和二

孩群体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和２０１９年 “中国社会

状况综合调查调查”以及２０２１年 “第三期湖北

省百县生育调查”结果基本一致。① 由于云南

省为多民族地区，本调查进一步考察了三孩及

以上群体的生育 （再生）意愿可以看到， “三

孩”群体的生育 （再生）意愿水平高于二孩群

体，即已生育二孩群体的再生生育意愿高于生

育一孩群体的再生生育意愿。

从理想子女数量来看，云南省育龄群体中理

想子女数为２个的占比最高 （６６７９％），为０个

（即不育群体）的占比最低 （５２２％）。分生育

子女数来看，三孩及以上群体理想子女数为３个

及以上的占比最高，其他育龄群体理想子女数为

２个的占比最高。未生育群体、一孩群体和二孩

群体中理想子女数大于现有子女数所占比例，分

别为８３７３％、６１３２％和７８３％，说明随着生育

政策的调整，生育放宽与进一步解除生育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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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育水平还将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表３　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

类　别 未生育群体 一孩群体 二孩群体 三孩及以上群体 总　体

生育 （再

生）意愿

生育 ４４７７ １９６０ ２２０ ４４２ ２００４
不生育 ２４５６ ５５９１ ８８８２ ８４３７ ５９８１
没想好 ３０６７ ２４４９ ８９７ １１２１ ２０１５

理想子女数

０个 １６２７ ０８１ ０５７ ０４５ ５２２
１个 ３００６ ３７８７ ２０２ ３７４ ２１３１
２个 ５０２４ ５８０５ ８９５８ ２５３７ ６６７９

３个及以上 ３４３ ３２７ ７８３ ７０４４ ６６８

（五）不同代际育龄群体的生育状况与生

育意愿

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深受生育文化

社会建构和家庭场域的多重影响，由于生育政

策、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代际的

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差异。图１展示

了云南省不同代际育龄群体的生育状况和生育

意愿，“７０后” “８０后” “９０后”和 “００后”

育龄群体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量分别为１５４个、

１５９个、０７８个 和０２个，平均理想子女数分

别为１８６个、１９个、１６５个和 １３４个。其

中 “８０后”育龄群体平均生育子女数和平均理

想子女数最高，“００后”育龄群体为最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
�
U

U
�
U

��*5��� ��)����

*5U�*U��

图１　云南省不同代际育龄群体的生育状况和生育意愿

一方面，说明育龄群体生育意愿有随年龄

减小而下降的趋势，且是自愿少生和放弃多生；

另一方面，“００后”群体虽生育年龄较小，未

到生育高峰，但该群体也确实面临更大竞争与

压力而主动减少或延期生育。

对比平均生育子女数和平均理想子女数后可

以发现，实际生育数量低于理想子女数，表现出

实际生育数和理想子女数的生育背离。进一步分

析生育 （再生）意愿可以发现，“９０后”育龄群

体有生育 （再生）意愿的占比最高，“７０后”育

龄群体的有生育 （再生）意愿的占比最低，从

“７０后”到 “００后”有生育 （再生）意愿表现

的情况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

一方面是由于 “７０后”“８０后”的生育接近完成

状态，而 “９０后”则处于生育高峰期，“００后”

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婚姻进程的推迟，大多未进入

家庭，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观念转变和家庭抚育

成本的升高，青年群体在生育方面的态度与行为

表现出不一致的状况。①

（六）育龄群体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的空

间分布

表４展示了各州市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的

空间分布情况，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排名第一、

二位的分别是迪庆藏族自治州 （１５２个）、曲

靖市 （１４７个），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最低的为

保山市，仅为０９个。平均理想子女数排在前３

位的分别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１９４个）、迪

庆藏族自治州 （１９２个）和曲靖市 （１９１

个），且均超过了１９个；平均理想子女数最低

的是昆明市 （１５９个），说明生育意愿最高的

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低的是昆明市。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一是云南省平均生

育子女数和平均理想子女数在空间上表现出一

致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高的地区，其平均理想

子女数也同样较高；二是云南省生育高的地区

和生育低的区域基本以怒江—红河一线为界，

呈现出地理上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三是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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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生育水平较低，比如临沧市、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和保山市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量均

不到１０个；四是民族自治州育龄群体的平均

生育子女数和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较高。

表４　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的空间分布 （％）

地　区 平均生育子女数（个） 平均理想子女数（个） 生育（再生）意愿（％）
临沧市 ０９６ １７３ ２５１８
丽江市 １２７ １７９ １７９３
保山市 ０９０ １６４ ２４０２

大理白族自治州 １３０ １７９ １６１６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１２６ １８２ １９０２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１０１ １９４ ２８２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１１８ １９０ ２４７９

昆明市 １０５ １５９ １６９０
昭通市 １１９ １８２ ２０６５
普洱市 １０２ １７３ ２０７０
曲靖市 １４７ １９１ １７１０

楚雄彝族自治州 １１１ １７３ １９７０
玉溪市 １２８ １７７ １６０５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０９５ １６４ ２２９０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１３０ １８０ １４５９
迪庆藏族自治州 １５２ １９２ １２７８

　　 （七）育龄群体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的民

族差异

云南省是全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跨境民

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多、

自治地方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的省

份，一直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实行不同的、相

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差异的生育政策使

得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都展现

出与汉族人口不同的生育特征，为此，有必要

分析不同民族育龄群体的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

由于部分少数民族整体人数较少，同步分析可

能造成较大偏差，因此，本研究只分析人口超

过１００万人的６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彝族、哈

尼族、白族、傣族、苗族、壮族。图２反映了

云南省人口超百万的少数民族育龄群体的生育

状况与生育意愿，可以发现，白族和苗族的平

均生育子女数最高，均超过了１３个，傣族和

壮族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最少，均低于 １１个。

从平均理想子女数来看，彝族和哈尼族的平均

理想子女数最高，超过１９个，壮族最低，为

１７６个，但各少数民族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高

于汉族，少数民族均表现出了较高的生育意愿。

这与既往云南省民族人口的表现相似，一方面，

云南大多数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及其转变落后

于汉族，①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快，以及 “优生优育”

“少生优生”等生育政策宣传以及人口高质量

发展目标的实现，弱化了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

化效应。即使近１０多年来经历了几次大的生育

政策调整，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仍然对其生

育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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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云南省育龄群体人口超百万民族生育状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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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动机分析

生育动机一般是指人们关于子女价值的看

法和判断，是人类生育行为的原初动力，也是

有关生育行为产生的原因，也有研究将其称为

“生育目的”或 “生育价值观”，① 生育动机决

定了后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② 因此，本次

调查全面增加了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动机等主

要内容，通过 “您为什么要 （继续）生孩子？”

和 “您为什么不打算 （继续）生小孩？”上述

两个问题调查了育龄群体积极生育动机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ｏｔｉｖｅｓ，ＰＣＭ）和消极生育动

机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ｏｔｉｖｅｓ，ＮＣＭ）。

（一）育龄群体的生育动机

表５反映了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积极生育

动机和消极生育动机基本状况，③ 从积极生育

动机来看，选择 “希望儿女双全”和 “增添

生活的乐趣”的占比最高，分别为 ２９０７％、

２１０２％，选择作为 “家庭未来经济来源”

和 “家产继承的需要”的占比最低，分别为

３７３％、３５８％。从积极生育动机占比来

看，云南省育龄群体在积极生育动机方面更

多地选择了和个体需求相关的积极生育动机，

比如选择 “精神寄托的需要” “增添生活的

乐趣”和 “希望儿女双全”的占比超过

６０％，选择和家庭相关的积极生育动机占比

仅为３４２１％。

从消极生育动机来看，选择 “经济压力

大”的占比最高，为 ３１８７％；选择 “生活质

量受到影响”和 “无人照料小孩”的占比分别

为１７８１％、１６１６％；选择 “因身体原因，无

法生育”和 “政策不允许”的占比最低，分别

为２８３％、１０９％。可以看出，云南省育龄群

体的消极生育动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原因，而个

人原因并不是主要的消极生育动机。

表５　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动机

积极生育动机 占比 （％） 消极生育动机 占比 （％）
家庭未来经济来源 ３７３ 经济压力大 ３１８７
家庭养老的需要 ９３１ 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１７８１
精神寄托的需要 １５７０ 担心影响夫妻生活 ３１０
家产继承的需要 ３５８ 医疗保健制度不够完善 ８００
维系家庭的纽带 １５６３ 无人照料小孩 １６１６
增添生活的乐趣 ２１０２ 已有小孩，满足生育需求 １２０３
希望儿女双全 ２９０７ 身体原因，无法生育 ２８３

其他 １９７ 政策不允许 １０９
还未结婚，暂不考虑 ５９４

其他 １１６

（二）育龄群体生育动机的代际差异

表６选取主要的积极、消极生育动机原

因以进一步分析育龄群体生育动机的代际差

异。可以看出，在 “７０后” “８０后” “９０

后”和 “００后”育龄群体中，“希望儿女双

全”的原因是最主要的积极生育动机。 “７０

后”积极生育动机主要表现为 “家庭养老的

需要”和 “希望儿女双全”， “８０后” “９０

后”“００后”育龄群体的积极生育动机依次

产生了相应变化， “家庭养老的需要”已不

再是主要的积极生育动机，且随着代际的年

轻化，该缘由的重要性也依次随之下降，而

“增添生活的乐趣”逐渐成了主要而积极的

生育动机。从消极生育动机来看， “经济压

力大”的原因在 “７０后” “８０后” “９０后”

和 “００后”育龄群体中都是将其作为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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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生育动机，但是随着代际的年轻化，其

重要性有所下降，相比于 “７０后”，“８０后”

到 “００后”的育龄人群更担心生育将可能对

其生活质量受到的影响更大。

表６　云南省育龄群体主要生育动机的代际差异 （％）

积极生育动机 家庭养老的需要 精神寄托的需要 维系家庭的纽带 增添生活的乐趣 希望儿女双全

“７０后” １７６７ １７２４ １４６６ １４２２ ２６２９

“８０后” １１６０ １５０１ １４６４ １７７３ ３１６７

“９０后” ８６６ １５８２ １６０４ ２１６６ ２８６６

“００后” ９０８ １５６８ １４１８ ２２８１ ２８２８

消极生育动机 经济压力大
生活质量

受到影响

医疗保健制度

不够完善
无人照料小孩 已有小孩，满足需求

“７０后” ３３２２ １５２６ ７４３ １５５５ １４８５

“８０后” ３３４９ １７９３ ８４１ １７４３ １４４８

“９０后” ３０４６ １８８５ ８２０ １５９８ ９６５

“００后” ２６０７ １６８３ ５２５ ９８０ ２９９

　　根据本调查研究发现，云南省育龄群体的

生育动机已经随着代际的年轻化逐步发生了较

大变迁，孩子的 “经济效用 （养老）”逐渐减

弱，生育动机逐步转向为情感需求、生活情趣

等方面，从 “家本位”逐步转变为 “个体本

位”。相比于全国，包括既往关于江苏、厦门等

地的研究①②已经表现出的生育动机代际变迁，

云南省生育动机的代际变迁似乎更为缓慢，究

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滞

后和传统的生育文化导致了云南省在过去仍然

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生育文化和以数量为主的生

育模式，另一方面，可能是随着 “６０后”相对

年轻一代的老去，传统以 “养儿防老”的生育

观念为代表的 “家本位”生育动机又重新取代

了 “个体本位”为主的生育动机，该变化需要

引起重视。

四、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政策

　　认知与服务需求　　　　

　　２０２１年 “三孩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各省

都出台了优化了生育支持政策与支持配套措施，

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云南省也积极响

应并修订了 《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出台了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实施方案》，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一次

性生育补贴、育儿补助、婴幼儿意外伤害险参

保补贴项目。实施 “三孩”生育政策重点对象

是育龄群体，因此，本调研在针对云南省生育

行为和生育意愿调查基础上，进一步调研了育

龄群体对生育政策的认知与服务需求。

（一）育龄群体生育政策的认知

图３反映了云南省育龄群体对生育政策认

知的状况，通过 “您对当地已出台的生育配套

支持措施了解多少？”调查了对已出台的生育配

套支持措施的具体认知，育龄群体中选择 “不

了解”的比重为 ２５５６％，选择 “了解一些”

的比重为 ５８６４％，选择 “非常了解”的为

１４８％，可以看出，云南省育龄群体对于生育

配套支持措施了解并不是很充分，仅不到１５％

的群体对该生育政策完全了解，有超过１／４的

育龄群体对生育配套措施完全不了解，超过半

数育龄群体对生育政策的了解不够充分。对生

育政策的不了解导致了育龄群体无法合理地安

排家庭生育计划，同时出台的生育支持措施和

生育津贴也难以落实，进而无法有效地促进育

龄群体生育意愿的有效落地，反映在生育率上，

则表现出云南省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从２０２１

年的９３５‰下降到２０２３年的８２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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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育龄群体生育政策的认知 （单位：％）

（二）育龄群体生育支持需求

图４反映了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生育支持需

求，通过 “您更关注哪个方面的生育支持措

施？”通过调查育龄群体的生育支持需求，育龄

群体中选择 “降低生育成本”者比重为

１４８１％，选择 “降低养育成本”的比重为

３９６７％，选择 “降低教育成本”的比重为

４２２４％，选择 “其他”的占比为３２８％。

可以发现，在 “三育”成本中，云南省育

龄群体更关注教育成本相关的支持政策与具体措

施，对生育成本相关的支持措施关注较少。教育

成本是育儿成本中的主要支出。子女教育支出的

增加使得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下降，二孩生育意愿

和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下降，① 本研究认为，教

育成本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与刘

璐婵、张瑞利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② 育龄群体

对降低教育成本的高度关注，意味着子女教育成

本过高是云南省育龄群体影响生育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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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育龄群体的生育支持需求 （％）

五、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研究为了厘清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行如下回归分析 （表７），

为消除因行政区划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在所

有回归中均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在基准模型

里本文共计纳入３个分析模型，模型１和模型２

分别研究了个体、家庭和地区特征对生育意愿

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模型３进一步研究了生育

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所有模型的 Ｐ＜

０００１，表明相应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是合适的，

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表７的回归结果来看，个体因素中性别、

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影响

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民族

变量影响了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但对

生育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女性的生

育意愿更高，男性的实际生育行为更高，男性

和女性育龄群体在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方面表

现出相反发展趋势。从年龄变量来看，年龄变

量的系数为正，年龄平方变量的系数为负，说

明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随着年龄的增

长表现出倒 “Ｕ”形趋势。获得教育年限越长，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低。相比于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也更低。

受访者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对生育意愿和

生育行为也存在显著影响，这表明生育意愿和

生育行为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动而发生动态变

化。从家庭特征来看，育龄群体收入越高，其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低。从家庭住房状况来

看，拥有自有住房的家庭相比无自有住房的家

庭，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更高。从自评家

庭社会经济地区来看，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更高的家庭，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更高。空

间特征方面看，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更高的地区，

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也更低，城镇化率更高

的地区，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更低，拥有千

人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的变量结果则不显著，说

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更高地区的育龄群

体，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更低。

模型３反映了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意愿显著正向影响了生育

行为，这与计划行动理论所强调的生育动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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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生育行为的三步转换基本一致，即个体生

育行为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环境的影响，也受到

生育意愿强烈程度的影响。结合模型１—３，可

以发现育龄群体的个体、家庭和地区特征共同

影响形成生育动机，生育动机转化为生育意愿，

生育决策进一步转化生育行为。

表７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变　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男）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１）

年龄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５）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８）
０４０６

（０００８）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６）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民族 （汉族）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家庭月收入

５０００元及以下 — — —

家庭月收入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家庭月收入

８００１—１１０００元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家庭月收入

１１００１元以上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８）

住房状况 （无）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１）
０４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３６７

（００１６）

社会经济地位 （低） — — —

社会经济地位 （中等）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社会经济地位 （高）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６）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对数）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城镇化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千人医疗机

构床位数量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生育意愿 — —
０３６６

（０００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２１
（０２４４）

－７７４９

（０３１８）
－８２７７

（０３１８）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５９６１ ３５９６１ ３５９６１
Ｒ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１５５

　　注：①括号内为对照组和标准误；②、、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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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在云南省开展 “生育意愿与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调研”获得的数据，详细分析

了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

动机、生育政策认知以及服务需求，研究得出

如下发现与结论：

（一）育龄群体生育水平较高，理想子女

数为２个的占比超六成

此次有效调查样本中已生育的人口占比为

７０８６％，其中已生育二孩的育龄群体占比为

３７４９％，３０—３４岁已生育一孩群体的比重最高，

３５—３９岁组二孩生育比重最高。从生育 （再生）

意愿来看，未育群体的生育意愿最高，二孩群体

的再生生育意愿最低，超过６０％的育龄群体的理

想子女数是２个，仅有５２２％的育龄群体理想子

女数选择了０个，且选择不育的群体多为高学历

人群。整体上看，云南省表现出了较高的生育水

平和生育意愿，终身不育率比重较低，“二孩政

策”的生育促进作用已经凸显，“三孩政策”的

实施对生育激励作用正逐步得到释放，受育龄群

体人数减少、生育意愿不高以及生育观念的转

变，“三孩”生育政策促进将低于二孩政策效应，

实际生育行为很难实现生育意愿。

（二）育龄群体生育数量与生育意愿存在

代际、区际和民族差异

从代际差异来看，云南省 “８０后”育龄群

体平均生育子女数和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为最高，

分别为１５９个、１９个，“００后”育龄群体的

上述两值均为最低，整体表现出 “７０后” “８０

后”群体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较高，“９０后”

和 “００后”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则相对较低。

从区际差异来看，云南省的生育高区和生育低

区基本以怒江—红河一线为界，呈现出了东高

西低态势，边境地区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均低

于非边境地区，民族自治地区则高于非民族自

治地区。从民族差异来看，各少数民族的平均

理想子女数均高于汉族，表现出了高于汉族人

口的生育意愿。

（三）育龄群体生育动机已发生转变，“个

体本位”的生育动机大幅增加

云南省育龄群体在积极生育动机方面更多

地选择了与个体需求相关的积极生育动机，消

极生育动机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原因，个人原

因并不是主要的消极生育动机。从代际变迁来

看，云南省育龄群体的生育动机已随着代际的

年轻化发生变迁，孩子的经济效用已不再是主

要生育动机，从 “７０后”到 “００后”，育龄群

体生育动机逐步转向情感需求方面，从 “家本

位”逐步转为以 “个体本位”为主。

（四）育龄群体对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认知

不足，尤其应关注教育成本降低与落实

全省超过８０％的育龄群体对生育政策的了

解不充分，对已出台的生育支持配套措施的认

知不足，仅有１４８％的群体非常了解已出台的

相关生育支持配套措施。在生育支持需求方面，

４２２４％的育龄群体更关注降低教育成本相关的

支持措施，而关注生育成本相关支持措施的群

体较少。

（五）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

个体、家庭和地区特征的影响

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和地

区特征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个体特征中的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户口类型影响生育意

愿和生育行为，民族特征仅影响了生育意愿，

但没有影响其生育行为。家庭特征中的家庭平

均月收入、家庭住房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了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地区特征中

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化率均影响了育龄

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总体来看，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水平和生

育意愿均较高，未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和一孩群

体再生生育意愿都较高， “二孩政策”的生育

效应已逐步释放，但 “三孩政策”实施效果暂

不明显，且育龄群体对于生育支持措施的认知

不足，需要进一步推动全省育龄群体对生育配

套支持措施的理解与认识，以进一步释放 “三

孩政策”生育积极效应。从生育动机的变迁来

看，生育动机会随着个体生命历程的逐渐展开

而发生改变，生育动机逐步从 “家本位”转变

为 “个体本位”为主，生育行为等所带来的经

济效应在逐步减弱，这与莱宾斯坦 （Ｌｅｉｂｅｎ

ｓｔｅｉｎ）所强调的 “社会经济阶层变迁”理论相

一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非农业人口增加和

教育水平上升，人们会逐渐从对孩子数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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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进入到对孩子质量需求较

高的社会经济阶层。① 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

家庭作出是否生育的决策，这一点反应在育龄

群体对于降低教育成本的关注，家庭资源禀赋

决定了家庭的生育决策，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条

件下，家庭会更注重孩子的培养和教育，这与

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生育理论中提出的 “数

量和质量替代”理论相似，② 理性的父母会选

择减少生育数量并增加单个子女的教育投入，

家庭内部子女数量越少，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子女教育的不断投入，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

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因此，基于本研究发现提出如下相关思考：

首先，要积极实行 “三育一体化”政策，趁当

前育龄群体规模较大，尤其是 “９０后”育龄群

体，应加快释放其生育潜能，将恋爱、婚姻、

生育、养育、教育全盘考虑，提高优生优育服

务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对症下药地免

除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后顾之忧，消除各种

制约生育影响因素，更大幅度、更稳健地释放

生育潜能。其次，要开展多形式的托育、养育

和教育服务，通过增强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将

大力发展普惠育幼服务和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完善的家庭政

策，进一步推动生命周期全过程生育支持政策

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有效衔接。最后，要

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探索建立生育成本共担

机制，加强育龄妇女在就业、工资待遇、晋升、

生育津贴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多渠道地降低

“三育”成本，全面建成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积极缓解年轻人就业与生育压力，具体推

进并落实有保障的生育支持政策，高效地释放

生育潜能，尽早推动云南实现并稳定适度生育

水平。

■责任编辑／张瑞臣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Ｇｒｏｕｐ
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ｃｈｉｌｄ”Ｐｏｌｉｃｙ

ＹＡＮＹｕｅｐｉｎｇ＆ＬＩＹｕｎｄｏ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ｃｈｉｌｄ”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ｆａｉｒｌｙｈｉｇｈ，ｔｈｅｉｄｅ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ｏｎｅｆａｍｉｌｙｉｓｔｗｏ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０％，ｂｕｔ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ｓｓｏｍｅ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ｅｅｄｆｏｒｐａｙｉｎｇ
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ｒｅ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ｄｂ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ｃｈｉｌ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ｃｈｉｌ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ｏｒｍｓ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ｒｅａｔｅａ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ｏｓ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ａｎｄ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ｏｌｉｃｙ

·１１１·

社会学 “三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研究

①

②

任强，傅强：《经济发展下的边际生育行为———莱宾斯坦理论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ＬｅｗｉｓＨＧ，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７３，

ｐ２７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１３

作者简介：王秀成，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研究员；陈欣，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　邓晓芒：《人工智能的本质》，《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②　涂良川，乔良：《人工智能 ‘高阶自动化’的主体可能性———兼论人工智能奇点论的存在论追问》，《现代哲学》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

③　张梦涛：《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牵引作用》，《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０页。

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

优势、风险与实践策略

王秀成１，陈　欣２

［１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２西南大学，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是智能时代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智能

的对象化，在数据、算法和算力 “三驾马车”的驱动下不断增强了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

拓展了人的交往时空界域、丰富了人的交互方式，日益推动着人的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和个性解

放。但在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过程中，也将催生出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及社会关系异化现象，给人的

解放带来不确定性风险，甚至世界主宰地位的颠覆性风险。为了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及防范化

解这些不确定性风险，人工智能在赋能人的解放的过程中要继续提升其发展优势，并提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规制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长效措施、推动人工智能共享的防范策略，为人

的解放开辟广阔而可靠的前景。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的解放；异化；资本逻辑；技术逻辑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１１２－１０

“人工智能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与一般技

术的区别在于它借用机器模拟、延伸、扩展人

类智能。”①在实践中，人工智能作为 “高阶自

动化”②的技术体系，具有增强人改造自然和改

造社会的能力、拓展人的交往时空界域及丰富

人的交互方式的发展优势，有助于推动人的劳

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实现，这

也是人的解放的主要方面。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

增长引擎。”④这深刻反映出人工智能作为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动力引擎，也将为人类发展构

建出新的生存方式和发展图景。在数据、算法

和算力 “三驾马车”的驱动下，人工智能以其

独特的发展优势可以为人的解放提供强劲动力，

仿真 “虚拟现实”、量子 “平行现实”、元宇宙

“加强现实”技术已成为更加丰富而生动的现

实存在，而人的解放也成为人工智能的最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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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然而在人工智能发挥其优势的同时，

也给人的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及个性解放

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甚至是人类灾难性毁灭性

风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资本

家将科技作为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使人陷入

深层的异化之中。而在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应用

中，虽然 “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

的力量”①，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为人的解放创造

条件，但受到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影响也存在

着一定的风险，这就引发了各国对如何发展和

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入思考。如果智能 “机器

人”全面超越了人的慧能并生发出自我意识，

那将是人类颠覆性灾难的开始。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谆谆告诫人们的要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

维和风险思维。因此，为了防范化解这一风险，

就需要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断发展好、

运用好、导控好人工智能，使其成为推动人的

解放的重要驱动力，以促进人的解放这一目标

的早日实现。

一、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的优势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不仅是 “一种在历

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也是 “最

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③。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技发展都是推动人类社会

发展的直接动力。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科技革命史

上的又一里程碑，其本身带有很强的赋能特征，

并具有增强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拓展

人的交往时空界域、丰富人的交互方式的发展优

势，这是对数字孪生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超

越，有助于推动人的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和

人性解放。但由于各国社会制度的不同，人工智

能对人的解放的推进效果也各不相同。

（一）人工智能为人的劳动解放夯实了物

质和精神基础

人的劳动解放是让人从复杂繁重的劳动中

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而人

工智能从本质方面看，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机器 “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

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

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

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

知识力量”④。作为 “智能的知识体系”，人工

智能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的程序设计实现对

人脑智能的功能模拟，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思

维能力和智能水平，并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

了智能化服务。与数字孪生技术相比，人工智

能拥有强大的运算能力和数据搜集能力，可以

优化个人和社会的资源运用，并通过学习算法

让机器学习技能，具有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

从而推动人的劳动方式转变、劳动能力增强和

劳动效率提升，使生产逐步自动化，社会生产

力水平大幅提升。正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

所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

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⑤ 人工智能作为高新科学

技术推动了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值得注意的

是，人类劳动是人工智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

础，没有人类劳动，人工智能就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赋予了人类劳

动科学技术的基础，使其进一步夯实人的劳动

解放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而数字孪生技术则更

偏向于技术应用层面，其作用维度和作用基点

是物理世界，通过不断完善优化物理世界的各

种场景，逐渐改变人类生活。由此观之，数字

孪生技术仅作为人工智能的手段和工具，而人

工智能所具有的 “思维”能力早已超越了数字

孪生技术，可以使智能体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

自主地改进性能和行为，以达到最优动作能够

更全面、更自觉地为人的解放奠定基础。

劳动是人的重要生存方式，人工智能作为

人体力和智力的延伸，是人的对象化劳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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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劳动解放具有巨大的驱动力。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将人从过去复杂、

繁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客观上让人获

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这使得人有机会摆脱物

质的束缚，可以从事更多的艺术、审美、精神

性等自由自觉的活动，如 ＶＲ（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

等技术的融合使用可以让人在虚拟世界里得到

心理安抚，以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

而自由时间也正是衡量人的价值本质复归程度

的重要标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一些危险的、

繁重的、重复的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所代替，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推动了劳动工具、劳动方式、

劳动的组织形式等发生变革，社会生产正日益

转向智能化，生产效率和质量有了明显飞跃，

这就让人工智能在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为人们创作出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二是人

工智能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效降

低了人的劳动成本和劳动风险，提升了全社会

的生产效率，使得资源实现跨行业、跨时空的

汇聚，这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也逐渐建构出

人机协同、跨界融合、技术共享的新形态，不

断满足社会发展的各项需要。三是人工智能可

以为人的劳动搭建多个创新平台和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打破环境对人的发展的束缚，为劳

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以促进

人的自身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都得益于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劳动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为人的劳动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内在构成因素，为人

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人工智能作为

人类劳动的补充，是物化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

延伸和强化工具，为人类带来更多自觉的、有

意识的自主性劳动，并通大数据、算法和算力

实现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等，不断扩大了人们

的劳动范围、丰富了劳动方式并提高了集体意

识，以实现对现实物理时空的超越。随着生产

力向着智能化的趋势发展，算法在其中所起的

作用越来越大，不仅能够进行自动监控，而且

还能够自主处理一些复杂问题，推动一般智力

与一般社会生产力的有效融合，以创造出更大

的价值与更充足的社会财富。然而在不同社会

制度中，人工智能通过提升社会生产力推动人

的劳动解放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

度的国家，人工智能成为资本掠夺工人生产资

料和剥削工人劳动的帮凶，资本家为了追求剩

余价值和利润的最大化，会积极将新的科技成

果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这使得社会物质财富在

急剧增长的同时，也导致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

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

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① 这样

的结果出现。从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出现的三次

科技革命可知，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促使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力实现飞跃。科技革新极大地提升

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奠定了物质基础，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决

定了资本主义只能为人的彻底解放提供一些物

质前提，并不会自觉地将其所创造出的物质成

果和精神成果运用于人的自身发展，这反映出

资本的最终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生产力，而是为

了追求剩余价值。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

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原则，劳动者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支配，不

仅实现了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增加了他们的自

由时间，也保障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二）人工智能为人的社会关系解放拓宽

了场域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

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② 在人

工智能的加持下，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极大提升，

这为人类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提供了前提，作

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数据挖掘技术被广泛

用于多个领域，在信息整合能力及应变沟通能

力的相互作用下，人工智能有效扩大了劳动者

之间的协作范围，促使地域性的经济交往方式

向世界性的经济交往方式转变。与此同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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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也将技术创新目标由解放体力向解放智

力转变，“征服自然”向 “征服人类自身”转

变，从而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的社会

关系解放拓宽了场域。与虚拟现实技术相比，

人工智能不仅从空间上扩展了人们娱乐空间，

还日益浸入人类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

生活等各领域，构建出了新的信息生态圈。它

通过对人脑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的模拟，广泛

应用于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实现对人体力和

脑力的延伸，这早已超越了一般的虚拟现实技

术。而虚拟现实技术则更偏向于一种娱乐方式

为人所知，其主要应用于教育、治疗和运动领

域，应用范围不及人工智能广泛，且规模具有

一定的上限。

交往是人生命存在的重要形式，人工智能

在嵌入人的交往领域后，其较强的沟通能力对

人的交往关系、交往范围都产生着深刻影响，

并进一步满足了人的社会交往的需求。在现实

中，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人们创造出新的空间

体验，将人的关系从现实性延伸到虚拟性，扩

大了人的社会关系场域。同时人工智能不囿于

某一行业领域，而是分布于包括人工智能 ＋教

育、人工智能 ＋农业、人工智能 ＋工业、人工

智能＋金融业等领域，推动了各行业的产业升

级，共同构建出了新的信息圈生态。在这样的

生态下，由ＡＩ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所创造

出的新场域，有效增强了交往的临场感，让人

可以沉浸式体验不同的场景，从而提升交往的

真实感。交往双方还可以通过视频、音频进行

直接互动，这突破了以往交往空间的限制、扩

大了人的社会关系场域。此外，人工智能还可

以链接过去、现在和将来，以突破自然生命的

时间限制，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随着交互方

式的丰富多样，用户运用设备可以更加灵活地

自由互动，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这一

交流不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使每一个社会成

员自觉参与到新的社会关系中。

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基

本关系，只有不断解放生产关系，让人成为马

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才能推动社会发展，为

实现理想社会奠定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时空、信息的限制，推

进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便捷与畅通，促使个人

间社会联系的普遍性与全面性产生，这是人工

智能发展的独特优势。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

中，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对丰富人的社会关系的

效果却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资

本家为了满足对利润的追逐、实现资本增殖，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构建一种以交换价值为媒

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关系。但资本

主义交往的普遍发展也让人的物化问题变成了

世界性问题，导致了人的普遍异化。在以中国

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相统一，人工智能在丰富人的社会关系中实现

了普遍的世界性社会交往。

（三）人工智能为人的个性解放开辟了新

路径

习近平指出：“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① 人工智能利用算法实

现深度学习，日益浸入人的交往并不断丰富交

互方式，以满足人多样的交互体验需求。其中

所蕴含的情感及人格的交流，也都体现着各自

主体性和 “类人化”，并通过模拟人的现实时

空境遇为人的个性解放创造出一个更加开放、

便捷的环境。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人工智

能的 “模拟能力有多强，按照定义，它也不能

复制那些特征”。② 只是从技术层面形成了对一

般技术的超越。与 ＸＲ（ＸＲ＝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

＝扩展现实技术）技术相比，人工智能不是

“仅仅作为工具”的技术或肯定可以掌握应用

后果的技术，而是一种尚未成熟、威力巨大的

革命性技术，它不断从解放人的体力转向解放

人的脑力，并对人的生产生活进行智能化的改

造，从而构成了一个信息生态圈。这早已超越

了ＸＲ技术，从视、听、触等各方面为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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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真实与虚拟组合的、可人机交互的世界，

从而让用户拥有更真实、自然、智能的体验。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可以不

断增强人类获取资源的能力，并将人类智能通

过机器延伸到各个领域，虽然人工智能不能权

衡各种利弊得失达到 “求善”的境界，但其

“求真”的特性足以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向

人工智能领域聚集，逐渐使人们的生活现代化，

满足多样的交互需求。随着交互方式的多样化

发展，人工智能在满足人的智力、能力发展的

同时，也拓宽了人的视野并为人的个性发展争

取了更多自由时间。然而在不同社会制度中，

人工智能通过丰富交互方式以实现人的个性解

放的程度却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统治阶层所拥有的可支配自由时间是通过对绝

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时间的剥削而取得的，工

人阶级生产所得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并

没有转化为他们发展所需的自由时间及物质基

础，反而作为资本与工人本身相对立。正如马

克思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

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

和个性。”①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

生产和发展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

人工智能在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的

物质资料及精神生活时，也使人逐渐摆脱了对

“物”的依赖，从而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由

人们共同占有的社会生产资料和财富的社会所

有制，从客观上促成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

统一，这让人工智能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也

推动了人的个性解放。

二、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的

　　不确定性风险　　　　　

　　 “科学技术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一种实践方式，本身就是人的对象化的

‘物’”，②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着 “杠杆”作

用。人工智能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之

一，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智能工具，

具有增强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拓展

人的交往时空界域及丰富人的交互方式的发展

优势，有助于推动人的解放，但在发挥这一优

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了 “苦难意

识”。风险是技术的内在属性，一旦人们对技术

的操作不当或使其失控，技术力量都会反作用

于人。在纯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反人类逻辑

的加持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时会背离人的初

衷，进而催生出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及社会

关系异化现象，在不同社会制度中，这一异化

现象的具体表现也各不相同，必须遵循 “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规制人工智能技术给世界带

来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一）人工智能在丰富人的交互方式的同

时也催生出人的异化现象

随着人工智能在各国的广泛应用，使其逐

渐成为推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丰富人的交往方式以不断满

足人的多样化需要，并有效提升了人的物质和

精神生活质量，让人的存在状态向着更加自由

自觉的方向发展，但其迅猛发展也将劳资关系

的对立推向了新的高潮。人工智能与资本的深

度合谋，容易催生出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在

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运用

始终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资本家将科技作为攫

取剩余价值及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应用于生

产的全过程，但生产效率的提升并没有为工人

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更多自由时间，反而导致他

们工作强度增大、劳动强度增加，甚至让人屈

从于 “物的力量”而 “更不自由”，这使人工

智能沦为奴役工人阶级的新工具。作为资本化

的人工智能，其技术体系内嵌入资产阶级的价

值观念，不断支配和控制着工人的整个劳动过

程，并对人的主体性和共情性产生着一定的威

胁，甚至将人引向虚拟化、符号化的境地，导

致人机械化、片面化发展，进一步加深了人的

异化程度。

“剥削必然导致异化，但异化却不一定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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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产生的。”①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

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给人带来一定的异化

风险。与资本主义国家导致人的异化的根源不

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的

异化并不是由剥削导致的，而是由于本国生产

力水平不高、分配不合理、制度不够完善及受

资本逻辑影响等因素使然。一方面，人们对人

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容易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失去

自我意识，沦为技术系统的 “附庸”。人工智

能所具有的沉浸式体验、虚拟现实、交互多样

等特征，会根据人的行为积极迎合每个人的个

性化志趣，这就使人逐渐失去自我意识。在技

术主义逻辑的驱使下，符合人行为的沉浸式体

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人们的认知视域，制造

出更加隐秘的信息壁垒，导致人们形成固定的

思维定式及固化的思想意识，从而使人的独立

思考能力逐渐被剥削，自觉不自觉地沦为现代

技术的 “附庸”。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所具有

的虚拟现实功能也逐渐将人的精神技术化，使

人越来越远离真实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

了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的无缝对接，让人不自

觉地陷入脱离现实进入虚拟时空的幻想，并沉

迷于他人精心打造的数字世界中，从而导致人

的精神技术化现象产生。

（二）人工智能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

加速了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致使劳动异化现象

突出

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

进了生产的智能化发展，并与大数据、互联网

等技术实现了深度融合，有利于消除现实物理

时空对劳动分工的限制，极大提升了劳动生产

率，为人的解放夯实了物质和精神基础。但人

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一把 “双刃剑”，在推进人

的劳动解放的过程中加速了数字资本的无序扩

张，增强其逐利性的特质，这也致使劳动异化

现象日渐突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技术创新蓬勃发

展的基础就是技术拜物教，即认为技术方案可

解决一切问题，同时，技术创新又反过来让技

术拜物教更加风靡”。② 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推

动劳动形态的变革，无不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数字经济的兴

起，资本主义进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这也衍生出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态。然

而，数字劳动并没有使劳动者摆脱被盘剥的宿

命，而是让人成为免费的 “数字劳工”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不仅不能

获得网络平台的所有权，甚至对其所生产的数

据成果也没有支配权，他们耗费了大量时间和

精力所生产的成果，均被平台资本家无偿占有。

人工智能打破了时空及信息的限制，表面上让

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其实质却是

让工人的劳动过程暴露在人工智能的监控下，

资本家也利用智能机器支配和剥削工人的劳动

成果，导致了这些自由的时间和空间皆被资本

家无偿占有。资本家还通过算法将劳动者的工

作和生活纳入到资本监管之中，这就造成了劳

动者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及劳动过程相异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数字资本主

义下劳动异化现象也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

有制明确了社会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

这就消灭了数字劳动剥削的基础，劳动者的各

方面权益也较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更多保障，

并让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由于以

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其生产力不够发达、制度也有待进一

步的完善，这就成为劳动异化的重要肇因。人

工智能在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同时，

也让人们逐渐依赖于数控技术并对数字产品产

生依赖，造成了人与劳动工具相异化。以外卖

骑手为例，数字平台在为其规划配送路线时，

也将骑手的薪酬设置到系统中，并与配送时间

相关联，这就无形中将外卖骑手禁锢在算法和

数据中。在数字媒介的掩护下，人工智能日益

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看似破除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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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限制为数字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实

际上却造成了劳动者的劳动变为全时域覆盖，

上班时间与休息时间界限模糊。

（三）人工智能在扩大人的交往时空界域

的同时也催生出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运用逐

渐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

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

来做什么。”① 因此人类在智能化社会中受的威

胁不是来自智能机器，而是来自于人类本身。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受资本逻辑利益的驱

使，技术成为实现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重

要手段，这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价值增殖

的同时，也导致社会关系出现异化倾向。随着

资本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资本逻辑对人

工智能技术的介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使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异化。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型升级，信息、技术、资本逐渐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这就导致不同主体对资本

和技术的可及性和掌握程度不同，由此带来了

主体间交往关系的不同，也进一步加剧了经济、

政治、文化等外在权利和内在精神世界的不平

等，最终导致主体间交往地位的不平等。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工智

能的发展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还要

发挥非公有制企业中多元利益主体的竞争作用，

以推动生产技术等变革。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

效益刺激了这些竞争主体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颠倒为

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

围的扩大，工人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自身逐渐

虚拟化、数字化，甚至导致人—机交往关系的

不平等。此外，当人工智能直接介入人与自身、

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时，将逐渐改变人们的社

会交往模式，导致人与人工智能之间主客体关

系的异化，及人与人之间出现信任危机。马克

思立足人的生活方式，深刻揭示了人机融合过

程中 “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

有意识的肢体”②。从现实中也不难看出，原本

由人所创造的、为人服务的人工智能却逐渐成

了控制人的工具，并且当数字技术如存储、搜

索、计算功能进一步提升时，人们自身的创造

力、记忆力就会逐渐降低，个人的交往受到技

术自主性的主导，日益形成了数据依赖。由是

观之，一旦离开了现代技术奠定的社会秩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会产生异化倾向。

三、人工智能赋能人的

　　解放的实践策略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 ‘头

雁’效应。”③ 对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我们

一方面要继续发挥人工智能的独特优势，不断

推动人的解放事业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要正

视人工智能在赋能人的解放过程中出现的不确

定性风险，并通过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建立规制资本逻辑的长效措施及推动人工

智能共享的防范策略，以应对各种风险问题，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动力。

（一）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优势的发展

对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作为

“高阶自动化”的技术体系，具有增强人改造

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拓展人的交往时空界

域、丰富人的交互方式的发展优势，有效推动

了人的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和个性解放。

截至２０２１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１万亿元，大数据产业规模达１３万亿元④，

成为全球数字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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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视程度，

并要求我国继续发挥人工智能的独特优势，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

首先，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社会化大生产。

人工智能作为人体力和智力的强化和延伸，其

通过大数据、算法、算力可以丰富劳动者之间

的协作方式、扩大其劳动协作范围并为人的发

展提供巨大的信息资源，这给社会化大生产创

造了发展契机。例如，中国商飞公司将工业互

联网平台与自身智能制造相结合，使生产效率

提高了２０％以上；吉利汽车通过大量使用ＣＰＳ，

以缩减了新车研制的周期等都凸显了人工智能

技术的积极作用。目前，人工智能正融入人们

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了教育业、金融业、

工业制造业等，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次，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始终服务

于人民。当生产力真正归人民所有时，生产关

系将会彻底改变其性质，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

制，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不是沦

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要素，为人的发展及社会关

系的解放创造可能。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离不

开交往，只有不断扩展人活动的时空界域并为

其发展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让人高质量

地从事创造性活动，最终提升其生产生活质量。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类通信的重要工具，可以

有效促进交往的畅通，为人的发展构建一个与

物理时空相平行的虚拟空间，以满足人们相互

交流、表达各自需求和想法的要求，从而形成

哈贝马斯所说的 “理想的交往共同体”①。最

后，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与现实物理世界的

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是 “高阶自动化”的技术

体系，不仅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

间，也在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协同进化，以不

断满足人在发展过程中生成的新需要。当虚拟

世界与物理世界相互连接、相互融合时，人及

其劳动的限制将被打破，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

兴趣和意愿对劳动进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解

除异化劳动的桎梏，进一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

个性的解放。

（二）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的负效应防

范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其技术创新和

场景应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驱动力。作为一种突破性的科技成果，我

们在继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挥其自身优势为

我们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要认清这一智能技术

发展中的负向后果，以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建立规制资本逻辑的长效措施及推动

人工智能共享的防范策略，让人工智能可以系

统、完善、合理地赋能人的解放。

首先，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避

免人工智能沦为数字资本剥削的新工具。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是对马克思以无产阶级

为人的解放的核心力量的观点确认。科技的发

展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人

的解放应该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

标，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科技受制于资

本逻辑俨然成为盘剥人的新工具，这就使科技

成为在人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异己力量及资本增

殖的力量源泉，遑论人的自由、解放与发展。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就要让技术回归为

“人”服务，而不是为 “资本”服务，主要从

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对资本进行合理引

导，更好地发挥资本的文明面，促进人工智能

发展更显人文关怀，这有助于避免人工智能沦

为资本增殖的新工具。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

时，也要让人认识到其逐利的本性，并对其进

行合理引导，让人工智能成为人劳动的对象化

产物，而不是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即使 “人

类以侵略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智能……但我们建

造的机器不必先天具有侵略性”，② 这就需要借

助算法将人类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规范嵌入到人

工智能技术体系中，推动科技的向善发展，以

最终实现人机的和谐共生。在这过程中，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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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发

挥政府的引导功能，让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市场

经济，最终成为服务人的重要 “手段”。

另一方面，要明确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以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使技术研发及使

用向着人的解放方向发展，这样可以消解资本

逻辑对人的剥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并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也使得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以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始终坚持为人民

服务的基本原则。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

还应该遵循人类伦理规范，以形成通用的价值

要求和道德标准，包括了对无人驾驶所导致交

通事故等问题的行为准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建立人工智能安

全监管制度”，这对于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

靠、可控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２４年１月，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

合发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

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为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

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指引，这也体现出我国

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最前端位置。因此，

只有明确人工智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才能为其发展提供相应的价值理念和行为

规范，使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

地避免人工智能技术沦为资本增殖的新工具。

其次，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

的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样，科技发展与创

新也离不开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但在资本主义

私有制下，劳动者的活动不仅变成了某种外在

的、异己的东西，还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强制

性、被迫屈从的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

理性审视，并找寻相应的防范措施。在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中，私有制是导致劳动异化的直接

肇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

的矛盾，就需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质

而言之，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让劳动者将运

用科技手段所获得的剩余时间及劳动产品，作

为满足自身发展的资料，以减少因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所造成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现象发生。如

果人工智能仅被少数大型科技公司或资本巨头

垄断，成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就会导致

社会上产生众多的不平等现象，使处于弱势地

区或弱势国家的发展放缓，并造成因数字技术

差异而带来的政治安全风险和社会治理风险。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让劳动者的劳动成果

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并促使劳动者

与其生产的产品及劳动过程的关系相互协调，

从而释放数字生产活力、弥合数字鸿沟，减少

不平等现象的产生。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要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人

工智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可以冲破

阶级固化，实现技术共享，以减少因技术占有

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推

动人工智能的共享性，并携手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共同应对人工智能这种颠

覆性的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让这一技术

成果惠及更多人，以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最后，构建人工智能规制资本逻辑的长效

措施，以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按照马克思主

义的逻辑，技术对人的统治其实质是掌握技术

背后的人和资本对人的统治，算法是人工智能

进行计算、数据处理的重要步骤，也是实现信

息参数化、聚合化的重要要素，但在算法运行

背后却体现着人的意志。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蓬勃发展，使其成为加速资本流通、巩固资本

霸权的新动力，不断提升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

竞争力，这也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对

抗等现象出现。为了避免资本对人工智能技术

的主宰，就要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进行有效

规制，“所谓规制，就是以规则来控制，在资本

逻辑尚未扬弃之前，利用制度的优越性驯服资

本、克服其消极性，使其成为以 ‘人’为目

的、服务于人的工具。”同时发挥法治作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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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立法机关对民意进行全面了解，保障人民在

数字生活中的权益。此外，还应加强执法机关

对市场上人工智能相关的市场主体进行监管，

特别是对技术复刻现象的监察，以保护用户的

隐私安全，也可以最大程度防止资本的无序扩

张。但从根本上讲，只有将人工智能资本逻辑

规范到制度框架内，才能真正破除资本对技术

的主宰，并通过编程和大数据设计出符合人民

利益及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代码，

使其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为了让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体人民，就要不断

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人工智能推动劳动

解放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继续坚持公有制

的主体地位，实现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与分配，使生产资料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这

不仅在主体间构建出了平等的交往关系，也有

效解决了资本独占生产资料的问题。在面对重

大自然风险时，公有制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

任，为一些受灾地区的百姓捐款捐物，国家也

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切实保障了人民的

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以及从脱贫攻坚到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些都体现出生产

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

非公有制经济制度，通过税收等方式减少企业

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以推动社会的共同

财富增长。

结　语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动力，必

然会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只有实

现人工智能的高质量赋能，才能进一步推动人

的解放。在未来的发展中，人工智能将从 “弱

人工智能”向 “强人工智能”发展，但这也给

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要求我

们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通

过创新相关规制等措施来降低人工智能带来的

不确定性风险，让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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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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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乡融合：

理论逻辑、指标构建与实现路径

吕宛青，肖钊富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县域城乡融合作为和美中国建设中的 “历史性—空间化”范畴，对破解城乡结构性难

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立足县域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发展演

进，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内涵、评价指标、融合困顿与实现路径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的五个特征与县域城乡融合存在密切互动，需考虑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融合的多维融合

评价，融合实践中仍存在多重困顿，需从优化机制完善体制、夯实产业提升治理、数字经济新质赋能

三方面探索实现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治理现代化；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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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裹挟着 “城市病”

与 “乡村病”，成为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所

面临的突出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城乡要素通过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重塑了城乡

价值，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并最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五方面鲜明特征，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有国情紧密结

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但也受到机

制壁垒、经济衰退、创新乏力、极端环境等风

险阻滞。②

县域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的核心场域，长期的城乡发展鸿沟使得人口收

缩、经济乏力、社会失序、空间失衡和生态失

态等问题凸显，愈发掣肘我国城乡转型升级。③

从乡土中国到和美中国，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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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区与突破口，在被赋予其新机遇使命的同

时，也丰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外延，

从理论内涵到评价实践，县域城乡融合成了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落地的应有之义。因此，剖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乡融合的理论逻

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辨析融合困顿和实现

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一）转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源自空想社会主义，①

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要求涉及结构服务、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的多方面，涵盖人口、空间、经

济、社会、环境多维度。国外关于城乡关系的

论述追溯于亚当·斯密在１７７６年 《国富论》一

书中所提的 “乡村—城市自然顺序论”，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提出了 “小

城镇、大问题”的观点。② 现代化转型使得费

孝通先生所提的 “差序格局”这一传统社会结

构和人际关系的特定形态发生了改变，③ 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受到学界广泛地

关注和热议。

当前学术界聚焦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渊源

与内涵外延、④ 现实问题与关系演化、动力作用

与演变规律、⑤ 发展机理与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

了系统探索，城乡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互馈驱动、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共

同富裕目标实现也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评判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测度，⑥ 研究发现城乡

融合发展的前提是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

动，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城乡分工与

融合同步增强，通过反思传统二元结构下的城

乡关系，逐渐提出要素均衡配置、产业融合、

包容式发展等系列话语，⑦ 以推动构建 “无差

异”的城乡发展环境。这一系列的研究集中于

国家、省域、市域层面，但也关注到县域层面

的功能定位，以及县域城乡融合的内在机制和

运行机理。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县域城乡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义是高质量发展，

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据基本国情推动

形成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⑧ 中国式现代化对城乡

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新型城镇化和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县城和小城镇被视为

关键场域，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别成为重要考

量。⑨ 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农业农村

发展、宜居宜业和美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瑏瑠 精

神文明建设、数字经济发展、 “郊区社会”延

伸等做了大量研究。瑏瑡

关于县域城乡融合议题方兴未艾，普遍基

于功能和定位，从理论内涵、发展差异、实践

路径瑏瑢等视角阐释其机制和运作原理，孙九霞等

提出 “城乡循环修复”理论框架，认为城乡融

合包括经济物质和精神文化双生层面，瑏瑣 周德等

以浙江山区２６县为例，定量评价县域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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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及发展路径。① 研究对象和范式也相应转型

并建立起鲜明的理论体系，着重探讨通过产业

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功能提升，包括村镇建设、

产业融合和城乡产业分工优化，突出了建立现

代化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的重要性。特别关注农

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以及社会结构变

化对城乡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三）问题的提出

不难看出，学者们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愈

发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践策略。中

国式现代化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相互促进、共

同进步的关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不仅面临新的

时代机遇、承担着新使命，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

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系统

性、全局性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

进步的必然趋势。遵循 “理论—实践—再理论”

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需要在把握

互动演进的基础上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多维

综合评价，进而辨析融合的困顿与实现路径。基

于此，本文得以立论：县域城乡融合有何理论逻

辑与发展演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赋予其怎样

的内涵？在评价县域城乡融合时依托怎样的指标

体系？面对融合中的困顿应探索哪些实现路径？

这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课题。

二、县域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

　　与发展演进　　　　　　

　　 （一）县域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

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② 城乡关系

变化根源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融合成

为了社会生产力达到高级阶段的自然产物，③ 体

现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

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生产力的提升使得生产关

系也随之调整，进而推动了城乡结构的变革，④

这一过程中城乡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城乡关系

也由分离走向融合。

城乡融合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

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式城

乡现代化进程中，一边是乡村地域系统关于保

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市场要素承接、优秀

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现代化，一边是城镇地域系

统在技术扩散、知识集聚、创新开发、辐射带

动周边等方面的现代化。相比于西方 “城市是

权力，乡村为附属”、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

市统治的现代化，⑤ 我国的城乡关系则表现为

“乡土是根本，城市是延伸”。可见，城乡发展

演进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 “乌托邦”思想产生

了共鸣，⑥ 从 “城乡二元”向 “城乡融合”的

过渡，不仅是对城乡发展理念策略的深化完善，

也是对历史城乡治理模式的继承发展。

“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兴，天下足”。县

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自秦代郡县制

推行以来，一直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单元，

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权力—战略—政策的 “接

点”。形成了一个融合宏观与微观、工业与农

业、城镇与农村等多重特性的综合体系。从

“大国大城”转向 “大国小城”，从 《乡土中

国》中小农经济的乡土社会到共同富裕发展目

标，⑦ “县域中国”作为重要范式得以不断进

阶。但需注意的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

加之以往政策对城市的偏重，导致县域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县域内部城乡不平等问

题显著。县域成了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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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发展的关键区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县域中国”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性变革，① 核心

在于实现空间、要素、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旨

在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动要素市场改革、

促进产业融合均等，来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共同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与高品

质生活的实现。②

（二）县域城乡融合的发展演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以来，城乡关系

作为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经历了 “农村支

撑城市—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城乡

融合一体”的发展之路，县域作为连接城乡发

展的关键空间单元，伴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

革，县域城乡同频发展，其发展演进可以概括

为以下几个阶段 （见图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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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县域城乡融合的发展演进示意图

　　革命时期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此时城乡关

系处于割裂对立的状态，主要特征是 “三座大

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的控制和土地革命的推进，以及土地法令的实

施，这些举措为后来的城乡关系变革奠定了基

础。县域小农经济和千年的农耕文明，映射出

以 “凝固的土”与”封闭的乡”为代表的乡

土性。

城乡分治发展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８０年），新

中国的成立废除了封建私有制土地，建立了农

民土地所有制，实行了 “以农补工、以乡养

城”的政策，城乡关系进入二元对立阶段，

“剪刀差”埋下了对立的种子。通过统购统销、

人民公社等措施集中农业剩余，建立起了城乡

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差距被进一步强化和固化，

县域城乡呈现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态势。④

城乡协调发展阶段 （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改

革开放后城乡关系开始破冰，实施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体制、城市国有企业

及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体系的壁垒部分消除，

更多农村资源通过县城流向城市。现代化突破

城乡封闭的裂口，地方本位共识开始消融。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五个统

筹”科学发展观，将统筹城乡发展置于首位，

·５２１·

管理学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乡融合：理论逻辑、指标构建与实现路径

①

②

③

④

杨华：《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页。
袁方成，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县域城乡融合的动力机制及其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６期。
方创琳：《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地理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张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与我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路径》，《学术交流》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推动了农村税费改革、 “四项补贴”政策的实

施，农产品市场机制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这一时期，农民工进城促进了大都

市和县城的发展，人口流动和生产方式的转型

使得 “只工不耕”现象常见， “生于斯，长于

斯”的乡村内循环发展基本终结。

城乡一体化阶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０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

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的发布标志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新一轮户

籍制度改革推动县城基本公共服务并轨，新型

城镇化使得城镇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中

小城市步入发展快车道， “三权分置”通过促

进土地流转为县域农业规模化、经营现代化提

供了条件，同时也给乡村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和

收入，促进了城乡互补。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２０１８年至今），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标志着城乡发展进入了全面融合新阶

段，强调 “两个客观规律”，即：“在现代化进

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

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１４亿人口的国情下，不

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

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

这也是客观规律。”① 以县域经济、县域旅游、

县域产业等为代表的县域发展进入新时期，数

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家园情结和故土乡愁倒逼了

城乡深度融合的需要。②

从政策战略来看，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

出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强调政府资

源的统筹分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把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

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 “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２０２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化 “促进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的发展任务。

可以看出，我国县域城乡融合的发展演进是

一个由分割到协调，再到统筹一体化，最终走向

全面融合的过程，不同阶段隐含着不同的城乡融

合机理、规律方法和模式。伴随着政策战略的调

整改革，城乡差距缩小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社会的

均衡发展。当前，县域城乡融合强调对乡村发展

规律及其价值的尊重再现，通过补齐农业农村短

板，完善乡村的优势与城市功能。这一过程不仅

是对传统城乡关系的重新审视，也是对城乡发展

策略的创新与优化，旨在实现城乡发展的协调与

均衡，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与繁荣。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县域城乡融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ｎ）在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便是城乡差

距”，城乡发展研究是现代化的重要命题。③ 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县域地区充分消解着大都

市对消费和资源的虹吸效应，资源产业集中的

大城市对县域反哺的 “涓滴效应”变得明显，

不断缩小着城乡差距的同时趋向多维深度融合，

县域城乡融合响应了现代化特征，具有内涵和

外延的科学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

乡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发展过程，在有

效的空间载体和功能单元上，完成对人口结构、

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和治理结构的

转型升级。一方面，通过配置 “双循环”格

局、均衡分配资源、提升产品服务和建设县域

富民产业，让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

更公平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以 “两山”理

论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城乡融合发展

框架，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通

过建设社会整体和经济文化，增强居民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而协调物质文明发展和精

神文明建设。在该进程中治理现代化、服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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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产业融合化、空间一体化和要素市场化

成为其主要驱动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县

域城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与高品质生活

的实现。（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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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乡融合互动逻辑

　　 （一）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首先，县域城乡融合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

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庞大的人口提供更加均

衡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就业机会。城镇化进程使

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要求城市在住房、

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需要足够的资源

配置，促进了适宜住宅区建设、城乡交通网络

改善和教育医疗服务水平提升。① 其次，制度创

新和社会治理不断改进，适应并引导着人口流

动和社会变迁，降低了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壁垒，

使得农村人口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② 最后，更

公平的社会和保障法规的实施，维护了农民工

等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

重要抓手

县域城乡融合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推动资源共享和均衡分配， “做大蛋糕”的同

时 “分好蛋糕”。通过优化城乡规划和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的交通、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城乡居民无论在城市还是

乡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质量和便利。产业

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途径，依托县域经济的特

色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旅

游等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拓

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

入同步提升，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让农民

能够公平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分享发展成果。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手段，

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保障基

本民生并阻断规模性返贫，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乡融合涉及家

园嬗变、生产转型和发展再造，现代化进程在注

重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还强调德法合治，即在

法治的基础上融入传统道德教化，以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使得文化、教育、道德和精神生活更加

丰富。通过产业升级、设施建设和经济多元化，

县域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得到了

充分地重视。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注重文化传

承创新，以及公民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普

及，通过图书馆、文化中心和教育设施等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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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① 最终推动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

实践载体

县域城乡融合能促使环境治理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

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进而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通过优化城乡空间规划，实现

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促进城乡

空间功能的互通，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空间保障；通过强化生态文明理念，

注重县域层面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以

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 （文化）系统服务

功能。

（五）支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重要

选择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扩张和强权剥夺弱

小，建构起所谓 “现代化”的实践， 《乡土中

国》中所写的以往城乡关系 “历来都是城市从

乡村抽血，乡村供奉都市”，② 当前外部乌卡时

代特征 （ＶＵＣＡ，即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不断凸显，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新时代的县域城乡融合，讲究绿色全

要素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的双赢，这与和平发展的理念相契合。

通过强调开放合作鼓励跨区域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有助于形成更加和谐的区域关系，促进

不同地区间的共同繁荣。

四、县域城乡融合的评价指标

（一）县域城乡融合评价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县域城乡融合的理

论逻辑与演进，已为发展评价与实践路径的研

究框架奠定了基础，规范的评价指标作为典型

的决策分析工具，是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客观要求，将助推城乡治理的实践者识别

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现状与困境。本部分希冀构建

多维度的县域城乡融合评价体系，旨在通过科学

合理的计量对标上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进而对

不同县域的现代化水平进行定量评估和追踪。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是对社会治理和经

济发展基础单元的全面考量，笔者通过综合评

估社会治理、产业分工、人口流动和环境资源

保障等多个维度，揭示县域内部城乡统筹发展

的内涵及评价，围绕人口融合、经济融合、社

会融合、空间融合和生态融合五大方面开展。

人口融合体现在城市人口由农向非农转移、城

市人群向乡村流动，空间移动和交易成本得以

降低，城乡间就业、工作、游憩促进了人口的

会合。经济融合表现在城乡间商品和要素对接

的考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经济一体化发

展，延长产业链和创新产业形态，促进经济多

元融合。③ 社会融合涉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配置，基础设施、城乡教育、养老、医疗

的融合，保障城乡社会现代化。空间融合强调

资源分布分工的关联与城乡功能的协调，体现

在要素密度、信息服务和科技人才的优化。生

态融合主要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环境行为方

面，赋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二）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构建

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可参照更宏观

的市域尺度等，但更需特别关注特有的城乡融

合特征，如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城乡一

体化发展目标、社会结构优化、农村资源配置

势能、农民生活幸福渴望等因素。这些因素共

同作用，推动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关

系的合理调整。综上，遵循科学性、数据的可

获得性、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尺度的适宜性上进

行深入探讨和完善，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

下，基于城乡空间、城乡经济、城乡社会、城

乡生态的一体化框架，④ 结合主观调研和客观论

证，参考现有学者研究结论，⑤ 尝试构建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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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涵解释 属性

城乡

人口

融合

人口

互融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通过人口空间聚集度与分布反映整体
城镇化

＋

外地定居人口情况
反映县域对外人口吸引力、社会融合度以及城乡发展均衡性

的关键社会动态
＋

外出务工人口情况 反映县域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不足 －

就业

结构

返乡入乡创业人数 衡量了乡村社区就业市场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吸引力 ＋

农业就业比
从事农业／农村从业总人数。反映城乡劳动力配置，越大则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越强

－

城乡

经济

融合

经济

发展

县域人均ＧＤＰ 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情况 ＋
村民人均纯收入 反映乡村居民经济水平 ＋

产业

升级

二元生产效率比

（一产增加值／一产从业人员数）／（二、三产业增加值／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反映部门经济结构差异，间接反映城乡

资本配置状况

＋

产业升级系数 二、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

经济

一体化

城乡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比
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乡居民恩 格 尔 系

数比
食品烟酒支出／消费支出总额 ＋

城乡居民收入比
包括传统农业、自营工商业、打工劳务、租金、金融产品、

补贴分红等方面
－

城乡居民支出比
全家开支情况，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服务、

交通通信、医疗教育、人情往来、还贷款等
－

城乡

社会

融合

教育

水平

基础教育水平 县域中小学在校学生数 ＋
高等教育水平 高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
城乡教育支出比 全年教育支出／家庭全年开支总额 －

医疗

保障

医疗条件 每万人所拥有的医疗卫生人员数量 ＋
“新农保”参保率 反映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覆盖程度和普惠性 ＋

“新农合”参保率
反映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参与度，体现城乡医疗资源

获取上的均衡和覆盖度
＋

社会保障服务 反映县域社会保障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日常

生活

人均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额
直接反映城乡居民的日常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 ＋

人均生活机构设施

社区人均所拥有的以下机构设施的数量：①卫生室／卫生院／
医院；②养老院／敬老院；③公共食堂④银行／信用社⑤资金
互助社⑥公共汽车站停靠点⑦高速公路条数⑧小商店／乡村超
市⑨菜市场⑩可进行集体文娱活动的广场村瑏瑡文化站瑏瑢村图
书馆瑏瑣村史馆瑏瑤教堂、清真寺、佛教寺院、道教道观、土主
庙等民间信仰庙宇瑏瑥家族祠堂／宗族庙宇

＋

城乡文旅休闲支出比 衡量城乡社会融合在生活方式和精神消费层面均衡性 －
大龄单身男性占比 通过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社会特征，理解城乡家庭结构和需要 －

城乡

空间

融合

要素

密度

城乡人口密度比
县域城乡人口／城市面积，反映人口分布与城市空间利用的紧
凑性

－

路网密度
县域公路营运里程／土地总面积，衡量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发达
度和空间可达性

＋

土地城镇化率 县域建成区面积／行政区划面积，评价土地利用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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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涵解释 属性

城乡

空间

融合

信息

服务

社区快递服务评分 评价社区快递提货服务的供给水平 ＋

新型服务业 （含电商）

农户占比

包括社区内农机服务、养老护幼、生产托管、烘干收储、技

术培训等
＋

利用互联网开展工作

包括 “互联网＋党建”来优化党建，“互联网＋网格”来优化
人员管理，“互联网＋医疗”来优化医疗服务，“互联网 ＋文
化”来优化社区治理共４类的数量情况

＋

科技

人才

农业机械技术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总面积，反映耕地利用效率 ＋

乡村科技人才情况
乡村的农村科技人才情况，包括农村高科技领军人才、农村

科技创新人才、农村科技推广人才、科技特派员总数
＋

乡村产业发 展 人 才

情况

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农民、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

头人、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乡村工匠总数
＋

城乡

生态

融合

生态

环境

评价

建成区绿化率 衡量县域生态本底 ＋
人居环境变化评价 反映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治理等主观评价水平 ＋
生态环境变化评价 反映居民对空气、土壤、水环境、噪音、垃圾污染的评价水平 ＋

生活

卫生

治理

卫生厕所假设情况 村／社区需要进行卫生厕所改造的情况 －
垃圾站假设情况 村／社区拥有专门垃圾站 （集中点）的情况 －
生活污水治理情况 村／社区需进行生活污水治理的情况 －

村民

污染

行为

生活垃圾固定倾倒 生活垃圾倾倒到固定垃圾堆放点的频率 ＋
垃圾分类处理 丢弃生活垃圾时会先进行分类处理的频率 ＋
大量用化肥农药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频率 －
焚烧秸秆 村民在田地里焚烧秸秆的频率 －

　　注：表中 “＋／－”分别代表该指标属性为正向／负向指向。

　　由是观之，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涵盖了

“三农”领域中生产生活生态的多维度，关注

县域产业布局、人口集聚、资源分配等现实问

题，考量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

的提升，还反映了现代人的身份认同和流动社

会的情感维系问题。县域城乡融合指标体系的

构建是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的结合，可协同采

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扎根理论、自然辩证法、

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

亦可弥合数据来源的不足和主观评价的缺失。

评价体系的构建旨在提高县域城乡融合的可度

量性，识别县域城乡发展的困顿，从而为探索

实现路径、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提供支持。

五、县域城乡融合的困顿与实现路径

中国城镇化率从 １９８５年五年计划时的

２３７１％提升到２０２３年的６６１６％，显示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但城乡差距依

然偏高、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仍待弥

合，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成为现代化进程

不可忽视的 “阿喀琉斯之踵”。正如习近平所

说的，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４亿多人落

下，到头来 “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

的农村”， “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

的”。① 面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的现实，前

文所构建的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能刻画出发

展现状，达到科学监测的过程性目标，亦能为

回归发展路径的辨析提供重要遵循。笔者立足

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部署要求，② 进

一步探究县域城乡融合的困顿与实现路径。

（一）县域城乡融合的实践困顿

第一，体制机制存在障碍。首先，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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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制度阻碍了人才、资本等关键资源在城乡

间的有效互动，单向的流动模式限制了乡村发

展潜力。其次，县级层面的政策法规对促进城

乡融合的支持不足，例如，对乡村经营建设制

度的改革不够深入增加了项目审批流程的复杂

性。再者，县域间的行政壁垒和执行差异影响

了城乡融合的广度，项目跨区域协调的困难限

制了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有效整合。最后，

地方市场监管体系不完善和服务体系不足影响

了融合市场的健康发展，在难以满足城乡居民

需求的同时可能进一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进

而限制了城乡融合的深度和质量。①

第二，城乡要素流动不畅。流动性人员在

考虑向乡村转移就业或创业时面临诸多难题，

乡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足，导

致早期多数县域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流，人才

短缺不仅限制了地方创新体系的构建，也制约

了产业支撑服务的完善；土地的整合利用效率

不高伴随着空间开发的低效，导致了生产空间

的无序占用和生活空间的 “空心化”，对城乡

融合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资金流动是制约县

域城乡融合的核心障碍，基础投资需求大加之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使得发展基底不足

愈发阻滞着县域产业的发展。

第三，治理和支撑体系不足。服务均等化

供给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县域在

需求识别、内容精准供给和绩效评估等环节存在

挑战。尽管县域内通过党员下沉和网格化管理方

式，能够规避行政社区限制带来的需求感知独断

性和浅表化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较难确保公共

服务供给流程的再造、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动员以

及多层次供给机制的衔接。此外住宿、交通、信

息和公共安全等设施的发展尚不充分，影响了居

民生活质量和城乡互联互通。县域服务体系建设

质量普遍不高、公共服务的缺失、卫生设施和应

急管理缺失，在降低了居民幸福度的同时也削弱

了县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第四，数字和生产力发展滞后。首先，县

域地区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不足，

网络覆盖不全面、宽带速度较慢以及数字服务

设施不完善，一些偏远地区的数字基建尤为滞

后，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对数字经济的接触使

用；其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专业人才

缺失，县域企业和特色农业在技术升级创新方

面投入不足，容易导致生产力提升缓慢；最后，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的 “数字鸿沟”问题也不容

忽视，城乡之间在信息获取、技术应用等方面存

在差异，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制约了经济的

均衡发展。在一些县域，尤其是西部 “老少民

边”等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滞后，可能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县域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

其一，优化机制，完善体制。首先，这涉

及深化行政和财税制度的改革，以及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 “省直管县”

改革，放权赋能，下放行政审批权和经济管理

权，激发县级政府发展经济、优化服务的动力

与活力。② 同时，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厘清省级

与市县之间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优化转移

支付结构，确保县级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从而间接缩小区

域发展差距。此外，还需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

置，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以及探索多元养

老模式，增强县域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利用数字技术优化

政务服务流程，提高群众满意度，并建立健全

规范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通过构建一

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突出人

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以协商民主

的形式建立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机

制。引导工商资本和人才下乡，制定财政、金

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激励政策，可以促进乡

村全要素市场的发展，吸引人才返乡入乡创业，

激发市场深层潜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其二，夯实产业，提升治理。各县域应立

足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精准选择和发展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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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产业项目，以建立自带造血功能的产业

体系。大城市周边县域以融入城市群和都市圈

为主要发展思路，通过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承

接中心城市疏解的产业和人口，发展与中心城

市功能互补的产业。中西部县域则需抓住产业

梯度转移的机会，优化产业结构，稳固经济基

础。农业主产区县域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推

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率，并发

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实现三产融合。此

外，人才、土地和资金是推动县域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要素。树立开放的引才理念，满足

人才在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

的需求，并培育本土人才，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土地方面需挖潜土地存量，优化乡村空间布局，

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新增建设用地保障机制。资

金方面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统筹整合资金，保

障农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并全方位拓展产业

融资渠道，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鼓励企业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融资，引导在外企业家回乡

投资。

在提升治理方面，需要加强县域财源建设

推动财力下沉，要深化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宅基地使用权

让渡等方式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稳步推进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征地补偿机制。

还需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政务服务流程，

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建立健全规范权力运

行的制约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

治理格局。

其三，数字经济，新质赋能。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对县域城乡融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① 数字技术通过引领城乡生产力变革、贯通

城乡消费市场、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和提升城乡

生活品质等多方面改变着城乡融合发展的面貌。

具体来看，高速宽带和５Ｇ移动通信等数字基础

设施的建设，能为远程教育、医疗、电商等数

字化服务普及打下基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促

进了传统社区与网络虚拟社区的紧密结合，数

字文化能以创新、技术和评价赋能城乡融合实

现文化共富。② 通过智慧服务平台等数字治理共

同体的使用提升治理效能，促进社区智能化服

务，拓宽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覆盖了物

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技术的

社区元宇宙，能减少物理距离的隔阂和通勤时

间成本，增强社会整体幸福感。以农村电商和

乡村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能统筹

推进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增强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成都市双流区的智慧

社区建设案例：利用 “幸福双流”应用系统和

人脸识别技术，提升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增强居民生活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通过线上平

台整合街道、社区、院落三级信息化数据链，

结合线下多力量协同，探索 “平台 ＋管家”的

物业服务新模式。此外，通过网络和电商平台

挖掘乡村资源，注重乡土文化与数字技术结合，

推动乡村资源开发利用保护。③

可见，数字经济技术成为新质生产力在服

务地方发展的有力实践。数字城乡融合不仅能

减少城乡融合中人力物力投入，还能让城乡融

合提质增效。县域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

载体，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融合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结　语

县域，承接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承载着居民对幸福生活的需求，勾勒着富民强

县的发展规律。２０２２年５月印发的 《关于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

建设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

县城。④ 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３日，习近平在新时代推

·２３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５期　　　　　　　　　　　　　　　　　管理学

①

②

③

④

张永奇，单德朋：《“流空间”透视：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的时空效应———基于２７０３个县域的经验证据》，《云南民
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徐达：《技术变革抑或创新尝试：数字文化赋能城乡融合实现文化共富的探索研究》，《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徐平，龙昊廷：《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从乡土中国向和美中国之变》，《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方创琳，赵文杰：《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济地理》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要坚持推进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

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①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

的深入，县域城乡融合已成为实现国家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

传统的二元结构理论已不足以指导中国的

城乡融合实践，需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和

理解县域城乡融合的深层意义，重视文化隔阂

的化解、社会认同的融聚以及发展桥梁的构建。

研究通过深入剖析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化、

互动逻辑和现实困境，尝试构建出定量评价指

标体系，提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发展路径。

可以看出，实现 “大国大城”与 “大国小

城”两条腿走路的战略调整，是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阶段性任务，融合的关键在于体制

改革和制度创新。打破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化

解农村土地制度的封闭性和村庄集体成员权的

排他性。同时，推进乡村 “镇兴”，打造小城

镇产业集群，形成县域、乡镇与村庄的联动融

合，与城市群、都市圈对接，融入经济大循环

与统一大市场，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促进城

乡区域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加快推进我国县域

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实现社会福

利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毋庸讳言，中国式现代化与县域城乡融合

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互促共进。中国式现代化

不仅为县域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与使

命，而且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也在实践中丰富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未来，需要

在优化县域城乡地域系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

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下功夫，同时

也应关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实践

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

域 “去农业化”与 “再农业化”结构转换、

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面向新需

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

乡融合。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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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

路径与模式研究

尹　君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社会组织作为 “第二轨道外交”的主体，是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伙伴。中国的全

球治理势能已经从积极参与进入到发挥引领性、推动性作用阶段，急需中国社会组织发挥其重要主体

效能。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取得了重要成效，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和模式，但是仍然面临

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规模、领域、能力都处于初级阶段。加强社会组织参

与全球治理的研究，为社会组织协同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稳步推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能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参考。

关键词：全球治理；社会组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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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７２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社会组织①取

得参会身份，参与规则制定和会议策划，开启了

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之后，社会组织

数量剧增，不断扩大参与全球环境的治理和可持

续发展的决策过程，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

重要主体。“全球治理”的概念最早由国际发展

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１９９０年提出：为了顺应世

界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演变，对全球事物进行共同

管理。②全球治理是治理概念在地域上的延伸，全

球是范畴，治理是根本。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

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综合，是

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

动的持续和过程。③关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治理领

域的关系建构模式的理论中较为权威的是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莱斯特·Ｍ萨拉蒙提出

的志愿失灵理论：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是

互助、合作关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资金的提供

者和监管者，而不是服务提供者。正是因为非营

利组织和政府在各自功能上的优势和不足，二者

才需要相互依赖和合作。④政府和志愿部门之间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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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应该是一个值得发扬和改进的模式。作

为全球社会组织数量最多的美国，以及 “ＮＧＯ

外交”发展模式较为成熟的英国、日本，将这

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模式拓展到全球

治理领域，创新了全球治理和国家外交模式。

社会组织在走向国际治理的过程中，是以其本

土发展经验、本国文化理念以及政策支持为基

础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为国家

“第二轨道外交”的主体，成为其国家参与全

球治理的重要支持力量。

２１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

性增强，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更加有效、机制化、

协调性强的全球治理。社会组织在国家、企业、

国家间组织难以发挥作用的真空领域进行了有

效补充，在难民、消除饥饿与贫困、妇女儿童

保护、甚至在对抗全球威胁等领域有效完成志

愿目标，为全球治理贡献了重要力量。然而，

气候变化、战争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日益威胁人类生存。美国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大

国加剧调整其全球战略，频繁退出多项多边合

作机制，全球治理合作框架与氛围遭受打击，

大国政府间的全球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全球

治理赤字日益加剧。２０２０年以来，疫情与全球

经济危机的叠加、俄乌冲突的爆发，深刻影响

了全球发展趋势，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球治理进入艰难阶段，呼唤社会组织在全球

更大范围、更广阔的空间发挥其治理效用。

２０２２年５月，习近平强调： “希望社会组

织履行责任担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智慧和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

治理的颓势，中国勇担大国责任，面对人类共

同的威胁和问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务实合作，

推动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

在全球范围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成为推

动全球治理正向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参与全

球治理的趋势变化和政策调整需要中国社会组

织发挥主体性作用，并不断向专业化、高质化

发展。

一、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实践的历程与现状　　　　

　　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国家整体治理格局有

着深远的影响。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 “治理”

模式的探讨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公共性，

包括治理场域的公共性和治理主体的平等性。

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是 “国家治理”而非 “公共

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国家治

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

“从公共治理理论的规范性意义来说，国家治理

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治理，而是一种同时以国家

建构和社会治理为旨趣的国家—社会关系重塑

方式。相比于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去国家化和

去中心化特征，中国的 ‘国家治理’更强调以

灵活的治理方式达到国家建构的治理目标。”①

有学者用 “嵌入型治理”② 来概括中国社会组

织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模式，即通过政社关系

的解构与重塑寻求 “国家建构”与 “社会治

理”的平衡。③ 在全球治理场域，中国社会组

织与国家的关系与双方在国内的关系构建一致。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与国家的

关系建构决定着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理念、

领域、方式以及区域选择。党的十八大、十九

大、二十大不断对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出

了很多重要的论述，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

了明确的方向与路线方针。

（一）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

历程。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中国

对外援助的历程并行。新中国坚持对外援助的

７０多年，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１６０多个国

家、组织和地区累计提供４０００多亿元人民币的

援助，共实施援外项目５０００多个，形成了具有

自身特色的模式，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代表。

中国社会组织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体之一。

中国社会组织随着改革开放快速发展起来，经

历了从少到多，从草根到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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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力：《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首先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 “嵌入”这一概念的是卡尔·波兰尼。他指出 “过分市场化、过分关注经济而忽略社会有巨大

的风险”。他认为，“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从国内到国际化的拓展。总体规模从最初的１０

万发展到现阶段的９０万。随着社会组织不断提

升，目前成员发展到全新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

主要为政治、知识、与经济精英。２００５年以

来，社会组织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２０１１年

中国首次发布的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为

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

作为 “第二轨道”外交的主体，中国社会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规模、数量、频次、深度、

广度等仍然存在较大短板，参与的志愿性、专

业性、能效较弱，制约因素较多，难以匹配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

根据２０２１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９０１８７０个，其中涉外组织

领域社会组织５４１个，占总量的０．０６％。具体

结构为：中央级：５０个，省级及省以下地方级为

３７８个。其中地方级排名前５位的是：福建省６０

个，江苏省４０个，广东省３１个，湖南省２７个，

浙江省２０个。其他地方级组织数量更少。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与中国

对外援助的领域基本一致：主要是从传统的救

灾、扶贫领域向教育、民生、医疗转变，目前

正在加强向科技、环保、司法、智库等领域拓

展。传统领域主要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国际

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为例。教育、民生、医

疗领域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为例。科技、环保、司

法领域可以全球互联网能源发展合作组织、全

球环境研究所、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

转移中心、全球化智库等为例。中国社会组织

在对外援助过程中，虽然主体的宗旨和领域有

别，但是在各领域存在横向合作、交叉重叠的

情况，没有绝对的领域之分。目前中国社会组

织对外援助主要区域是以南南合作和共建 “一

带一路”国家为主，包括非洲、亚洲、拉丁美

洲区域国家。在全球社会组织集中的非洲和东

南亚，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活跃度较低。

２０１８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为社

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机制保障。２０２１年

中国发布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以法规的形

式确定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主体地位，为社会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２０２１年，

国务院发布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

皮书 （２０２１），中国 “对外援助”进入到 “国

际合作发展”新阶段，① 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提供了理论、方向、路径、领域等方面的支持。

二、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实践的路径及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路径及模

式与其 “国际化”的过程、路径及模式重叠。

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组织的 “国际化”

发展，本文将结合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

治理表现的新路径和模式进行阐释。

美国、英国、日本、巴西的路径及模式：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与所在国的

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社会变革和海

外援助等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非

营利组织的国际化之路采用文化影响、多边渠

道和双边援助三驾马车并行的战略；而英国将

国家利益置于高层，而民间社会的行动往往与

国家的战略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本质

也是采用多边渠道和民间社会行动并行的战略

发展模式；日本是利用联合国多边体系比较成

熟的办法，同时采用民间并行的行动；而巴西

的政府主导型发展之路，充分体现了经济还处

于发展为主的阶段，它们考虑的南南合作机制。

其成功之处都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②

黄浩明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可以选择四

个走出去的战略，包括与国外民间组织的交流

与合作，利用联合国多边渠道走出去，利用参

与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的机会和选择国际官方

发展援助机制。提出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四个

路径：组织路径、国家路径、合作路径、资源

路径，以及五种模式：民办官助、社办联企、

社媒合作、借船出海、属地伙伴，并认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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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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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际合作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ｃａｉｄｅｖ．ｏｒｇ．ｃｎ／ｎｅｗｓ／１１０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３日。
黄浩明：《社会组织走出去———国际化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２页。



国家援外体系走出去是目前优先考虑的

战略。”①

吕晓莉最新的研究——— 《从行动到影响力：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与经验》，认

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有： “１

大爱无疆：开展海外人道救援与医疗救助项目；

２助力他国发展：中国发展经验的海外拓展；

３搭台轮道：以交流促理解，更好地讲述中国

故事；４构建项目所在地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实现可持续性的海外运作模式。”②

综合以上研究，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组织参与

全球治理出现的新趋势，本文认为中国社会组织

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与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通过参与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

的路径及模式

社会组织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

中合作是最常见的路径和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世界银行开始正式与民间组织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

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ＦＡ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等国际组织都特别重视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通

过成立民间组织中心和网络，召开民间组织磋

商会议和合作执行项目等方式加强与民间组织

的交流与合作。③

联合国是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

台。社会组织通过得到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

地位参与全球治理。咨商地位是联合国与社会

组织之间正式关系的核心，是社会组织参与联

合国事务的重要途径。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

作促进会为例：民促会成立于１９９２年，于２００７

年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一直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国内做到了引领。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中国民促会国内会员达１４６家，与

１９２个国际社会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与２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９个国际社会组织和机

构开展项目合作。

（二）以机构平台为主要渠道的路径及

模式

社会组织通过联合起来形成跨国合作网络

参与全球治理的结盟模式。中国没有明确的结

盟机构，但存在协调的组织机构，即中国国际

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民促会在推动中国社会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主要是发挥内外链接作

用。“中国民促会在 ‘引进来’方面，筹集国

际资金，借鉴国际经验，培育国内社会组织成

长；在 ‘走出去’方面，支持国内社会组织从

最初的单双边交流、人员互换、跨区域合作，

逐渐发展到参加国际会议、举办边会，发出中

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④ 民促会通过三个项

目行动来完成其内外链接这一功能：多边及区

域交流项目、国际志愿者交流、中欧民间组织

互换项目。民促会作为社会组织 “内外”沟通

的桥梁，其覆盖的领域包括传统领域以及社会

组织能力建设、公益研究等。其发挥作用的方

式包括：项目援助与支持；组织多边论坛；开

展国际志愿者交流，建立国际合作网络和培养

自身专业能力；积极争取国际组织咨商地位，

提升自身咨政与治理能力。⑤

（三）立足本国发展经验，向区域、国际

拓展的路径及模式

这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路

径和模式之一，也是西方国家社会组织参与全

球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这里以爱德基金会、

地方跨境社会组织为例阐释。

１．爱德基金会立足于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

品牌项目，积极向区域和世界拓展，成为中国

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较强的代表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１９８５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后最早一批成立的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社会组织。爱德基金会项目区域累计覆盖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爱德北京办公室和日内瓦国

际办公室联动，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了爱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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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黄浩明：《社会组织走出去———国际化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第１２２－１３１页。
吕晓莉：《从行动到影响力：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与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１－３７页。
黄浩明：《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与路径研究》，《社会组织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ｎｇｏ．ｏｒｇ／ｐｌｕｓ／ｌｉｓｔ．ｐｈｐ？ｔｉｄ＝１３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

月３日。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ｎｇｏ．ｏｒｇ／ｐｌｕｓ／ｌｉｓｔ．ｐｈｐ？ｔｉｄ＝１３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

月５日。



国际化战略：（１）加深爱德在国际人道主义网

络的组织嵌入；（２）加强爱德与联合国系统及

其他多边国际平台的联系；（３）以多种形式参

与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或走出去的议题倡导和

研究，挖掘和分享爱德实践，巩固和强化爱德

作为走出去头部组织的品牌影响力。２０２１年５

月，爱德参加国际志愿机构联合会 （ＩＣＶＡ）的

会员大会，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凌春香成功当选

ＩＣＶＡ理事，有助于爱德深度参与到全球治

理中。

以活水行动参与全球治理：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爱德基金会发起了爱德安全饮水项目。此

后３０多年里，安全饮水项目走遍中国，包括爱

心水窖、家庭水柜、自来水入户工程、学校饮

水工程等项目活动。２０１７年起，爱德 “活水行

动”项目走向世界，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

和学校建立供水系统、过滤装置、卫生设施和

其他饮水工程。现已在埃塞俄比亚、缅甸、尼

泊尔、斯里兰卡、菲律宾五个国家开展了饮水

安全项目，另外还在肯尼亚建设了卫生厕所和

洗手设施。在疫情期间，爱德基金会运用互联

网技术开设线上服务学习和线上文化课程等项

目，对国际公益行动进行了创新。此外，爱德

基金会薪火同行国际助学计划、爱德小课桌等

项目，都是在国内积累经验之后开展的国际公

益项目。

２．地方社会组织援外案例———西南边境社

会组织援外路径

地方性社会组织开展跨境治理的路径主要

是参与到政府援外项目中。以云南民间国际友

好交流基金会的缅甸 “光明行”项目为例：基

金会通过与云南省政府合作，与缅甸民间友好

组织合作开展项目。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云南民间

国际友好交流基金会已组织云南省医疗队在缅

甸曼德勒、仰光等多地开展了１０次 “光明行”

活动。２０１９年中国云南省缅甸 “光明行”活动

持续５天，手术所需的药品和耗材由云南省医

疗队提供。中方还向医院捐款用于治疗白内障，

并在手术结束后将１５套白内障手术器械全部捐

赠给医院使用。① 瑞丽妇女儿童中心２０１４年与

瑞丽妇联合作，与缅甸的华侨会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在缅甸成立了项目办公室。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２年间，与缅甸卫生、农业、教育等机构合

作，开展跨境妇女儿童保护行动，并拓展到民

生、卫生领域。

（四）立足国际，以全球治理为目标，直

接参与到国际组织的任务中，建立全球网络，

引领某一领域的全球治理

这一路径和模式在国际上虽然是传统方式，

但在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中，这

是一种相对新的融合型路径和模式，也是中国

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理想模式，对中国社

会组织的内外发展能力挑战较高。

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ＧＥＩ

ＤＣＯ）为例：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ＧＥＩＤＣＯ）倡议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

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并纳入

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议程”、 《巴黎协定》和

“一带一路”建设等工作框架。其目标为：按

国内互联 （２０２５年）、洲内互联 （２０３５年）、

全球互联 （２０５０年）三个阶段，加快建设跨国

跨洲电力大通道，形成 “九横九纵”全球能源

互联网骨干网架，打造覆盖五大洲的 “能源大

动脉”。ＧＥＩＤＣＯ目前拥有 １２３０家会员、覆盖

１３４个国家，在全球设立７个区域办公室和６５

个国家代表处，建成非洲、欧洲、中南美洲等

６个区域委员会和１６个国家委员会，建成了开

放高效的全球工作体系。工作方式及成效：举

办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等５０多场国际会议；与

五大洲１００多个国家的政府、企业、机构、高

校建立合作关系，签署４８项合作协议；向全球

发布８０多项创新成果，出版５０多本中、英文

专著和报告。②

（五）以中国智库力量为基础，发出倡议，

组织或参与全球智库交流，提升中国参与和推

动全球治理的能力

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突破。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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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９中国云南省缅甸 “光明行”活动在仰光启动》，国际在线网站，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４３４３７３５５０７３８
８６３９０＆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８月３日。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创新实践报告》（２０２１年），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ｉｄｃｏ．ｏｒｇ．ｃ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６月３日。



智库 （ＣＣＧ）为例：全球化智库 （ＣＣＧ），成立

于２００８年，但发展较快，专业性较强、国际化较

好，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其致力于全球

化、全球治理，国际经贸与投资，国际移民、人

才与企业全球化、中美关系与中美经贸、国际关

系、“一带一路”、智库发展等领域的研究。ＣＣＧ

是唯一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拥

有专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是国内最大

的社会智库之一。① 会议论坛模式是其主要工作

方式，也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增强话语权的重要

方式。调研咨询是其服务于政府决策咨询的主要

方式。发布报告和出版相关专业论著是其建立专

业性、权威性，宣传和倡导的主要方式。ＣＣＧ在

近三年发展较快，组织和参与的国际论坛较多，

是中国社会组织中积极宣传中国文化理念和提升

中国话语权的重要组织。

ＣＣＧ一方面通过研究直接影响政府决策，

另一方面通过公众活动，设置议题，影响社会

舆论达成公众共识，从而推动政策。ＣＣＧ每年

共举办 １００多场研讨会，汇集了政策制定者、

学者、ＣＣＧ理事、相关产业精英，最终产出许

多建言献策报告。ＣＣＧ打造了由国内智库首创

的 “ＣＣＧ智库圆桌会”系列。ＣＣＧ智库圆桌会

自正式开启以来，已经成为具有国际视野、思

想高度和建设性的 “品牌”会议。②ＣＣＧ成立了

“一带一路”研究所、世界华商研究所、华人

华侨研究所和移民研究中心。在华盛顿、纽约、

伦敦、法兰克福、巴黎、悉尼和里约热内卢设

立了海外代表。

三、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实践的特色及挑战　　　　

（一）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特色

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

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注重实效，重信守诺，

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不干

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

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

展模式，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代表。

１．去意识形态，以南南合作为主，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是主要对象

纵观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现

状，去意识形态，目标导向性较强，其对象国主

要是 “南方国家”和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的主要基金支持。２０１５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

国发展峰会，发表了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

共赢伙伴》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设立 “南南合

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２０亿美元，支持发展中

国家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２０１７年以来，以

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为主要援助对象。２０１７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时发表题为 《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建

设》的主旨演讲，宣布将向 “一带一路”沿线

发展中国家提供２０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

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１０亿美元，在沿线国

家实施 １００个 “幸福家园”、１００个 “爱心助

困”、１００个 “康复助医”等项目。２０１１年成立

的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ＣＦＰＤ）积极响应承接

共建 “一带一路”公益项目。先后在老挝、柬

埔寨、缅甸、蒙古、菲律宾、塔吉克斯坦、巴

基斯坦、尼泊尔、苏丹、赞比亚、坦桑尼亚等

３４个周边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近８０

个民生公益项目，累计投入超过２亿元人民币。

举办 “和平发展论坛” “丝路之友对话会”等

多场国际交流研讨活动，举办社会治理、新媒

体、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国际研修

交流活动，为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

相通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③

２．以较大体量社会组织为主要力量，梯队

化、规模化发展较弱

中国社会组织涉外类数量较少，以较大体

量的社会组织为主要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中

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是传统援

外的主要力量，全球环境研究所、全球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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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ｇ．ｏｒｇ．ｃ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６月５日。
全球化智库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ｇ．ｏｒｇ．ｃ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６月５日。
根据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官方网站资料整理，详情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ｆｐｄ．ｏｒｇ．ｃ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５月８日。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等是近几年发展

起来的重要代表、参与全球治理专业性较强、

成效显现较快的社会组织。中小社会组织和地

方社会组织多是以补充形式或者依靠政府组织，

多方参与形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例如中国红

十字会的地方组织、云南社会组织援外活动的

展开等。

３．专业性、目标性、包容性发展明显，多

种援助方式并行

中国国际民间促进会、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爱德基

金会、全球环境研究所、全球化智库等这些参

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社会组织，他们宗旨明确，

工作任务和方式清晰，在援外过程中，都是以

自身的专业性为主要支撑，作为援外的重点领

域，时有交叉融合的情况。

专业性社会组织和地方中小社会组织援外

专业性、目标性较为明显。例如：１９９９年成立

的中国本土的儿童权利组织———北京青少年法

律援助与研究中心，２０１１年获得联合国特别咨

商地位。其参与国际援助同样是为青少年、农

民工、社会组织提供法律服务，是服务输出，

专业性非常明显。该组织通过举办论坛，参与

国际研讨会、国际儿童法联盟，到非洲开展儿

童权益保护活动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在专业领

域国际化发展较为成功的社会组织。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主要聚焦于自

身专业领域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项目。

２０２０年疫情暴发后，中国社会组织在参与

全球抗疫行动中以目标为导向，多方协作，多

种援助方式并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２０

年３月３１日，中国内地社会组织已经或计划开

展的全球抗疫行动覆盖六大洲至少１０９个国家

（不含中国），其中包括捐赠检测试剂盒，利用

优势资源精准支援疫情前哨的猛犸基金会；设

抗疫专项基金，专业国际援助发挥成示范效应

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马云基金会 ＆阿里巴巴

基金会；微医全球抗疫平台致力企社合作推广

“互联网＋医疗”，形成在线救援抗疫新模式”①

４．以长期援助项目为主，注重持续性、有

效性，在地化发展较少

纵观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项目和

方式，多以长期项目为主，注重持续性、有效

性，但在地化发展较少。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

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是长期

项目，其援助的方式多是物资援助和技术援助

短时性的。但是在必要活动中，与其他国际红

十字会成员横向合作。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项目多为长期项目，项

目时间持久、目标明确、多次援助，偶有在地

发展项目。全球环境研究所驻外机构较多，但

是依然以国内力量为主体，在地化发展处于早

期阶段。地方社会组织在援外项目中，多是作

为主体项目的某一部分，极少在地化发展较好。

５．领域不断拓展，从基础性领域转向高科

技领域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早期主要是人道主

义援助，包括物资援助、灾难救援等，逐步发

展到医疗卫生、妇女儿童保护、教育、民生、

环保等领域的专业性援助，目前在农业、环保、

医疗、民生等方面正在向高科技领域拓展。中

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倡议成立了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发起 “数字

丝路”国际科学计划，在摩洛哥、赞比亚、泰

国、巴基斯坦等国设立８个国际中心作为跨国

技术转移平台，并在联合国南南框架下建立

“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中国主导发起的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员单位达

到６７家。截至 ２０２１年末，中国与 ８４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联合研究项目１１１８项，累计

投入２９９亿元人民币，在农业、新能源、卫生

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５３家联合实验室。中国启

动的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建设

项目累计吸引２００多个国际组织和千余个国别

组织参与，涉及全球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共

实施１５２个项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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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抗疫十大行动案例发布》，《公益时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ｎｇｙｉｓｈｉｂａｏ．ｃｏｍ／ｈｔｍｌ／ｓｈｅｈｕｉｚｕｚｈｉ／２０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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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来源：林子涵：《“一带一路”日益成为科技合作创新之路》，来源：《人民日报 （海外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
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ｈｗｘｗ／２９６３１１．ｈｔｍ，２０２２－１２－１２１３：３０：５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５月３日。



（二）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

挑战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较晚，参与全球治理的

规模和效果都非常有限。近些年中国注重对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支持和培育，

中国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

要主体，但是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从中国社

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国内培育环境、全球治

理情势出发，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参与全

球治理的国内国际环境和支持、成效、模式等

相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困境主要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１．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自身能力困境

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看，与非政府组

织相比有 “国际性”限定。国际非政府组织：

一是 “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区别于跨国企

业和跨国私营机构，以非营利为特征；二是活

动范围的跨国性与国际性；三是机构组成的国

际性。或者在两个以上的国家设立了组织机构

的非政府组织，也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四是

资金的来源和使用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是否

是国际性的，以上条件必居其一。从以上限定

条件和多项研究情况、结合四个国际关键指标

（组织治理、合作伙伴选择、国际化业务、人才

结构）分析得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

能力困境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国际性志愿

目标动力不足；全球治理专业能力及经验不足；

人员结构国际化水平不足；吸引国际资金能力

不足；拓展国际项目能力不足。

２．发展历程较短，内生动力不足

中国的社会组织普遍存在志愿性、专业性、

独立性能力不足问题。相比较于西方国家社会

组织的出现、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中国的社会

组织发展历程较短。西方国家社会组织的国际

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完成的。中国社会

组织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快速发展起

来的，其主要的社会治理效用是在国内。中国

社会组织虽然是中国援外的主要力量，但是其

国际化进程速度提升是伴随着中国 “南南合

作”和共建 “一带一路”的历程发展的，所以

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时间较短、经验积累少，

内生动力不足，依附性较强，独立性、专业性

不足，国际化发展较为受限。

３．法规政策逐步完善，但政策、企业、社

会环境支持力需持续培育

发达国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普遍有

着一套比较完善的多元机制，这套机制主要包

括法律机制、资金技术支持机制、沟通协调合

作机制。在法律机制方面，发达国家都制定了

一系列法律来管理和支持非政府组织，比如，

美国 《国内税收法》５０１（Ｃ）条款列出了 ２７

种享受联邦所得税减免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

会法案 （公法９９－８３）规定 政府必须提供不少

于１５％的对外援助资金给社会组织。在资金技

术支持机制方面，发达国家都设立了专门机构

来负责对社会组织的资金和技术资助及监管，

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下设有一个 “创新与发

展伙伴办公室”，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设有一

个民间援助支援室。此外，发达国家还设置了

与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以及合作的机

制。①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强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但是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机制、机构平台、项目资金等都正在完善中。目

前，主要支持机构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主要

资金支持来自 “南南合作基金”和 “丝路基金”

等。此外，中国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国际项

目的意识较弱，合作渠道有限，动力不足。

４．走出去路径依赖单一，创新性不足

纵观目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现状，主

要领域都是传统的领域：民生、教育、医疗、

环保、法律等，倡导比较多，真正落地持续性

发展的较少。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主要

是依赖于国家对外援助的领域和行动，通过会

议交流、组织论坛、参与援助项目等方式进行。

爱德基金会路径多元，在地化发展较好。全球

环境研究所在路径和模式创新方面较好，依赖

自身专业性，发掘并对接企业的海外需求，寻

求自身的国际化发展。其他大多社会组织走出

去的路径方式都比较传统，创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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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的路径及模式创新　　　　

　　２００５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

治理的路径及模式探讨开始兴起，不断推动社

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本文认为中国社会组织

参与全球治理首先要有明确的立足点和目标：

一是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重要立足点与

目标。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一直发挥主导性作

用。２０１５年，联合国通过了１７个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旨在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

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

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以中国参与全球治

理的重点领域和实践行动为立足点和目标。为

缓解当今全球治理现实困境，为推动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国２０１５年正式发布了与联合

国驻华系统合作撰写的 《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

标报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共建 “一带一路”

是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行动，

是中国面对现有全球治理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给

出的中国方案。三是以自身的经验与专业优势

为立足点，践行志愿目标。以自身专业性以及

在国内积累的经验为立足点，借助政府和企业

的力量开展国际治理合作，完成自身志愿目标，

是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传统模式，也

是基础性较好的一种模式。

（一）中国社会组织自我提升全球治理能

力的路径与模式创新

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情况、

社会组织在国内的发展情况，结合西方大国社

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尝试提出可供参

考的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模式

的创新点。

１．从四个国际关键指标一一突破，实现传

统路径再创新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是要具

备 “国际化”特征，需要从志愿目标、活动范

围、援助对象、资金来源等方面入手，完成一

定的国际化属性。中国社会组织通常的 “国际

化”模式主要是与国际组织合作，参与国际论

坛、国际会议，引进相关国际组织在国内完成

会议、项目，或者配合其他国际组织完成一定

的国际性事务，逐渐为自身的 “国际性”赋

能。这些都是让自身具备 “国际化”特征的模

式，但是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对象国的常驻化

发展极为薄弱可从国际化的四个关键指标一一

突破：即树立国际目标，筹集国际资金、成立

国际团队，发出倡议，开展国际项目。彼得·

威利茨论述了非政府组织如何成为国际非政府

组织的三种方式。“一是单个的非政府组织鼓励

在别国成立与之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如 “地

球之友 （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从美国首先是

扩展到西欧，然后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二是一

个组织鼓励在另一个国家建立伙伴组织，而不

是它的复制性组织。如北方的募捐组织会支持

南方的合作组织和社区组织。最后，有些因素

会促使非政府组织把活动扩展到更多的国家，

如一个非政府组织可支配资源的增加，或关于

其自身角色的看法转变了，比如乐施会。”① 这

是西方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的主要方

式，也是可供借鉴的经验之一。中国的社会组

织可在国内积累好专业能力，再结合其他国政

府或者国际企业的需求，找到资金来源、政策

支持，一步步推动 “国际化”进程，完成 “常

驻化”发展。

中国社会组织可积极尝试参与全球治理的

四种传统路径再创新：（１）通过参与联合国等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路径，可在与相关组织开展

合作路径方面创新；以 “嵌入式”治理参与到

各级各类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项目中，积极跟

进对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任务目标，根据自

身专业及相关组织的任务变化积极做出调整。

（２）以机构平台为主要渠道的路径创新；发掘

与自身志愿目标相关的国际专业领域结盟平台、

协调机构等，寻求国际平台、机构、合作伙伴

支持，提升自身治理能力。（３）立足本国发展

经验，向区域、国际拓展的路径创新；以本国

发展经验为核心能力，结合合适的国际化路径，

国际国内融合式发展，为自身的可持续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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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打下基础。（４）立足国际，以全球治理为

目标，直接参与到国际组织的任务中，建立全

球网络，引领某一领域的全球治理的路径创新；

结合全球治理目标转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理念和实践的调整，积极运用自身和国家力量，

在重要领域关键时刻发出倡议，开展国际行动，

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重要支持。

２．传统五种模式再创新探讨

即属地伙伴型、民办官助型、社办联企型、

借船出海型、融合发展型五种模式再创新：一

是属地对象选择注意要选择内部培育成熟，外

部因素支持较好的国家；二是民办官助式运用

注重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项目并行，规避

与官方结合不紧密的情况；三是社办联企型注

重于为企业开展前期调研和咨询、结合社媒宣

传项目情况，搭建社企媒联动网络；四是借船

出海时，注重与同类型影响力较高组织合作，

借鉴相关经验；五是融合发展型，结合以上模

式以及全球治理最新的情况变化融合发展，创

新治理机制与模式。

（二）对中国社会组织突破困境的启示

１．注重纵向发展，夯实社会组织参与全球

治理的梯队建设

从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和规

模来看，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较强，

专业性较强，但总体来看没有形成较好的梯队

发展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社会组织还是

中央级、体量较大、支持较好的社会组织，地

方级社会组织的规模、数量和治理能力还较弱。

可从三个路径出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夯实梯队建设：首先，第一梯队的社会组织应

注重在国内的分布性，在参与国内各地政府或

者企业的项目治理中，获得更好的内生力；其

次，各省市社会组织在自身发展的时候，注重

国际化、志愿性目标，在国家各部门、各省市

和企业的国际项目中，找到更多契合点，拓展

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渠道；再次，各地

社会组织可结合自身志愿属性和本地政府工作

的重要领域，引进国际组织合作，提升自身国

际协作能力。

２．注重横向发展，为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

理的横向合作、协同增效提供支持

国际社会组织注重横向合作，规模效应非

常明显。尤其是在环保、人权领域的表现，相

关国际社会组织发现问题，从专业角度出发对

相关的政策和项目提出质疑，其他国际社会组

织和媒体宣传、舆论造势会尽快大规模跟上，

造成极大声势，影响当地政府改变政策。我国

社会组织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要形成相互

配合的横向合作支持模式可从三条路径出发：

首先，在国内的发展中注重横向合作，多领域、

多机构交叉合作，积累专业性、跨领域跨区域

合作能力，培育创新性。促进国内社会组织的

多领域合作内里，催生新领域社会组织诞生和

发展，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形成良好横向支持

效应。其次，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注重本国社

会组织的互助性、协作性，加强与本国国际化

社会组织的联动。在国际援助和项目中，积极

横向联动，加强组织间、机构间合作，注重舆

论宣传和规模效应。再次，在参与全球治理中

注重前期调研，了解各方需求和关注点，注重

信息的交换和沟通，为项目开展和多方协作做

好民间铺垫。例如：在湄公河流域，中国企业

的国际项目频繁受到来自国际环保和法律类社

会组织的阻挠和干预。这些事件使中国的海外

利益产生了较大的损失。我国社会组织在与企

业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时，可为企业的相关国际

项目做好前期调研、咨询，关注政府、民众和

其他国际组织的关切点，注重信息的输入和输

出，为项目的开展做好铺垫工作。

３．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赋能自我，完成志愿目标

西方大国的社会组织国际化进程是伴随着

国家对外战略实现的。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注重

“南南合作”国家，目前主要是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援助和合作。中国社会组织应注重

协同国家外交战略，配合政府和企业在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相关活动。可从以下路径

入手：首先，关注国家对外政策的重点和转向，

结合自身专业领域，与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其次，与相关跨国企业联系，配合企业需求，

同时完成国际化志愿目标。这两点可参考全球

环境研究所的成功案例。再次，在南方国家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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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项目已经积累了较好前期基础，协同政

府和企业在该区域范围的活动，能够较好地找

到与自身志愿目标相结合的契合点，也能获得

较好的资金、政策、智力支持。在跨国的横向

合作中能够找到更多支持力量，创新治理方式。

４．注重系统性援助与互补性援助的结合，

增强援助效应

观察来自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社

会组织在全球参与教育、儿童等领域的援助项目

时，注重系统性援助。从决策、硬件设施、人员

配置等方面，结合政府与民众需求，找到社会治

理的痛点开展援助。开展系统性援助要求相对较

高，但是其持久性效果较好。系统性援助对于中

国的社会组织来说比较困难，但是随着 “一带一

路”倡议的深入，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增强，系统性援助是重要趋势。项目的预案制

订，与所在国家政府的有效沟通，参与当地政府

决策程序，对民众需求的前期调研，取得官方与

民间的支持，从硬件到软件的配套援助，这样系

统性的援助能够有效改善受援国在相关治理领域

的痛点，产生较好的治理效应，更好地搭建起

“民心相通”的纽带和桥梁。中国社会组织在进

入同一国家或地区援助时，应建立相互支持的模

式，在同一地区互补式发展，可协同增效，能够

产生较好的 “第二轨道外交”效应。

结　论

中国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重要主体力量。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社会组织

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现状，对比西方模式分

析得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特色包括：

去意识形态，以 “南南合作”为主，共建 “一

带一路”国家是主要对象；以较大体量社会组

织为主要力量，梯队化、规模化发展较弱；专

业性、目标性、包容性发展明显，多种援助方

式并行；以长期援助项目为主，注重持续性、

有效性，在地化发展较少；领域不断拓展，从

基础性领域转向高科技领域。目前，中国社会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对

中国社会组织自我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路径与

模式创新进行了探讨，包括从四个国际关键指

标一一突破，实现传统路径再创新和传统五种

模式再创新探讨。最后提出帮助中国社会组织

突破困境的对策为：注重纵向发展，夯实社会

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梯队建设；注重横向发展，

为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横向合作、协同增

效提供支持；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共建 “一带一

路”，赋能自我，完成志愿目标；注重系统性援

助与互补性援助的结合，增强援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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